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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中国模式与思想解放






前言：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

中国模式的崛起可以说是21世纪国际关系上的一件大事情。中国模式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产物，但“中国模式”概念的提出和争论却发生在本世纪。因为改革开放包括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这两个互相依存的方面，因而讨论中国模式就是要把改革开放放在中国和国际发展这两个维度中去探讨其意义。就是说，中国模式不仅属于中国历史，也属于世界历史。

探讨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世界的意义，就要从国际环境的变化来看中国的改革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既然和国际环境分不开，那么也自然对国际社会具有深刻的影响。尤其应当指出的是，“开放”表明中国的改革一开始就是世界发展经验的组成部分。也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改革开放事业一开始，国际社会对此表现出来的关怀并不亚于中国社会本身对此的关怀。

中国的改革开放对世界意味着什么？这个问题在改革开放的不同时期，其含义是不一样的。这可以从西方世界的一些人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话语变迁中看出。早期在中国刚刚开始改革开放的时候，也就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西方社会对中国一片欢迎，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会使中国很快演变成为另一个西方式国家。但当他们最终意识到中国不可能成为另外一个“他们”的时候，西方就从90年代初开始掀起了一波又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从“中国军事威胁论”到“中国经济威胁论”再到“中国政治不确定论”，等等，循环反复，从未间断过。当然，跟随着各种威胁论的是各种应付中国的策论，“围堵”、“遏制”、“抗衡”、“对冲”和“接触”，等等，不一而足。等他们意识到中国的崛起不可遏制和围堵，意识到中国事实上已经崛起的时候，西方又有了“大国责任论”和“利益相关者论”等论调。

西方对中国的各种忧虑和猜疑背后有其种种原因。不管怎样，这就是说中国的改革开放和西方的利益息息相关。但如果光从西方对中国的反应来看中国改革开放的世界意义，那么就会过于狭隘。不管中国现在如何定位自己或者其他国家如何定位中国，改革开放当初发生在属于发展中国家的中国这个事实表明，中国的经验对于发展中国家更具有现实意义和价值。

中国模式问题在西方已经讨论多年。尽管中国政府本身还是很低调，但在海外，对这个模式的讨论有增无减。从总体上来说，中国模式对于西方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具有不同的意义。对很多第三世界发展中国家来说，中国模式的意义在于其到底是否能够成为有别于从前其他所有模式的一个替代模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的发展模式基本上分为苏联模式和西方模式。现在苏联模式已经解体，只剩下西方模式。西方模式主要指的是美国模式。尽管欧洲国家也经常在国际事务中倡导其价值和模式，但已经没有很大的能量在世界舞台上推动其模式的传播；并且在很多方面，欧洲正在和美国区分开来，努力寻求其自己的模式。很显然，在内政方面，欧洲的社会主义因素远较美国多。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成为唯一的超级大国，有力量推行其模式，也就是人们所说的“华盛顿共识”。但不管是欧洲还是美国，在推行其模式方面并没有获得很大的成功，很多采用西方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因此得到经济、社会的发展与民主政治的稳定。在这种情形下，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具有了非常重要的意义。

如果说中国模式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更多的是发展经验问题，那么对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来说，则更多的是一种价值问题。对很多西方人来说，中国模式就是对西方价值的挑战和竞争。他们的担忧不仅仅在于上面所说的很多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经验表现出极大兴趣，还在于即使在西方，那些对美国和西方模式不再感兴趣的西方人也开始看重中国模式。不管怎样，前些年所谓的要以“北京共识”取代“华盛顿共识”的讨论起源于西方，而非中国。

中国模式对中国发展本身的意义更不容忽视。改革开放到现在已有三十年。尽管从数字上看，三十年对有着数千年历史的中国并不算什么，但把它放在中国历史的过去和未来的中间，人们会感觉到这三十年具有里程碑式的历史意义，就是说这三十年为历史的长河注入了从前所不曾有过并且注定会对未来产生长远影响的因素。尽管数千年的历史很长，但这样的历史时刻并不多见。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这三十年已经成为历史连贯中的重要一环。进而，如果不理解改革开放之前三十年的历史，也很难甚至不能理解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成就。前三十年可以理解为“试错”式的发展，从而为后三十年积累了非常丰富的经验。因此，中国模式的范畴应当涵盖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现在的六十年。

对中国的大历史来说，改革开放最深刻的意义在于对国家发展道路包括经济、社会和政治道路的探索。中国在进入近代历史之前，尽管时期漫长，但多为历史的简单重复，农业社会和王朝更替是数千年历史的最持续的特色。只有到了近代和西方强国接触之后，中国的各方面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简单地说，从清末改革运动到孙中山再到毛泽东，在改革开放之前，中国人一直处于持续的革命之中，探索的重点在于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尽管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人最终建立了人民共和国，但对共和国应当是怎样的一个国家，一直处于艰难的探索之中，对很多问题的理解只能在实践中进行。“继续革命”可以说是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共和国的主要特点。

在前三十年，鉴于当时的国际形势，中国尽管也有些制度上的创新（如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和苏联决裂），但总体上还是苏联版本的计划经济和贫穷社会主义，仍然孤立于（不管是主动的还是被动的）国际体系之外。前三十年为一个主权独立国家奠定了基础结构，而对如何建设这个新国家，只能说为后人留下了很多宝贵而代价极高的教训和经验。同时也要意识到，如果没有前三十年建立起来的主权国家架构，也就很难有后三十年的建设。而且正是因为有毛泽东那么多充满价值的社会实践，毛泽东后的中国领导人才有了全然不同的探索。计划经济、高度集权、没有自由、封闭、贫穷社会主义等已经被证明行不通，才使得无论是领导层还是中国社会都接受并追求市场、分权、自由、开放和富裕生活等价值。尽管邓小平当时形象地说改革开放是“摸着石头过河”，但这只是说追求这些价值的过程具有不确定性，实际上方向是相当明确的。这也是为什么在各种危机，如1989年的“六四事件”和随后90年代初苏联和东欧国家政权崩溃之后，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没有走回头路的主要原因。

同时，中国对发展的道路选择也并非“非此即彼”，就是说并不是在告别了苏联模式之后，就去选择西方模式。这方面中国又与俄罗斯和东欧国家区分开来。应当说，这种独立的探索本身就是一种价值。俄罗斯和东欧国家接受西方发展模式，希望通过激进的改革，变成西方国家，但大都导致了经济衰退和社会的大动荡。在其进行休克疗法的激进改革后，俄罗斯在一段时间里赢得了西方的高度赞美。但不久俄罗斯就发现，无论是西方式市场经济还是西方式民主，都很难适应俄罗斯的社会经济发展，直到普金执政，进行改革，俄罗斯开始纠正激进改革的弊端。但一旦这样做，俄罗斯就被视为开始走回头路，西方对俄罗斯是一片责难。经过诸多曲折之后，那里的政治人物和社会民众才意识到，尽管民主政治是一种值得追求的价值，但民主不能保证社会经济的发展。如果民主不能同时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就会导致社会的不满，而政权也会处于低度合法性。

中国模式的崛起不仅对中国未来的发展具有意义，对世界的发展尤其是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也具有参考意义。不过，尽管无论在学术界还是政策研究领域，人们对中国模式的兴趣已经很浓，但到目前为止，除了媒体对中国模式概念的传播，还没有严肃的学术研究。很显然，对中国模式的认识需要很长的时间，花费很大的努力。

本书收集的文章是我过去很多年里对中国模式的思考。这种思考在几个层面进行，包括中国模式是什么，它如何发展而来，它的未来是什么。很多研究者在涉及中国模式问题的时候，往往关注中国模式应当怎么样的问题。在很多年的研究里，笔者不太涉及理想层面的问题，因为很难回答应当怎样发展的问题，并且如果过于流于抽象，对实践的发展也并无多大的帮助。这里收集的文章更多的是一种经验观察，就是对中国发展实践的观察。笔者相信，只有通过观察中国的实践和中国的经验，才能理解中国模式，也才能理解这个模式从何而来，到何处去的问题。要回答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的问题，就必须有一个历史的角度和一个比较的角度。就是说，笔者在这些文章里意图从中国的视角（历史）和国际的视角（比较）来对中国的模式作些探讨。应当强调的是，对中国模式的探讨需要很多人很长时间的努力。一则是因为，如上所说，到目前为止，对中国模式的认识还不深入；二则是因为，中国模式本身还处于发展和变化过程之中。把这些思考文章发表出来，主要是期待能引发更多、更深入的讨论。

这里收集的文章之前曾经在各种国际性或区域性会议上发表过，大多也曾在中国的一些大学以讲座形式发表过。此次能够结集出版，必须感谢浙江人民出版社社长楼贤俊先生、副总编辑张建江先生以及王利波女士。没有他们的鼓励和推动，笔者很难下决心花费时间更新这些文章。

2009年8月





第一讲　国际发展视野中的中国经验

◆如果光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改革，那么很多宝贵的内容就会被轻易忽视。

◆国家制度建设就是中国过去将近三十年的政治改革的核心。

◆中国还没有进入一个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这个阶段什么时候到来，就取决于社会改革和进一步经济改革的进展情况，但这个阶段一定会到来。

◆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基本社会正义，或者说基本社会正义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

前不久受邀到哈佛大学参加由肯尼迪政府学院主办的第十三次国际发展会议。因为是强调发展，会议的焦点自然落在与发展有关的主题上，包括增长与整合、治理与制度、教育与发展、环境与可持续发展以及卫生与发展等。主办者希望能够总结出一些普遍性的经验供包括非洲和拉丁美洲等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参照。整个会议只有一场讨论，议题集中在个别国家的（特殊）经验上，这个国家就是中国。中国经验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中国过去将近三十年的发展经验尽管有其特殊性，但已经受到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的普遍关注。将来发展得好，中国有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的一个可以借鉴的模式。

应主办者的要求，我作了一个题为“经济发展和政治改革：中国经验”的演讲。如果把中国的经验放在国际发展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国的确有很多经验可以为发展中国家所借鉴。总结中国的经验自然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同时，政治改革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也是中国国内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问题，所以，把演讲提纲和问答笔记整理出来，供读者讨论。

中国的经验有很多，但从政治和经济发展的关系来说，主要可从如下五个方面来讨论。



不能说中国没有政治改革

首先，我不同意国际学术界和政策圈一直流行的所谓“中国只有经济改革而无政治改革”的看法。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如果没有政治改革，很难想象经济发展成就是如何取得的，也很难解释当代中国政治与改革开放前的中国政治之间的巨大区别。关键在于如何定义政治改革。在不同发展中国家，因为内部情况的不同，政治改革具有不同的内容。同时，即使在同一个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政治改革也会具有不同的内容。如果光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类似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政治改革，那么很多宝贵的内容就会被轻易忽视。实际上，单单从民主化的角度来看发展中国家的政治，人们经常会得出悲观的结论，因为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改革往往反反复复，很少有一帆风顺的。

西方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进行民主化的改革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到目前为止，民主是一种能够帮助人们实现自我价值的最有效的制度。但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不仅仅是民主化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问题。西方社会经过数百年的发展确立了一套行之有效的、完备的现代国家制度，但多数发展中国家显然还没有建立起这样一套制度。对发展中国家来说，首要的任务就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从很多发展中国家的经验来看，民主化并不能够帮助它们建立现代国家制度，但现代国家制度建立以后，民主化则是有可能的。

国家制度建设就是中国过去将近三十年的政治改革的核心。中国领导层一直强调的机构改革就属于这个范畴。民主化是中国政治改革的其中一个目标，但不是唯一的目标。除了民主化，中国还有其他很多同样重要的目标，如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等。经济、社会和政治等方面的多重转型往往给发展中国家的领导人带来莫大的压力。在一些国家，政府面对多重压力无能为力。在中国，多重压力主要是通过两个方法来应付和消解的。其一是改革的渐进性。渐进改革表明改革并非革命。中国没有采取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激进改革方法，而坚持改革的渐进性。改革的渐进性使得中国有时间和空间来不断调整政治体制以适应不断变化中的经济和社会。其次，中国把改革分成不同的阶段，在每一阶段，各方面的改革优先次序不同。简单地说，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中国改革的主轴就是经济改革。但这并不是说就没有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了，而是说在经济改革处于主导地位的这个阶段，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是辅助性的。没有各种辅助性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经济改革就很难进行。自中共十六大（2002年）以来，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以社会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社会改革的重点包括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等方面。社会改革一方面是为了消化由经济改革带来的负面效应，另一方面也是为了给进一步的经济改革营造一个更好的社会基础。当然，没有政治改革，社会改革也难以发生和发展。有序的社会改革还是要靠政治改革来保障的。中国还没有进入一个以政治改革为主体的改革阶段。这个阶段什么时候到来，就取决于社会改革和进一步经济改革的进展情况，但这个阶段一定会到来。



社会政治秩序不可缺失

第二，经济发展需要一个最低限度的社会政治秩序。没有这个秩序，正常的经济活动就很难进行。这是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在几十年前出版的《变革社会中的政治秩序》中的一个主要观点。（SamuelP.Huntington，PoliticalOrderinChangingSocieties（NewHavenandLondon：YaleUniversityPress，1968）.）
 这个观点在今天的全球化时代还是适用。全球化时代的一个残酷的现实是：如果一个国家处于封闭状态，那么很难得到发展。国际资本已经成为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动力。如果不开放，国际资本就不会进来。但光开放还不够，还需要秩序。秩序是资本和商业活动的基本条件，尤其对国际资本，更是这样。实际上，如亚洲金融危机时期的印度尼西亚的经验所表明的，一旦失去基本的政治社会秩序，原有的发展成果也会很快付诸东流。前苏联的经验也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这一点。在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尽管也有各种不同形式的社会运动或者群体事件，但政府保证了基本社会政治秩序。自邓小平1992年南巡以来，中国在吸收外资方面一直在发展中国家中处于领先地位，这应当和中国的社会秩序有关。很难想象在社会失去秩序的情况下，外资还会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国。



通过政治与行政手段保护产权

第三，经济发展需要有效的产权保护。产权保护关系到投资者的积极性问题。如果没有产权保护，就没有动力机制。因此，西方各经济学派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特别强调产权保护在经济发展中的核心作用。问题在于用什么样的机制来保护产权。在这一点上，中国和其他一些发展中国家与西方国家有不同意见。西方国家特别强调依靠法治来保护产权。这也很容易理解，因为在发达政治体系和经济体系里，法治是产权最有效的保障。但西方批评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没有建立起有效的法治来保护产权，并不见得公平。如同民主，西方法治制度也是经过了数百年的演进才发展到现在这个程度。要求发展中国家在短时期内建立有效的法治并不现实。关键在于，在没有一个有效的法治制度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找到其他的产权保护机制。

在中国，改革一开始，就提出了要建立法制。1997年的中共十五大更是把建设法治作为中国政治改革的主要目标。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制定了无数的法律和规章，不能说中国不重视法治。但另一方面，也应当看到，因为中国缺乏一个良好的法治基础设施，很多法律和法规在执行的时候往往困难重重。在产权保护方面也是这样。如果没有产权保护，那么又如何来解释中国高速而持续的经济发展呢？事实上，中国的产权保护主要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来进行的。在法治没有建立起来或者法治不能有效运作的情况下，如果要追求经济发展，通过政治和行政手段来保护产权就变得不可避免。在改革开放时代，中国建立了一个可以称之为“亲商”或者“亲发展”的政府。中共修改党章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享受政治权利。中国的宪法也已经修订来保护产权。在经验层面，中国各级政府对资本和产权的保护已经大大超越了法治的程度。地方政府为了应付竞争和推进地方经济发展，往往以政治和行政手段为资本提供额外的保护和额外的激励机制，如压低工人的工资，廉价出让土地，等等。但是应当看到的是，通过政治和行政方式保护产权有其先天的不足。因为政治和行政权力的介入，各级政府及其官员的权力往往得不到制约。过度的权力往往会造成对产权和其他各种权利的侵犯。资本的权利得到保护了，但劳工和农民的权益却往往得不到保障。很自然，有些场合，过分的权力也会侵犯资本的权利。

政治和行政手段不可避免，但更为重要的是能否从政治和行政的保护转型到法治的保护。在这一点上，中国最近通过的物权法显得意义重大。尽管中国国内对这个法律有诸多争论，但这一法律的通过是一大进步，它表明中国对产权的保护已经开始从政治和行政的方法转型到法治。



社会正义是持续发展的前提

第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要求基本社会正义，或者说基本社会正义是可持续发展的前提。所有经济活动并不发生在抽象的空间内，而是发生在实实在在的社会空间里，任何经济交易都是发生在人与人之间和不同社会群体之间。或者说，经济生活不能独立于社会生活，而是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经济活动本身的意义要到社会关系中来寻找。社会的正常运作是经济发展的最基本的条件。前面所说的社会政治秩序就是一个重要的方面。基本社会正义的重要性也就在这里，如果没有基本社会正义，社会运作就会出现很大的问题。经济活动能够给基本社会正义创造经济条件，但经济活动对社会正义的影响并不见得都是正面积极的。如果在经济发展中，对社会群体不能给予同等的机会，社会正义就难以得到保障；如果由经济发展而产生的大量财富在社会群体中不能公平分配，那么社会正义也难以得到保障。而一旦社会缺少基本的正义，那么社会不稳定甚至无秩序就会成为可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很多发展中国家在一定的阶段并不缺乏经济发展，问题在于发展没有持续下去，而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就是缺乏社会正义，最后导致社会失序。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很多国家今天就面临着如何实现基本社会正义的挑战。

中国在这方面也有经验。经济发展在给人民带来很多好处的同时，也导致了很多方面的社会正义问题。因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是通过大规模的分权运动造成的，各级地方政府及其官员掌握了大量的资源，他们的权力过大，得不到制约，造成大量的腐败。中国尽管没有发生像俄罗斯那样的大规模的私有化，但是各种变相形式的私有化还是发生了。西方称为公共部门的领域包括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等，过度产业化，大量财富通过产业化的途径流向了少数社会成员。同时，邓小平所倡导的“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到现在为止，并没有导向“共同富裕”的结果。根据世界标准，中国收入差异已经到了很危险的地步。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很自然地出现了社会不和谐的症状。近年来，群体事件不断，并且一些群体事件向政治化方向演变。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最近几年出台了“科学发展观”和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这些新政策显然是要达到基本社会正义目标。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没有经济发展就不会有社会正义，但经济发展并不能等同于社会正义。关键在于在出现社会非正义的时候，能否采取有效的方法来纠正问题。



社会多元促进政制改革

第五，民主化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在21世纪，很少有国家及其人民不向往民主政治的。但在很多场合，民主是可欲而不可求的。发展中国家并不缺乏民主化的经验，但并非所有的民主化的经验都是积极的，有“好”民主也有“坏”民主。有些国家的民主给人民很多正面的体验，但在另外一些地方，民主带来的是不好的经验。如前面所讨论的，很多发展中国家的首要任务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民主制度只是众多国家制度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而并非全部。民主并不能替代现代国家制度的全部，民主也并不见得有能力建设各方面的现代国家制度。再者，尽管在西方社会民主和经济发展可以平行，但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不见得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经济发展需要秩序，但民主政治并不能保证这样一个秩序。民主也不见得能够带来社会和谐。在发展中国家，民主往往造成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的过分政治化。国家过分政治动员，造成政治空间过大，经济和社会空间过小。这些都是不利于社会和谐的。

对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来说，关键的问题并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追求“好”的民主而避免“坏”的民主。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民主国家的经验来看，一个“好”的民主需要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结构。就是说，“好”的民主需要一定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程度和水平。穷的地方可以发展民主，但人民过于贫穷的话，就没有力量去抵抗掌权者，无论这个掌权者是选举出来的还是通过其他方式产生出来的。有太多的历史经验告诉人们，农民的反叛和革命产生不了民主，尤其是“好”的民主，而中产阶级革命则往往带来“好”的民主。

中国的经济发展还处于早期，中产阶级规模还不很大，穷人还很多。这些年来，很多群体事件就发生在穷人中间。如何解决穷人的问题是中国领导者面临的重要任务。很显然，如果不能消除绝对的贫穷，就很难根除中国历史上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的恶性革命。就民主化来说，中国存在着很大的希望。在中国的一些地方，也正在经历着中产阶级的觉醒。发达地区的一些群体事件就和中产阶级有关，尤其在与环境保护等问题相关的领域。经济的发展促成了社会的多元化，而社会的多元化反过来又促成中国政治体制的调整，以适应社会经济的现实。所以，尽管渐进性主导着中国的政治变革，但人们可以对民主政治保持乐观。从各个方面来说，民主化可以说是不可避免的。


（本文最初发表在哈佛大学的一个会议上，经修改发表在《开放时代》2007年第4期）






第二讲　中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

◆民主是国家现代性的前提条件，没有民主很难说会有现代民族国家。但是民族主义在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中，由于条件的变化，两种主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

◆如何组织中国民族主义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中国政治精英人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课题。

◆从国家结构来说，国共两党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最终能够取代国民党而治国呢？这主要是因为国共两党使用民族主义的方法和策略不同。

◆很显然，民族主义的主题是中国的内政建设，而非对国际压力的情绪化反应。或者说，情绪化反应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成为民族主义的主题。



引言：余英时vs姜义华

1996年3月29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余英时教授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的文章，在肯定了台湾民主政治发展的同时，直接批评中国大陆领导人，认为他们利用中国民族主义来压制中国的民主政治。（余英时：《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台湾）《中国时报》1996年3月29日。）
 余教授的文章一经发表便在海内外引起非常大的反响。一个简单的原因是余先生把中国大陆和台湾政治发展的差异简约为民主政治（台湾）和民族主义（大陆）间的对立。而把中国政治的发展简约为民族主义，很显然是把中国置于西方自由主义和民主政治的对立面。很多西方学者纷纷引用余先生的观点来印证西方自90年代初以来盛行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威胁论者的一个主要观点是：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在急剧地把中国推向一个世界大国的地位，但由于中国领导人只重视经济的发展，而拒绝实行民主政治改革，所以中国的崛起势必对现存世界和平与世界秩序构成极大的威胁。（对“中国威胁论”的讨论见郑永年：《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香港）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一章。）


余先生的文章在中国大陆也产生了相当大的回应，其中最具系统和学术性的要算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教授姜义华先生的文章了。在余先生的文章发表后不久，姜义华先生在南京大学作了一次题为“论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意识：评余英时《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的讲座，文章很快进入网际网络，在海内外流传。1997年3月，文章又正式发表在《复旦学报》上。（姜义华：《论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意识与中外关系的意识：评余英时〈飞弹下的选举：民主与民族主义之间〉》，《复旦学报》1997年第3期，第1—10页。）
 姜先生从几个重要的角度来反驳余先生的观点，包括“中国”这一概念的历史形成、近代主权国家意识在中国的崛起、中国人民追求平等国际地位等。

余英时先生是公认的史学大师，但因为文章作于1996年台海危机之后，先生的写作更多的是受政治和意识形态影响而非学术驱动的。在西方学术界，近年来有很多的文献讨论文明（或者民族主义）与民主的关系。探讨文明和民主的关系再次成了学界的热门话题。众所周知的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就把民主政治归于西方文明，认为东方或其他文明与民主政治无缘。（SamuelP.Huntington，“TheWestUnique，NotUniversal”，ForeignAffairs，November/December，1996，pp.2846.）
 但是也有学者讨论民族主义与民主的正面的积极关系。在苏联、东欧国家崩溃以后，这些国家开始了向所谓的民主政治的转型，但转型并非像学者所想象的那么简单。激进的改革或革命摧毁了旧的国家机器，而新的民主方式并不能建立一套新的国家机器，因此社会经济生活陷入无政府状态。所以从90年代初起，学者们开始思考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重建问题。（Forexample，Daedalus，ReconstructingNationsandStates，specialissue，Summer1993.）
 这种思路很快得到发展。1996年，耶鲁大学教授胡安•J.林茨和哥伦比亚大学教授阿尔弗莱德•斯泰潘在他们的合著《民主转型与巩固的问题：南欧、南美和后共产主义欧洲》中正式把国家的建设和民族主义作为民主政治生存和稳定发展的一个制度前提。（JuanJ.Linz&AlfredStepan，ProblemsofDemocraticTransitionandConsolidation：SouthernEurope，SouthAmerica，andPostCommunistEurope（Baltimore：The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1996）。中译本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08年出版。）
 可见，余英时先生在写作时受前一派学术思想的影响很深，而忽视了后一派所提出的新思想。

相比之下，姜义华先生试图从学术的角度来论证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不过姜先生只是从侧面批评了余先生的观点，而没有对余先生提出的重要问题进行正面的回答。笔者认为隐含在余先生文章中的主要有两个论题：第一是中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系问题，它们两者是互相排斥的还是互补的；第二是中国的经济发展是不是中国民族主义崛起的根源，中国的民族主义会不会对现存世界秩序构成威胁。

本文并不想对余、姜两位先生的观点进行逐一评论。把两位先生的观点作这样一个总结只是为了作为引子，把这个具有重要学术和现实意义的问题提出来，意图直接回答上面两个隐含在余先生文章中的问题。本文分为几个部分：第一部分简单地讨论西方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关系。第二部分讨论西方民族主义在近代中国的转型。现代中国以主权为核心的民族主义是从西方传入而来，但由于国内外种种制约因素，西方民族主义在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中，发生了很大的转型。这一部分侧重强调中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同一性和差异性。第三部分讨论中国后毛时代经济增长和民族主义之间的关系。这部分的讨论被置于第二部分的构架中，突出为什么说决定中国民族主义的不是经济因素，即经济增长本身并不决定中国民族主义是否会具有扩张性。最后，在结论中简单地讨论一下中国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在改革时期的再整合和中国民族主义未来的发展方向。



西方民族主义和民主政治

为什么在讨论中国民族主义之前先要讨论西方民族主义？这是因为，我认为近代民族主义基本上是个西方的概念。没有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在中国的流传，就很难有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人们发现，中国近代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是文化主义（culturalism），而非民族主义（nationalism）。前者认同的是文化，而后者的根基是种族。（对这种区分的综合性讨论见JamesTownsend，“ChineseNationalism”，inJonathanUnger，ed.，ChineseNationalism（Armonk，NY：M.ESharpe，1996），pp.130。）
 近来也有人论证中国的传统文化主义中也包含有种族的因素，即近代民族主义的因素。就是说，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不但不相互排斥，反而可以互补。（例如，PrasenjitDuara，“DeConstructingtheChineseNation”，inJonathanUnger，ed.，ChineseNationalism（Armonk，NY：M.E.Sharpe，1996），pp.3155；FrankDikotter，TheDiscourseofRaceinModernChina（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2）。）
 我认为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的两分法基本上仍然有效，即使中国传统文化认同中包含有种族等因素，也远远不能和西欧国家的民族主义相提并论。进而，这种两分法也使我们能够透视到西方民族主义在传入中国后的演变过程，以及演变的原因。

有关民族主义的定义已经汗牛充栋，这里不想再费笔墨了。本文从政治的角度把民族主义定义为民族国家（nation-state）的产生和发展，以及人民对该民族国家的政治认同。具体地说，民族主义有两个重要的层面：其一是客观的制度层面，即民族国家制度；其二是主观的层面，即民族成员的民族意识和激情，它表现为一种至高无上的忠诚，促使民族成员不惜为民族国家的生存而献身。在民族国家形成后，第二个层面的民族意识就表现为一种国家意识形态或价值体系。民族国家建立一种民族主义的价值体系，意在培养民族成员的民族自我意识、态度和行为取向，促使其以推进和保卫民族利益为己任。所以，民族国家制度下的民族主义带有强烈的政治色彩。对国家的领导人来说，民族主义意味着爱国主义，人民应该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争取和保卫国家的主权利益和尊严。

民族国家制度和人民的民族国家认同感是互相关联的。人民对民族国家的认同以及认同的高低是和民族国家的形成过程密切相关的。不同的民族国家有不同的形成过程，所以人民对国家的认同也不相同。因为近代民族主义是先在西方形成，而后再传播到其他国家的，所以要了解民族国家的原本意义，就要考察西方民族主义的演变过程，也就是要考察人民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

简单来说，西方民族国家（从而是民族主义）的形成和发展过程是两种主权，即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的互动过程。（为了分析的方便，我在这里忽略了近代民族国家诞生前的构成民族主义的种种要素，因为本文的目的并不是论述民族主义本身。）
 民族主义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但作为一种催发民族国家诞生的政治力量，它是近代的产物。这里尤其要提的是法国大革命。在法国大革命前，就已经存在民族问题，但法国革命把一种全新的因素引入民族问题，从而使各种民族因素得以重新组合，形成一种全新的主义。这一新因素就是民主政治。在民主成为民族主义的一大要素之后，民族主义不再像从前那样属于少数精英人物，而是成为千千万万普通人民的事了。从此以后，民族主义和人民主权不可分离，就是说在民族国家形成过程中，人民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政治角色，而是一个积极的主动参与者了。从这一角度来看，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是同一的。美国政治学家摩根索强调：


无论从历史起源还是从其所发挥的政治功能来说，民族主义的思想和自由的思想密不可分，但也同自由的概念一样模糊不清。作为一种政治现象，民族主义为两种自由提供了精神源泉，即集体自由和个人自由。前者为一个民族摆脱另一个民族统治的自由，后者为个人根据自己的意志加入这一民族的自由。（在民族主义者那里）个人自由被视为是民族自由的先决条件，而民族自由仅仅是个人自由在国际舞台上的表达罢了。原先用来保障和支持个人自由的政治和法律被应用到民族。人民的意志应决定该由谁来统治他们以及如何来统治。一个民族应该属于哪个国家统治也是这一决策的一部分。所以，民族自决原则的实现是民主政治和民族主义的实现。
 （HansJ.Morgenthau，“TheParadoxesofNationalism”，YaleReview，vol.xlvi，no.4（June1957），pp.481-483.）


民族 国家作为一个整体有权利摆脱另一个民族国家的统治，这一思想渊源于16、17世纪。当时国家面临两个主要敌人，一是封建秩序，二是帝国体制。前者自下而上、后者自上而下地阻碍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这两种制度在王朝或者宗教战争中不堪一击，证明了它们在组织上的无效性。在封建和帝国体制解体后，随后兴起的是地域国家（territorialstate），其政治形式表现为王朝主权（dynasticsovereignty），君主掌握了国家最高的世俗权力。较之封建和帝国制度，王朝国家更有能力保卫其所控制的领土和人民，提供国内秩序，防范外来的侵略。这种能力是王朝国家统治的道德基础。我们可以看到，16世纪的布丹和18世纪的莱布尼兹都从哲学的角度论证了君主专制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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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7月14日，群众蜂拥攻入巴黎的巴士底狱，标志着法国民众登上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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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6日，法国国民议会通过《人权宣言》，宣布自由、平等、财产和安全是天赋的神圣不可侵犯的人权；宣布了“主权在民”的原则。

但君主王朝政体很快就体现出其弱点。到18世纪末，君主王朝已经不能保卫自己的民族国家了。在欧洲，一些国王为了自身的私利，勾结外国力量来反对自己的国家。就是说，国王自己的利益被置于民族利益之上了。民族主义随即诞生，表示民族应当自己起来保卫自己的利益了。

法国大革命后，民族主义成了一种革命性的意识形态，迅速登上国际国内政治舞台。就国内政治来说，人民主权意味着君主专制、贵族政体等传统国家统治主体失去了统治合法性。民族主义强调的是国内公民一律平等，有权利参与国家的政治过程，而不能被排斥在国家的政治过程之外。无论哪一个阶级或政治阶层都不能代表整个民族来组织和管理国家政治。这里，“民族”的概念近似于“政治平等”和“民主”的概念。

那么，民族主义是如何体现在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即民主政治制度上的呢？这需要来看民族国家是如何向民主转型、体现人民主权原则的。民族主义强调所有公民都有权利参与国家的政治过程，即国家的权力的基础是人民。这当然是一种理想，因为所有人民不可能一律平等地参与国家的政治过程。上面已经提到，民主成为民族主义重要的组成部分是在18世纪法国大革命时期，最先表现为一种政治意识形态，或者说是理想。从理想变成为一种政治现实，或者说是理想外化为政治制度，经历了一个极其复杂的政治过程。

人民主权原则的制度化过程就是人民进入国家政治生活的过程。从君主主权到民主政治转型的过程是各种政治力量角逐的过程。先是资产阶级。诚如马克思所分析的，君主主权或专制政权的产生本身就离不开资产阶级，因为无论是帝国政体还是分散的、地方化了的封建政体，都不能满足新兴资产阶级的要求。君主专制从制度上统一了国家，民族主权原则得以制度化，这是符合资产阶级统一市场要求的；但是，君主主权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在君主专制政权建立后不久就暴露出来。资产阶级不但要享受君主主权所提供的国内秩序，而且要成为一个积极的政治主角参与国家政治。君主主权的根据是人的身份和出身等非自然的特质。资产阶级要求把政体建立在更为自然的基础之上，那就是基于财产之上的“平民”，即资产者。资产者利用自己的经济权力，通过不同的路径（或改革，如英国；或革命，如法国）取得了分享政治权力的权利，并最终成为权力的主体。简单地说，这是西方人民主权的第一次胜利，胜利的基础是经济力量。

人民主权的第二次胜利是工人阶级进入国家政治过程。资产阶级的崛起也造就了一个工人阶级，不断成长的工人阶级也要求和资产者分享国家政治权力。和资产者用其经济权力参与政治不同，工人阶级参与政治的基础是其组织和人数。最终，因为普选的实现，工人阶级成功地进入国家政治过程。从形式上说，工人阶级的进入政治是人民主权的“平民化”。尽管在实际的政治层面，人民主权还在发展，但各种制度的确立使得越来越多的人民能够进入国家的政治过程。（本文并不探讨人民主权的平民化对一个国家民主政治体系的实际影响，但这并不意味着这一问题不重要。）




民族主义在中国的演变及其与自由主义的关系

60年代末，美国学者詹姆斯•哈里森在总结当时的学术界，特别是美国学术界对中国国家的研究后说，在传统中国，人们强调的是基于共同的历史传统、共同的信仰之上的文化主义，它与基于现代民族国家概念之上的民族主义是两个根本不同的概念。中国人的文化自秦汉以来就包含着一种政治上的民族优越感和忠诚感，但中国人的基本认同感是针对中国文化的，中国人没有独立的国家认同感和忠诚感，不能把文化和民族区分开来。就是说，中国人把最高的忠诚感给予了文化而非国家（state）。对中国人来说，没有任何理由去放弃或改变自己的文化来强化国家忠诚感。（JamesHarrison，ModernChineseNationalism（HunterCollegeoftheCityofNewYork，ResearchInstituteonModernAsia，NewYork，1969）.）
 中国人文主义或文化至高论中有两个因素。其一，文化主义包含有这样一种信念，即中国是唯一真正的文明，其文化的优越性是不容置疑的。其他民族可能会在军事上比中国强，构成对中国的威胁，但它们不是中国真正的竞争者。除非它们接受中国文化，否则它们就无法统治中国。中国人文主义的形成是因为中国文化在很长时间里没有遇到任何竞争者和挑战者。中国人没有民族主义的概念是因为没有外来的压力。其二，统治者必须接受儒家教育，并根据儒家原则来治理国家。进而，儒家思想具有普遍性。因为统治者的合法性取决于教育，其他民族如果接受了中国文化的主体，即儒家精神，也可以合法地统治中国。政治家们的忠诚是针对儒家文化的，而非针对某一特定的政体或民族的。文化主义也反映在中国人的国际政治观上，它不承认国家间的平等性。文化主义强调的是中国文化的优越性，而非物质财富方面的进步。到了近代，中国人才意识到中国文化不能对付西方人的物质进步，于是，放弃文化主义而转向民族主义。

这种说法是有相当说服力的。当西方列强侵入中国，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接触到西方世界，他们马上发现了中国人的这种文化主义和西方民族主义的不同。在20世纪初，梁启超就指出，中国人有深厚的文化主义，但无欧洲人那样的民族主义。中国人视中国为世界而非国家。在梁启超看来，这种深刻的认同妨碍了中国人发展出爱国主义精神。因此，要造就一个新类型的国家，首先就要求创造一种“新人”。（梁启超：《新民说》，《饮冰室文集》，（香港）天行出版社1974年版。）
 梁漱溟从另外一个角度说明了文化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区别。他认为传统中国政府的特征是统而不治，基本上不履行现代国家的功能。（梁漱溟：《中国文化要义》，（台湾）中正书局1975年版。）


在帝国主义侵入中国后，中国人也开始接受西方民族主义。这是一个复杂的过程。上面已经强调，在西方社会，现代民族国家是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两种主权互动的过程。民主是国家现代性的前提条件，没有民主很难说会有现代民族国家。但是民族主义在传播到中国的过程中，由于条件的变化，两种主权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变化。具体表现为：两种主权被分离开来，民族主权渐渐占据最主要地位，而人民主权变成了国家主权，民主主义（democracy）变成了国家主义（statism）。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而非民主成为中国现代性的必要条件。这种转型并不是某些个人的自由选择，而是决定于中国国家建设所处的国际国内环境，即中国处于民族国家中的后发展国家的地位。当中国人开始进行民族国家建设的时候，中国已经沦落为一个半殖民地国家，因此，首要任务是要争取民族主权。没有民族主权和国家主权，国家建设就无从谈起。其次，在争取到民族主权以后，如何进行民族国家建设则是中国政治精英们所面临的问题。上面已经提到，中国人认同的是文化，而非民族。这意味着，即使在争取到民族主权以后，也还要用政治方法来建立一个政治民族国家。换句话说，从传统文化主义到现代民族主义的转变是一个政治过程，这个政治过程产生了中国近代以来的国家主义。

在国际政治舞台上，中国人对民族主权的追求最主要的特征是对主权的追求。“主权”（sovereignty）意味着国家的独立、自主、在国际社会中的平等地位，它是国家现代性的首要象征。“主权”这一概念一旦进入中国，就很快对中国社会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西方一学者对《清史外交资料，1875—1911》作了一项统计分析，以表明“主权”概念的出现频率，发现这一概念在中国出现最早是在1860年代。从1875年至1894年，每100页文件只出现一次“主权”一词；从1895年到1899年，每100页出现2.5次；从1990年到1901年，每100页出现8.8次；从1902年到1910年，每100页出现22次左右。使用频率最高的为1909年，每100页为37次。“主权”不仅成为中国学者分析时局的新概念，而且被用于中国的国际活动中。（JohnE.Schrecher，ImperialismandChineseNationalism：GermanyinShantung（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1）.）
 可以说没有一个概念能像“主权”概念那样对近代中国的政治发展产生那么深刻的影响。主权意味着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从孙中山、蒋介石到毛泽东的政治人物，尽管具有不同的政治理想，对建立一个什么样的民族国家以及组织民族国家的方法有着不同的看法和行动，但他们对这个民族国家应该是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这一点保持着高度的一致性。（寥光生先生对此有过较为详细的论述，见寥光生：《排外与中国政治》，（台湾）三民书局1988年版。）


中国的政治精英们对民族主权的追求具有共性，但对如何建立一个新的政治民族国家却有不同的认同和策略。西方民族主义不仅影响着中国人的民族主权观念，而且也影响着他们的人民主权观。有趣的是，尽管他们对人民在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中的角色有不同的看法，但最终都倾向于国家主义。不过，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排斥自由主义和民主，而是因为国际环境不容许用自由主义的方法来建设民族国家。当我们说人民主权让位于国家主权时，指的是国家权力而非个人权力在创造和建设民族国家过程中的作用。

民族主义的最终表现形式是国家的一整套以政治体制为核心的制度。中国人对制度形式的西方民族主义的认识有个复杂的过程，中国人先是认识到西方人的军事制度，然后才认识其政治组织。自西方列强侵入中国后，中国传统的政治组织表现出软弱性来。至19世纪中期，中国国内对中国前途乃至生存问题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国家复兴被视为国家面临的最迫切的任务。在史学家称为同治中兴的1860年代，中国人对西方军事组织和技术的认识导致了一场自强运动，也就是初期现代化的开始。自强运动的目标是培养既有传统道德教养，又有现代政治才能的人才，训练掌握西方技术的专家，组织规划军事、经济和外交等各方面的建设项目以增强国家的力量。自强运动只是一场军事体制改革运动，当时的精英人物对西方强大的背景是其国内政治体制并没有深刻的认识。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国际舞台上，西方民族主义首先表现的是其军事力量和军事体制。

在1894年至1895年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中国败于当时才崛起的日本。中国的精英们相信只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中国足以阻止列强的侵略，但中日甲午战争表明，国防和军事的现代化并不足以抵抗其他方面都胜于中国的外敌。从政府官员到知识分子这才感到，只有自强运动远远不能建设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政治变革使得日本强大，如果中国要强大，也必须图谋政治改革。批评自强运动的人认为自强运动强调建设国家并没有错，但忽视了国家民众的和道德的基础，因此有必要进行一场意识形态的复兴，把皇帝和人民联系起来。只有当政府及其官员能够倾听人民的声音，政府决策表达人民的意志的时候，中国的复兴才有希望，中国也才能和外国列强在国家舞台上进行竞争。

中日战争以后，加强国家和人民之间的联系的观点在很多人思想中得到体现。他们一方面认为中国如果要赶上西方国家，就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另一方面，也强调国家强大的基础是人民。王韬表示，在世界上所有的不幸当中，最大的不幸是人民对统治者缺乏信心。中国的不幸就是因为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没有沟通，主权和人民之间没有联系。王滔认为，要把两者结合起来，需要有制度性的改革，用政治方法才能做到。（PaulA.Cohen，BetweenTraditionandModernity：WangTaoandReforminLateCh’ingChina（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74）.）
 康有为在强调皇帝的权力的重要性的同时，也认为皇帝的权力基础需要革新。如果没有这样一种革新，国家的权力很难得到加强。在康有为的建议中，除了要重视经济、军事和教育等方面的改革外，重要的是要去培养人民，否则国家就没有基础。（MichaelH.Hunt，“ChineseNationalIdentityandtheStrongState：TheLateQing-RepublicCrisis”，inLowellDittmerandSamuelS.Kim，eds.，China’sQuestforNationalIdentity（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3）.）


尽管不乏这样那样的改造旧国家体制、建设新民族国家的建议，但在恶劣的国际环境下，国家还是一味地衰落。到五四时期，很多中国人意识到政治革命不足以使中国强大，社会革命和经济革命也是必要的。各种革命性的主义纷纷出炉，改革之路已经不可能。而革命在很多方面是与国家建设相矛盾的，因为在革命的含义上，拯救国家意味着首先摧毁国家。五四时期出现的种种主义，包括无政府主义、联邦主义等都因为不能为民族国家的建设提供操作性的方案而渐渐消失。只有国民党和共产党初生的民族主义生存下来，并日益成熟和制度化，最终为国家建设提供了有效的组织构架。

孙中山、蒋介石和毛泽东都强调用民族主义来拯救中国。他们的第一努力就是激发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情绪。孙中山强调指出，中国人的传统忠诚在于家族和家庭，而传统国家因为不履行国家的职能，无为而治，国民的国家忠诚感极其微弱。如果国民的忠诚感不能从家庭、家族转移到国家或政府，国家就会缺少民众的心理基础。所谓现代民族国家，意味着国民把其民族感情依附于国家之上。就是说，民族主义情感必须有制度化作为依托，或者说民族主义必须制度化。而要国民产生国家认同感或者忠诚感，首先就必须创造出一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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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

只有作为一种组织的国家才能把民族主义制度化；只有当民族主义制度化后，才会体现出其政治力量来。中国人有强烈的家庭感，却缺少群体或集体意识，而民族主义则是一种集体意识，民族就是一种集体。孙中山形象地把中国比喻为一盘散沙，中国人只能称之为大众而非现代公民，只是个体而非集体。所以，要使中国大众产生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建立国家是首要任务。就是说国家首先被创造出来，然后国家再去创造民族意识或组织大众分散的民族意识。如何组织中国民族主义是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中国政治精英人物所面临的最重要的政治课题。

在革命生涯的早期，孙中山强调更多的是人民民主，认为基于欧美多党制基础之上的共和国政体能够为人民提供一种有效的政治参与途径。但1911年革命后建立的共和政体的无效性促使孙中山重新考虑人民主权问题。他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强有力的政治体制，任何形式的民主政体都不能够帮助中国建设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孙中山因此转向了民族国家的组织方面。

基于对中国社会的认识，孙中山在1906年提出了建国的三序方略，即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但这种程序并没能够巩固共和政体。在俄国十月革命后，孙中山转向了苏联。苏联是第一个从资本主义体系中挣脱出来而建立不同于西方政体的国家，对包括孙中山在内的许多中国人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以孙中山来说，苏联的感染力不在于列宁对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系统论述，而在于列宁主义的政党组织。1924年，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孙中山强调指出，国民党要做两件事，一是改组国民党，二是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改造国家的内容很广泛，不限于政府，但建立一个新型的政府是首要任务。建立党，以党改造国家，这是全新的思想。把这一思维方式应用到民族主义，含义极其明显，就是说，中国首要的任务是要组织各种政治力量，或把政治力量制度化，然后，再去改造，甚至重建新的民族国家。

组织和政党成了孙中山建设中国民族国家的最有力的武器。他曾明确表示过，他“向来主张以党治国”（《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1页。）
 。但党的概念在他那里有个变化过程。前期的以党治国思想，学自欧美，指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袁世凯掌权以后，孙中山曾经想用政党来制约袁的专制主义。宋教仁组党，提倡议会政治，政党内阁。可是最后，宋事败身亡。所以，后来孙中山主张效法苏联政党，不再提倡欧美式的政党政治。在孙中山看来，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之上”，这“又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美、法之政党，握权更进一步”。他还进一步指出，中国以党治国为时太早，因为国家还是乱，社会还是退步。所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以说是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它”（《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3—104页。）
 。

中国共产党也致力于以党治国。从国家结构来说，国共两党并没有多大的区别。但为什么中国共产党最终能够取代国民党而治国呢？这主要是因为国共两党使用民族主义的方法和策略不同。国民党使用的是精英策略，依靠的是地方精英，而非民众。在地方层次，地方民众被国民党排斥在政权过程之外。由于地方精英没有能够改善地方人民的生活，加上官员腐化，蒋介石的政权尽管高度集权，但实际上极其脆弱。相反，中国共产党是在中国的边缘地带成长起来的，多数地方精英已经为国民党政权所吸收，共产党能动员的资源主要是民众，这使得共产党走上了一条自下而上的民族主义建国道路。

正如约瑟夫•惠特尼所指出的，更重要的是，国民党政府没有能够发展出为普通人民所能理解和接受的国家思想。就是说，国民党的思想是针对各阶层精英人物的，而非普通中国人的。作为一个统治党，国民党只强调权力的集中性，不容许来自下面的政治参与。再者，国民党政府因为走的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建设道路，缺乏有效的工具把其国家建设思想传达给中国社会的最基层。和国民党不同，共产党通过干部下乡等方法，成功地把国家建设思想传达给了人民。（JosephB.R.Whitney，China：Area，AdministrationandNation-Building（UniversityOfChicago，DepartmentofGeographyResearch，1969）.）


从以上的对中国近代民族主义发展过程的讨论中，可以看到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互动的复杂性。自由主义本来就是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西方政治发展过程中，只是当民主思想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后者才获得了巨大的政治力量。因为西方民族国家在发展过程中具有一个相对和平的国际环境，民主政治和民族国家的建设相对来说一直在平衡发展。在民主成为民族国家建设的重要原则以后，西方国家间的冲突和战争反而促进和强化了民主原则，因为统治者必须通过民主的原则来动员民间资源。

中国则不同。因为面临恶劣的国际环境，政治精英所面临的最重要问题是民族的生存问题，国家的力量就变得重要起来。没有国家的力量，民族生存就会受到威胁。不仅如此，因为传统中国社会盛行的是文化主义，人民认同的是文化，这个因素更强化了政治精英的权力角色，他们不仅要为民族主权而斗争，而且要创造一个民族国家，创造人民的国家认同感。在这个过程中，国家的力量超越了人民的力量。所以我们说，人民主权的位置被国家主权所取代，就是说，集体的权力超越了人民个体的政治权力。因为只有在国家的组织下，人民个体的力量才能聚集成为集体的力量；只有集体的力量，才能求得民族的生存权。因为人民是由国家来组织的，国家自然高居于社会之上。

人民主权因此演变成国家主义，人民主权居于次要地位。但很显然，把人民主权（或民主）与民族主义对立起来的观点忽视了两者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在西方，民族国家是人民主权的外化，而在中国，无法用人民主权的原则来创造一个新的民族国家。所以，如果说西方民族国家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是统一的过程，那么在中国，它们两者的发展就有个时间上先后的问题。就是说，先用政治方法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再来调整国家和人民主权的关系。至于国家如何改革自身来体现人民主权，则是另外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



经济发展和民族国家建设

余英时先生（和很多西方提倡“中国威胁论”的学者）的另一个观点是，中国领导人利用经济发展来推动民族主义的复兴，从而会对世界构成威胁。因此，我们必须讨论经济发展和民族主义的关系，即经济和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

认为经济发展会导致民族主义的兴起并不是一种新的观点，从马克思到列宁甚至到当代现实主义学派的国际关系学者，无一不强调经济因素决定了一国在国际事务中的地位。例如，耶鲁大学史学家保罗•肯尼迪在其名著《大国的兴衰》中，把国际关系的变化动力归诸经济和与之有关的技术的进步，认为经济和技术的进步决定了各国间发展的不平衡性，从而影响各国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决定了一国是否会对另一国构成威胁。（PaulKennedy，TheRiseandFalloftheGreatPowers：EconomicChangeandMilitaryConflictfrom1500to2000（NewYork：VintageBooks，1989）.）


那么经济发展为什么会使一个国家的民族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帝国主义即民族主义在国际社会的表现）呢？第一，追求经济利益是任何国家最重要的目标。如果现存国际关系结构不能满足一个国家的经济利益，那么它就要千方百计地去改变这一结构。而一国的经济力量决定了它是否有能力去挑战现存国际秩序。第二，国际关系等级结构最终决定于国家的经济基础。一国的经济增长表明了其财富和其他资源的增加。随着这一国家经济效益的提高、工业结构的变迁和国际贸易方式的变化，其国际行为方式也会随之发生变化。经济利益之所以成为国际关系中最基本的动力，主要是因为世界经济资源的贫乏。任何国家要想生存下去，必须以某种方式去获取更多的资源。所以，只要有可能，任何国家都想以自己的意愿来组织国际关系。

再进一步讨论经济发展如何导致一国的扩张，经济增长本身是否包含着扩张的动力。经济决定论者从三个主要因素来加以解释。第一是规模经济的发展。因为规模经济能够提高经济效益，减少交易成本，于是国家就会千方百计地把经济规模扩张到其他国家。第二是经济活动的国际化。任何国家，特别是大国，总想通过控制国际关系来剥削他国，迫使其来负担维持现存国际关系的成本。第三是因为报酬递减规律的作用。根据这一规律，如果要维持经济增长，所有必要的生产要素都必须合比率地增长，否则经济产出就会下降。如果这种比率不能在国内市场中达到平衡，就要在国际舞台上开拓新的市场以满足国内的需要。

很明显，这些规律主要是对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所产生现象的解释，不可否认，它们在今天的国际关系中仍然发挥着作用。不过经济决定的解释不是没有挑战者。普林斯顿大学教授罗伯特•吉尔平尽管也强调经济因素对国际关系的重大影响，但同时也发现国际冲突与国家的组织形式有密切的关系。（RobertGilpin，WarandChangeinWorldPolitic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1）.）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中，已经经历了三类主要国家形式，即各种地方化的政治形式、帝国政治形式和现代民族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式替代另一种国家形式，是因为旧的国家形式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就像帝国这一国家形式消失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是因为：第一，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取代了帝国作为国际关系的主角地位；第二，工业化推动了经济形态的转型，现代经济增长不再依赖于农业经济，而依赖于科学与技术的发展；第三，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

吉尔平虽然把国家形式考量在内，但也还是过分强调经济决定国家间的关系。在这里，经济仍然是主角，而国家形式只是经济发展的一种反映。这样的解释仍然不能回答我们的民族主义向外扩张的问题。这一问题的实质其实就是一国内政的组织形式和其国际行为之间的关系。很早以前，一些德国史学家曾指出，一方面，来自外部的压力对国家的内部结构具有决定性影响，另一方面，国家的内部组织方式对该国的国际行为也有重大的影响，如果国家要在国际竞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从建立有效的国家组织做起。（例如OttoHintze，“MilitaryOrganizationandtheOrganizationoftheState”，inTheHistoricalEssaysofOttoHintze（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p.183。）
 近来也有美国学者从国家政体出发来研究其外交行为，特别是战争行为。例如，杰克•施纳德就认为，战争可以为国内各种利益集团如军方、外事官员和大资产者带来巨大的利益，因此他们把持国家机器，发动战争，以增加自己的利益。（JackSnyder，MythsofEmpire：DomesticPoliticsandInternationalAmbition（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Press，1991）.）
 这种理论其实和列宁的帝国主义扩张理论有很大的类同之处。

实际上，“中国威胁论”的提倡者都可从上述的理论中找到根据。早在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银行等国际组织就用实际购买力方法，预测中国的经济会在21世纪初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强经济体。一方面，强调经济增长和民族主义两者关系的人，看到的是中国过去二十年间的高速经济发展对世界权力格局的未来潜在影响，那就是中国经济力量的发展会打破现存国际关系秩序。随着中国经济力量的增长，其在国际上的野心也必然随之增长。另一方面，强调政体对民族主义扩张性影响的人认为，中国的“非民主”政体会对国际关系产生不利影响。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一个重要假设就是民主国家之间不会发生战争。把这种理论推广到中国，自然就是中国必然会构成对现存世界秩序的威胁了。

应当指出的是，这些理论在西方学术界也是有争议的。这里姑且不论这些理论是否正确，仅是把它们用来解释中国的民族主义就已经导致了非常大的误解。这些理论是根据西方经验总结而成，反映了西方民族国家发展的轨迹，作为一个后发展中国家，中国没有、也不可能走西方民族主义的发展轨迹。上面对近代中国民族主义的演变的分析实际上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再说，和西方民族主义比较，中国民族主义表现出更具反应性。就是说，它不是原生的和自发的，而是对环境变化的一种反应，首先当然是对中国国际环境的反应。民族主义既是“进口”的，也是对“输出国”的一种回应。其次是对中国国内环境变化的反应。因为民族主义是“进口”的，其对中国原有的各种制度体系必然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也必然引起这些制度体系的回弹。

从这个角度来看，20世纪9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并不是因为国家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中国有能力来改变现存国际关系秩序。相反，它是上述两种反应的结果。（详细的论述见YongnianZheng，DiscoveringChineseNationalisminChina：Modernization，Identit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
 先是对来自国际社会压力的回应。西方社会认为中国经济上的崛起必然会挑战现存国际秩序，所以自90年代以来各种有关“中国威胁”和“围堵中国”的理论一一出笼，同时在国际关系的实践中也在不同程度上视中国为假想敌。应当指出的是，西方的这些变化是根据其本身的发展经验而对中国的经济发展作出的回应，但这种回应反过来刺激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崛起。如果我们考量一下中国民众情绪在80年代和90年代的不同，就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反应性民族主义。在80年代，中国民众对西方世界普遍有好感，向西方学习成了整个中国社会的呼声。可是自90年代初以来，由于西方社会对中国的打压，民众不再对西方抱有幻想，反之民族主义情绪式的批评成了一种知识风气。向西方，特别是美国说“不”系列著作的出版和发行就是很好的证据。

同样重要的是，中国民族主义也是对中国国内问题的反应。邓小平时代开始实施的经济改革一方面带来了快速的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许多负面影响。因为80年代改革的主轴是分权，中央政府的能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能力有很大的衰落。这就是90年代初以来大陆争论的所谓“国家能力危机”的主题。高速的经济增长确实对旧的民族国家体制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如果没有有效的应对措施来应付这些挑战，一个统一的民族国家的生存就会成为问题。在这样的情况下，很多学者再次提出了重建民族国家的呼吁，各派政治思潮也纷纷涌现。民族主义在这种环境中又成了其中一个主要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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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主义式的情绪应该转变成为国内建设的力量。（图/新华社戚恒）

中国民族主义是对国际、国内新环境的反应。西方学者却根据西方本身发展经验得出了几乎相反的结论，即民族主义的兴起表明中国因为其经济实力的剧增而开始要挥舞“拳头”来验证其力量了。这种“误解”盛行在西方的各个领域。政治人物经常故意误解中国民族主义是为了追求政治利益。学术界为什么也会这样呢？很多人自然是由于情绪所致，在看待中国民族主义时附加了很多感情的成分。更重要的是，他们在分析中国问题时利用的是现有的西方概念。社会科学研究离不开有效的概念，但概念是具有文化和历史的背景的。用在西方背景下发展起来的概念来分析中国问题，这样的误解的出现是避免不了的。



中国民族主义的未来

上面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讨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复杂性。这里需要再次强调上面提出的几个重要问题。首先，中国民族主义并非是其经济力量的反映，经济增长并不一定导致向外扩张型的民族主义。相反，如果说中国的经济发展对民族主义有推动作用，也只是因为经济发展破坏了旧的体制，从而对民族国家的旧的制度构架造成了威胁。第二，中国民族主义并非一定是民主（人民主权）的对立面。相反，两者不仅可以是互补的，民族主义甚至能够扮演一个推动民主政治进步的角色。第三，中国民族主义是对外来压力的一种反应，国内民族主义的高低程度取决于外来压力的强度。第四，就一个民族国家在国际中的地位而言，和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是民族主义的组织化。经济增长本身并不成为一种国际力量，经济力量如果不能组织成为民族国家的力量，就不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同样，如果没有一整套健全的政治制度来组织经济力量，民族主义就只能停留在情绪层面。

这些初步的结论也向我们指出了中国民族主义的发展方向。在反对用西方的概念来解释中国民族主义的同时，必须看到中国的民族主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很显然，民族主义的主题是中国的内政建设，而非对国际压力的情绪化反应。或者说，情绪化反应是不可避免的，但不能成为民族主义的主题。本文开头已经明确指出，民族主义的本质是要为民族国家提供一个制度基础。近代中国从孙中山到毛泽东的各种革命都是为了建立这样一种制度基础。没有这样一种制度基础，民族国家的生存就无从谈起。

也应该看到，在寻求这样一种民族国家的制度基础的同时，民族主义的诸多因素得到了重新组合，其中一些被赋予优先地位，另外一些被置于次要位置。当国家力量的地位变得至高无上时，人民主权的地位只能居于从属性次要地位。现在，在经过了多次革命后，中国不仅获得了民族主权，而且也为民族国家创造了一种制度基础。但民族主义的任务还没有完成，民族国家的制度基础还需要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在这一过程中，如何重组国家权力和人民主权之间的关系的问题变得重要起来。如何适应民族国家新的形势，使得人民进入国家政治过程乃是今后中国民族主义的主题。同样，在国际政治方面，民族主义式的情绪必须转型成为国内建设的力量，转化成为一种对民族国家的认同。没有这样一种转型，除了即时反应性的民族情绪，国家不可能具有一种连续性的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国际关系原则。


（本文最初是作者1999年6月14日在广州社会科学院所作的演讲。后收录在王赓武、郑永年主编的《中国的“主义”：从“五四运动”到当代》一书中。该书由新加坡八方文化公司2009年出版）






第三讲　政治改革与中国国家建设

◆民主化可以是一股强大无比的摧毁非民主的旧制度的力量，但很难充当同样强大的力量来建设新制度。

◆在西方，正是社会力量的壮大才驯服了国家力量。但是当社会经济的变迁要由国家来推动时，谁来驯服国家权力呢？这种历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主是政治精英赋予社会的一件“礼物”。

◆不管我们意愿如何，客观的现实要求和政治权力的本质决定了国家权力会一直存在于我们身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非要不要这样一个国家政权，而是如何确立一个强大的能够满足各方面发展要求的国家，同时又是一个能够容纳民主政治因素的并且能够推动民主政治的政权机构。

◆我们想提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是否具备了一个民主政权所需要的最低制度条件。



引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被确定为中国经济制度的发展方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相信政治改革是中国下一阶段改革的一个主要任务。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无论是民众还是党政官员都认为，改革的重点在于经济和机构等方面。但最近的情况则不同了，2000年的一项调查表明，党政干部最关注的是政治体制的改革，其次才是机构人事、国有企业、收入分配制度等。（参见汝信、陆学艺等主编：《2001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第47页。）


尽管没有人否认建立一个民主的政治制度是中国政治改革的最终目标，但在如何进行政治改革的问题上却并没有任何共识。综合目前各种讨论的情况来看，中国社会上主要存在着三种有关民主政治导向的政治改革的理论性讨论，即自由派、民主派和公民社会派。（这种区分法是王绍光教授总结的。）
 自由派认为，中国的国家权力太大、太集中，是“专制”的根源。解决的出路在于继续缩小国家权力，给社会和人民更多的自由。而民主派并不反对强大的国家权力，但反对不民主的国家权力，所以认为要解决目前的问题，一方面是要加强国家权力，主要是中央政府的权力，但另一方面也要强调人民对国家政治的参与，这样才能避免国家向“专制”方向发展。公民社会派则强调社会力量对国家权力的有效制约，主张大力扩展建立在非政府组织基础上的社会权力，从而在国家和社会权力之间达到一种平衡，使得国家权力的“专制”成为不可能。

每一种观点都有其自身的合理性，很难说哪一种更具有优势。民主是我们期望的价值和制度，民主化也无疑是中国政治改革的目标。但是，笔者认为，所有这三方面的思路都没有涉及国家在民主化中的作用。大家都认为民主意味着国家政权的民主化或者政治权力的民主化，但是因为没有涉及政治权力本身在民主化过程中能做些什么，这些方法因此未免显得过于理想。笔者认为，要讨论中国的政治改革和民主化问题，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要理解好国家和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在对这个问题有比较好的认识后，才能更好地考量以民主化为目标的政治改革问题。本文讨论国家与民主的关系问题，重点并不是民主化本身，而是民主化的前提政治条件，即国家建设（state-building）和民主的国家建设过程中国家的作用。



国家与民主

◆一般意义

国家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有两层含义。（这里所说的“国家”（state）不是我们一般意义上理解的国家。通常，在谈论国家时，人们指的是country。这里的state可以翻译成为“国家制度”或者“国家机器”，但为方便起见，仍使用“国家”一词。）
 第一层含义指的是国家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比如说“国家”在西方各种民主政体中所扮演的角色。学者们发现，在不同的民主政体中，“国家”在政治、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所能起的作用是很不相同的。第二层含义指的是“国家”在民主化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这经常是就那些非民主的国家而言，指“国家”在从非民主到民主的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强调这一点很重要，尤其是对政治渐进主义而言。如果用革命的方法，“国家”本身的作用似乎不重要。之所以要革命，是因为人们不相信现存“国家”本身能够民主化或者“国家”有能力促使自己转型。（实际上，即使研究革命也离不开考量国家的角色，例如列宁的著名文章《国家与革命》。当代学者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学派或者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学者，仍然把重点放在国家对革命发生和发展的作用上。）
 而渐进主义强调的是不通过推翻现存国家政权而把国家转型成为民主政体。

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研究民主化的“第三波”浪潮，认为从非民主政体到民主政体的转型过程中，国家可以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SamuelP.Huntington，TheThirdWave：DemocratizationintheLateTwentiethCentury（Norman：UniversityofOklahomaPress，1991）.）
 也有其他一些学者研究国家在政治民主化过程中的作用。但讨论两者关系的文献并不多见，并且大多聚焦于权威主义类型的国家和社会。也有学者研究“国家”在前共产主义政权转型过程中的作用，但这里的“国家”往往指的是“国家”的少数高层精英人物在瓦解旧政权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最明显的例子是前苏联的戈尔巴乔夫。迄今为止，还没有共产主义政权能够通过渐进的方式实现民主政体的案例。因此，在中国政治发展中提出“国家”和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人们关心中国的民主化，热衷于讨论“国家的民主化”或“民主的国家建设”。理想地说，民主化应当是一个国家建设过程，通过民主化而使得国家转型成为民主政体。但现实的情形并非如此。民主化往往不能成为国家建设的一个过程，反而是国家的毁灭过程。这在多民族国家尤其如此，民主化经常表现为多民族国家的解体和消失。戈尔巴乔夫激进的政治改革不但没有为苏联人民带来一个能够有效运作的民主政体，相反带来的是国家的解体。苏联解体后，尽管俄国人民拥有了一种民主形式，但他们所付出的代价和从这种民主政体中所享受到的利益却极不相称。印度尼西亚是另外的一个例子，苏哈托专制政权垮台后，印度尼西亚开始了民主化的过程，这一过程不可说不激进。但与此同时，印度尼西亚也开启了民族国家的解体过程。不仅东帝汶很快独立了出去，其他很多省份也都纷纷要求独立。而这一切对印尼人来说，可能还只是一个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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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尼骚乱：民主化开启了国家的解体过程。

在“国家”还没有民主化时，人们纷纷要求民主化。但当民主化摧毁了旧“国家”之后，学者们又开始讨论“国家”建设问题，而政治家们则开始感到国家建设困难重重。（在前苏联解体和东欧政权瓦解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国家建设问题。如Deadalus，“ReconstructingNationsandStates”，SpecialIssue，vol.122，no.3（Summer1993）；GordonB.Smith，ed.，State-BuildinginRussia：TheYeltsinLegacyandtheChallengeoftheFuture（Armonk，NY.：M.E.Sharpe，1999）；TarasKuzio，Ukraine：StateandNationBuilding（NewYork：Rutledge，1998）；TarasKuzio，RobertS.KravchukandPaulD’Anieri，eds.，StateandInstitutionalBuildinginUkraine（NewYork：St.Martin’sPress，1999）；andJillA.Irvine，“UltranationalistIdeologyandStateBuildinginCroatia，1990-1996”，ProblemsofPost-Communism，vol.44，no.4（July/August1997）。）
 实际的情形是，民主化可以是一股强大无比的摧毁非民主的旧制度的力量，但很难充当同样强大的力量来建设新制度。而且，很多国家制度或者国家机器并不是通过民主化所能建立的。可以说，一旦民主化到来，或者一个国家成为民主政体之后，有些方面的国家制度就再也建立不起来了。尽管人们不想把诸多消极的东西和民主化联系起来，但这是现实。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说，民主化是一种值得期待的事情；但在民主化前或者民主化过程中，人们必须考虑到很多事情。在一定程度上，民主化是人们的一种选择，是政治精英和人民之间互动的产物。民主化可以有多种途径，精细的考量可以帮助我们在这些不同的途径中进行选择，得到较好的结果。

◆民主化不能等同于国家建设

如果说民主化和国家建设不是同一件事，那么我们就有必要首先定义一下什么是国家，什么是民主。人们讨论现代国家时，大都指的是起源于近代欧洲的“国家”。不提及近代欧洲国家，我们很难讨论发展中社会所拥有的国家形式。韦伯认为近代国家是一种组织，它由无数的机构组成，国家机器的领袖（行政权威）领导和协调这些机器，并有能力或者权威为其统治下的特定土地上的人民和其他社会组织决策，并在必要时以自己的意志来使用武力。（MaxWeber，TheTheoryofSocialandEconomicOrganization，ed.，TalcottParsons（NewYork：FreePress，1964），p.156.）
 在欧洲、北美和其他一些地方，近现代国家又获得了一种特殊的形式，即自由民主政体。那么，什么是民主政体呢？民主政体也是一种组织形式。根据达尔的总结，它包含了如下的特点：第一，宪法保证民选代表对政府政策的控制；第二，定期、公平和自由选举制度的确立，借此人民选举和撤换其领导人，就是说，权力的转移是通过选举机制来完成的；第三，所有成年人都具有参与这种选举的权利；第四，公民有竞选公共职位的权利；第五，公民有自由表达的权利；第六，公民有获取政府和其他组织所控制的信息的权利；第七，公民有自由结社的权利。（RobertDahl，DemocracyandItsCritics（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89），pp.221223.）
 显然，这是对现行西方民主实践的理论总结。

仅从上面对“国家”和“民主”的定义比较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政治民主化和国家建设不是同一件事。民主政治只是现代国家的一种形式，并且是在后来才出现的，而国家建设远远早于民主这一特殊的政体形式。即是说，先有了现代国家形式，然后才逐渐转型成为民主政体的。

西欧、北美是近代国家的发源地，近代民主政治也是起源于斯。无论是现代国家形式还是民主政治，都是从西方传播到世界各个地方的。用法国学者贝特朗•贝蒂的话来说，所有其他国家的国家建设过程都是一种变相的政治秩序西方化的过程。（BertrandBadie，TheImportedState：TheWesternizationofthePoliticalOrder，translatedbyClaudiaRoyal（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0）.）
 但无论是在最先产生近代国家和民主的西方，还是受西方影响的世界的其余部分，国家建设和民主政治从来都不是同一件事。

已经有很多著作讨论西方近现代国家的形成和发展过程。简单地说，这是一个从近代专制国家形式向民主政体转化的过程。绝对专制主义的崛起是近现代国家发生的第一步。绝对专制国家由一系列因素构成：摧毁和取消弱小而地方化的各种政治组织，或者把它们合并到较强大和全国性的政治组织；强化中央政府的权力来统治其属地；把强有力的法律制度和政治秩序加于其统治的属地；单一、集中和主权的中央政府。（G.Poggi，TheDevelopmentoftheModernState（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78），pp.6061.）
 从绝对专制国家到民主政治的转型是一个漫长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可以说是西方社会国家建设的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很多主要的国家制度在民主化发生以前就已经确立了。在1950年代，美国社会科学研究会成立了比较政治委员会，集中世界各国专家学者，主要是西方学者来研究世界各国的政治发展。1970年代，受委员会支持，组成了一个研究小组，专门对西欧的近现代国家发展过程进行研究，并在1975年发表了《西欧民族国家的形成》一书。（CharlesTilly，ed.，TheFormationofNationalStatesinWesternEurope（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5）.）
 这本著作自发表后一直是研究现代民族国家发展的学者们的必读参考书。但是，学者们的注意力往往放在民族国家方面，而常常忽视它所强调的、也是更为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中央政府或者统一集中的国家统治制度的形成。上面提到，绝对专制国家和以往的各种政体的不同在于其权力的国家性和集中性。从以往较为分散、地方化和多中心的政治权力转化到统一和集中的国家权力中心，是一个充满暴力和战争的过程。有学者甚至称，没有战争和暴力，就没有近现代国家形式。

该书所考察的国家制度包括国家的暴力、政治、经济和行政制度等多方面。在政治暴力方面，包括国家统一的军队和警察制度；经济制度方面，包括近代金融、财政、税收和食物供应制度；在行政制度方面，包括行政技术官员的录用和培训制度，等等。指出这些，主要是想说明，在近现代民主政治出现以前，国家建设早就开始了。民主政治的发生和发展激进地改变了国家形式，但不管怎样，现在我们所看到的西方民主就是在这些国家制度基础上发展出来的。

◆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

即使在西方，从专制到民主的转型过程、民主政体从西欧到其他国家的传播过程也是一个十分缓慢、不平衡和经常充满暴力的过程。一些主要国家的民主制度如美国和法国都是经过革命而得到的。内生自发的民主的例子少之又少。除了西欧和美国，今天世界上的大多数民主制度要么是“扩散”的结果，要么是“外加”而来。“扩散”要么通过移民文化途径，如加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要么通过地理和文化的关联，如现代葡萄牙和西班牙。“外加”要么通过战争胜利方的强加，如日本和德国，要么通过殖民地的遗产，如印度、斯里兰卡和马来西亚。这里应当指出的是，这些国家在民主化之前，国家建设早已经开始了，例如德国和日本。德国的近代国家建设基本上是在“铁血宰相”俾斯麦主政期间开始并完成的，而在日本，这一任务主要是在明治维新期间进行的。

那么，是哪些因素促成西方国家从专制转型到民主的呢？理解西方民主发生、发展和生存的问题，就要理解民主的条件问题。在西方学界，至少存在三种主要理论。第一种理论，也是西方最流行最普遍的理论认为，民主这种政府形式只能存在于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经济之中。第二种理论认为，较之 其他社会，民主更有可能在工业化的富裕社会中发生、发展和生存下来。第三种理论侧重于一个国家的政治传统，认为如果传统制度中包含妥协、权力制衡的因素，那么有助于国家向民主化转型。综合三者而言，民主最有可能在具有有利于民主发展因素的、富裕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得以生存。所有这些理论都是在讲西方国家的民主发展经验，很难把它们用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但是对妥协、经济富裕程度、市场经济和有利于民主发展的传统的强调，可以反照出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发展民主政治的困难，或者在发展民主过程中所缺乏的因素。

这里我们简单地来讨论一下这些理论。在研究西方民主发展过程中，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或者马克思主义者，都一致同意在民主政治和资本主义经济之间存在着一种历史逻辑。从当代一些学者如林德布罗姆、亨廷顿和摩尔的学说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一点。（CharlesLindbloom，PoliticsandMarkets：TheWorld’sPolitical-EconomicSystem（NewYork：BasicBooks，1977）；SamuelHuntington，“WillMoreCountriesBecomeDemocratic？”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vol.99，no.2（Summer1984）；andBarringtonMoore，Jr.，SocialOriginsofDictatorshipandDemocracy：LordandPeasantintheMakingoftheModernWorld（Boston，MA：BeaconPress，1966）.）
 为什么会这样呢？欧洲历史发展表明，资产阶级的兴起与那里的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根据这种理论，新崛起的资产阶级成功地驯服了君主专制国家。君主专制国家的统治原则是基于出身背景之上的政治等级。资产阶级认为这种政府形式不“自然”，所以要由基于财富之上的统治原则取而代之，因为财富比出身更为“自然”一些。但资产阶级的统治生产出了一个工人阶级。工人阶级最终用组织的力量和资产阶级分享政治权力，建立了代议制度。代议制度的本质就是根据人口来统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摩尔指出“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

为什么民主和资产阶级的发展分不开呢？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在私有财产制度上的经济制度，它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最根本的制约。再者，资本主义产生出一种与“公共领域”分离开来的社会经济上的“私人领域”。这种“公”、“私”领域的分离是民主作为一种有限政府形式最重要的原初条件。“公”、“私”领域的分离也使得法律政治上的平等和社会经济上的实质不平等相对分离开来。在一个不平等的社会中，政治平等和经济不平等的这种分离不仅为民选政府的合法性奠定了基础，而且为人们开启了一种希望，即通过动用民主的国家的权力来改变继承下来的社会经济的不平等状况。

那么，为什么工业化社会有利于民主化？一个简单的回答是，工业化导致富裕。财富有助于缓解精英之间以及精英与大众之间的矛盾和紧张。在西方，长期的经济发展及其所创造出来的财富为现代福利国家打下了基础。福利国家反过来缓和了工业化资本主义的阶级冲突。经济危机所导致的西方政治社会危机也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财富也缓和了精英之间的冲突。政治游戏中的失败者可以转向寻求经济社会方面的成功，这样，就不会把所有赌注都放在政治游戏中。就是说，参加政治游戏并非是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唯一途径。政治游戏因此不是一种零和游戏或曰你死我活的游戏。在这样的情况下，失败者就不太可能去做那些对政治稳定不利的事情，例如组织示威、暴动和参加地下反政府活动，等等。就是说，财富为政治家们的活动提供了一个界限，防止他们超过这个界限，超过这一界限就会对现存制度的运作和生存产生破坏性的影响。这样的界限无疑对民主政治的运作和生存也是极其重要的。

最后，一些学者也发现了工业化和资本主义时代以前所存在的民主传统对民主政治的重要性。（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主要受韦伯的影响。主要参见FelixGilbert，ed.，TheHistoricalEssaysofOttoHintze（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75）；ReinhardBendix，KingorPeople：PowerandtheMandatetoRule（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8）。）
 英国的封建传统是一例。英国的封建传统意味着君主和贵族之间的一种分权的制度性安排。这种分权就已经包含着民主的因素，如政治妥协原则、权力分享原则、权力制衡原则，等等。正是这些民主因素的存在才使得英国的制度较之其他国家更顺利地容纳进日后崛起的资产阶级。这个例子无非说明了一个国家以往的政治传统对民主发展的重要性。



国家、民主和发展中国家

当转向非西方社会时，我们可以对这种所谓的民主政治和经济发展之间的逻辑提出诸多的质疑和挑战。首先，在苏联和东欧解体之前，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也并不逊色于一些已经民主化了的西方国家，但是这些国家并没有因为工业化、经济富裕而得以民主化。其次，经济发展的过程不是推动国家的民主化的过程，相反，它可以很容易导致现存国家的“政治衰败”。这在亨廷顿的学说中发挥得淋漓尽致。亨廷顿尽管是西方民主的最忠诚的拥护者，但有鉴于发展中国家的无政府乱象，认为政治秩序较之经济发展和民主化更为重要。（SamuelHuntington，PoliticalOrderinChangingSocieties（NewHaven，Conn：YaleUniversityPress，1968）.）
 不管怎样，如上面所讨论的，资本主义和持续的经济发展帮助了那些在传统政治中包含有民主因素的西方国家转型成为民主国家，这是历史的逻辑。但历史不可能重复。西方的经验不可能在第三世界和发展中国家再现。在理解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或者不发展时，无论是经济发展还是民主政治，都离不开“国家”的作用。

当我们考察当今发展中国家时，在西方社会经历过的经济和国家政体的民主化之间的关系，刚好倒了过来。就是说，在西方，是经济的发展、资产阶级和其他社会力量的崛起最后驯服了专制的国家权力，但是在发展中社会，国家（或者政府）必须生产出资本主义并推动经济发展。这也不是抽象的逻辑，而是由发展中国家“国家”产生的历史条件决定的。上面提及，在很大程度上，现代社会所拥有的“国家”形式都是从西方传播而来。但是，西方式“国家”并非“自然”地传播到后发展中国家的，在很多场合，传播的过程就是西方国家实行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过程。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第三世界主权国家，几乎都是在反殖民主义的民族革命运动中产生的。

在独立建国后，后发展国家用政权的力量支持初生的资本主义，以此来推动经济的发展。而在共产主义类型的国家，则发展出了另一类经济制度，即计划经济。即使在拉丁美洲，那里并没有直接的殖民主义，但经济的发展仍然依赖于国家的干预。在西方，新生的企业家阶层是推动民主的主力；但在第三世界，催生和支持这样一个资产阶级本身就是一项政治任务，要由国家来主导和辅助。当国家主导社会经济发展时，要国家同时必须对社会负责就变得极为困难。在西方，正是社会力量的壮大才驯服了国家力量。但是当社会经济的变迁要由国家来推动时，谁来驯服国家权力呢？这种历史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民主是政治精英赋予社会的一件“礼物”。如果政治精英们不愿意给社会这样一件“礼物”，那么社会力量就不太可能根据自己的意愿来造就一种民主的政治制度。

这样，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就面临一些结构性障碍。最重要的就是上面所讲的国家占据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国家对社会经济的主导地位从本质上说是反民主的或者非民主的。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力量有可能扩大和加强其对国家的力量，如在亚洲新兴工业国。但即使在这些国家，民主化也不是社会力量单方面的结果，离开了政治精英的作用，民主化可能无从谈起。在现代社会，除亚洲新兴工业国之外，在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都是由国家主导着社会力量。这并不是说国家有能力控制社会力量。在很多社会，国家的主导地位并没有使其能够控制社会，而是让社会处于一种无政府状态。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历史地看，很多发展中国家，政治体制整合度不高，权力分散，缺少经济发展的动力。分散的政治和软弱的经济使得它们很容易受殖民主义影响。在建立新主权国家政权过程中，扮演主要角色的是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政治精英，而非具有企业家精神的资产阶级。政治始终是这些国家各方面发展的主要动力。无论是社会还是经济都有待于发展，但负责推进这些方面发展的就是国家。即使是弱国家，其在社会经济发展中也占主导地位。国家总要通过各种方式控制和操纵社会经济的发展。由国家或者政治精英们所发动的社会运动，而非有组织的社会力量，更有能力动员资源从事国家建设和各方面的发展。但是社会制约的缺乏，使得“国家”很难自己向民主政体转化。

所以，在很大程度上，只要是国家主导社会，民主就主要是政治精英的事情。但这并不是说，社会大众对民主的发展不重要。这样说只是强调，在国家主导社会的地方，政治精英有能力给予社会民主权利，或者撤回这样的权利。社会大众经常只有在政治精英动员他们时才有机会进入政治过程。社会动员与否是政治人物决定的，而非社会力量本身决定的。

在发展中国家，当权者要同时完成两项必要的任务，即建立一个独立的国家和发展经济。建立一个有序的独立国家，从最低层面来说，是要确立对特定领土的有效控制，从最高层面来说，是确立一个合法的、主权的、对人民的需求负责的国家机器。同样，经济发展，从最低层面来说，意味着要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从最高层面来说，是协调发展与再分配之间的关系。这些不同的任务构成了不同的合法性基础。一些政治人物侧重于政治秩序和经济发展，而另一些则侧重于建立一个更负责任的政府，能够在发展和分配之间做到平衡。在这两端之外，还有极端者。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完全依靠其所掌握的武力来统治国家，而另外一些则使国家处于无政府状态。

概括地说，上面的简单讨论是想说明国家建设和民主化之间的复杂的关系。一个社会如果要有民主的转型，首先要存在着最低限度的国家制度、政治秩序和政府对领土和人民的有效控制。其次，这一国家必须具备最低限度的能力来发展经济。没有这两者，民主化的发生将是不可能的，即使发生了，也会失去其实质上的意义。



国家建设和中国的民主化

无论是西方的经验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的经验，都不会在中国简单地重复。中国正在走着自己的道路。另一方面，中国也不会是个例外。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也无法避免经济发展和民主化之间的矛盾。中国的“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和其他发展中社会的“国家”大同小异。也像一些国家和地区一样，中国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在产生出有利于民主政治发生的因素。国家在推动经济社会的发展，同时经济社会的发展也在影响着“国家”的发展。问题在于，经济社会的发展是否会推动国家的民主化转型？现存制度是在消化社会经济力量对它的消极影响而维持现状，还是在做一些有利于民主政治发生的事情呢？如何利用经济社会发展过程中出现的有利于民主化的因素来推进“国家”的民主化？对这些问题很难给出确定的回答。

再进一步来看，民主化是全球大趋势，哪一个国家也逃不过这一过程。民主政治也是中国国家建设的目标。但现实经验所显示的是，民主化很可能不是一个国家建设的过程，而是一个国家解体的过程。我们所要提出的问题是，在全面的民主化发生之前，或者发生过程中，中国能够进行怎样的国家建设，从而可以在最低限度上避免多民族国家的解体，而在最大程度上，达到较为理想的民主的国家建设呢？

◆“国”源自“党”：回到孙中山

在讨论中国国家的民主化转型时，最重要的就是要认识现存国家。所以，首先要提出一个可能很多人不愿接受或者不愿意听的问题，就是，中国是不是一个现代国家？没有人会怀疑中国早已经是一个“国家”，但是这个国家的“国家性”（stateness）到底有多强呢？这个问题却很少有人提出，更不用说给出答案。从秦始皇统一国家开始，中国尽管也有分裂的时候，但大多数时间里一直是统一而强大的国家。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在政治统治形式方面，中国的官僚体系是世界上最先进的。但是也没有人会怀疑，中国传统的“国家”形式和我们这里讨论的起源于西欧的近现代“国家”截然不同。传统国家是王朝体制，皇帝统而不治。人民对国家政治既无参与的管道也没有多大的兴趣。在大多数场合下，人民是自生自灭的。简单地说，社会和国家之间没有任何制度上的关联，这使得国家没有有效的机制来动员社会资源。

传统王朝式国家在历史上具有其优势。不管今天我们怎样评论这种形式的政治统治，它毕竟统治中国数千年。只有当王朝国家遇到了产生于西方的现代国家时，其劣势才立刻显露出来。传统王朝式国家在现代西方国家面前不堪一击，很快解体。从清末开始，所有中国政治精英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建立一个新国家。各种源自西方的思潮在中国都得到传播，到“五四运动”时期达到顶峰。这个时期的“主义”都没有为中国的国家建设提供行之有效的途径，渐渐消失。只有孙中山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初生的民族主义生存下来，为日后的国家建设提供了有效的武器。

如何建立一个现代国家？简单地说，自孙中山以来，中国主流的政治精英都走着一条“以党建国”的道路，但在不同的阶段，他们对政党和国家、政党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有不同的看法。对孙中山来说，组织和党就是重新建设中国民族国家最强有力的武器。他曾明确表示，他“向来主张以党治国”（《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1页。）
 。但党的概念在孙中山那里有一个很大的变化过程。在其革命生涯的早期，孙中山相信能够在欧美的多党制度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共和国，让人民参与国家政治，从而达到建设一个强民主国家的目标。这里的“以党治国”的思想学自欧美，指的是多党竞争的政党政治。袁世凯掌权以后，国民党曾经想用政党来制约袁世凯的专制主义。宋教仁的被刺身亡以及1911年革命后所建立的共和政体的无效性，促使孙中山重新考量政党问题。孙中山意识到，中国没有可能依靠欧美式的多党制来建立一个强国家，因为中国从社会到精英人物都没有欧美那样的民主政治素质。对于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来说，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组织是不可能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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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通过土地革命赢得了最底层民众的支持，最终取得了革命的胜利。

十月革命后，孙中山立即把注意力转向了苏联列宁主义式的政党。苏联是第一个从资本主义体系中挣脱出来建立不同于西方政体的新形式的国家。苏联的成功使孙中山对列宁主义式的政党表现出了非常的兴趣。“以俄为师”成为孙中山晚年建党的主导思想。此后，孙中山所做的两件最有政治意义的事，就是改组国民党和用政党的力量去改造国家。接受列宁主义政党学说以后，孙中山的“以党治国”的概念有了全新的内容。在孙中山看来，俄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即因其将党放在国之上”，这“又为我们模范，即俄国完全以党治国，比英、法、美之政党……更进一步”。孙中山进一步指出，（当时）中国以党治国为时太早，因为国家还是太乱，社会还是退步。所以，“我们现在并无国可治，只可以说以党建国。待国建好，再去治它”（《孙中山全集》第九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3—104页。）
 。以党治国意味着党在国之上，即党在政府之上，直接掌握政权。以党治国也并不是说“要党员都要做官，然后中国才可以治；是要本党的主义实行，全国人都遵守本党的主义，中国然后才可以治。简而言之，以党治国不是用本党的党员治国，是用本党的主义治国”（《孙中山全集》第八卷，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82页。）
 。

毋庸置疑，无论是“以党建国”还是“以党治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承继了孙中山先生的思想。那么，为什么国民党最终败于共产党呢？简单地说，这是因为共产党的革命方法比国民党的更彻底。在社会的基层，国民党所依靠的是地方精英，即地方绅士，而共产党则直接依靠农民，直接把中共的治国理念传达给了人民。这样，共产党比国民党更具有动员社会资源的能力。这一不同也直接表现在两党所建立的政权组织上。国民党的政治权力从中央通过省和县到达了乡镇一级，而共产党更进一步，政权权力再从乡镇延伸到村一级。（这一节是根据作者先前的研究概括而成，详细的内容见郑永年：《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五章。）
 美国学者弗兰兹•舒曼精确地指出了党的组织和意识形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这一国家形式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在20世纪60年代末，他说：“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性斗争登上权力地位，创造了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在过去的十几年里，无论伟大的人物还是平庸之辈，都在用组织化了的政治权力达到不同的目的，演出人类的戏剧。他们在重建一个伟大的国家，约束着她的人民，改善着人民的生活，打下了增长的基础。共产党中国犹如一栋由不同的砖石砌成的大楼，她被糅合在一起，站立着，而把她糅合在一起的就是意识形态和组织。”（FranzSchurmann，IdeologyandOrganizationinCommunist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8），p.1.）


◆国家的强大性和脆弱性

一个强大的政党阻止了自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和政治的解体。不管其内部组织如何，中国毕竟成为一个统一、独立的主权国家，或者说是一个满足了最低限度条件的近代国家。1949年以后，在共产党的主导下，中国经历了一波又一波的国家建设运动。在早期，共产党基本上接受了苏联国家模式，不仅在政治上完全接受了列宁主义式的政治统治模式，而且还接受了计划经济的经济管理模式。不过，尽管毛泽东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但他从来就没有对苏联式的国家模式满意过。无论是“大跃进”运动还是持续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都表达了毛泽东对苏联式国家模式的不满以及对一种新型国家模式的追求。这种追求并非这里所能说清楚的，但是有一点很清楚，即毛泽东使用的主要方法是政治动员。共产党政治动员的强大力量可说是史无前例的。从这个意义上，中国被西方学者视为“极权主义”类型的国家。

从追求新的国家形式的角度来看，其实邓小平所做的和毛泽东所追求的有一个共同的方向，但是两者所使用的方法很不相同。邓小平所使用的主要是经济的方法。我们可以看到，自20世纪70年代末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的二十年间，中国的经济制度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党和政府也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为中国经济制度的最终目标。但在政治上则不然。虽然其间也有政治变化，但是总体政治的构架并没有发生巨变。不能说邓小平没有作任何有关政治改革方面的努力：在80年代，邓小平等领导人曾经把政治改革作为一项最高的政治议程，也提出了一系列有关政治改革的意见。但是，国内外的现实情势使得这些设想很难落实。

不管怎样，经过长期的发展，现在中国的国家形式与旧时代的相比已经是大相径庭。但是，中国是否已经从传统国家转型成为一个现代国家了呢？一些西方学者从中国还不是一个民主国家的观点出发，认为中国还不是一个现代民族国家。这种观点失之偏颇，因为不能光用民主的因素来衡量一个国家的现代性。但是我们也应当对西方学者的观点进行一些反思。我们可能不喜欢他们的观点，但这些观点并非都是无稽之谈。白鲁恂在这方面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中国充其量是个文明（civilization），或者一个文化国家（culturalstate），而非现代民族国家。（白鲁恂在很多研究中论述过类似的观点，参见LucianPye，TheDynamicsofChinesePolitics（Cambridge，MA：Oelgeschlager，Gunn＆Hain，1981）；TheMandarinandtheCadre：China’sPoliticalCulture（AnnArbor，Michigan：TheCenterforChineseStudies，TheUniversityofMichigan，1988）；TheSpiritofChinesePolitics：APsychoculturalStudyoftheAuthorityCrisisinPoliticalDevelopment（Cambridge，MA：MITPress，1968）；“China：ErraticState，FrustratedSociety”，ForeignAffairs，vol.69，no.4（Fall1990）；“HowChina’sNationalismWasShanghaied”，inJonathanUnger，ed.，ChineseNationalism（Armonk，NY：M.E.Sharpe，1996），pp.86112。）
 用现代西方国家来透视中国国家形式就很难看清问题的实质。但是，我们可以这样说，中国国家的制度化是非常低的。中国无疑是个国家（country），但国家还没有高度的制度化。国家看似强大，但制度很脆弱。数千年来，中国的分分合合就说明了这一点。实际上，如王赓武所指出的，在过去的一千年间，汉族人真正统治自己国家的时间还不到280年。在绝大多数时间里，中国这块土地或者是由非汉族人统治，或者汉族人统治的只是国家的一部分。（WangGungwu，JoiningtheModernWorld：InsideandOutsideChina（London＆Singapore：SingaporeUniversityPress＆WorldScientific，2000）.）
 中国的强大在于有一个统一的文化。如果没有中国人统一的文化意识，中国是否还有今天这样的统一国家就成了问题。

实际上，中国国家形式既强大又脆弱的现象也是中国人自己所能感受得到的。说中国强大是因为中国的经济改革在过去二十多年里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国家的综合力量、人民的生活水平等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的变化，人们更容易感受得到。很多人预测中国的经济规模会很快超越美国，成为全球第一。一般认为，随着经济力量的增强，中国的军事力量也会急剧地提升。这就是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西方各国盛行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的主要根源。但奇怪的是，在感受到中国强大的同时，人们也日见中国的脆弱。即使在今天，国外的很多人还是认为中国仍然存在着分裂的可能性。毛泽东所建立的政治国家形式无疑是中国有史以来最强大的国家形式。但是这种国家形式实际上已经在邓小平时代因分权改革而有了根本性改变。所以，很长一段时间里，西方学者热衷于谈论中国国家的“易碎性”（fragmentation）。一些组织和学者甚至在研究利用分权下产生的地方主义来分解中国的方法。台湾李登辉的“七块论”也是这种心态的反映。（李登辉：《台湾的主张》，（台湾）远流出版公司1999年版。）
 可以说，这种观点在欧洲，在美国、日本和台湾等国家和地区都有相当的市场。（对这些观点的综合性讨论，见郑永年：《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第一章。）
 这种既强大又脆弱的现象被国外一些媒体称之为“中国问题”。（参见郑永年的综述：《什么是“中国（人）问题”？》，（香港）《信报》1999年11月9日。）
 在政治体制方面也是这样。如上所说，在经过了改革年代的大规模的分权运动以后，很多人还是感觉到政府的权力过于集中，所管的事还是太多，所以要求政府继续缩小其权力范围，减少其所管的事情。但是另一方面，也有很多人感到政府太弱，政府管理的效能很低。很多人觉得孤立无助，希望政府把许多事情都管理起来，如提供基本的政治秩序、保证人民的基本生活水准和生命安全，等等。

在很大程度上，对政府的不同看法都可以在实际政治生活中找到经验根据。任何一个政府都不可能十全十美，满足人民各方面的要求。但中国政治中存在着的这些怪现象是和中国的国家建设中存在着的一些基本问题紧密相关联的。没有健全的市场规则，经济活动就会显现乱象；有了市场规则，但经济活动者不去遵守这些规则，经济活动同样会乱象丛生。在政治生活中也是这样。没有健全的政治规则，政治活动就缺少了制度的依据，乱象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国家建设和民主化

如何消除或者减少国家政治生活中的这样那样的乱象？人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政治改革。很少有人会怀疑这个方向。但国家应当在这个进程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正如本文开头所指出的，各种方法的确是围绕着国家的政治权力进行的，但要么强调继续弱化现存国家权力，要么就是要把现存国家形式转型成为民主的形式。笔者在这里所要强调的是，民主化和国家建设不是同一件事。民主化无须回避，但国家建设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是当务之急。

不管中国的民主化会走一条怎样的道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各方面的发展实际上会在国家主导下进行。不管我们的意愿如何，客观的现实要求和政治权力的本质决定了国家权力会一直存在于我们身边。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并非要不要这样一个国家政权，而是如何确立一个强大的能够满足各方面发展要求的国家，同时又不是一个专制的国家，而是一个能够容纳民主政治因素的并且能够推动民主政治的政权机构。

对国家建设的需求是多方面的。首先，中国目前最重要的议程还是发展经济。经济的发展不仅对人民生活的进一步改善或者提高至关重要，而且对于中国民主化的有效性也具有政治意义。本文前面讨论过，西方民主是建立在经济的发展和财富之上的。尽管民主化是否要等到经济发展之后才可以发生和发展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不可否认，经济发展和财富肯定是有利于民主的生存和发展的。而经济持续发展的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有一个基本的政治秩序。早先亚洲“四小龙”（即韩国、新加坡和中国的台湾和香港）的发展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自90年代后期以来，一些国家和地区因为不能保证这样一个政治秩序而出现经济停滞不前，甚至滑坡的现象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今天亚洲国家正在经历着的不仅是经济转型上的困难，而且还是民主政治的危机。

其次，中国是个多民族国家，不仅各民族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而且各地区之间也存在着巨大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是经济发展方面的，也表现在其他诸如政治、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可以认为，所有这些差异会长期存在下去。尽管各民族、各地区在所有这些方面都会得到发展，但很难达到一个平均状态。很显然，要在这些差异中维持一个统一的政权，国家权力必须起很大的作用。从前苏联等一些国家的经验来看，民主化很容易导致多民族国家的分裂。中国如果要避免这种情况，国家权力必须随着民主的发生和发展而得到强化，而非弱化。

再次，我们现在正在进入一个全球化的时代，国家的各个方面正以加速度的方式和国际社会整合，在很多方面越来越依赖于外在世界。但是，我们还没有一个稳定的国际社会，即一个我们能够应付自如的国际社会。相反，国际环境变化无常，经常超出一个国家社会和政府所能应对的程度，更不用说社会个体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需要一个能够对国际环境作出及时有效反应的政府。政府能否做到这一点，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国家权力的强弱。

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国家建设也是政治民主化的需要。我们强调，民主化和国家建设是可以相对分离开来的两件事情。民主化并不能保证国家建设。再者，民主制度的正常运作需要有一整套国家制度的支撑。就是说，在民主化之前这样一套制度就已经存在了，没有这样一套制度，民主就会失去其存在的基础。不是国家制度的所有方面都能通过民主化得到实现的，一些制度建设和民主根本不相关。无论是民主国家还是非民主国家，只要是一个现代国家，就要具备这样的制度。此外，一些制度和民主政治相关，但民主化不能保证这些制度的确立。还有一些制度，在民主化以后，就很难再建立起来了。

中国如何进行国家建设？现在中国经济上不仅已经确立了市场经济的目标，并且在如何实行市场经济的问题上有了相当多的思考。但对如何处理经济发展和政治方面的国家建设的关系问题上，人们的思考刚刚开始。如何思考本身成了一个问题。我们认为，引导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恐怕不是从哪一种“主义”出发，而是要从分析中国实际存在着的政治问题入手。自改革以来，中国已经在国家建设的很多方面进行了有意识的或是无意识的努力。这些努力在客观上既是积极的国家制度建设，也是有利于民主政治发展的。但是，这些制度建设到底是哪些？它们和民主政治到底有怎样的关联？这些制度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发生怎样的变化？如何根据现实来引导这些制度的发展，促成中国的最终的民主化？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加以考量的。

实际上，当一些学者还在为“主义”争论不休的时候，另外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抛开意识形态，从中国实际存在着的问题入手来讨论中国的国家建设问题。这在经济领域较为清楚。人们的眼光已经转移到计划经济解体以后如何建立国家统一的金融制度、税收制度、中央银行制度和劳动市场制度，等等。政治问题上的讨论较少，但也有一些学者开始有这方面的思考。例如，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王绍光和胡鞍钢提出了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国家能力”的问题，并在这方面作了很深入的研究。吴国光和我从另外一个角度讨论中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问题。（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吴国光、郑永年：《论中央地方关系》，（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尽管很难得出一致的结论，但这些讨论都和国家建设有关，并把国家建设和民主化联系起来，也就是如何进行民主的国家建设。

在国家建设问题上，中国并没有什么模式可以仿效和追求。其他发展中国家所经历过的不可能在中国重复。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我们也不可能把它们一一穷尽。但不管怎样，最重要的不是从任何主义出发，来做些无结果的理想的实践，而是要从中国的实际政治情形出发，对现行制度进行渐进式的重建。通过这里的讨论，我们想提出的最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是否具备了一个民主政权所需要的最低制度条件。如上所述，从现实的经验来说，民主化经常导致国家的解体。国家建设最低的层面就是国家的生存，在这个基础上，再从现存制度转型成为民主政治。但是，中国是否已经具备了保证这种最低要求的制度呢？这是一个我们必须要考量的问题。只有对这样一个问题有了基本的共识以后，我们才能进行国家如何民主化方面的思考，才有可能在政治民主化的实践层面避免国家的解体，最终实现建立一个强大的民主国家的理想。


（本文最初发表于《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






第四讲　人本社会主义、政党的转型和中国模式

◆在二十多年的改革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党内部组织和意识形态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关系方面。

◆中国90年代在经济改革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技术官僚制度的功劳。但从长远来看，技术官僚制度本身也只是一种过渡型的统治制度，因为经济发展正在导致中国社会的急剧分化，各种利益间的冲突并不是通过技术官僚制度所能解决的，而需要一种更为民主的统治方式。

◆当意识形态与现实不相吻合时，需要修正的是意识形态，而非牺牲现实。

◆在20世纪80年代，“以人为本”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主要内容而遭到批判。现在，它成了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基调，这是政治上的一大进步。

研究中国模式，核心就是要研究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是中国社会经济整体转型的媒介（agency），是中国模式的塑造者。中国社会经济的转型和党本身的转型是中国模式紧密相关的两个方面。尽管在谈论中国模式时，人们往往强调社会经济发展面，但实际上很难离开党本身的转型来谈论中国模式。这是因为，一方面，党要推动社会经济的转型，党所确定的任何发展政策都必须通过党本身来推动；另一方面，党自身也必须加以改革来适应这种新的发展方向，就是说必须不断改变自己来适应这种转型。只有这样，才能在新的形势下继续领导国家建设。或者说，党必须通过自身的转型来保持自己作为改革主体的地位。

党的转型包括两个大的方面，即转型的方向及其如何转型。党的转型问题并非一个新课题。从邓小平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这一直是个主题。我认为，在二十多年的改革中，中国共产党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不仅表现在党内部组织和意识形态方面，而且也表现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关系方面。概括地说，在邓小平和江泽民时代，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革命党转型到执政党。这是共产党的第一次转型，这次转型使得共产党从改革前用革命方法治理国家的政党转变成为一个用行政方法治理国家的政党。这一转型产生了一系列积极正面的效应，但也存在着很大的不足。进入21世纪以来，党的领导层确定把共产党的执政能力问题定为议题。如何提高执政能力的问题实际上是党的第二次转型问题，即如何从一个侧重于行政管理的政党转型成为一个用政治方法执政的政党。这种转型不仅关系到党本身的发展，而且也关系到国家的人本社会主义的总体发展方向。



政党、国家建设和民主

讨论党的转型，首先就面临一个问题，即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问题。尽管我们也称呼“党”，但这个概念和西方政治学的“政党”概念不同。我们有必要讨论中西方政党的不同。“政党”这一概念本身是在19世纪才开始被使用的，是欧美代议制度和普选制度发展的产物。政党最初是指通过参与选举而获得公共职位的组织，后来用来指称那些并非以参与选举为目标的政治组织，甚至那些意在消灭选举制度的政治组织。可以说，近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讨论政治免不了要讨论政党，讨论民主政治尤其如此，政党政治和民主政治几乎是一对孪生兄弟。摩尔曾经把西方民主的发展过程概括成为一句话，就是“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然而，资产阶级是通过政党政治与君主贵族等分享政权的。同样，工人阶级崛起后也是通过政党政治的途径进入政治领域的。政党在民主政治中的重要性使得我们在讨论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时，言必称政党。在中外学者当中，很多人都会把民主化和开放党禁、实行多党制和政党竞争等联系起来。无疑，这样的观点是通过比较中国政治制度和西方民主制度的不同运作方式后得出的。不管怎样，因为这些研究只是从民主政治运作的内容出发来考量政党，政党也因此只是被狭义地规定为一种整合和表达各社会群体利益的机制。

的确，光就民主政治运作的方式来说，这种说法甚为确切。但是，它的主要缺陷是没有历史地把政党放在国家建设的内容中来考量。现代政党起源于西方，然后再逐渐传播到其他国家。政党在西方社会国家建设中所扮演的角色显然不同于其在后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中所扮演的角色。这里有必要简单地讨论一下政党在不同国家所起的作用。

我们会看到，在后发展中国家，政党往往是国家的缔造者。但在很多先发展国家，特别是西欧，情况则有很大的不同，政党并非国家的创始者，政党只是促进了国家从非民主形态向民主形态的转型。在近代政党产生之前，西方经历了一段很长时期的专制政权时期，在那个时期，一个强有力的国家政权已经存在了。现代形式的国家起源于西欧。从12至14世纪近代国家发始到19世纪现代国家成熟，国家的成长和转型经历了很多个历史阶段。尽管有这样那样的转型，但近代国家保持了相当的连续性和逻辑性。西方政党产生于专制政权之下，顺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逐渐地改造了国家的政权形式。总而言之，西方政党和近代国家的起源并没有多大的关联，但与近代国家的转型密不可分。

◆西方政党

可以说，政党的起源既和原先不合理的国家政权形式相关，也和民主政治的发生和发展密不可分。西方的民主并不是从一开始就是像现在这样的大众民主。民主政治从君主政体那里发端到大众民主，经历了很长一个历史发展阶段。同样，政党也不是从一开始就是现在这样的松散的大众政党。简单地说，近现代意义上的政党的出现是由一系列的因素所致。（参见JosephLaPalombaraandMyronWeiner，eds.，PoliticalPartiesandPoliticalDevelopment（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6），chapter1。）


政党总是和议会政治联系在一起，而议会政治是西方民主的本质。韦伯曾经把政党的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即贵族团体时期、精英显贵时期和大众民主时期。早先的政党尽管也以分享政权和参与政权为目标，但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部分人才能参与的俱乐部，在欧洲，这些具有政党性质的俱乐部最早的成员就是不同类型的贵族。当时的民主也只是他们之间的权力分享，而和大多数社会群体没有什么有机的关联。随后政党面临外界参与政治的压力，逐渐地扩大了这些参政团体的范围，容许社会上的各种团体的代表人物，也就是社会显贵和精英人物来参与和分享政权。就是说，这个俱乐部的基础扩大了。尽管这个时候政党还没有体现为全民性，但已经呈现开放的姿态，开始体现平等性，即包容了来自不同社会团体的精英人物。如果说在贵族和精英团体的阶段，政党已经具备了现代政党所具有的开放因素，那么只有到了大众民主的阶段，现代政党才发育成熟。（MaxWeber，“PoliticsasaVocation”，inHansGerthandC.WrightMills，eds.，FromMaxWeber：EssaysinSociology（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46），pp.102107.）
 所以，政治学者莫里斯•多佛辑把政党的出现和选举政治联系起来，认为正是选举政治才驱动了政党的发展及其民主性。（MauriceDuverger，PoliticalParties（NewYork：JohnWileyandSons，Inc.，1955）.）
 选举政治的特点就是政治的全民性。这里的全民性并不是说社会上所有的人民都享有了选举权，而是说那些具有选举权的人民，人人都有平等的机会来分享政权。

政党和民主政治之间的历史逻辑可以从主要西方民主政治的发展史中得到证实。研究者发现，在英国，现代政党产生于1832年改革；（SamuelH.Beer，“GreatBritain：FromGoverningElitetoOrganizedMassParties”，inSigmundNeumann，ed.，ModernPoliticalParties（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56；andR.T.McKenzie，BritishPoliticalParties（NewYork：St.Martin’sPress，1955）.）
 在法国，具有政党特色的大众组织出现在1848年革命期间；在美国，政党直到1830年代才出现；（V.O.Key，Politics，PartiesandPressureGroups（NewYork：CrowellPublishers，1958）；WilliamN.Chambers，PoliticalPartiesinaNewNation：TheAmericanExperience，1776-1809（NewYork：OxfordUniversityPress，1963）.）
 在日本，政党出现在1867年明治维新之后，甚至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RobertScalapino，DemocracyandthePartyMovementinPrewarJapan：TheFailureoftheFirstAttempt（BerkeleyandLosAngeles：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53）.）
 这里必须指出的一点就是，在所有这些先发展国家中，政党的确推动了那里的国家政治的转型，即从非民主或者部分民主到民主的转型，但是政党较现代民族国家的产生为晚。在政党产生之前，现代类型的国家已经在那里运作了。概括地说，这些政党都是在现存国家的制度构架内诞生和活动的。政党在国家转型过程中起了巨大作用，并不是说是它们建立了近现代国家形式。

[image: ]


在现存民主国家，政党是政治活动的主体，是民众与政府的中介。

就政党和民主的关系来说，在现存民主国家，民主政治就是党派政治。民主政治是通过选举制度来实现的，而选举则是由政党来组织的。约瑟夫•熊彼特把民主界定为政治精英通过选举而竞争政治权力的一种政治过程。在他看来，政党制度就隐含在选举制度中。要进行有效的选举，就要有选举的组织和论坛，而政党就起了组织和论坛的作用。组织和意识形态也就成了政党赖以生存的依据。（JosephA.Schumpeter，Capitalism，SocialismandDemocracy（NewYork：HarperTorchbooks，1975）.）


为什么说政党在国家转型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极其重要的角色呢？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政党的出现帮助国家化解了深刻而严重的政治危机。学者们发现，在政治发展过程中，经常会出现各种政治危机。与政党政治的起源和发展相关的危机主要有三种，即合法性危机、整合危机和参与危机。这三种危机的存在为政党的出现提供了客观的条件，就是说，政党充当了解决，至少是缓解这三种危机的最有效的组织手段。（这里不能对政党如何处理这些危机作详细的讨论，参见LeonardBinder，etal.，CrisesandSequencesinPoliticalDevelopment（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71）。）


在解决这些危机过程中，政党实际上充当了现代化和国家制度之间的调适者。从经济上说，现代国家和前现代国家的不同之处在于前现代国家主要是从社会攫取经济资源，而不去过问如何增加社会的经济资源。就是说，前现代国家是消费型的，而不是生产型的。与此不同，现代国家在向社会吸取经济资源的同时，也努力直接地或间接地创造经济资源。现代国家经济生活并非仅仅面向掌权者本身，也面向人民大众。但是，国家在推动经济发展的同时，也会面临由经济发展而产生的政治危机，如国家政权的合法性和社会基础的变化、人民参与意识的产生和提高、利益的分化，等等。历史地看，政党是化解这些危机过程中最有效的政治工具。上述韦伯根据参与政党的人员所概括的政党的不同发展阶段，实际上也反映了不同时期政党的合法性和社会基础。原因很简单，社会经济的发展往往导致各种各样的分化，产生多元的利益，不同的利益进而需要有不同的政党来代表和表达。这也是很多人认为政党主要是一种利益聚集和表达的机制的原因。

到了21世纪，无论在什么样的社会中，不管是民主的还是非民主政体，政党都是现代政治的中心。作为现代政治中最重要的组织，政党一方面组织民意，把人民的要求传达给政府权力和决策中心，另一方面，把党的意见传达给其成员和一般人民。再者，现代政治之所以需要政党，也是因为现代政治的复杂性。复杂的政治需要较为复杂的组织来应付，政党就满足了这一要求。不管怎样说，在现代社会，权力政治的最终依据就是政党。

◆发展中国家的政党

在考察发展中国家的政党发展时，我们就需要超越适用于西方社会的“政党就是选举机器”这样一个比较简单的判断了。在后发展中国家，我们不仅要研究政党对民主政治的功能，而且还要研究政党在国家建设方面和参与管理社会变迁方面的功能。可以这么说，在后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仍然缺少不了政党，但政党的存在并不仅仅是为了民主政治。

政党在后发展中国家往往充当新国家的缔造者。如果说，在先进的西方国家，政党的主要功能是充当政治参与的工具，政治家的目标是分享政治权力的话，那么，在后发展中国家，政治家面临着更为艰巨的任务，那就是国家建设、经济发展和社会转型。（HenryBienen，Tanzania：PartyTransformationandEconomicDevelopment（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67）.）
 在西方先发展国家，政党和国家是两码事。但在后发展中国家，两者的关系并不很明确，甚至不能分离开来。这不仅是因为国家的生存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政党的生存，而且，社会经济的发展也更多依赖于政党的决断。

概括地说，后发展中国家的政党担负着和西方政党全然不同的历史使命。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理解：

首先，政党具有推进或者限制政治参与的功能。推进政治参与的功能，表现在政党起着动员人民进入国家政治过程的作用，或者说，政党是人民参与国家政治的工具。但是，光看到政党的动员功能是片面的，政党也有限制人民政治参与的功能。在一些国家，特别是一党独大的国家，政党被用来控制人民的政治参与。政治精英往往通过政党的控制不让人民全面地参与政治，而是根据政治的需要，把人民有限地整合进政治过程。在亚洲国家，马来西亚和苏哈托垮台以前的印度尼西亚都是属于这种类型。在这里，政党不再是鼓励政治参与的工具，而是相反。这样做在一定历史时期是有其很大的政治理性的，有限的和渐进的参与既保证了政治参与的需要，也照顾了社会稳定的需要。高度的政治动员和全面政治参与往往导致社会的不稳定。在亚洲，这方面已经有了很多的经验教训。

其次，政党具有创造政治合法性的功能。在现代社会，合法性来自政府和人民之间的关系，就是人们经常讨论的国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政府是否具有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民是否认同政府。再者，这种认同主要是通过选举或者其他形式的政治参与途径来得到确认的。政党既是选举工具，也是最重要的政治参与工具，就有创造政府合法性的功能。此外，政党实际上是联系政府和人民的纽带，政府的形象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政党，特别是执政党塑造的。这在一党制或者一党独大的国家尤其如此，因为那里在党政两者之间很难作明确的区分，政府的合法性根本就是取决于执政党的合法性。

政党和政府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政党在政府合法性方面也可以起到相反的作用。政党内部的问题很容易转化成为政府的问题。这种现象可以用“党亡政息”来形容。如印度尼西亚，在苏哈托时代，政府完全依赖于执政党而生存，所有重要的政府政策的决策者都是执政党，因此，一旦执政党垮台，整个政府就停止运作，处于瘫痪状态。

再次，政党具有整合国家的功能。政党在整合国家方面的功能表现在政党的精英政治功能上。在政党政治比较发展的地方，往往能够把社会各部分的精英吸收进政党，从而在党内协调社会各部分的利益，减少社会利益的冲突公开化，使得国家变得更加整合。这在新加坡比较明显。新加坡尽管小，但也是典型的多民族国家，执政党人民行动党从来就没有让有关种族的问题成为其公共政策的一部分。问题的解决依赖于党内部来自各种族的精英间的协商。

第四，政党还具有政治社会化的功能。政党是政府和社会之间的桥梁：一方面把社会的要求传达给政府，另一方面又替政府落实政策，把政府的意图传达给人民。人民是通过参与政党或者政党所组织的活动来参与国家政治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政党履行着政治社会化的功能。

中国共产党除了要履行上面所说的一些功能外，还有其特殊的地方。这种差异主要表现在外国政党倾向于主要履行间接统治，即通过组织政府而达到统治的功能，而中国共产党则是起着直接统治的功能。这种特殊性根源于中国政党政治的历史轨迹。简单地说，现在我们所面临的传统遗产就是“以党建国”、“以党治国”和“党国合一”。首先是“以党建国”，然后是“以党治国”，最终形成了“党国合一”的政权体制。这一历史的轨迹并不是源于中国共产党。从孙中山开始的中国政治精英们并没有多大的选择来接受这样一个轨迹。无论是“以党建国”还是“以党治国”，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都承继了孙中山先生的思想。同样重要的是，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宣称自身是革命党。革命就是要推翻现存政府，建立一个全新的政府。所有这些使得近代以来的中国政党极具革命性。政党的革命性也深刻地影响了政党所进行的社会经济建设。在1949年以后，毛泽东坚持“继续革命”的思想，以革命的方式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社会政治运动来建设其理想中的国家。党要建设自己的国家，它就不能让政府独立存在；相反，政府或者整个官僚机构要随着政党的意志得以重建。



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转型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从一个用革命方法治理国家的政党转型成为一个以行政方式治理国家的政党，而现在正开始从行政政党向用政治方法进行治理的政党转型。

◆三种治理方式

什么是革命式的治理方法？顾名思义，所谓革命，就是要对现存统治制度作一激进的变革。这一目标也就决定了党的社会关系和党内关系的特殊性。从社会关系方面来说，所谓革命就是阶级斗争，就是一些阶级对另外一些阶级的革命。在争取到政权以前，就是工人、农民阶级对占统治地位的资本家、地主等阶级的革命；在掌权以后，就是对人为规定的敌对阶级的革命。因为是阶级对阶级的革命，政治动员即不可避免。为了政治动员，共产党就必须依赖于一些阶级。表现在党内运作方式上，革命及其政治动员也在客观上要求一个高度集权的政治权力结构。政治权力首先是从各社会政治团体向共产党集中，再从党的下级向上级集中，而最终的权力源就是党的最高领导人。

如果说革命方法的目标是变革现存体制，那么行政方法的重点是在维持现存体制的前提下来改造现存体制。从共产党的社会关系层面来看，大规模的政治动员不再出现。在革命方式下，党特别是党的领导人通过政治动员把自身和社会的支持力量结合在一起；而在行政方式下，党及其党的领导人相对地把自身和社会力量分离开来，以相对独立自治的方式对社会这一“物体”加以管理。党的权力基础也和采用革命方法时期不同：革命方法要求党直接基于社会的支持力量；但在行政方法下，党的依靠力量直接来自党内精英层。从党内的权力结构来看，集中性仍然是其主要特征。党的优先目标是经济发展，或者说通过经济发展而执政，党强调的是统治效率。这就要求党的权力仍然是相当集中的。在革命方法下，权力集中是为了政治动员；但在行政方法下，这样做是为了决策的有效性。权力集中并不是说专制。技术官僚领导层一般能够在他们中间达成一种共识，作为决策的基础。这种共识使得一定程度上的集体领导成为可能，不过整个权力等级结构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迁。

第三种治理方式也就是政治治理方式刚刚开始，还很难对其特征作出概括，但是从现在发展的趋势来看，可以看出几点。首先，政治方法不是一些阶级统治另外一些阶级，而是阶级的和解和利益的协调；它也不是现存的专业阶层和技术官僚的统治，而是各个阶层进行政治参与的统治。其次，政治方法下的政党对社会来说是一种有限政治，即党的权力空间会有所收缩，让出一些空间给社会团体自治。再次，党与政府的关系逐渐地从直接政府转型成为间接政府，即党通过参与政府事务而影响政府，而非直接主导政府。从党内部的权力结构来说，因为容纳了不同阶级或者阶层的利益，党就需要发展党内的民主机制，来表达、代表和协调不同阶级或阶层的利益。权力的集中程度因此会大大减低，很多问题也因此会诉诸政治讨论而非等级权力来解决。而协调、调和和政治讨论等也构成了政治方法的主要内容。

◆从革命党到行政党的转型

邓小平所发动的改革不仅导致了中国经济制度的转型，而且也导致了中国共产党本身的转型，而这后一点是经常被人们所忽视的。从总体来看，党的制度体系依然存在，整个统治制度仍然依赖于这一制度体系；但不可否认，现在党的行为和二十年以前已经大相径庭了。党的这种转型是从革命方法向行政方法的转型，即我们所说的第一次大转型。这种转型是通过诸多方面的努力而达成的，包括组织、意识形态、领导人更替方式的制度化，等等。

第一次转型的最主要特征就是技术官僚制度或者专家治国制度的出现。技术官僚制度作为一种治理制度，其特点主要表现在国家的管理者并非通过人民的选举自下而上地产生，而是中国共产党根据干部的学历背景、工作经历等标准，通过任命制度自上而下地产生的，即所谓的专家治国。（例如，JeanMeynaud，Technocracy（NewYork：FreePress，1969）。）
 和老一代的革命家相比，技术官僚具有明显的优势。老革命家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往往以意识形态为起点和标准，经常把一些原来并非属于政治问题的事情政治化，从而加深解决问题的难度。而且他们对自己亲手建立的政治体制具有一种强烈的情感上的依赖感，这使得他们不可能对旧体制进行彻底的改革。

而新崛起的技术官僚则有不同的行为方式。他们的主要特点就是少有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在观察问题、解决问题时，他们不太受意识形态的制约，更不会从意识形态出发，而是从专业知识的角度出发，实事求是，通过改革体制来求得问题的解决。这就是为什么第三代领导更多地注重于机构的理性化，即从制度的操作层面入手来推进国家政治体制方面的调整。这种做法决定了中国政治的渐进性和稳定性。当然，我们也可以说，技术官僚产生不了较为激进的政治改革的思想，因为他们大多从专业知识背景出发来诊断和解决问题，而不会像老一代的革命家那样对旧制度进行革命性的改革，甚至推翻旧制度。

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技术官僚制度的崛起对中国的政治经济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们可以从几方面来看：

第一，就经济来说，技术官僚制度为经济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环境。技术官僚面对问题强调制度的渐进性和政策的连续性，再在这个前提下，求得解决问题的方法。这样做非常有利于政治的稳定。尽管从民主的角度来看，技术官僚显得保守，且少进取精神，但无疑，他们在某种程度上保证了经济发展所需要的政治稳定。

第二，在长达二十几年的技术官僚运动中，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完成了从一个激进的革命党转型成为一个行政党或者管理党的过程。革命家类型的精英基本上已经退出了中国政治的舞台。尽管邓小平本人把中国的改革称之为“第二次革命”，但参加这次革命的主体不是革命家，而是技术官僚。学者们经常用发展型国家来形容那些致力于推动经济发展的政府，实际上，我们完全可以把现在的中国共产党称之为发展型政党，至少从经济意义上来说如此。

第三，在一定程度和一定的时间内，技术官僚在很大程度上不失为一种较好的大众民主的替代方法。在民主国家，精英的录用大都通过民主选举实现。在那里，民主不仅是一种选举，也是一种联系政治精英和市场的机制。政治精英必须对市场保持敏感，也就是对人民的需求保持敏感，才能赢得更多的选票，成为正式的精英。当然，民主国家的政治精英不一定能够推动经济的发展，满足人民的要求。很多国家有相当发达的民主制度，但经济仍然很落后，就说明了这一点。因为不存在民主制度，并且也没有计划在短时期内发展民主制度，中国共产党就要寻找其他的替代制度来行使一定程度的民主功能，那就是技术官僚制度。技术官僚较之革命家对国家存在的问题保持着较高的敏感性，能用较为科学的态度收集来自社会的信息，找出对策，从而及时地满足人民的需要。就是说，较之革命家，技术官僚能充当国家和人民之间的一个较好的桥梁。

较之传统，技术官僚制度是一个很大的政治进步。因为党现在的重点仍在经济发展，这就需要一大批懂经济的技术官僚人才，并且因为中国共产党的制度正处于一个转型期，需要从制度层面对旧制度进行改革。中国20世纪90年代在经济改革上的成就很大程度上是技术官僚制度的功劳。但从长远来看，技术官僚制度本身也只是一种过渡型的统治制度，因为经济发展正在导致中国社会的急剧分化，各种利益间的冲突并不是通过技术官僚制度所能解决的，而需要一种更为民主的统治方式。并不是所有政治问题都能简约为技术问题。很多重大的社会问题只能由政治方法来解决。在六七十年代，前苏联曾经发展出了让西方学者向往的技术官僚制度，无论从哪个方面来说，前苏联技术官僚制度的发展程度要比中国现在的高得多，但即使如此，也没有解决苏联面临的政治问题。技术官僚制度有能力推动经济发展，并且根据经济发展的需要进行一些制度调整，使得中国的制度对民主因素更具包容性。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正产生出越来越多的并非技术官僚所能解决的政治问题。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技术官僚制度正在构造着中国未来民主政治的制度上的和物质上的基础。

第一次转型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意识形态的重建。中国共产党有两大支柱，一是组织，二是意识形态。我们可以把组织形容为党的硬力量（hardpower），而把意识形态形容为软力量（softpower）。这两方面相辅相成，不仅支撑着党，而且也支撑着整个国家的政治制度。用美国学者舒曼的话来说，就是组织和意识形态是中国国家制度的根基。（FranzSchurmann，IdeologyandOrganizationinCommunist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68）.）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所有的一切都被过分政治化和意识形态化。不管毛泽东的做法包含了多大的合理性，在他统治期间中国共产党发动的一波又一波的政治运动，特别是“反右运动”、“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运动，给整个国家带来了巨大的灾难。在20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共产党正式宣布结束“文化大革命”后，实事求是精神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人主导改革的意识形态。意识形态开始从“进攻型”向“防守型”转型。意识形态要引导政党甚至社会的发展方向。显然，80年代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已经不太具有这个功能。意识形态已经从指导政策的功能转变为论证政策的功能。从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人用意识形态来指导现实政策，如果现实政策和意识形态不相吻合，就要改变现实政策，迎合意识形态的纯洁性。现在的做法刚好相反。意识形态是为现实服务的，用来解释现实的合理性和论证现实政策的合理性。当意识形态与现实不相吻合时，需要修正的是意识形态，而非牺牲现实。

90年代初所发生的一系列事件加速了中国共产党的意识形态的变化。首先是1989年“六四事件”和苏联的解体及东欧国家的崩溃。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认识到，苏联解体及东欧国家崩溃的根本原因在于其经济改革的失败。经济的失败使得那里的共产主义政权失去了基本的统治合法性基础，人们对党和政府失去了信任。而激进的政治改革又为社会不满力量反对党和政府提供了机会。所以，如果中国共产党要避免苏东共产党的命运，就必须进行激进的经济改革，推动经济发展，从而提高政府的能力，为人民提供持续的经济利益。就是说，用经济的方法来提高和巩固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合法性。

从毛泽东时代的过度意识形态化到非意识形态化，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反映了社会大众的心理需要，也反映了经济发展的需要。实践也表明，非意识形态化对中国的发展具有正面作用。但消极的后果也随之而来，主要包括这样几个方面：

第一，意识形态作为一种“软”力量，起着论证中国共产党合法性的功能，随着传统意识形态的衰落，这种论证合法性的功能也就减小。因为“软”力量的衰落，“硬”的方面就凸现出来。以往，党政官员的行为受意识形态控制，在很大程度上无须制度层面的控制就能“自觉”地服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现在意识形态不再能控制和调节他们的行为，结果，党对其干部和官员的控制只能依靠制度方面的因素，所以，控制的效能和效率大大减低。

第二，意识形态的衰落使得一些党政干部官员失去了政党认同感和忠诚感。党的指导作用主要是通过其意识形态来实现的。意识形态的衰落使得党在党政官员心目中的位置模糊起来，他们不知道党在干什么，党要求他们干什么。很多人因此迷失了方向。

第三，意识形态衰落最严重的结果就是党内大规模的腐败。腐败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意识形态的衰落无疑是其中一个主要因素。其一，意识形态衰落后，党不再能引导他们的行为。其次，党控制他们的行为的能力降低。再次，党政官员失去了行动的准则和方向，个人利益成为最高的行为指针。党的腐败已经发展到党的很多领导人所言的要“亡党亡国”的程度。

第四，党的意识形态的衰落对社会行为也产生了非常消极的影响。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而且人民对意识形态并没有多大的选择余地，所以其意识形态也有为人民提供一定的精神能源的功能。意识形态的衰落自然使得党失去了提供精神食粮的作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可能没有精神需求的。意识形态的衰落因此就导致了各种非官方的准意识形态的崛起，包括极端民族主义、各种宗教甚至邪教、形式不同的具有意识形态功能的思想潮流。

第一次转型的第三个特点就是领导层接班程序的相对制度化。中国共产党的特殊性还在于其承担了解决接班人问题的责任。接班人问题至少可从两方面来考察。一方面，是高层政治人物的“政治退出”（politicalexit）问题，也即现存领袖如何退出政治舞台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如何培养或者选拔接班人的问题，把政治权力从老一代政治人物手中转移到新一代手中。接班人问题是中国政治中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问题，但党的高层也开始对这个问题加以管理式的解决。

首先是政治退出机制建设。没有政治退出就没有所谓的接班人问题。现存领袖退出政治，由新的领袖来继任，这才是权力继承。如果没有政治退出，就必然造成领导层的老年化。中国共产党在这方面有很多的经验。在邓小平之前，共产党领导层实行的是领导人的终身制，给党和政府带来了严重的恶果。鉴于这种情况，邓小平致力于制度建设，于1980年废除了领导干部的终身制。但是，邓小平亲自指定的前两位接班人胡耀邦和赵紫阳同样未能正常地退出政治舞台。所以我们说邓小平在领导干部年轻化方面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但在高层领导人的退出政坛方面并不很成功。

随着老一辈革命家的过世，中共新一代领导人就不可避免地遇到这个问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他们必须在制度创新和游戏规则的制定上作努力。在这个问题上，第三代领导人有较高的共识，努力培养下一代领导核心，不断地为未来的领袖提供各种各样的政治舞台，锻炼领袖素质。此外，高层在“政治退出”及其程序的制度化方面也有进步。最重要的进步表现在中共十七大，因为党开始引入具有实质性意义的党内民主机制来解决接班人问题。

◆为什么要提党的“第二次转型”？

党用行政方法治理国家也导致了一系列严重的政治问题。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加以讨论。

行政治理面临的挑战

意识形态的衰落，导致党的发展方向不甚明确。孙中山先生曾说过，党要以“主义”治国。而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到90年代末，党的各领导层埋头于具体的经济行政事务，对意识形态方面的发展关注较少，没有去好好思考党的未来发展方向。

用行政方法来治理国家，对政府的行政能力也产生了一些非常消极的影响。行政事务本来属于政府行为，但现在往往是党代替政府来行使和管理。党实际上成了一级政府，而政府则完完全全从属于党，是二级政府。在这种情况下，政府的行政能力不仅得不到发展和强化，反而大大减弱了。越来越多的现象表明中国政府的行政管理能力并没有得到很大的提高，这是和党取代政府行使行政功能分不开的。党政部门之间的政治摩擦更是恶化了这种情况。随着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中国社会正在变得越来越复杂，也越来越难以治理。这种情况要求政府部门的行政能力必须有很大的提高和强化。以党代政问题不解决，政府的行政能力就很难得到提高。

从党内的权力结构来看，上面已经讨论了诸多积极方面的变化，但总体上说，邓小平在1982年指出的现象还是存在。邓小平当时指出：“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往往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什么事都要第一书记挂帅、拍板。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因此而变成了个人领导。”（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8—329页。）
 党内集体领导和党内民主尽管有所发展，但还远远没有达到制度化的水平，或者制度化水平很低，往往因人而异。这样的权力结构又导致一系列的消极后果，最令人担忧的情况就是出现“人存党旺、人亡党息”的局面。

为什么会这样？首先，在这种结构下，党经常成为党的个别领导人的“私器”（个人工具），成为其追求权力和个人利益，甚至亲朋好友的利益的工具。党中央再三要求党要为人民服务，而在很多地方，党根本没有任何制度性机制来保证地方党的领导人这样做。其次，这种体制很难使得政党高度制度化。要避免“人亡党息”，就要进行党的制度化。领导人来来往往，只有制度才是持久的。但正因为党成了部分领导人的“私器”，制度化成为不可能。因为是“私器”，党也容易随人而去。这样的情况在前苏联和印度尼西亚都发生过。中国共产党迄今为止避免了这种情况的发生，但是党是否已经找到了防止此类事情发生的制度机制，则是可以加以质疑的。再次，这一体制使得党经常高高在上，党的高层与下层，特别是与基层党员之间很难有有机的联系。党的政策和命令很难有来自下面的“投入”，经常是领导人凭自己的意志，自上而下地加给下级和基层党员。党中央政策的实施和执行因此大打折扣。

党的集权体制和以行政方法治国容易使党本身成为一个追求利益、追求本身利益最大化的利益团体。党本来就是人民的一部分，一个有机的部分，来自人民，服务的对象也是人民。党是个组织，有其组织的利益，但党的本意是代表人民的利益，是为人民追求最大利益的组织。如果党成了追求其本身利益的组织，党就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党了，不再能够代表人民的利益，党也就很难领导社会了。专家治国和技术官僚制度的确把社会上的专业阶层纳入党内，并掌握了领导权，但在很多情况下，社会各阶层只是被管理和行政的对象，而不是参与国家政治的主体。

以行政方法治国也因此在党和社会之间制造了距离。把社会作为一个被管理的对象很容易使党故步自封，很难吸收到社会上好的新鲜血液。党的基层和社会对党的政策不能有所投入，社会对党的兴趣也随之降低，也很难对党抱有亲近感和认同感，为党服务的自觉性就无从谈起。

向政治方法转型

所有这些情况要求党的统治方式的第二次大转型，即从行政治理向政治治理的转型。对行政治理方法所产生的所有这些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层是有认识的。实际上，一些方面的转型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已经开始。“三个代表”理论的提出无疑给这样一种大转型提供了动力。正如从革命方法到行政方法的转型是全面的一样，从行政方法到政治方法的转型也涉及党的方方面面。

首先，要确立新的“主义”和意识形态。必须要确立一种“主义”，一种不仅为党员而且也为大多数人民所认同的“主义”。没有这样一种“主义”，也就没有转型，因为“主义”代表了党的发展方向。诚如孙中山先生所说的，执政党并非是要用党的党员治国，管理国家，而是要用党的主义治国。意识形态代表的是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以及党如何带领人民达到这种发展目标的蓝图。如果党不能重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政党的统治能力还会因为经济的继续发展而加速下降。但是，重建党的意识形态并不是说要重新恢复从前意识形态的控制功能。这种重建的目标在于避免党和中国现实的发展变得不相关，而要使得党和中国社会的发展变得密切相关。一种新的意识形态要适应并引导社会发展的现实，必须容纳诸多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并超越它们，明确向人民表明党领导国家发展的中长期目标以及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只有这样，政党认同感才能再生，党也才能再次强化其领导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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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转型要求意识形态的创新。（图/新华社）

从重建“主义”的角度来说，“三个代表”可以成为一个起点。尽管第二代领导人放弃了阶级斗争，但并没有从理论上解决党的阶级基础问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唯一的执政党，那么党能否把自己建立在一些阶级之上，而把另一些阶级排除在外呢？从理论上说，任何阶级都需要有其政治上的代表，工人农民阶级如此，其他阶级也是这样。在改革开放前，中国的阶级单一，利益代表的问题可以说不存在或者说不严重。但经过了二十多年以市场经济为目标的改革后，阶级或者阶层问题已复杂化。在这样的情况下，就要重新考量党的阶级基础问题。有些阶级如果不能被共产党代表，最终就会“自救”，或者成立自己的组织，或者寻找自己的代理人。这个现实要求党把各种主要的社会经济政治利益纳入党内。显然，如果共产党不能代表他们的利益，或者他们被排除在党的政治过程之外，他们就会不可避免地去形成自己的力量，通过各种方式来参与政治。如果这样的话，他们最终就会站在党的对立面。进一步言，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党还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超然于各个阶级的具体利益之上，党不仅是这些阶级的利益代表者，而且更应当是他们互相冲突利益之间的协调者。中国共产党要巩固和强化其执政党的地位，这势必是个发展方向。

其次，执政党要随社会经济的发展来扩展自身的阶级基础。这一方面的发展也是相当明确的。最重要的表现在容许私营企业家入党上。这样做是扩大党的社会基础所需。以前中国的最大的阶级是工人农民等传统阶级，但经过二十几年的改革，阶级构成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私营企业在内的非国有部分已经占了很大一部分，新兴的企业家实际上已经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如果党不能把这部分新兴的力量纳入党内，党的壮大和发展甚至生存就会没有足够的社会基础。

党需要尽可能广的社会基础，但这并不是说党要直接干预社会力量。相反，党要提高其统治效率，就需要调整和其他社会力量之间的关系。因为是政治统治，党就不能像从前那样对各种社会力量进行直接的控制，或者说把各种社会力量纳入自己的统治范围。政治统治应当是有选择性的，在党强化对政治色彩较重的社会力量的领导的同时，也要从一些政治色彩较为淡薄的社会空间里撤出，让社会力量自主地进行自治式的统治。

第三，重新界定党和行政的关系。政治治理意味着党要逐渐地撤出行政领域，在强化本身的政治功能的同时强化政府的行政功能。一方面，如果继续履行行政功能，党的衰落就很难得到阻止；另一方面，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变得越来越复杂，要求政府的行政能力不断增强，党的复兴和政府强化行政功能的需要要求党撤出行政领域；再者，如果党继续履行行政功能，中国的民主化也很难发生，发生了也会导致乱象。民主化一旦来临，行政权力就会急剧下降。撤出行政领域并不是说不要党的统治，而是说党改变现在的直接行政方式，采用参与政治的方式来进行间接的治理。

在这方面，中国共产党有过很多教训。在80年代，“党政分工”或者“党政分开”成为政治改革的目标。如果能够成功，中国政治的大变革是可以期望的。但是，这种设想过于理想，无论是“党国”的历史还是党和政府之间的现实政治关系，都不容许这样做。或者说，无论是“分工”还是“分开”，都没有制度上的可能性。一种现实而有效的方式就是“党通过参与政治而影响政治”。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党的参政方面实际上已经显露出一些制度发展势头。主要有两方面，即国家主席制度和地方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制度的发展。

先来讨论第一方面，即国家主席制度的实质化。国家主席职位的权力及其在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作用，在第三代领导人时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从政治统治的角度来看，国家主席这一职位的变化，其意义是多方面的。它有可能解决高层党政之间的关系问题，首先是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之间的关系。每一个国家必须有元首或者首脑，如总统、首相等。在中国，国家主席是元首，但是实际的权力在党的总书记，一般认为党的总书记是实际上的国家元首。然而许多功能，特别是国际功能，是党的总书记所不能履行的。中国现在实行的是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合一的制度。这种制度为党参与政府提供了一种极其有效的途径。如果这一政治实践能够加以制度化，就可以为党找到一条有效的参与政权的途径。党不必直接干预政府事务，而是可以通过参与政府而行使政治权力。

党通过参与政治来影响政府的第二方面就是地方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兼任制度尽管还在发展，其前景不很明朗，但这一制度非常有利于党从行政治理转型成为政治治理，同时也有助于建立一种较为民主的党和政府的关系。这是因为，首先，它有利于人大角色的强化。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有两个相互强化的功能：既能强化党对人大的领导，也能强化人大本身的权力和功能。人大一直被外界称为“橡皮图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人大要员往往由一些社会名人而非政治实权人物来担任，这些人尽管有名，但对中国政治的实际运作过程并不了解。较之社会名流或者退休的党政官员，现任党委书记任职于人大更能影响政府的决策。不管怎样，人大的主要一个功能就是影响和监督政府的政策。其次，这一举措有助于在党和民意代表之间建立一个较为制度化的桥梁。人大是个民意机构，但在以往，人大的民意很难对政府政策有所影响。因为没有正式的制度化的管道和民意沟通，对人民的利益的理解也只停留在单向面的理解上，即人民的利益往往是由官方来理解甚至规定的。如果党的要员亲自参与人大，他们至少必须倾听人大代表的意见，从而在某种程度上在决策时反映人大代表的意愿。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为理顺党政关系走出重要的一步。上面讨论过，行政方法意味着党直接行使政权，而政治方法则意味着党通过组建政府来间接地行使政权。在目前的情况下，党用的是行政方法，政府只是党的一个派出机构，所以党对政府的直接干预变得不可避免。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后，领导方式就会发生变化。这样做，实际上为党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制度化管道来参与政府事务，从而使得党对政府有可能从直拉干预转变为通过人大的间接参与。只有这样，才能渐渐使党从行政事务中分离出来，转变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执政党。

第四，是要建立党内民主代表机制。就党内各种关系来说，最主要的是要确立党内民主代表机制。民主机制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不仅仅是要防止上面所说的权力过分集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要解决以下两个问题：

首先是如何防止党本身成为利益集团的问题。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共产党不应当有自己特殊的利益，而应当反映和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需要。但一个危险的信号是，因为党掌控了所有重要的政治资源，党的干部官员在行使政治权力过程中可以获取经济利益，如果不加注意，党本身很容易变成一个利益集团。上面说过，这种情况无论是在前苏联、东欧国家，还是在一党独大的亚洲后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尼西亚等，都曾发生过。从毛泽东到今天的领导人对这个问题是有认识的，但要从制度上防止它发生，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其中党内民主显得极其重要，只有建立民主制度，各种利益才能得到代表。如“三个代表”理论所显示的，中国共产党已经表明要代表大多数人的利益，但如何代表则是另外一回事。没有可以代表不同利益的健全的制度，“代表”很难得到实现。“如何代表”的问题并非只是让各阶级、阶层的人物进入政治过程那样简单。进入了党，他们就要求党的政策体现他们的声音，为他们的利益服务。如何建立代表不同利益的机制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但不管怎么说，只有建立民主的代表机制，党才能避免牺牲一些弱小阶级的利益的情况。

其次是如何协调各阶级的利益的问题。任何阶级都会是自私自利的，他们在党内都会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尽管这些阶级的利益有一致的地方，但在很大程度上，利益是互相冲突的。如果党不能协调他们之间的利益，或者党实际上只代表某一阶级的利益，或者党的不同领导人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那么党的分裂就有可能不可避免。要维持一个统一强大的执政党，就要协调党所代表的不同的利益。

无论是避免党成为利益集团还是建立代表机制和利益协调机制，都涉及一个民主政治的问题。要避免党的利益集团化，就要让所有的阶级、阶层都有发言权和决策权；而代表不同利益的最有效的机制莫过于民主制度；同样，如果党要超然于各种集团利益之上，就要求助于民主，只有民主才能避免党代表部分利益。



以人为本的社会主义与党的第二次转型

本世纪初以来，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至少在理论上已经为党的第二次转型作了一些准备，为转型指出了一个方向。我把这个方向称为社会主义的一种新潮。这种新潮至少已经反映在三个主要的方面。

首先，体现在发展方向上。最主要的是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基调思想。“以人为本”本来就是欧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的内核，意在修正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诸多弊端。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表现为与“以人为本”思想的对立。在20世纪80年代，“以人为本”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主要内容而遭到批判。现在，它成了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基调，这是政治上的一大进步。

其次，反映在政策层面。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以人为本”的重心放在社会的大多数，在用法律手段保护新兴社会力量的同时，重新认定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利益。新领导层提出的“新三民主义”等概念是“以人为本”理念的表现。在具体政策方面，新领导层也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追求社会公平方面。近年来建立的社会低保制度就是其中的政策之一。

再次，但可能是更为重要的是反映在领导人的行为方面。在任何国家，最高领导层的行为都是非常重要的，在中国更是如此。在法治建设还不很完善的情况下，领导人的表率作用具有相当大的政治影响力，比一些具体的政策更能影响下层官员的行为。新领导层中所形成的亲民风气和高层的个人行为紧密相关。

社会主义新潮可以说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的重新建构。简单地说，社会主义在中国已经经历了三个历史阶段。

第一个阶段就是毛泽东所领导的革命和建设。社会主义在传入中国时并不是主流。在当时流行的各种主义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中间，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选择了社会主义。但是当时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不是像作为社会主义起源地的欧洲那样强调社会福利。所以，中国的社会主义和民族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社会主义的内容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不管人们对它的评价如何，计划经济在当时也被作为一种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手段。它的重点并非个人，而是国家力量。加上冷战因素，领导层过分强调公有制，人为地和资本主义区分开来。

第二阶段是邓小平等第二代领导人对社会主义的反思。毛泽东极端形式的社会主义造就了一个强主权、穷人民的国家。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并实施“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在苏东政权解体以后，更是全方位地引入市场经济乃至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方式。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搞经济建设，脱离贫穷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是想利用资本主义经济方式来冲击僵硬的政治体制对经济改革的束缚。这个时期在市场经济发展方面非常成功，也促使中国社会开始作全方位的转型。旧的体制被冲垮，但新体制的确立相当缓慢。尽管高层从来就没有宣布放弃社会主义，但很多人认为，市场经济乃至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方式的全方位引入表明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衰落。中国各界除了拼命追求经济利益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乱象，因为人们不知道社会在往什么方向发展。

现在开始进入第三阶段，即社会主义的新潮。说它是新潮，是因为它不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回归，而是一种新的综合创造。它继承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很多合理理念，如社会公正、以人为本和协调发展等，但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实现这些理念。从很多方面来看，社会主义的新潮完全放弃了冷战时期苏联和东欧版本的社会主义，而类似于欧洲版本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新潮的根据是中国的社会现实。欧洲意义上的工业化在中国刚刚开始不久，加上全球化、社会流动、农民问题和阶级分化等因素，中国似乎显得更具社会主义的基础。一句话，如果不能解决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和农民的问题，任何主义在中国都难以生存。社会公正、“以人为本”等社会主义概念使得社会主义再次焕发出活力。实际上，现在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各派思潮，如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尽管有不同的理念，但没有一个思潮否认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各派产生分歧的并不是这些社会理念，而是实现这些社会理念的手段。

“以人为本”等新概念的提出及其新的发展手段的引入，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再次具有了非常强大的活力。这是一个新的政治经济体系。方向逐渐明确，但是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社会主义是一种通过人民参与政治过程来达到社会公正，实现“以人为本”价值的制度。当中国的多种所有制经济已经明了之后，人们更为关注的就是政治上的民主化和社会民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这才是中国面临的挑战。

以人为本关键在于民主

如果留意历代中共领导层的主要讲话就会发现，中国的民主观或者说中共所认同的中国政治发展方向已经跃然纸上，那就是中国不走激进民主化的道路。什么是领导人心目中的中国式民主呢？中国式民主从前主要有两条：一是不搞多党制，二是不搞三权分立。现在又加上了第三条，那就是中国不走俄国、东欧式的激进民主化道路。

不走西方式民主道路并不等于不要政治改革。现在，中共高层领导已把执政党的改革列入最重要的议事日程，这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它表明高层对执政党改革的迫切性已经有很高的认识。不改革，就要发生执政危机。从苏联东欧国家的变革中，中共学到了足够的教训。邓小平在苏东政权解体后，就认为解体的主要原因在于那里的政权没有能力发展经济，为人民提供足够的经济福利。邓小平于是提出了“发展是硬道理”的原则。现在，执政党又从其他一些政党的兴衰史中学到了另外一个教训，那就是执政党不仅要有能力推动经济的发展，还要学会如何治理一个日益复杂的社会。

执政能力的衰退无非有内外两个原因。外在的原因在于社会经济迅速变迁，从而对执政党构成了挑战。从毛泽东时代的计划经济到今天的市场经济和全球化，中国的社会经济生活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执政党和人民的关系尽管也发生了一些量上的变化，但并没有实质性的变革。内在的原因在于执政党内部的组织和意识形态方面出现了问题，不能调节干部党员的行为，产生了严重的腐败，从而促使其执政能力衰退。执政党内部不是没有改革，而是缺少有效的改革。反腐败就是一个例子。高层迄今已经发动了无数次反腐败政治运动，但腐败越来越严重。

如何提高执政能力呢？这里必须寻找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结合点。这是人本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内容。这个方向应当说是合理的。任何政党本来就应当是人民的有机部分，一旦政党和人民失去了联系，执政党的能力就会不可避免地衰落。如何和“人民”建立有机的联系就成了如何提高执政能力的关键。在西方发达国家，“人民”和执政者之间的关系通过选举得以建立。既然中共否定了西方式民主，那么就要寻找其他的改革途径。

可以把中共所认同的政治改革优先次序作一个排列。第一就是通过党内民主来进行执政党的自身建设。这个途径是首位的。在一些地区和国家，执政党因为自身改革的缺失而无法应对社会危机，导致党的最终解体。中共要通过党内民主来强化自身。第二是宪政民主，就是强化全国人大系统对政府的监督功能，让人大逐渐成为人民参与政治的间接管道。同时，全国人大也可以成为执政党从直接主政转型到通过参与组织政府间接主政的途径。第三就是社会民主，也就是人们时常所说的自下而上的社会政治参与。

从理论上看，这个次序并没有什么不好。执政党自身能力得到增强后，就可以推动宪政改革，让全国人大来监督执政党组成的政府。同时，执政党能力的增强也有利于执政党及其政府的开放，让更多的社会成员来参与政治。如果顺利，这会是一条稳健的民主化道路。

但在实际层面，这个优先次序中存在着巨大的甚至难以克服的困难。随着执政党能力的强化，全国人大的功能不仅可能得不到强化，反而会有削弱的可能。党政之间只存在着高度制度化的政治关系，即党领导政府。两者之间的法律关系——即党本身也要服从法律——仍然极其微弱，在很多场合甚至并不存在。执政党自上而下地产生政府。在人民没有有效的机制来产生政府的情况下，全国人大怎么来履行监督政府的功能？执政党又如何能够自觉地服从法律？

在已经民主化了的国家，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是政治民主化的主要动力。人民参与政治，选举自己的领导人，影响政府的决策。正是人民的参与才造就了执政党和人民之间的有机联系，才构成了对政府的外在制约与压力，使得执政党必须向人民负责，政府向人民负责。而在中国，这一切似乎要倒转过来。这种自上而下的动力机制能否达成执政党的既定目标，能否推动中国的民主化，还得拭目以待。

我们在讨论执政党能力问题时，并不是为了执政而讨论执政。执政的意义在于党的这个方向。没有方向，讨论执政能力毫无意义。没有方向，就不会从根本上解决执政党所面临的问题。但是要把新的“主义”外化到新的制度则是一个很不容易的过程。今天讲执政党能力问题的意义就在于如何实现能够体现这种新主义的制度。


（本文最初发表在2004年10月31日在海南举办的“中国改革论坛”第五十次国际论坛专家会议。其中的一些内容也曾发表在《社会科学研究参考资料》2002年第10、11期）






第五讲　民主化的中国模式

◆考察民主要从经验面出发，而不能把民主作为一种纯价值。

◆民主政治的本质是竞争、透明、参与和政治责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

◆如果结合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宪政民主的概念和实践来考量，中国的民主发展模式已经跃然纸上。

◆中国既不想走西方式多党政治道路，又要消化多元的社会政治利益，其方法是多元社会经济利益的“内部化”，即把外在的多元利益容纳于执政党之内，在体制内实现利益表达、利益代表和利益协调。这是党内民主最直接的根源。



民主的普世性和特殊性

最近几年，在有关民主化方面，中国国内知识界有很大的争论。两年前，中共十七大报告把民主政治提高到重要的议事日程，并且至少在理论上确立了中国民主化的路线图，那就是要用党内民主来推动社会民主（或者人民民主）的发展。但在社会层面，中国的知识界则开始反思西方民主。这里先来谈谈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

这场争论出现了两种倾向性：一些人强调，民主具有普世价值，民主是一种值得追求的政治价值；另一些人则认为，民主不具有普世性。很多争论把民主视为西方的产物，相信西方要通过向非西方国家扩展民主来制约其他国家各方面的发展。这种倾向性显然表现在最近几年由美国主导的“颜色革命”运动中。因此，西方向中国推销民主也是为了制约中国，永远弱化中国。一些人把很多亚非拉发展中国家所面临的民主危机等同于民主本身的危机，开始怀疑民主政治本身的价值。不难看出，这一波对西方民主的反思实质上是反对中国政治本身的民主化。既然民主属于西方，那么民主化就是西方化；既然民主是西方掌控和弱化非西方国家的有效手段，那么反民主化就有合理的根据了。

我觉得，反思民主的起点还是应当回到上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发动第一波思想解放运动时所秉持的原则，那就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考察民主要从经验面出发，而不能把民主作为一种纯价值。从经验上看，民主政治既有积极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民主政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有不同的效果。很容易看到，民主的国家和地区，其经济社会也比较发达。或者说，在民主社会，经济社会已经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并且经济发展比较平稳和持续。这尤其表现在北美和欧洲、亚洲的日本和韩国等。

在实行民主的国家和地区，政治也比较稳定。民主政治的构架往往通过各种利益的妥协和协调而得到建立。一旦制度结构形成，不管发生怎样的社会和政治纠纷，总体政治制度不会被动摇。就是说民主政治具有比较强的消化社会经济矛盾的能力。同时，尽管在民主政治下也会发生腐败，但一般来说，在民主政治发达的国家较之非民主政治要清廉，少腐败。

但同时，也有很多经验表明，民主也往往和一个国家的积弱有关联。不好的民主可能是一种最坏的政体。在亚非拉的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往往与内部长期的政治和社会冲突共存。政治人物专注于政治斗争，腐败毫无休止，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长期低下，人民生活水平得不到提高。在那些地方，民主在一定程度上是社会无序的代名词，变成了人民的一个沉重的政治包袱。亚洲民主近年来的危机也说明了这个问题。

民主在发达国家具有巨大的政治优势，但在不发达国家往往表现为政治劣势。这两种情况的共存说明了什么？它首先说明了民主在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发展过程中出现了问题。但是人们不应当把民主在扩展过程中所出现的问题等同于民主政治本身的问题。较之所有其他形式的政治制度，民主政治本身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

民主政治本身是一个开放的政体，受制于外在环境的变化。冷战结束以后，随着传统政党和意识形态的衰落，西方民主政治正经受着各种挑战。从各方面来看，即使西方民主制度本身也在与时俱进，在不断改变自身。例如，当很多年轻的选民不再对传统的政党感兴趣的时候，各种非政府组织就应运而生。从组织到意识形态，从选区划分到选举方式，西方民主也在不断调整自身。这里要强调的是，民主是从西方向非西方国家发展的，这并不是说民主只属于西方。就好像工业化，最先发生在西方，但不能说工业化只属于西方。

在很多发展中国家，民主政治出现了问题主要是那里的激进民主化所致。民主政治的良好运作需要方方面面的制度方面的基础设施，也需要相当水平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民主出现了问题是因为那里的民主要不是由外力促成，如通过西方殖民主义或者其他输出形式，要不就是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政治精英不管本地的社会经济和制度条件，盲目地引进民主制度。

就是说，民主政治在一个国家或者地区产生负面效果或者失败，并不是因为民主政治本身，而是因为民主政治产生和发展的路径和支持条件。从另一个侧面来说，民主尽管产生在西方并从西方扩展到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但民主并不是西方的特殊品。即使人们今天所看到的西方民主，也不是同时发生的。在西方，民主也有先发展国家和后发展国家之分。但在西方，人们从来就没有所谓“法国化”、“英国化”、“德国化”或者“美国化”之说。即使在民主扩展到前苏联、东欧国家的过程中，也没有“西方化”的说法。同时，在民主发展得好的国家，人们也没有热衷于讨论模式问题。问题很简单，民主成功的国家都是把民主建立在自己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政治制度和文化条件之上的。正因为这样，民主政治可以说是一国一模式。或者说，民主没有原版，任何一个国家都可以根据自己的文化和经济社会条件来发展民主政治。但民主政治有“山寨版”，指的是那些受美国影响过大而忽视本身条件的民主，多为发展中国家。

民主在亚洲的传播和发展从一开始就充满着价值的冲突。近代亚洲思想史上最大的一个误区，就是把近代化、现代化和民主化这些从西方开始实践继而扩展到亚洲的发展过程等同于“西化”。尽管这种等式在日本和中国都非常盛行，但在中国，“西化”更被赋予了政治道德含义。因为中西方文化传统的不同，产生这种等式并不难理解。但这种等式在中国成了各方面进步的一大障碍。

民主政治之所以能够一波接着一波得到传播，主要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西方的强力推行。如上所说，通过强行推行的民主很少有成功的例子。民主在不同国家和地区产生和发展，主要是为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经济发展和政治进步所需要。任何一个国家的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就会产生政治变革的要求，尤其是民主政治的要求。凡是在具有了一定的社会经济条件的国家和地区，民主政治就会有很大的成功机会。不难观察到，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这些制度体系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理由把市场经济、民主和法治等和“西方化”等同起来。说得更明确一些，民主是任何一个国家本身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而非“西化”的产物。

把民主化等同于“西化”的另一个恶果就是误导人们对民主的理解。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尤其如此。很多人看不到民主政治的本质，而只是简单和机械地聚焦于西方的一些制度表现形式，如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等。民主政治具有不同的制度表现形式，几乎是一国一种制度。制度表现形式很重要，但不是本质性的东西。民主政治的本质是竞争、透明、参与和政治责任。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是人类的共同价值。因为这些本质上的东西最合乎人性，能够体现这些本质的政治制度也因此为人们所向往。



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在后

民主是一个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是普世的。但民主又必须落实到具体的文化背景中，在这个意义上说，民主又是特殊的。要在特殊的文化背景下建设民主政治，最重要的就是要为民主政治建设一整套基础国家制度。

在海内外，人们一般简单地把民主政治理解为自上而下的选举和多党制。这只是对西方民主政治的一种简单概括，是对发展结果的概括，而不是对民主发展过程的总结，更不能说明民主发展的多种途径和民主政治多样性的可能性。自上而下的选举是社会民主的重要部分，但不是民主政治的全部。这里要强调的是，民主的本质不是政党的数量。两党制的民主和三党、四党甚至更多党派的民主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同样，一党制或者一党独大（如日本和新加坡）之内也可发生竞争。竞争的品质取决于有助于民主运作的国家制度。

从世界范围来看，任何有效的民主政治必须建立在有效的现代国家制度之上。我曾经论述过，以民主政治为界，现代国家制度的建设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制度必须在民主化发生之前建立，一旦民主政治发生，这类制度就很难得到建立或者根本没有机会得到建立。第二类制度在民主政治发生前建立，但在民主化之后会发生变化。第三类制度则必须发生在民主化之后。第一类制度是现代国家的基本制度。任何国家如果没有这些制度，就不能称之为现代国家，包括国防、外交、法律、税收、财政、金融、中央地方关系、医疗保险、社会福利、教育，等等。在发达民主国家，这些基本制度都是在民主制度发生之前建立的，其中的有些制度在民主化之后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后发展中国家，要建立有效的制度并不容易。一些国家民主化已经发生多年，但这些基本现代国家制度仍未建立。一个国家可以是民主的，但未必能够强大起来。如果有了这些基本国家制度，民主经常是个整合因素，但如果没有这些制度，民主经常成为分化力量。而第三类制度，如民主选举等，必须在民主化发生之后才会有很大的发展。但即使是这类制度，如果民主化之前并不存在一定的制度和规则，民主化也很可能就是一个混乱的过程。

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一直主张，中国要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政治在后。国家制度要通过各种改革来得到建设。我把中国的总体改革分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三个方面，并不是说这三者是可以分开独立的。在中国政治环境中，很难把这些方面完全分开来。但是在不同的阶段，只有一种改革才能成为主体改革。

从改革开放到本世纪初，是以经济改革为主，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为辅。90年代政府的重点在经济改革。中国取得了很大的经济发展和经济制度建设成就，基本市场制度已经确立。但代价也是很大的，包括环境恶化、收入差异过大、社会道德衰落和官员腐败，等等。这样的情况如果不能得到根本性的改变，那么不仅中国的经济发展会变得不可持续，社会稳定也会成为很大的问题。当然，这些也导致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不确定性”表现出很大的担忧，因而中国也面临着巨大的国际压力。从这个角度来看，十七大就有分水岭的意义。分水岭并不是说十七大所提倡的改革和以往没有任何关系，而是说十七大确定了新的改革模式，这个模式和以往的模式不同，但目标是一样的。中共十六大正式提出建设小康社会，十七大提建设全面小康社会，这是个继续。但是十七大还提和谐社会，这是个转变点。小康社会必须通过继续的经济改革来取得，没有继续的发展，总体社会发展就会停滞不前，说不定还会退回到贫穷社会主义。所以十七大提发展还是第一要务。

十七大尽管强调发展仍然是第一要务，但和谐社会概念的确立，标志着社会改革正式成为头等议程。社会改革一方面要纠正从前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经济发展变得更具有可持续性，因此是深化经济改革；另一方面，社会改革也要为将来的主体政治改革创造条件。任何一个有效的民主政治必须具备有效的社会政治基础设施，包括社会保障、医疗保险、教育和环保等方面。这个设施是通过社会改革来实现的。

如果说在经济改革阶段，政府的权力主要建立在推动经济发展从而提高人们生活水平的基础上，那么在社会改革阶段，这个权力基础转移到主要为社会提供政府服务上，就是说从发展型政府转型到服务型政府。实际上，随着政府公司化所带来的种种弊端和社会冲突的增加，服务型政府的社会诉求已经凸现。

社会的改革意味着基本国家制度的建设。这些方面的基本国家制度非常重要。中央政府必须承担责任建设国家层面的制度，不可把责任推给地方。如果中国不能建立这些可以提供现代国家服务的制度，那么就很难成为一个现代国家。很自然，无论是向服务型政府转型还是建立现代社会制度，都必须通过政治改革来进行。但这里的政治改革显然并不是指选举政治。选举政治是建立不起这些制度的。这些制度的建成往往是通过自下而上的压力和自上而下的制度创新。

社会改革的成功不仅可以为下一步的主体政治改革提供基础，而且也是一种民主化的动力。西方国家也经历过这样一个过程。从早期的原始资本主义到福利资本主义或者具有社会主义成分的资本主义，都是通过社会改革而得到实现的。而社会改革的动力则来自社会本身。尽管中国不会原封不动地重复西方经验，但从现在的发展趋势来看，也不可避免要经历这一过程。

这里必须重视中国近年来的改革疲乏现象。中国各级政府官员也一直在大唱改革，更不乏雄心壮志，但一旦表达于政策和行动层面，则很难见到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实际上，就改革本身而言，在很多方面，很多人的感觉是，目前已经陷于泥潭。方方面面的改革，比如政府机构改革、职能转变和规制型政府建设、以发展民生经济为核心的经济结构调整、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改革、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等，谈了很多年了，但一直进展不大或者止步不前。

在推进社会改革方面，最重要的是要建设好中央和地方的关系。中国传统国家数千年的历史，从来就没有解决好中央地方关系。皇帝是统而不治，中央权力到达不了地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中央权力第一次到达各个角落。但中央权力从理论上说巨大无比，到了地方却可能无影无踪。因为地方的差异性，中央政府所发动的任何改革，不管其多么合理，也很难在每一个地方都得到实施。我认为，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从理论上说是单一制中央集权国家，但实际上是行为联邦制。中国各个省份的实际权力要比任何联邦制下的州政府大得多。就是说，中国的权力一直处于一种分权状态。中央政府拥有名义上的权力，而地方享受实际权力。正是因为权力的分散状态，就要求单一制国家来维持国家的统一。

上世纪80年代讲得最多的就是分权与集权之间的矛盾，就是说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一死就放的恶性循环。现在好长时间不谈论这个问题了。但这个问题实际上继续存在着，并且越来越严重。要解决中央地方关系问题，有选择性集权就不可避免。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发生了激进的分权运动，结果导致宏观经济调控问题。朱镕基在经济方面实行有选择性集权，实行分税制、中央银行制度改革等。但在政治方面，除了加强党管干部制度之外，并没有实行有选择性集权。最近这几年来，为了加强宏观调控，各方面的集权运动又在发生。

要跳出集权与分权之间的恶性循环，建设有效的中央地方关系，就必须继续在经济上深化和改革有选择性集权的基础上，在政治和法律制度上也进行有选择性集权。国土范围、多民族国家、地方差异等因素表明中央政府必须拥有足够的权力。国防、外交、涉及整体国家的法律、整体经济调控等权力，必须集中到中央来。对这些权力，中央政府要不惜一切代价加以维持。但不能仅仅把地方政府视为中央的派出机构。地方政府也是政府，必须具有自治的空间。就是说，地方政府也必须拥有足够的政治和法律权力来对地方进行有效的管治。凡涉及地方事务的领域，中央政府要把权力下放给地方。在一些领域，如果中央出政策，地方出钱，事情就不会办得好。这些领域的权力还是下放给地方为好。现在的局面是，那些有利可图的领域，中央的官僚机构就想出各种办法来集权，而对那些对国家非常重要但要花钱的领域，中央官僚机构就没有动力来集权，千方百计要把这些领域推给地方。与地方争利是中央地方矛盾的一大根源。

权力下放给了地方，地方有可能出现腐败。怎么办？这就要求权力在下放给地方的同时，也必须下放给社会。没有社会的被赋权，地方的腐败就会变得不可遏制。在中国，现在反腐败主要依靠中央政府，没有自下而上的动力，也没有来自社会的外在制约。来自中央政府的制约也是一种内部制约。没有来自外部社会的制约，内部制约就会无效。这些年有很多研究表明，中央政府在老百姓眼中的合法性程度远比地方政府大。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地方政府直面老百姓。老百姓对地方的腐败有太多的不满。要解决这个问题，上面所谈到的社会民主就变得非常重要。社会民主会给地方政府造成有效的压力，增加地方政府的透明度，使得地方政府对其下辖的人民负责。很显然，在这个意义上，社会民主实际上是有利于中央权力的。

对社会赋权的重要性，有关方面并不是没有认识，但很多人总是恐惧于社会权力。这是因为人们总是把社会权力和政府权力对立起来，好像两者是一对矛盾。其实并不然。唐朝的柳宗元就明确看到了人民的权力可以是皇帝权力的基础。在今天更是这样。如果中央政府要对地方有权力和权威，就必须把自己的权力建立于社会权力之上。也有一些人担心，社会权力的增加会导致社会的失序。但这里我们强调的是社会的制度化权力，是基于宪政之上的社会权力。

社会权力不仅仅是指社会参与政治的权力，也是社会参与经济生活的权力。例如，社会权力必须替代各级地方政府的经济垄断。垄断在中央层面还说得过去，因为一些经济部门具有战略重要性。但越到下面，垄断就越变样。到了地方，垄断仅仅意味着政府与民争利。哪里有利可图，哪里就有政府垄断。必须下大决心改革中央垄断和消除地方垄断。中央垄断领域即使有必要，也越少越好。可以把一些领域下放给社会，建立类似于西方发达社会的政府─社会伙伴关系。而在地方层面，经济领域必须全面下放给社会。只有这样做，中国才能够营造一个有利于中小企业发展的经济环境。中小企业是民生经济的基础，是解决收入差异的最有效的经济手段。



中国的渐进民主化

尽管中国的民主政治还面临很大的问题，在理论层面，各方面也没有达成一定的共识，但是从经验层面来说，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已经基本形成。在很大程度上说，中国的民主理论远远落后于民主的实践。

说中国民主发展模式已经基本形成，是基于如下两个基本事实之上：第一，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动力已经出现；第二，中国已经找到较为可行的实现民主的路径。这两个基本事实对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发展都非常重要。如果民主发展缺乏基本动力，民主只会停留在理想层面。即使因为某些因素，例如激进改革或者外部力量的强加而产生出民主形式，民主也只能是表面民主，很难实质化。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西方在第三世界国家的民主实践就说明了这个问题。第二个因素也同样重要。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方法，民主也只能表现为理想。政治现实往往是这样的：尽管没有人会否认民主的重要性，但就是找不到好的方法去实现民主；或者尽管民主实现了，但并不是人们原先所期望的民主。

说中国民主政治已经具备动力，主要是社会经济的发展为民主提供了一个客观的外在环境。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讨论：第一，中国的经济发展是市场导向的和外向型的。市场化和全球化造就了一个开放型的中国经济。第二，开放的经济体造就了一个开放的社会。这里又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开放的经济为一个开放社会提供了基础结构，如市场、交通和通讯等；其二是开放的经济造就了社会的理性的开放心态。人们不再从理想的角度来审视一种特定的政治价值，而是从实际效用的角度来看待该政治价值。对民主政治也一样。第三，和民主政治直接相关的就是社会经济的发展已经导致了社会经济利益的多元化。从世界范围内来看，民主政治是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因为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最终必然要表现在政治领域。

动力已经存在，所需要的就是寻找可行的民主化途径。中共十七大报告强调“要以扩大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这里就包含了两种民主形式，即“党内民主”和“人民民主”。再者，十七大报告尽管没有使用“宪政民主”的概念，但宪政民主的内容则得到了强调，如法治和法律的权威等。如果结合党内民主、人民民主和宪政民主的概念和实践来考量，中国的民主发展模式已经跃然纸上。

有关党内民主，需要强调两点：第一，党内民主也是社会经济利益多元化的反映。中国既不想走西方式多党政治道路，又要消化多元的社会政治利益，其方法是多元社会经济利益的“内部化”，即把外在的多元利益容纳于执政党之内，在体制内实现利益表达、利益代表和利益协调。这是党内民主最直接的根源。第二，党内民主有利于政治精英之间民主规则和文化的培养。尽管人们可以在各类教科书上找到这样那样的所谓的民主规则，但这些规则是已有民主政治经验的总结，很难移植到另一个国家。任何一个国家的民主规则都只能在政治精英内部的互动中产生。如果没有一些基本的民主规则和文化认同，民主政治就会陷入无序状态。发达国家民主的平衡发展和很多后发展中国家与地区的民主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如果说党内民主强调的是自上而下的利益协调，那么“人民民主”强调的是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从学理上来说，把“人民民主”称为“社会民主”更为合适。在中国，社会民主表现为各种形式，包括通过人民代表大会、政治协商大会、基层民主、社团等途径的政治参与已经得到了相当的发展。社会民主也表现出开放性的特点，就是说各种不同的新型参与方式不断产生。例如非政府组织的参与。非政府组织曾经是一个非常敏感的话题，但近年来非政府组织发展异常迅速。尽管非政府组织在不同领域的发展空间不等，但其参与政治事务的态势已经非常明显。又如，在很多地方也发展出了协商（或者协议）民主的实践。社会民主主要在地方和部门层面进行，和参与者的直接利益相关。如同党内民主，社会民主也有助于社会成员和社会群体之间发展出民主规则和文化。地方民主规则和文化的形成非常有利于国家层面民主的进行。

但无论是党内民主还是社会民主，都必须在一个法律的构架内进行。这就要求给予宪政民主至高无上的地位。这里也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看：首先，不管党内民主如何进行，执政党必须服从宪法和法律。就是说，党内民主也必须接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随着《监督法》等法律的通过和实施，这一点已经相当明确。其次，社会民主也必须在宪法的范围内进行，这是民主有序发展的保障。再次，到目前为止，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都在各自发展。尽管在地方层面，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已经开始互动，例如农村基层民主过程中产生的“两票制”（无论是党的基层领袖还是村民自治组织都由村民的选票决定），但是在国家层面，这种互动还未开始。而中国真正的民主化意味着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在国家层面的直接互动。可以想见，这种互动会是大规模的。宪政民主可以保障如此大规模互动的有序进行。

未来的中国民主会怎样？我个人觉得会是选拔和选举的结合。选拔是中国传统，而选举是现代民主形式。选举不能保证领袖人物的质量，要先选拔，后选举。中国正在往这个方面发展。从现阶段各种民主形式的发展过程来看，可以合理地预见，未来中国会结合三个主要因素：自上而下的党内选拔（党内民主），自下而上的社会认可（社会民主），执政党和社会在法律构架内的有序互动（宪政民主）。如果说前两者表现为动力，那么宪政民主则是党和社会互动的制度保障。这也就说明了，在同时发展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同时，也必须发展宪政民主，以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来推动宪政民主，以宪政民主来保障党内民主和社会民主的良好和有序的互动。


（本文部分内容以访谈形式发表在《南方窗》2007年年终特刊）






第六讲　金融危机与中国经济模式

◆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都不能主导中国的经济实践。在实践层面，中国是混合型经济。

◆一些人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走向了极端，把私有化神圣化，以为私有化是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唯一手段和工具。但事实上显然不是这样。极端的私有化和极端的公有化一样会导致无穷的经济问题。

◆内需和外贸是持续经济发展的两条腿。只有到了两条腿走路的时候，中国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强国。

◆中国模式改进的关键在于通过社会改革而确立社会制度，从而保障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金融危机和中国模式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各种应对举措，以缓解危机或者争取尽早走出危机。到目前为止，尽管整个世界还是处于深刻的危机之中，但很多人已经在开始争论世界各国经济模式的问题。其中，中国俨然已经被很多人视为有别于美国和西方的经济模式。在一些人眼里，中国和美国所代表的两个经济模式已经处于竞争之中。笔者前不久参加了在法国巴黎郊区由瑞典的GlasshouseForum组织的中国西方知识峰会，讨论的就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前途问题。会议上大家最关心的是，中国发展模式是否会成为西方发展模式的另一种选择。

对中国经济模式的关注主要表现在三个层面：

第一是中国模式对金融危机的防御能力。毫无疑问，这次金融危机对各国经济体的影响程度不同。中国经济体尽管也深受影响，但和西方各经济体相比较，甚至和亚洲的日本和“四小龙”相比较，中国显现出了相当强的抵御能力。而中国的抵御能力显然和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不同经济发展模式有关。这里人们提出来的问题就是：中国的经济模式与其他经济模式有何不同？这种不同如何增强了中国的危机抵御能力？

第二是中国应对金融危机的方法和手段。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政府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使用了一系列的手段和方法。尽管表面上看，和其他国家没有实质性的区别，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所使用的方法和手段要比西方政府的来得有效。当西方各国走入负增长领域，一些迹象已经指向中国经济复苏的方向。在当今世界上，很少有国家像中国那样可以对自己的经济持乐观的态度。一些人已经在开始预测经济什么时候回弹了。信心非常重要。前不久，中国总理温家宝到欧洲各国访问，把其旅行称之为“信心之旅”。没有了信心，经济活动就很难恢复正常。比如说，如果没有信心，人们就不会去投资，不会去消费。从这个角度来说，政府有责任激励社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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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金融危机爆发后，民众呼吁改革华尔街金融制度。（图/AFP）

应当指出的是，中国的这种乐观情绪和信心有其客观的依据。在应对危机过程中，美国和西方政府只有金融杠杆，而无经济杠杆。但中国政府两者都有，除了金融杠杆之外，中国的经济杠杆可以通过巨大的国有部门得到发挥。再者，美国和大多数西方政府都是赤字政府，而中国政府的财政状况良好，可以说，中国政府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比较有钱的政府之一。

第三是中国在未来新的国际金融秩序中的角色问题。那么深刻的危机发生了，表明现存世界经济和金融秩序出了很大的毛病。如同从前的重大危机一样，这次危机也必然导致经济和金融体制的重建。在过去，西方世界是体制的建构者，其他国家则是被动的接受者。但是在今后的经济和金融秩序重建过程中，西方不可能垄断一切了，包括中国、印度、巴西和俄罗斯等国家在内的新兴经济体必然参与重建过程。没有这些新兴经济体的参与，就不会有新秩序的出现。或者说，如果把这些国家排除在外，那么西方所建设的秩序不能称之为世界的秩序。要重建秩序，西方和非西方国家之间就要进行一次“大谈判”（grandbargaining）。因为中国经济的规模，中国必然要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这方面，人们迫切希望知道中国对未来秩序的认知和中国对自身在未来体制中的地位的期望。

金融危机以来，有人赞扬中国，认为中国正在承担一个大国应当承担的责任；也有人批评中国，认为中国应当对金融危机的发生负责。但无论是批评者还是赞扬者，都反映了一个共同的心态，就是对中国的高度期待。对中国本身来说，金融危机则成了对本身所确立的经济制度的一次大检验。不久前，中国总理温家宝在英国剑桥大学作演讲时，强调中国是一个“学习国家”。我想，这里的“学习”至少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它指的是中国向世界各国学习。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虚心学习国际经验，不管是像美国那样的大国还是像新加坡那样的小国，中国都好好学习。可以说，中国是当今世界最好学的国家。尽管很多国家尤其是西方经常对中国持批评态度，但这并没有影响中国向这些国家学习。另一方面，“学习”也指中国向自己的经验学习。中国向各国学习，这里有积极的经验，也有负面的教训。中国的经济体制并非十全十美，这次金融危机一方面体现出了中国体制的优势，另一方面也显现出了其所存在的问题。分析中国模式的优势和指出其弊端同样重要。中国模式是一种发展中的模式，是世界经验和中国本身经验的累积。中国模式的进步对中国和世界同样重要。通过金融危机检验中国模式是有理论和现实意义的。



中国的复合经济模式

无论是中国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还是其应对危机的方式，都和中国改革开放之后建立起来的中国经济模式有紧密的关联。问题是：中国模式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越来越多的人对中国模式表现出日益强烈的兴趣。很多发展中国家想从中国学习经验，而发达国家则担心中国模式是否会取代西方发展模式。但对中国模式是什么，人们并不清楚，所以总结中国模式很重要。中国模式反映在政治、经济和社会各个方面。从经济上看，我觉得可以把中国模式称之为复合型或者混合型经济模式。我在这里使用“混合”这个概念和人们平常所说的不太相同。一般说来，混合经济指的是中国经济的混合所有制模式。我使用这个概念的范围要比所有制广，包括很多方面。所有制当然很重要，所谓的混合就是说各种所有制之间的平衡。在所有制之外，混合模式也应当包括对外开放和内部需求之间的平衡、政府和市场两者在经济领域的作用的平衡等。

从哲学上说，混合经济是中国人的“中庸”哲学在实践上的反映。在中庸哲学下，中国人努力避免走极端路线。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里，中国基本上从制度层面确立了混合经济模式。改革开放之前，因为各种历史原因，中国走了极端社会主义路线，或者“贫穷社会主义”路线。改革开放后实行邓小平的“实事求是”路线。在开放路线下，西方的各种“主义”进入中国，对中国的各个政策层面产生影响，但很难说，哪一种“主义”占据了主导地位。就是说，中国基本上保持了各种“主义”对政策影响的平衡。今天，在中国的学术界仍然不乏各种基本教义派，包括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和传统社会主义思想。这两种思潮构成今天中国经济思想界的两个极端：新自由主义强调一个极端，即市场和私有化，而传统社会主义则占据另外一个极端，即政府和公有制。不过，无论是新自由主义还是传统社会主义，都不能主导中国的经济实践。在实践层面，中国是混合型经济。

◆混合所有权制度

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国有化已经成为西方各国政府所采用的一种手段，至少对金融银行部门是这样。欧洲的国有化有根深蒂固的传统，实际上，国有化是欧洲社会主义的主要内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很多国家的国有经济部门曾经变得非常之大，导致经济效率和效益低下。这就引发了反向运动，即私有化。英国政府在撒切尔夫人任首相期间曾经试图发动大规模的私有化运动，并对欧洲各国产生了影响。但即使是撒切尔夫人的私有化运动也很有限，限于几个实体经济部门。在涉及公共利益也就是那些提供公共服务或者福利的部门，私有化运动遇到了来自民主政治的很大的阻力。这主要表现在教育、社会保障和医疗卫生方面。因为这些部门涉及全体人民的利益，人们用选票否决和抵制了私有化运动。现在欧洲面临危机，各国政府又开始诉诸国有化，对此欧洲社会并没有出现反对声音。

有意思的是，美国也开始出现国有化运动。美国是私人资本主义的典型代表和大本营。在很长时间里，美国是抵御公有化尤其是社会主义运动的主要力量。在学术方面，以私有化为核心的新自由主义就在美国生长并拥有了向外的扩张力。在政治上，新自由主义最典型的表现就是里根经济学。但是今天，像前美国联储主席格林斯潘那样的可以称之为原教旨主义式新自由主义人物，也开始认为并提倡国有化可以成为应付危机的有效方式。

在发展混合型所有权方面，中国比较典型。在改革开放前，中国从经济管理方式来说是典型的计划经济，但从所有制来说已经呈现多种形式，有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在农村还有少量的私有性经济活动，主要表现在农民的自留地上。在国家所有制内部也存在着不同层面的所有权，即实体经济或者企业由各级政府分别所有和管理。

改革开放后，中国开始引入和鼓励其他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形式，包括民营、合资、外资等。在俄罗斯和东欧原来的共产主义国家，因为深受新自由主义的影响，进行了以私有化为核心的疾风暴雨式的经济改革。但中国并没有这样做。中国一方面鼓励其他所有制的产生和发展，另一方面通过改革原先僵硬的公有制来适应新的环境。国家所有制原来占据绝对的主导地位，并在宪法和法律方面得到保障；在市场经济的早期，也以国家所有制为主，其他所有制为辅，后者仅仅作为补充。但后来，各种所有制得到了平等的法律地位。这里尤其要提及上世纪90年代中期之后的“抓大放小”的经济改革。这是一个具有战略意义的改革方案，通过“抓大”，中国重组了大型国有企业，而“放小”则是通过民营化给中小型企业的发展提供了动力机制。

中国的混合型或者复合型所有制已经形成，并且得到了宪法和法律的保护。这种所有制结构应当不会容易被改变。各种所有制之间也已经形成了互相竞争的机制，通过互相竞争来提高各自的生产力。尤其显著的是，这种混合型经济在应对金融危机过程中显示出了其优势。国有部门已经成了中国政府使用强有力的经济杠杆来实施其为应对危机所推出的政策的工具。就是上面所提到的，西方多数政府只有金融工具而无经济杠杆，而中国政府两者皆有。

这次金融危机也为中国那些一直在鼓吹私有化的人提供了一个反思的机会。私有化或者民营化当然有其优势，这也就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在不断发展民营经济的原因。但一些人尤其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走向了极端，把私有化神圣化，以为私有化是解决一切经济问题的唯一手段和工具。但事实上显然不是这样。极端的私有化和极端的公有化一样会导致无穷的经济问题。为了公有化而公有化，为了私有化而私有化，都不是理性的方式。重要的是要在不同所有制之间找到一个合理的平衡，通过它们之间的竞争达到资源的合理配置、经济效益的最大化和社会公正的实现。

◆出口导向和内部需求

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一些西方学者和政治人物把责任推给中国。在一些人看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在于中国的增长模式。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模式和早先的日本和后来的“四小龙”有很大的类似之处，都是出口导向的。外向型经济增长依赖于出口，依赖于西方市场。同时，中国的金融体系也是为这个外向型经济体系服务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创造了大量的外汇，再用外汇购买西方的诸多金融产品。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已经形成了中国生产、西方消费的模式。这个模式被视为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尽管这些指责并没有多少道理，但却值得中国思考。这次危机告诉人们，无论是要解决危机还是要长期的发展，都不能依赖于西方市场，依赖于西方消费者。中国的发展还必须主要依靠自己，就是说要建设一个内需型经济体。一个内需型的经济体并不是说不要外贸和出口了，但一个高度依赖于外贸而内需不足的经济体，其增长是不可持续的。在全球化环境下，内需和外贸是两个最为重要的经济支柱。对中国这样大的经济体来说，内需无疑要比外贸重要得多。

但同时，中国这次之所以能够抵御源于西方的危机，表明中国的经济形态和日本及“四小龙”的不同。无疑，这次金融危机表明中国的出口导向型经济出现了问题，因为西方没有了需求，依赖于西方市场的实体经济必然出现问题。人们已经看到，在珠江三角洲有大量的工厂倒闭，大量的工人尤其是农民工失业，珠江三角洲的经济正面临着很大的困难。出口导向型经济要转型，这是很显然的。然而，转型并不是说要否定出口导向。在中国内部，出口导向型经济也表现为不同类型。比较一下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就可以看到这一点。珠江三角洲的出口导向型可以说是一种典型的“自由放任”型经济。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地方有关部门对本身的产业发展没有长远的政策，只要是外资就欢迎。因此，低技术、劳动密集、高能源消耗、高污染等成了珠江三角洲经济的特色。这种经济增长方式随着时间的推移也显出其不可持续的特点。例如，它不能承受劳动关系的变化。前些年，中国出台新的劳动法，珠江三角洲的资本方就出来反对。这种方式也不能承受土地方面的变化。当土地的供应不能持续时，这种发展模式就会遇到很大的麻烦。正是这种情况促使广东地方政府在近年来开始努力调整产业政策。实际上，在这次金融危机发生之前，广东政府已经开始作产业的升级调整，广东的一些企业在金融危机之前就开始关闭或者倒闭。广东称这一步是“腾笼换鸟”。这种做法受到一些方面，尤其是来自新自由主义经济学者的质疑。但是，无论从产业升级还是劳工权利或者可持续发展来说，这一步必须走。不幸的是，这一产业调整遇到了现在的金融危机。不管怎样，很多国家的产业调整和升级都经历过一个痛苦而漫长的过程，中国也不会例外。

和珠江三角洲相比，长江三角洲的出口导向型经济情况就有很大的不同。在大规模吸收外资方面，长江三角洲可说是后来者。或许接受了珠江三角洲的教训，长江三角洲在规划发展过程中，政府一直起了非常大的作用。长江三角洲从一开始就拒绝低技术和高污染的产业。从各个经济指标来看，长江三角洲的发展要比珠江三角洲更具有优势。尽管这次金融危机也影响到长江三角洲，但其受影响的程度显然远远低于珠江三角洲。

更为重要的是，除了出口导向型经济体，中国也有很多地方发展出了以内部需求为导向的经济体。前年，我到浙江考察，写了一篇题为“浙江模式值得深思”的文章（《联合早报》2006年7月4日），专门讨论浙江内生型民营经济的特点。首先，它是一种内生型发展，就是说，发展的动力来自内部。在中国沿海从珠江三角洲到长江三角洲再到京津唐和渤海湾地区的很多地方，经济发展的主动力来自外来资本。浙江则没有这样的情况，在浙江，尽管外资也得到鼓励，但发展的主动力主要来自民族资本。在过去的三十年间，民族工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足以和外来资本相抗衡。发展的资本来自内部，发展也是以满足内部市场为主。浙江的产品都是以先抢攻内部市场为主，出口为辅。这与很多沿海地区高度依赖于出口导向的经济形成鲜明的对照。浙江是以开拓内部市场闻名的，在全国的各个角落，现在没有一个地方是没有浙江商人的。这种以满足内部市场为主体的发展模式对整个国家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同时这种模式要比出口导向更稳定和更具有可持续性，因为它更能承受外部国际市场的冲击。

浙江经济基于民营资本之上，其技术创新能力也比其他地区要高出很多。在20世纪80年代，浙江的一些地区尤其是温州地区以生产假货闻名，但是现在这种情况完全改观。在吸取了以往的经验之后，浙江民营企业非常重视技术创新。因为是民营资本，浙江企业的技术创新更具有自主性。现在的浙江商人不仅走遍全国，也走遍全世界，很多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相当强的竞争能力。近年来，浙江产品在发达国家经常遭受地方贸易保护主义的“反击”，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浙江产品的国际竞争能力。但同样重要的是浙江健康发展的国有企业。在中国的其他地区，国有企业的发展一直存在着很大的问题，但浙江的国有企业发展势头相当好，这与民营企业的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民营企业的发展为国有企业营造了一个有利的环境，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两者相互补充又相互竞争，起到了共同发展的效果。

更值得注意的是，浙江的劳工状况远较其他地区好。在一些地区尤其是台资、港资和韩资等密集的地区，劳工状况存在着太多的问题，劳工的权益往往得不到保障。但在浙江，侵犯劳工权益的情况并不多见。造成这种情况的因素有多种，但无疑与浙江重视本土资本有关。外来资本的主要动机是对地方廉价劳动力的利用，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很难产生；而本土资本则因为受地方归属感等因素的影响，往往比较注意企业社会责任感的培养和发展，劳资关系也因此显得比较和谐。

浙江当然不是唯一的以内部需求为导向的地方经济体。中国的很多其他地方也是这样。山东是另外一个例子，出口经济在总体经济中的比例很低。最近这些年出现的“重庆模式”，也是通过扩展内部需求而得到高速发展的。

外贸在过去给中国的经济发展提供了莫大的动力机制。金融危机显现了外向型经济的弱势之所在，内需变得重要起来。金融危机以来，中国还在继续推动外贸。实际上，中国已经成了世界贸易自由化的主要动力，这背后就是中国强大的出口经济。但同时也要意识到，内需经济是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如上所说，中国各地以内需为导向的经济成分也在发展，并且有些成功的经验，关键在于，内需经济政策要像出口导向经济政策那样提升到国家层面。内需和外贸是持续经济发展的两条腿，只有到了两条腿走路的时候，中国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经济强国。

◆政府和市场

政府和市场的关系既关乎一个经济体是否会导致经济或者金融危机，也关乎这个经济体是否有能力应对危机和预防危机。金融危机发生之后，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再次成为各国政府和学术界的讨论议题。

不管这次金融危机背后有怎样复杂的原因，就政府来说，最主要的原因是其对金融系统监管不严。新自由主义者把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即市场，推到了至高无上的程度，他们相信这只手会解决一切经济问题。在新自由主义那里没有政府的经济功能；如果说有，那么就是要保证这只看不见的手能毫无障碍地运作。但这次金融危机表明了这种信仰的差错。中国在改革开放前实行的是计划经济，把政府的经济作用极端化，而把市场视为是属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从而也否定了其功能。改革开放后，中国对市场有了不同的看法。邓小平认为资本主义可以使用市场机制，社会主义也可以使用市场机制，这就把市场中立化了。同时政府大力推进市场建设。上面所说的各种所有制经济都是在同一个市场平台上互相竞争的。

重要的是，中国在强调市场功能的同时并没有走向市场万能主义。崇拜市场的新自由主义在学术界有很大的影响，但在政策层面，不同领域有不同的影响。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的根据地可以说在实体经济领域，即在企业界。但在中国则不同，新自由主义在进入中国之后，在实体经济领域遇到强大的阻力，尤其在大型国有企业领域。如上所说，中国政府重组了大型国有企业，民营化并没有发生在大型国企领域。但新自由主义对中小企业的影响相当大，这一方面是因为“放小”的战略。尽管这个战略设想得很好，但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主要是恶性私有化和国有资产的流失，导致了社会的不正义。新自由主义对社会制度领域的影响更大，主要表现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教育上。在西方，因为民主制度的存在，新自由主义在这些领域遇到了强大的阻力，即被人民所否决。在中国则相反。在国有企业领域，因为有国家力量的存在，新自由主义不能发生作用；但在社会制度领域，新自由主义如鱼得水。原因很简单：社会制度的存在主要是为了弱势社会群体，弱势社会群体很难抵制新自由主义的侵入。在这些社会制度领域，改革开放前中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在新自由主义进入这些领域之后，原来的社会体制包括学校、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制度全面衰微甚至解体，尤其是在农村地区。尽管近年来政府作了很大的努力，但直到今天这些社会制度还没有建立起来。在新自由主义影响深刻的领域，政府的作用很成问题。因为政府全面撤退，市场恶性竞争变得不可避免。中国企业间的恶性竞争是这些年企业界丑闻不断的一个主要原因。恶性竞争表明市场还是不规则。市场如何规则化？这很难靠市场本身。从中外历史的经验来看，政府还必须扮演一个主要角色，就是说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发生、发展和健康运作离不开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

可以感到欣慰的是，在金融银行领域，中国规制国家初步成形。温家宝最近在和网友对话时指出，中国的金融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已经具备应对危机的良好基础。在金融和银行领域，中国规制国家的建设得益于1997年发生的亚洲金融危机。亚洲金融危机产生于亚洲一些国家金融监管不严。中国从亚洲金融危机开始致力于金融银行系统的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也是这次中国的金融和银行系统没有发生像西方那样的深刻危机的主要因素。西方各国在亚洲金融危机时，批评亚洲国家，给亚洲国家带来了很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也是促使中国进行改革的一个因素。但是，西方国家自身却忽视了改革，最终造成今天的危机。尽管西方国家可以强调一些外在的因素（如中国的高存款率），但推卸不了内部监管不严的责任。很显然，不管外部因素如何，危机是通过内部因素发生作用而爆发的。



社会改革和中国模式的改进

上面强调过，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模式既显现了其优势，也表现出一些弱势。不管怎么说，中国模式仍然处于发展过程之中，如果能够从这次金融危机中吸取足够的教训，那么是非常有利于这个模式的发展的。

海内外学者正在讨论这次金融危机是否能够促成中国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的问题。我个人认为，中国模式改进的关键在于通过社会改革而确立社会制度，从而保障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这些年来，中国的社会改革往往是雷声大、雨点小。医疗卫生改革已经争论了很多年，但还是没有拿出一个让各方都能普遍接受的好方案；社会保障制度有了一些进展，但远离社会的客观需求；教育改革还是很糟糕；环保则恶化到了人们不可忍受的程度；尽管国家税收能力大大提高，但收入分配和社会分化继续恶化。另一方面，社会群体事件的频繁发生，加上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表明社会的不稳定因素还会遽然增加。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社会改革和社会制度的建设已经刻不容缓。但是，各方面的利益群体一直在这些问题上争论不休。在很多领域，一会儿集权，一会儿分权。尽管谁都说改革很重要，但就是解决不了谁来改革的问题。这背后无非是既得利益者在抵制改革。

社会改革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首先，社会改革是为了应对和解决经济改革所带来的负面结果。在过去的三十年，经济主义可以说是中国发展的主题，经济发展就是一切。中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创造了世界经济史上的奇迹。此前，没有任何国家能够在这样短的时间里帮助数以亿计的人民脱离贫困状态，帮助这样大规模的社会群体提高生活水平。但经济主义在促进经济繁荣的同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各级政府GDP主义盛行，非经济方面的发展大多被严重忽视，导致环保恶化，资源大量浪费，贫富差异扩大和社会分化严重。这些由经济发展导致的后果，加上党政官员大面积的深度腐败，反映到社会层面，就是政府在人民眼中的合法性成为问题，群体事件越来越频繁，多数表现为各级政府与社会的对立。很显然，经济主义的后果不加以纠正，经济发展就不可持续，这一点毋庸再多说。这些年来中国政府确定的“科学发展观”和“和谐社会”，就是对这种单向面发展反思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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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经济的高速发展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图为重庆周边被污染的河流。（图/原载南风窗）

其次，社会改革要为未来经济增长奠定新的制度基础。过去三十年的经济增长总体上来说来源于经济制度的改革和创新。但迄今，经济改革的很多方面已经很难深入下去，说明过去的增长模式已经达到了顶点。进行社会改革和建设社会制度的目标是推动中国从一个非消费型社会向消费型社会转型。消费型社会是中国未来长期经济增长的最主要来源。很简单，经济增长有两大来源，即投资和消费，而投资的最终目的也是消费。中国在过去三十年里建立了一个外向型经济。增长来自投资，但投资是为外部市场，主要是为西方市场服务的。如上所说，随着全球经济危机的发生，来自西方的需求遽然下降，中国这种发展模式的局限性一下子就显现出来了。中国要向消费社会转型，就必须建立一整套有助于消费社会发展的基本社会制度，例如医疗保险、社会保障、教育和环保，等等。没有这样一套制度，不可能出现消费社会。

其三，也是更为重要的是，社会改革要为中国未来的政治改革做制度准备。中国的改革进程大致可以分为经济改革、社会改革、政治改革三个阶段。从改革开放开始到本世纪初，一直是以经济改革为主。本世纪初以来也就是中共十六大以来，社会改革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的政治发展进程应当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在先，民主化随后。民主制度的有效运作不仅需要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的水平，更需要诸多基本国家制度成为其基础结构。从世界范围内来看，凡是基本国家制度建设得好的国家，民主化过程比较平和，新建立的民主制度能够有效运作。反之，在缺乏基本国家制度的情况下，如果发生民主化，就会出现无政府状态、社会的不稳定和政治的恶斗。现在，亚洲很多国家所经历的民主危机就说明了这个问题。在过去三十年中，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基本的国家经济制度，但社会制度则远远没有建立。如果在基本国家制度中缺失了社会制度这一块的情况下，发生政治民主化，那么必定会出现动乱频繁发生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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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的经济应以内需为导向。图为杭州某商厦店庆时熙熙攘攘的人群。（图/潘海松）

金融危机的确是个进行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的好机会。但现在看来，中国政府所采取的应对危机的模式基本上承续了处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模式，即以公共投资为主体，附带拉动内需。很显然的是，1997年之后，政府在前一方面非常成功，但在打造内部消费市场方面并没有很大的成绩。当时，因为西方市场没有危机，中国的出口不久就恢复了。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所推出的各种拯救经济的举措，其重点还是在原来意义上的经济增长模式上。例如，还是想通过各种途径来促进外贸。但谁都知道，这种方式已经无效。大量的资金因为背后存在着庞大的既得利益而流向基础设施、产业升级等方面的投资。中央政府尽管也强调民生经济，努力扩大社会制度建设方面的投入，但很显然，因为其背后没有既得利益，资金很难流向这些方面。

中国迫切需要在危机中继续寻求新的模式。努力的方向和重中之重应当是扩大内需，建立消费型社会。在任何国家，社会改革和建立社会制度都是一场攻坚战。在当今发达国家，社会制度的建立往往和持久的充满暴力的工人阶级运动，甚至革命联系在一起。不难看到，从原始市场经济或者资本主义转型到现代福利型资本主义，并非一个自然的过程，而是社会改革的结果。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能够实行“铁血”政策，超越既得利益，进行自觉的改革；但也有一些国家的政治精英则受制于既得利益，没有能力进行改革，从而导致暴力式社会运动和革命的发生。有一点很明确，到现在为止，在所有实行市场经济的国家，一套良好的基本社会制度都是保障其市场运作和社会稳定的制度基础。中国在这些方面还需要很大的努力。


（本文最初发表在2009年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组织的“中国高层发展论坛”）






第七讲　国家权力的“中央性”和“人民性”：中国的中央地方关系

◆在国家权力的集中性和人民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制度关联。换句话来说就是，权力源自人民，用之于人民。这就是现代国家权力的本质和意义之所在。

◆最高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直接联系对中央政府的权威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样一种直接关系，中央政府的权力不可能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

◆中央政府通过人事任命的确控制了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能够对地方进行有效的统治。对人事任命制度的过度依赖正是中央处理与地方关系的重要的误区，也是两者发生冲突的重要根源。

◆选择性集权的另一面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分权。



中央地方关系问题

中国地方大，各省区之间各方面的差异也大，中央如果没有足够的权力，很多事情就会很不好办。同样，如果地方没有足够的积极性，各方面的发展就会成为一个大问题。因此，如何解决好集权和分权的关系，不仅涉及中国各方面的发展问题，而且也涉及中国的国家建设问题。实际上，从毛泽东、邓小平到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谈及中国的国家建设的时候，无一不涉及中央和地方关系。

中央和地方关系无疑也是中国政治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如何进行这方面的政治改革，应当从理解中央和地方之间所存在着的问题入手。自改革以来，尽管政府在处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上作了很大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进步，但不可否认，两者之间仍存在着很多严重的问题。这些问题概括起来有两个主要的制度表现，即集权但欠足够的权力，分权但欠足够的民主。

首先，集权但欠缺权力。没有人会否认，从理论上说，中国目前的政权是世界上少数几个权力非常集中的政权。从政治上来说，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有民主党派的存在，但并不是西方那样的多党竞争制，而是多党合作制，就是说，民主党派并不是中国共产党的权力竞争者，而是其合作者和权力的监督者。就统治制度内部来说，党的系统中党中央的集中领导自不必说，在立法、行政、司法等政府系统中，权力流向也都是自上而下的。一句话，在当前中国政治体制中，一切政治权力的源头都是中央政府。在20世纪80年代初，邓小平指出当时中共的权力结构是党政不分，权力集中在党手中，而党的权力又集中在党的高层，高层又集中在党的少数领袖手中。（邓小平：《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7—331页。）
 这种情况目前虽已有所改变，但其总体结构迄今并没有根本性的变化。

从经济上来说，尽管已在理论上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目标，中国的经济制度也急剧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化，但这并不是说政府已经或者会在以后退出经济领域。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仍然掌握着相当多的重要经济资源。同时，政府的经济角色正在转型，各种宏观调控机制，如税收、财政和金融管理体制等正在建立。可以相信，在经济领域，中央政府的权力会随着各种宏观调控机制的建立和完善而得到加强。

从社会方面来说，尽管改革以来，中国的第三部门发展相当迅速，人们称谓的“市民社会”正在形成，但是，这一形成中的“市民社会”和西方的有着根本的不同。西方的市民社会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的，在某种意义上是向政府争取各方面利益的准政治组织；而在中国，所谓的市民社会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也有这方面的功能，但至少在目前，其对政权不仅没有任何挑战性，而且在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合作者。政府通过各种政策和制度渠道基本上能够将各种社会力量纳入体制之中。事实上，只要强大的国家机器继续存在并有效运转着，即使存在着一些体制外的反对力量，对执政党的统治也构成不了很大的威胁。

然而，在这样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人们日常感到的却是中央政府并没有足够的权力。权力的高度等级性并未能保证权力意志的有效落实。由于我们下面所要论述的原因，在许多领域，政府该管的事没有人管，不该管的事却又有很多人管。需要有政权权力的地方找不到政权，而有利可图的事又有很多政府部门出来争夺管理权。中央管不了地方，政府管不了人民，结果，各种黑社会组织和恶势力纷纷出笼。他们暴力称霸，垄断行业，聚敛钱财，一些地方人民的基本生活和安全不能得到保障。最近政府进行的打击恶势力和黑社会运动中所反映出来的问题之严重，已经使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到底是谁在统治国家？（《人民公安报》2001年4月9日。）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各种邪教的兴起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中央政府权力的式微。

中央权力的衰落导致了一种很为荒唐的局面：经济发展越快，人民的富裕程度越高，人民反而越感到不安全。国内多个学术机构所做的一些民意调查表明，老百姓的安全感正在随着社会治安情况的恶化而急剧地下降。（可参见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组织编写的《社会蓝皮书》的年度报告。）
 这在某种程度上表明，国家尽管在推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作用，但对国家建设的其他方面却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

中央与地方关系中的第二个制度问题是分权但缺乏民主。尽管中国政治制度理论上高度集权，但权力分散化到目前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的一次又一次的分权运动已造成中国整体政治权力的某种程度的分散化，那么邓小平时代的分权改革则使得分权状态进一步深化。权力从中央政府分到各级地方政府甚至社会，这本来就是民主政治的一个重要特征。在一些西方国家，分权改革往往是两条线并行：一条是中央政府向地方政府制度性分权，一条是强化地方政府对民众的责任机制，因为分权的逻辑正在于地方政府与地方民众更接近，在某些政务上能更好地为民众服务。然而在中国，急剧的分权既没有被制度化，也并没有发展出制度性的民主。在这种分权状态下，一方面，中央政府感到没有足够的权力，因为权力已经分到地方政府手中了；而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也抱怨没有权力，因为所有权力从理论上说仍都属于中央政府，地方即使有权，也没有制度保障，中央政府随时都可以把权力收回。可以说，政治权力的流失情况是非常严峻的。谁都知道权力流失了，但是不知道流到哪里去了。

更为可怕的事情是，这种非制度化的分权削弱了中央对地方政府的监控，却未能强化后者对地方民众的责任机制。地方官员尽管没有“主权”，只是中央的代理人，但却可以背离中央在地方为所欲为。一些地方官员把地方国家机器占为己有，任意欺压百姓。有的甚至同黑社会和恶势力勾结，鱼肉人民。为了对地方党政官员造成一定的制度压力，让人民自己来管理自己，中国从1987年以来逐渐建立了村一级的直接选举，乡镇一级的选举也开始了试点工作。（王旭：《乡村中国的基层民主：国家与社会的权力互强》，载于《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总第40期；郑永年：《乡村民主和中国政治进程》，载于《二十一世纪》1996年6月总第35期。）
 但是，一方面，这种努力仍远远不足；另一方面，种种迹象表明，恶势力和黑社会已经严重渗透到中国的地方政权之中。他们往往通过各种办法操纵选举，让自己的代理人来掌控权力，或者用金钱的力量腐蚀当局，进入地方政权领域。很多案例表明，越来越多的恶势力和黑社会人士已经进入地方的人大和政协，甚至是行政系统。（郑永年：《警惕民主化过程中的政治腐败》，载于《信报》2000年12月15日。）
 很显然，在没有强有力的中央政权来保证民主的正常运作的情况下，民主很难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表达和保护人民的利益。所以，在中央政府感到权力不足之时，人民所感到的是民主的不足。人民欢迎民主，因为民主能够赋予他们权力来选择自己的“统治者”，但同时，他们也感到了地方民主制度的软弱性，感到这种新兴的制度没有能力来保护自己的利益。

梁启超以前曾就中国政治存在着的弊端表示过，两头都好，坏就坏在中间层。就是说，我们有个好的皇帝，我们的人民也很好，问题就出在中间层的贪官污吏，中间层割断了皇帝和人民之间的联系。在一定程度上说，这种情况现在也存在着。但梁启超的说法过于简单。这种情况的产生，中央政府并非没有责任；也不是铲除了腐败的中间层，问题就解决了。无论是中央政府还是人民自己，两者本身是难以构成一套完整的统治制度的，在中国尤其如此。没有强大的地方政府，中央政府如何实施政策推动社会、经济和政治各方面的发展呢？问题的解决只能是进行制度层面的改革，用制度来驱使中间层在“行善”的同时遏止自身的腐败行为。要达到这样一个政治目标，就要在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和社会三者之间的关系上做文章。这三个层面的中心都是人：中央官员、地方官员和人民。“人性本善”，是后来的社会和制度环境使其趋“恶”；或者说，“人性本恶”，没有制度的制约使其找到了扬“恶”的机会。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制度是首位的，人则其次。政治改革的目标当然也就是要建立一种“抑恶扬善”的制度。



现象的根源

中央与地方关系应当怎样？如何建立一套有效的制度来解决中央与地方关系？从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到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再到江泽民的《正确处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若干重大关系》（简称“论十二大关系”），都已经对中央与地方关系做过相当充分的论述，这里不需要再引经据典。我们想从另外一个相关的角度出发，来分析中央地方关系中所存在着的问题，即国家权力的中央性和人民性问题，也就是对应于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早先发展出来的“民主集中制”。

我们认为，存在于中央和地方关系之中的种种怪现象的根源在于，国家权力既缺乏中央性，也缺乏人民性。换句话说，就是既缺乏集中性，也缺乏民主性。中国共产党历来强调的是民主集中制，并且是民主基础之上的集中。这的确很正确，任何一个现代国家政权都是这样一个政治过程。西方民主国家的特征实际上也是一种“民主集中制”。然而，中国目前的政治制度未能体现“集中”和“民主”的有效结合，在某种程度上，既缺乏集中的制度方法，也缺乏民主的制度方法。要发展出一个既集中又民主的现代国家政权，就要从集中和民主方面做制度文章，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权力的中央性和人民性之间的关系。这里分头来论说这两方面的含义。

在中国，民主集中制至少包含有两层意义：第一是制度层面上的。1937年10月25日，毛泽东在和英国记者贝兰特的谈话中被问到“民主”的意义时，对民主和集中进行了解释。毛泽东说：“民主和集中之间，并没有不可越过的深沟，对于中国，二者都是必需的。一方面，我们所要求的政府，必须是能够真正代表民意的政府；这个政府一定要有全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和拥护，人民也一定要能够自由地去支持政府，和有一切机会去影响政府的政策。这就是民主制的意义。另一方面，行政权力的集中化是必要的；当人民要求的政策一经通过民意机关而交付与自己选举的政府的时候，即由政府去执行，只要执行时不违背曾经民意通过的方针，其执行必能顺利无阻。这就是集中制的意义。只有采取民主集中，政府的力量才特别强大”（毛泽东：《和英国记者贝兰特的谈话》，《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383页。）
 。1945年，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一文中，再次论述了民主集中制的意义。他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权组织，应该采取民主集中制，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决定大政方针，选举政府。它是民主的，又是集中的，就是说，在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在集中指导下的民主。只有这个制度，才既能表现广泛的民主，使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有高度的权力；又能集中处理国事，使各级政府能集中地处理被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所委托的一切事务，并保障人民的一切必要的民主活动。”（毛泽东：《论联合政府》，《毛泽东选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57页。）


第二层是有关国家政治生活的。1957年，毛泽东把民主集中制应用到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上。毛泽东说：“在人民内部，不可以没有自由，也不可以没有纪律；不可以没有民主，也不可以没有集中。这种民主和集中的统一，自由和纪律的统一，就是我们的民主集中制。在这个制度下，人民享受着广泛的民主和自由；同时又必须用社会主义的纪律约束自己。”（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六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21页。）
 1962年，毛泽东又进一步把这一原则应用到领导干部的工作方法上。他说，领导干部的工作的方法“是一个民主集中制的方法，是一个群众路线的方法。先民主，后集中，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领导同群众相结合”；又说：“……实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问题敞开，让群众讲话，哪怕骂自己的话，也要让人家讲。”（毛泽东：《在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8页。）


应当说，毛泽东在从制度层面来论述一个政权所具有的集中性和人民性时，说得非常清楚。一个强大的政府必须具备集中性和人民性这两个条件，并且人民性是集中性的基础。用现代政治学的语言来说，没有人民性就难以有有效的集中性。集中性本身没有什么意义，它是针对人民来说的，是政府在人民中间实施政策过程中的权力的集中性。一种有效的集中性必须是建立在人民性基础之上的。就是说，在国家权力的集中性和人民性之间存在着一种必然的制度关联。换句话来说就是，权力源自人民，用之于人民。这就是现代国家权力的本质和意义之所在。

在第二个层面，毛泽东强调的是工作方法，是就某一制度内部的权力运作方式而言的。这种运作方式本身包含着相当的合理性，无可非议，事实上，它也一直被视为中国共产党优良传统的一个有机部分。但在实际权力运作过程中，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常常把这两个层面意义上的民主集中制混淆了起来，而且用作为工作方式的民主集中制来代替作为制度的民主集中制。这样，就在客观上既淡化了民主的制度建设，也为一些党政官员的“非民主”行为提供了一种理论依据。要回到制度层面的民主集中制，就要看看这一制度是如何表现在现代国家制度中的，或者说现代国家是通过怎样的制度因素来表达这一原则的。



现代国家权力的集中性和人民性

什么是现代国家？对现代国家的论说可以从不同的意识形态出发。各种主义，如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都可以从不同角度来规定现代国家。从现代国家产生发展的经验来规定其特征的，最好的莫过于韦伯。（韦伯的论述可以参见其所著《经济与社会》，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
 韦伯在比较世界各国国家政权的发展的基础上，总结出现代国家的一些主要特征，后来的学者无一不受其影响。美国学者波齐总结韦伯的论述，把现代国家规定为是出现在特定领土范围内的一种政治组织，它有几个主要特点：一是和同一土地上出现的所有其他组织不同并分离开来，就是说，国家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政治组织；二是具有自主性，就是说，国家的决策并不完全是对国内外的各种政治力量所提要求的反应；三是具有集权性，就是说，相比于其他政治组织，国家的权力是相对集中的；四是国家间的各个部门具有协调性。（GianfrancoPoggi，TheState：ItsNature，DevelopmentandProspects，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90）.）


包括波齐在内的很多学者认为，现在所谓的真正成熟的现代国家到19世纪才出现。波齐把西方社会近一千年的国家发展历史分为三个大阶段：12世纪晚期到14世纪初，开始向等级国家制度转型；在16到17世纪之间，从等级国家向绝对主义统治制度转型；到了18世纪初期，市民社会兴起，绝对主义衰落，发展到19世纪，自由民主主义兴起，向民主国家转型。（贾恩弗兰科•波齐：《近代国家的发展》，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我们可用自己的语言来对这种规定做重新解释。可以说，成熟的现代国家必须具备集中性和人民性。在19世纪之前，所有的国家都不具备这两点。早先是封建社会结构，政权只有地方性而没有集中性。现代国家之所以能够产生和兴起，与等级国家和专制国家形式的发展分不开。在集中性达成之后，国家才开始逐渐地具备人民性。这种人民性和早期的地方性不同，它是中央政权的人民性，而非中央权力的地方化。这种既有集中性又有人民性的国家政权只有到了现代民主政治产生后才成为可能。

那么，现代国家是如何完成从分散化的地方政体到集中政体再到民主集中政体的转型的呢？这里既有经济的因素，也有政治的因素。对这种转型，解释最有力的还是马克思主义学派，强调国家这种政治形态的发生和发展与不同时期的经济形态相关联。

概括地说，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形态的国家，迄今为止，已经经历了三种主要形态。

第一就是各种地方化了的组织形式，包括原始社会、封建社会和小商品生产社会中的各种国家形式。在这些社会形态下，经济规模小，主要经济活动是为了维持生产者个人的生存，是一种生计经济。这样的经济形态注定了中央权力集中性的不可能。分散的经济不能为中央权力提供一种经济上的支持。经济的分散化决定了政治权力的地方化和分散化。

第二种国家形态就是帝国体制，是农业社会经济形态的产物。在帝国之下，经济主要是管制性经济，国家支配和控制所有的社会财富，经济是为官僚和贵族服务的工具。就是说，帝国的经济活动是为了增加这些人的财富和权力，强化他们的地位，所有帝国的经济活动是从属于国家和统治阶级的。

在帝国之下，国家财富和力量主要依赖于对农民的控制。在现代大规模的农业经济产生之前，帝国主要是通过领土的控制和帝国的贡赋来实现其剩余价值的。帝国领土扩张越大，其所能得到的剩余产品就越多，帝国就越强大。另一方面，帝国的经济财富也受国际商业的影响，控制贸易是帝国政治的主要目标。

帝国这一国家体制貌似强大，但最终消失了。为什么？有三个主要原因：一是现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取代了帝国政治形态；二是工业化推动了经济形态的转型；三是世界市场体系的形成。

第三种国家形态即现代国家。现代国家替代帝国体制具有必然性。现代国家可以视为一种制度上的创新，用来对付前现代政治组织所对付不了的环境变化。在帝国之下，国家和社会没有有机的联系。尽管帝国范围广大，有时其军事力量也非常强大，但帝国只是吸取了境内一部分居民的政治忠诚，很多居民并不认为帝国这一政治体系具有统治合法性。所以，当外敌压境、内乱纷起的时候，帝国政府就得不到境内居民的有力支持。而现代民族国家则不同，其最大的特点是能够得到境内大多数居民的政治忠诚。在帝国体制下，居民实际上的忠诚对象往往是各地方政治体，而在现代民族国家之中，居民忠诚的对象是国家。因此，在民族国家形成之后，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强化了现代国家内部的凝聚力和居民对国家的忠诚感。

工业化、市场经济的发展和军事技术革命也大大推动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发展。贸易和经济的发展为现代国家提供了大量的财政收入，同时军事技术和组织的革新提高了中央政府控制其领土的有效性。现代国家意味着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高居于所有社会政治组织之上，中央权威覆盖境内所有领土和居民。同时，现代国家是唯一能够合法地垄断暴力的政治组织，依靠一套有效的官僚体系及其他各种方法，例如法律，统治境内居民。另一方面，现代国家的目标往往也是促进经济发展，进行国内基础建设，消除阻碍国内市场统一发展的种种因素，用各种有效的手段来促进经济的增长。经济学家熊彼特认为，现代国家首先需要解放人民，让人民有充分的自由去创造财富，然后国家用种种手段，尤其是税收，聚集财富，提高国内福利总体水平，增加国家力量。（JosephA.Schumpeter，TheEconomicsandSociologyofCapitalism（Princeton，NJ：PrincetonUniversityPress，1991）.）


影响现代国家发展的还有一个重要因素是世界经济体系的形成。一方面，民族经济和国际经济取代了前现代时期的地方经济和帝国经济；另一方面，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也日见提高，世界市场体系逐步形成。国际经济的形成也日益影响着国家的角色和作用。

以上简单的讨论说明了现代国家的集中性是如何达成的。现代国家形式取代前现代的各种国家形式，最主要的因素在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帝国体制尽管也很集中，但其目标并不在于发展经济，而是掠取经济资源。随着资本主义因素的产生和发展，人民需要政府不仅统一国内市场，而且开拓海外市场。这就要求有一个高度集中的中央政权。因为无论是统一国内市场，还是开拓海外市场，都不是经济因素本身所能为的，至少国家权力可以加速这个过程。所以，马克思就认为，早期的专制国家在当时的经济条件下，具有非常的合理性。市场要求中央集权，而中央集权反过来促进市场的发展。我们从中可以看到，是什么因素促使现代国家权力越来越具有中央性。

那么，国家权力的这种中央性或者说集中性是如何被合法化的呢？首先当然是因为上面所说的经济因素。不仅是因为集权体制符合当时经济发展的需要，而且是因为，和以掠取经济资源的帝国体制不同，集权的专制体制的目标是为了创造更多的经济财富，从而造福于国内的人民，无论是少数人还是多数人。另外一个合法性资源是民族主义。随着帝国体制解体而来的是民族国家形式的崛起。新生的民族国家无疑需要高度集中的政治权力，对外保护国家主权，对内为人民提供政治秩序。就是说，集权体制不仅满足人民经济上的需要，而且也满足人民政治上的需要。而当民族国家开始向外扩张时，民族主义更有效地论证了集权的合理性。

那么，国家权力的人民性是如何获得的呢？这和民主政治的发展有关。自法国大革命以来，民族主义的两个主题就是民族国家主权和人民主权。民族国家主权原则论证了国家权力的集中性，而人民主权原则则论证了国家权力的人民性。这个问题我们在其他地方已经讨论过。（见郑永年：《中国民族主义的复兴：民族国家向何处去？》，（香港）三联书店1997年版；《政治改革与中国国家建设》，载于《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2期，第1—12页。）
 简单地说，人民性是随着阶级关系的变化而变化的，其发展经历了几个主要的阶段。

首先是资产阶级和君主专制统治者之间的政治较量。君主专制是顺应资产阶级的要求而兴起和得到发展的，但君主专制政权在为资产阶级提供服务的同时，也为自己准备好了退出历史舞台的路径。资产阶级要求和君主专制统治阶级分享政权。最终经济权力战胜了政治权力，这表现在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形态上。资产阶级的崛起同时也造就了一个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用人数的力量争取到了选举权，和资产阶级分享政权。工人阶级进入政治过程后，从理论上说，民主已经从少数人的民主转型成为多数人的民主。自此之后，民主的发展问题主要是扩大人民性基础的问题。西方社会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民权运动并没有改变民主的形式，而只是国家政权人民性的扩张。

人民性的扩张和国家权力的集中性并行不悖。如上所说，在早期，集权体制本身具有合法性，但当经济发展、阶级分化发生时，早先论证集权体制的那些因素失去效能，人民性成为论证集中性的最主要的因素。所以，西方早期的民族主义关注的是民族国家本身，但后来的重点就转移到人民主权方面来了。这从法国思想家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中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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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一旦选举产生，便拥有帝王般的权力。（图/新华社张岩）

民主政治有多方面的意义。给人民一个参与政治的制度性渠道，这当然意味着人民对国家权力的制约。但这仅是一个方面。对中央政府而言，民主政治的最大意义在于其统治的合法性。最高统治者由人民选举产生，其权力的基础在于人民，因而也获得了超越于国家内部任何组织之上的权威。这种最高统治者和人民之间的直接联系对中央政府的权威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样一种直接关系，中央政府的权力不可能深入社会的各个角落。这种关系使得中央政府在贯彻执行其政策方针时，始终能保持其权力的中央性（centrality）。这种中央政府权力的中央性和人民性的有机联系是现代国家和从前各种政体类型的最大的不同之处，也是现代国家强于其他各种政体的主要因素。



国家权力的中央性的流失

以上简单的讨论并不是说，中国的政治改革会重复西方走过的路程。历史的简单重复很难发生。这里的讨论只是想提出一种历史的逻辑，由此来反观中国就可以清楚，为什么会产生我们在文章开头提出的问题。产生集权但缺权、分权但少民主之现象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些深层弊端：中央权力缺乏“中央性”，而人民的力量没有通过民主的方式为中央权力的有效性提供足够的政治上的支持。

那么，国家权力的中央性是如何流失的，人民性又是如何没有获得的呢？这就要看中国政治权力的实际运作过程，尤其是中央地方关系的实际状况。导致这种情况的最主要的几个因素，是中央地方关系的不合理的结构、非制度化或者说不规范的地方分权以及民主的不发达。

从结构方面来说，中国是一个集权的单一制国家，所有的权力从原则上说都属于中央政府。从理论上讲，各级地方政府只不过是中央政府的执行机构，应当不折不扣地执行和实施国家的法律、法规和政策。如果事实是这样，国家权力自然就不会失去其中央性。但实际上，地方政府并不是上级政府的派出机构，它已然成为一级政府，具有自己的利益，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来进行统治。中央政府也是容许地方这样去做的。这样，中央政府在权力和政策实施过程中没有自己的直接深入地方的机构，只能依靠地方政府层层下达权力和政策。由于地方利益的存在，权力和政策每下降一层，中央性往往就减少一层。很多权力，到了地方就完全没有了中央性，成为地地道道的地方政策。所以表面上强大的国家权力实际上被许许多多的地方政府所分割和瓜分。

分权运动更是恶化了这种情况。从20世纪70年代末到90年代初，为鼓励地方发展经济的能动性，中央政府实行了分权策略。这一策略既有其积极的一面，也有其消极的一面。从积极面来说，分权有力地推动了地方经济的发展，在短短的十几年时间里，中国经济的整体图景已经完全改变。没有这种分权，中国的经济不会提高到现在的水平，人民的生活也不可能得到这样快的改善。从消极面来说，分权增加了各个地方的收入差异，地区间发展的不平衡性已经难以扭转，更为严重的是，分权对中央权力和政策实施能力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由于地方在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中扮演了一个比中央政府更为重要的角色，换句话说，中国的经济蛋糕是由地方政府做大的，所以中央政府在向地方政府征收经济资源的时候困难重重。原因很简单，中央政府的分权过程是中央权力制度性回撤的过程，在中央权力收缩之后，地方实际上成为一个自治体，中央失去了深入地方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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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人民的监督，地方官员的腐败不会得到根治。（图/谢正军新华社发）

人民性的欠缺更使得国家权力对地方权力失去了控制能力。尽管中国政府早已提出建设民主政治的目标，也在各方面做了相当的努力，但不可否认，现在的民主从制度层面来说还不很发达。虽然有很多种形式的选举，但被各种因素制约，难以发挥选举制度应当具有的作用。中央政府所拥有的方方面面的权力，没有建立在与人民的直接关联之上。一层又一层的间接选举，纵然在最基层的选举上具有一定的人民性，但到了高层，人民性就显得不足了。从根本上说，中国的权力系统还是自上而下的，缺少直接的基层民众基础。这种情况当然使得中央权力在行使过程中，中央性逐渐消失，而地方性逐渐增高。中央权力和人民之间没有直接的关联，意味着中央政府很难把自己的权力直接深入到社会最基层。这种权力状况，再加上地方权力因民主的不足而缺乏监督，就极其容易造成地方政府官员任意妄为，违背国法和民意。

国家权力的缺少中央性和人民性有很多严重的后果。以近年来政府大力推动的反腐败运动为例。20世纪9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案件是依靠这样那样的非正常渠道发现的。从早先的山东泰安事件，到宁波事件，再到后来的湛江事件和远华案件，所牵涉到的党政官员少则数十人，多则几百人，是名副其实的组织性、制度性腐败。如果一个地方政府集体腐败了，中央政府必然得不到任何信息。作为一个利益共同体，地方官员必然向中央隐瞒事实。当中央政府没有自己收集地方信息的渠道，同时也没有其他机制，如相对自由的媒体和民主机制时，它对地方事务有可能成为“聋子”或者“瞎子”。远华走私案表现得特别明显。对这一案件的处理表明，不能简单地说中央政府没有权力。尽管困难重重，但还是处理了很大一批官员。但这一案例也正好说明了国家权力的中央性是多么的微弱。根据主谋赖昌兴的说法，案发完全是因为一位高干子弟因勒索未成而向中央写了检举信。就是说，这件案子并非中央政府本身所发现的，而是通过极其不正常的渠道偶然发现的。可以说，中央政府凭借自己的能力是不可能发现这样的案子的。赖昌兴在各级政府中具有这样的人脉关系，除非因其内讧而东窗事发，否则的话，中央政府没有可能得到这种信息。

那么，目前中央和地方究竟维系在一种什么样的关系上呢？关系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的、行政的、经济的和法律的，等等，但最主要的莫过于中央对地方官员的任命制度，也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干部管理制度。如果考察一下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各种关系，我们就可以发现，除了干部任命制度的权力重心还在中央手中外，其他各个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地方主义。行政地方主义、司法地方主义以及诸侯经济已经不是什么新鲜的事情了。

但即使是中央政府的干部任命制度控制地方的有效性也不是没有疑问的。首先需要说明的是，这种做法并非完全现代，中国数千年历史中，中央政府主要是通过这种方法来控制地方的。但在今天，这样做是否仍然有效，是否符合一个现代国家的政治构架呢？在前现代社会，中央政府的权力不能直接到达地方，中央权力极其微弱，国家实际上是由各个分散的地方政治体来统治的。而现代社会的一个最主要的特点就是中央权力深入地方。中国自清王朝解体以来，政治精英一直在寻求解决中央政府如何深入地方的问题，但是都没有找到行之有效的方法来克服地方主义。毛泽东所用的方法，除了计划经济以外，包括高强度的组织任命原则、意识形态、派中央领导到地方、地方领导人回避制度，甚至还发动周期性的政治运动来打击地方主义。

邓小平发动经济改革后，中央政府控制地方的政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为了保持政治稳定，政治运动不再作为一种控制地方的手段。同时，邓小平实事求是的原则也使得意识形态不再成为一种重要的控制方法。在组织任命方面，中国的干部制度也有相当的变化，从下管两级变为下管一级，中央政府的权力有所收缩。

这些举措显然有利于地方政治权力的加强。同时，所有这些变化也有利于地方经济的发展，因为这些举措提高了地方政府的灵活性和一定程度上的自主性。地方经济的高速发展又进一步扩展了地方的经济权力。所以邓小平的改革实际上增加了地方官员的政治和经济权力。

我们来考察一下中央和地方官员的“交流”制度。派中央官员到地方任职的优越性是显然的。首先，它能够加强中央对地方的直接控制，遏制地方主义的泛滥。中央官员直接受命于中央，他们的权力来自中央，因此必须听命于中央。其次，中央官员下地方也是推动改革的重要方法。因为中央的利益经常和地方的不一致，地方官员有时免不了试图阻止中央的改革路线，使中央的政策死于执行途中。中央官员下地方对推动地方的改革有很大的贡献。

但这种方式的局限性也是很显然的。人事任命制度的目的是要把中央的政策实施到地方，但由于地方利益的客观性，由中央任命的干部的选择是有限的，主要有二：要么紧跟中央，压制地方利益；要么顺从地方利益，背离中央利益。在前一种情况下，中央干部很难取得地方干部的合作，以制度性手段执行中央政策，结果造成了只说不做的局面。一些在地方的中央官员，地方任职只是他们通往更高权力地位的桥梁，他们因此并不努力发展地方，只求任职期内太太平平。在后一种情况下，对地方利益的认同使得下派的中央官员必然对中央利益有所背离。由于大部分官员难以得到进一步升迁的机会，一个必然的结果就是他们会更多地认同地方而不是中央利益。

中央与地方关系之间干部管理制度的另一内容，就是选择地方官员进入中央领导层工作。这种方式正在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政治的操作方式。中国尽管没有什么大的政治改革，但政体仍能保持相对的稳定，与这种干部交流制度分不开。地方官员进入中央决策层加强了中央和地方之间的信息交流。中央政府如果要有效地统治地方，必须有能力掌握充分而准确的地方信息。在中国，这一点显得尤其困难。中国缺乏现代社会收集信息的制度，如自由的媒体和周期性的选举，中央政府要不依赖所谓的群众路线，要求中央官员下去搞调查研究，要不依赖地方官员收集信息。但是地方官员为了保护地方的利益，往往修改甚至编造信息。地方官员进京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信息短缺的缺陷。再者，地方官员进入中央领导层增加了政策的稳定性。地方官员来自地方实际部门，意识形态倾向较弱，其决策着眼于实际问题，而非意识形态因素，这就有利于问题的解决。再者，改革以来，越来越多的地方官员来自经济发达地区，具有丰富的改革经验，从而为进一步的改革提供了一定的动力。

中央政府通过人事任命的确控制了地方，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央能够对地方进行有效的统治。对人事任命制度的过度依赖正是中央处理与地方关系的重要的误区，也是两者发生冲突的重要根源。用人事制度来控制地方，其有效性是非常有限的。在过去二十年间，由于中央权力的制度性回撤，地方发展出了一整套符合地方情况、意在增进地方利益的制度体系，在有效推动地方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强化了地方利益。对地方性的制度体系要有一个客观的认识。地方性制度当然符合地方的利益，而可能与中央利益相冲突，但如果没有这样的地方性制度，国家的有效统治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家的范围、地区间的差异等因素要求地方政府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地方性制度对地方实行统治。

中央政府可以任命这样那样的官员，但地方利益是客观存在着的。中央官员可以来来去去，但地方利益一如既往。这就要求中央政府要有一种新的思路来调整和地方的关系。问题不在于要不要消除地方主义，而是如何协调中央和地方的利益。当地方和中央的利益发生严重冲突时，中央政府利用自身的权力优势，用运动的方式来遏制地方利益，这绝对不是好的方法。虽然可能在短时期内有效，但是运动一过，地方主义又会重新抬头。较好的方法是在确认地方政府一定的自治权力、加强其对地方民众的责任机制的同时，建立一种独立于地方政府的中央制度体系，从而超越所有地方权力和利益，建立国家政权和人民之间的直接关联。



选择性集权、国家权力的人民性和中央性

国家权力没有中央性的最主要原因在于中央政府在地方没有自己的“腿”（制度）。当这条“腿”是地方政府时，中央权力很难体现其中央性，也就很难进行有效的统治。中央的这条“腿”在任何具有现代性的国家政权中都是必要的。那么国家权力如何通过这条“腿”而伸到地方呢？一言以概之，中央政府必须加强自身制度的建设，在地方政府之外，在地方建立属于自己的各种制度。但是，另一方面，如果没有民主政治，要使这样一条“腿”有效可能是极其困难的。

如何造中央的“腿”？西欧社会的国家权力确立过程充满暴力，甚至要诉诸战争才得以完成。这样的历史不可能在中国重复，我们也不可能再进行大规模的集权运动。中国需要的是渐进和稳定的改革。最主要的是要对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各种制度进行检讨。从基本上说，全面的集权运动不可取，而选择性集权运动的必要性则已经显现出来。一些“腿”（制度）的造就完全属于中央政府的事情，如统一的武装力量、国防和外交，所有这些属于现代国家的最重要的政治权力，很少有国家会让地方政府分享。同时，这些制度的建设也不需要很多的民主方面的考量，一方面是因为这些制度并不是通过民主方法所能建立的，另一方面，这些制度的管理也无需太多民主的方式。但另外一些制度，如行政制度、税收制度、金融制度、司法制度等，则需要具体的考量和分析，有些需要集中，有些则需要分散。再者，在这些制度中，有些制度确立后需要引入民主的管理方式，否则就很难变得有效；而另外一些制度则完全需要通过民主的方法来加以建立和管理。

我们可以从各个方面来简单地考量一下。先来看行政制度。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很多人一直把中央和地方之间所存在着的种种问题归咎于行政权力的分散化，所以主张行政方面的中央集权。但是这种思路是值得斟酌的。行政的统一意味着地方政府只可能是中央政府的派出机构，地方政府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中央政策。但如前面所论及的，这实际上是非常困难的。中国地区差异大，中央政府很难用统一的行政来统治国家，不可避免地要依靠地方政府来因地制宜地统治地方。行政必须分散，这样对地方的统治才会有效。就是说，把地方政府不再视为中央政府自身的一条“腿”，而是一级政府，一个可以根据自身情况来进行统治的政府。

那么，中央政府该怎样办？这就是我们有选择性地集权（selectivecentralization）的内容。中央政府要在地方政府之外，建立一套属于自己的制度体系。中央制度建立自己的独立于地方政府之外的统治体系，并不是要对地方进行全面的统治，而是要把那些事关国家利益的权力集中起来，而把另外一些权力完完全全下放给地方，中央只对这些权力的行使实行事后的法律监督。很明显，选择性集权的另一面就是真正意义上的地方分权。

需要中央政府自己伸“腿”的一个领域就是司法权力。建立法治国家是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目标，但目前司法权力方面存在着严重的地方主义问题。中央政府制定的各种法律很难贯彻到地方，地方总会以这样那样的理由来阻碍法律的实施。主要一个原因就是中央政府自身没有建设好自己的“腿”。地方各级法院的院长、法官（以及各级检察院的检察长和检察官）都由各级地方党委和人大来任命和控制，地方各级法院的经费基本上由本级政府支付，并由其确定拨款数额。司法机关对地方党政机关的这种人、财依赖使得国家设在地方的法院变成了地方的法院。既然中央的法要由地方司法机关来实行，那么地方保护主义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因此，一个有效的办法就是加强司法独立，加强中央对司法的垂直管理，消除地方法院对地方党政机关的依赖。例如，由中央政府负担司法机关的经费，中央政府任命自己的法官来处理全国的法律事务等。

中央政府伸自己的“腿”迄今为止在经济方面做得最好。经济方面的改革领先于所有其他改革，进展也最快。可以举中央政府自1993—1994年以来的经济改革运动为例。中央的经济权力自90年代中期以后呈集权的趋势，意在扭转分权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但是计划经济时代的全面集权已经不可能，中央政府转向了选择性集权，就是说在一些关键的方面，从制度层面健全和建设中央的权力。1994年全面实行分税制，以加强中央政府的税收能力。国税局的建立使得中央政府有了自身的进入地方的制度。同样，近来在经过很长时间的考量之后又开始实行集权性的中央银行垂直管理制度，意在消除地方政府对金融事务的干预，从而加强中央政府的宏观金融调控能力。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中央政府的这些着重于制度建设的举措经过一段时期的努力，应当是能够有效地增强中央政府的经济控制能力的。

限于篇幅，这里很难对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方方面面一一进行考量。我们将对未来中国在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制度建设上的可能选择以及相关的国际比较，另文作详细分析。但总的来说，要建立有效的中央地方关系必须从政治上入手。现在两者之间存在的很多问题是由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的不相配合造成的。经济改革已经有二十多年了，中央和地方间的经济关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在政治上，无论从理论上还是实践上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照理说，随着中央和地方经济关系的巨变，两者间的政治关系也应该加以调整以适应和容纳经济方面的变化。但是必要的调整并没有发生。

要用制度解决中央地方关系，中央政府就要从政治层面做文章，对中央地方关系做一个全面的政治转型。现在中央已经开始在经济方面对中央地方关系做制度上的调整，为什么不能在政治上也这样做呢？不对中央地方的政治关系进行改革，从长远看只会恶化中央地方关系，削弱中央政府的能力。中央权力的增强并不表现在其能够遏制地方利益，而是表现在其能够有效地容纳地方利益。要把地方利益纳入到中央的制度中，需要中央权力做根本性调整。例如，已经有学者注意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实行的分税制的有效性并没有如人们所预期的那样强，主要的原因在于中央和地方之间的政治权力关系未做调整，因此呼吁引入民主因素来提高这种新制度的有效性。

前面已经论说，中央政府的权力要有效地深入地方，就要增加中央权力的人民性。人民性要通过发展民主制度来实现。最理想的是减少间接选举，增加直接选举，这样做是为了防止权力的流失和增强国家与人民之间的直接关联。但是，中国现在实行直接的民主的条件并不成熟，目前中央政府只是先容许和鼓励在地方层次实行不同形式的民主选举方式。已故领导人邓小平曾表示，中国要到21世纪中叶才可能实现国家领导人的直接选举。很多人认为，中国的民主化似乎正在走自下而上的道路。

从地方到中央的民主化方式有它的好处，但也有劣处。好处是渐进和稳定，出了问题可以及时得到纠正。同时，地方的民主建设也可以加强地方政府对民众的责任机制，从而减轻乃至消除“分权但缺民主”的制度弊端。但劣处也是很显然的：第一，统治的合法性迅速下移，地方政府的政治合法性较之中央政府高，中央政府有可能指挥不动地方；第二，地方经验强化地方的特点，分散性大大提高，就是说，国家的整合可能成为问题；第三，到了一定的层次，政治阻力会大大提高。这一方面是因为地方利益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中央的利益关系。很难想象如果没有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中国如何能够从村级选举制度发展成为全国性的选举制度。

所以，自下而上的民主选举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必须配合以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特别是以民主化为发展目标的政治改革，需要中央有一个统一的考量。对人民来说，现实生活中所能感受到的是缺乏国家权力，而只有地方权力。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以来，因为大规模的分权运动，这种情况有了很大的发展。相信随着自下而上的民主政治的推展，这种情况会变得越来越严重。自下而上的民主意味着地方政府的权力越来越依赖于人民，从而也较有人民的基础和政治合法性。如果中央方面的权力迟迟不能建立在与人民的直接关联之上，那么自下而上的民主会在一定的时候使得中央的权力变得无效。


（本文的大部分内容曾发表在郑永年、王旭的《论中央和地方关系中的集权和民主问题》一文中，《战略与管理》2001年第3期。现在发表的是原文）






第八讲　放权改革：中国的中央、地方与公民社会

◆中国在高度集权的基础上进行政府间的分权，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具有联邦制特征的中央地方关系。

◆如果说政府间的放权经历了一个从“放权”到“收权”的转变，那么国家—社会维度上的放权则一开始就是具有选择性的，主要是以不动摇政府的控制为前提的。这样一来，民营经济的壮大，民间社会的成长，公民参与的扩大，都面临重重困难。

◆如果国企的垄断地位不被打破，全国的经济资源会不断地从有效率的非国有部门转移到低效的国有部门，阻碍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

◆中国下一步的改革需要中共政权对社会力量开放，就像以前对市场经济开放一样。

许多观察家注意到，过去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可以看做一个中央政府不断放权（decentralization）（本文把decentralization译为“分权”或“放权”，交替使用。）
 的过程。分权具有两种主要形式，既有中央向地方政府的放权，即政府间分权，也有政府向民间社会的放权，即学术界所说的国家与社会之间的分权。政府间的分权，使中国各地方政府拥有了相当的自主权，成为经济高速发展的重要制度原因。但政府间分权导致了中央宏观控制能力的减弱。于是，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中央政府重新收紧权力，通过税制、金融、政治人事等方面的集权来加强对地方的控制。另一方面，中央政府也开始向社会分权，希望通过强化公民社会的力量来增加自己的合法性，制约地方政府。本文认为，由于这些年来向社会放权不充分，改革政策的实施并不顺利。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和发展，需要国家和社会之间的进一步分权。

本文研究放权与中国改革的关系。我们首先讨论两种放权的概念，然后回顾中央地方关系的演变，考察分权如何促进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如何削弱中央权威并促使中央重新集权。接下来探讨国家—社会层面的放权，说明其进展和局限。最后，本文作出结论，认为中国政府应该进一步向社会放权以推进和深化改革和发展。



两种分权概念

在“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时，中国的政治体制还是比较典型地表现为学界所说的极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类型。这种体制的特征，一方面是政治权力高度集中，通常由某个团体甚至某一个人掌握国家的权力，对全国发号施令。各级政府一般会采用单一制而非联邦制的组织方式，每级政府都是上一级政府的代理人，执行上级的法令和政策。（前苏联在形式上是联邦共和国，但实际操作中，各加盟共和国自主权很小，具有很强的单一制的特征。）
 另一方面，是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的完全控制。在政府之外，没有任何独立的社会组织存在；社会生活的几乎所有方面，都由政府控制。经济是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国家通过行政手段控制一切经济活动。也就是说，私有经济、市场、公民社会等均不存在。（CarlJ.Friedrich，Totalitarianism（Cambridge，Mas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54）.）


此后三十年，中国的改革开放基本上是在两个方面推进，政府在这两个方向上都在逐步分出权力。在政治的维度上，中央政府将相当部分的决策权力下放给各级地方政府，使地方政府享有一定的自主性，从而形成一个类似于联邦制的框架。该框架对经济的高速增长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经济与社会的维度上，大批国有企业被民营化，市场经济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政府开始容许甚至鼓励一些社会组织和民间团体发展，公民社会力量日益壮大。表一概括了这两个维度上的分权。那么，从理论上说，这两种分权会达致什么样的不同结果呢？简单地说，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间的分权，会产生一个可以称之为“事实上的联邦制”（defactofederalism）的架构：地方政府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并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推进基层的民主选举；非政府组织在政府的严密管制下也可获得一定程度的发展；个人权利也得到某些保障。在经济方面，由于中央把国企控制权下放，地方政府成为国企的产权所有人，各地官员展开经济增长的竞争，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市场化，但同时也导致了地方政府对市场的干预和地方保护主义。

而在国家与社会间的放权，则是一幅不同的图景。政府对公民社会的让权，会增进保护个人权利，促进大众的政治参与，非政府组织会发展壮大，最终这个社会会走向民主化。经济上，国家对社会的让权意味着让政府控制的企业民营化，保护私人产权，由市场机制调控经济，政府尽量少地干预。

表一　两种放权


	
	政府间放权
	国家—社会间放权



	政治
	中央—地方
	国家—社会



	结果
	地方或基层民主
	民主化



	
	“事实上的联邦制”
	人民主权与个人权利



	
	有限的个人权利
	政治参与



	
	政府控制的非政府组织
	非政府组织、公民社会等



	经济
	中央—地方
	国家—业



	结果
	地方政府产权
	私有产权



	
	地区间竞争
	私有化



	
	有限的市场化
	市场化



	
	地方政府干预
	企业自由竞争，政府干预少



	
	地方保护主义
	




在改革的初期，重点在于政府间的放权，通过调整中央和地方之间的关系，促进经济发展。在这一阶段，还几乎没有向民间社会的具有实质性意义的放权。1990年代中期以后，政府一方面继续调整中央地方关系，另一方面开始放开对社会的管制，公民社会开始成长。中国在高度集权的基础上进行政府间的分权，产生了一种独特的具有联邦制特征的中央地方关系。毫无疑问，在宪法上说，中国不是一个联邦制国家，既沒有各级政府间的分权，也没有政府不同部门间的分权，如三权分立。但在改革开放之后，为了促进经济增长，中央政府下放部分权力到地方，使中央地方关系越来越具有联邦制的特征，本文称之为“事实上的联邦制”（关于这个概念的更多研究，请参见ZhengYongnian，DeFactoFederalisminChina：ReformsandDynamicsofCentral-LocalRelations（LondonandSingapore：WorldScientificPublishing，2007）；“China’sDeFactoFederalism”，inFederalisminAsia，editedbyBaogangHe，BrianGalliganandTakashiInoguchi（Cheltenham：EdwardElgar，2007），pp.213-241；“ExplainingtheSourcesofdefactoFederalisminReformChina：IntergovernmentalDecentralization，Globalization，andCentral-LocalRelations”，JapaneseJournalofPoliticalScience，7（2）（2006），pp.101-126；and“InstitutionalizingdefactoFederalisminPost-DengChina”，inChinaUnderJiangZemin，editedbyHung-maoTienandYun-hanChu（Boulder，CO：LynneRiennerPublishers，2000），pp.215-232。）
 。可以把这种体制规定为一种（在单一制国家中形成的）相对制度化的分权模式。在这种模式下，中央是省的上级机关，但省具有一定的自主权。中央与省级政府之间可以进行或明或暗的讨价还价，中央给予各省常设的或特许的利益，以换取各省对中央的服从。当然，这也适用于省政府和县市政府之间的关系。具体地说，一个国家能被称为“事实上的联邦制”，需要满足下列条件：

第一，政府体系是分层级的，如中央、省、县、乡等级。每一级政府在一定范围内都有最终决定权。

第二，各级政府间的分权已经制度化，使得中央政府很难单方面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省，并改变各级政府间的权力分配。

第三，省级政府在自己辖区内是经济社会事务的主要责任人，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政治事务的主要责任人，具有相当的自主权。

中国的中央与省之间有大致明确的权力划分。外交、国防、人口控制等领域由中央掌管，省级政府基本没有发言权。地方的公安、道路建设、校舍建设等由地方政府负责，大多数经济事务也由地方来承担。许多政策由中央制定，地方执行。中央在制定政策时，经常会咨询地方政府的意见。

事实联邦制是政府间放权的产物。这一制度对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但也带来了很多问题。富裕的省因为经济实力强，常常抵制中央的政策倡议；而穷省因为财力不够，常常难以有效执行中央政策，并推动有意义的改革。因此，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中央政府在许多方面开始重新集权，加强对省和地方政府的控制。



政府间放权如何造就经济的高速增长

在前社会主义阵营，放权被广泛用于推动改革，解决过于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遇到的各种问题。不同的放权导致不同的结果。改革开放的前一阶段，中国政府采用的是政府间分权，既有经济权力的下放，也有政治权力的分享。

◆政府间的经济权力下放

中国的改革尽管是市场经济导向的，但至今尚没有像发达国家那样完备的私人财产权、商业法以及独立的司法系统，而这些制度对市场经济是至关重要的。那么，高速的经济增长是怎么来的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事实联邦制（或市场保护联邦制（GabriellaMontinola，YingyiQianandBarryR.Weingast，“Federalism，ChineseStyle：ThePoliticalBasisforEconomicSuccessinChina”，WorldPolitics，48（Oct.1995），pp.50-81；HehuiJin，YingyiQianandBarryR.Weingast，“RegionalDecentralisationandFiscalIncentives：Federalism，ChineseStyle”，未发表手稿，1999；YuanzhengCao，YingyiQianandBarryWeingast，“FromFederalism，ChineseStyle，toPrivatization，ChineseStyle”，未发表手稿，1997；andYingyiQian，“TheInstitutionalFoundationsofChina’sMarketTransition”，为世界银行的发展经济学年会准备的论文，Washington，DC，28-30Apr.1999。））
 。这种联邦制的中心特征就是政府间的权力下放。

从1979年到1990年代中期，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改革不断推进地方分权。大量经济决策权力被下放给地方政府，各主要的经济职能部门，如计委、工商、税务、银行等，划归同级地方政府管理，不受上级职能部门控制。税收政策有利于地方政府，使各地政府拥有足够的财力去发展经济。

有论者已经指出：“分权直接限制了中央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引入地方政府间的竞争，限制地方政府的行为并促使它们发展地方经济。”分权排除了单个政府垄断经济的可能性。“如果各地可以自主选择政策，它们就可以比较结果（看谁干得更好），包括那些没有率先改革的地方。”（Montinola，Qian，andWeingast，“Federalism，ChineseStyle”，pp.79-80.）
 在中国市场上竞争的主体，与其说是一个个企业，不如说是一个个地方政府。中国的市场经济，首先是由地区间的竞争推动的。

[image: ]


经济权力下放使地方政府具有了发展地方经济的巨大动力。（图/新华社郝同前）

根据现任清华大学教授钱颖一等的研究，市场经济对政府有两方面的要求：第一，政府要足够强大，能在市场中执行法律法规，保护经济秩序；第二，政府不能过分强大，不能强大到能在市场中任意掠夺财富。（DouglassC.North，StructureandChangeinEconomicHistory（N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81）.）
 中国政府在一定程度上就满足了这两点要求：一方面，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有足够能力贯彻法律、法规和政策；另一方面，事实联邦制对中央权威进行了必要限制，使中央政府不能任意侵占财富。在经济改革过程中，中央有意识地不让自己以掌握某些信息，以防止自己过度的干预行为。比如，中央政府允许地方保留预算外或非预算经费，不受中央监管，不向这些经费征税，以鼓励各地政府发展经济增加收入的积极性。

许多地方政府拥有的企业（如乡镇企业）比国有企业效益要好。与国企不同的是，这些地方企业创造的收入很大程度上归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又通过控制这些地方企业，增加了抵制中央的实力。为了搞好这些企业，各地方政府会在保护市场方面展开竞争，因为各种资本和资源会迅速流向那些更有利于市场成长的地区。因此，各地官员有动力去增进效率，约束对市场的不当干预，限制政府的攫取行为，减少税收和管治。

◆政府间的政治分权

与前苏东地区的社会主义制度相比，中国的制度更富有弹性，从而给政策创新留下了空间。改革开始之后，中央把干部管辖权从下管两级调整为下管一级。例如，改革之前，中央直接任命省和地厅两级的官员；改革之后，中央只负责任命省一级官员，而赋予省级政府任免自己辖区内地厅级干部的人事权。这为各省独立自主地制定和实施经济发展战略创造了条件。

在制定政策时，高层领导人并不总是独断决策；相反，下级各部门和地区往往在上级领导的决策制定过程中有很大的发言权。各部门、地区从自己的部门利益、地区利益出发，可以与上级或其他部门进行协商、谈判、讨价还价，以期影响政策。政策最后敲定和出台，是领导人和各下属达成共识和妥协的结果。（KennethLieberthal，“Introduction：The‘FragmentedAuthoritarianism’ModelandItsLimitations”，inK.LieberthalandD.Lampton，eds.，Bureaucracy，Politics，andDecisionMakinginPost-MaoChina（Berkeley，UC：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2）.）


美国学者苏珊•史里克指出，在毛泽东之后的中国，中央和各省官员之间形成了所谓的“相互问责制”（mutualaccountability）。史里克指出：党的领袖与下属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纯粹的科层制（hierarchy）。根据党章，中央委员会具有挑选党的最高领袖的权力，而构成中央委员会的党、政、军干部又是由党的领袖任命的。领袖任命中央委员会官员，这些官员又挑选领袖（或至少是批准）。官员们既是中央领袖的下级，又是选民。他们需要讨好领袖以保住自己的官位，而领袖也需要讨好他们来保持自己的位置。这种问责是双向的，把上下级科层关系变成为“相互问责制”。（SusanShirk，ThePoliticalLogicofEconomicReforminChina（Berkeley，CA：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93）.）
 中央与省级官员具有显著的相互问责的特征，因为省级官员是中央委员会中人数最多的一部分。这一制度特征对中国的经济增长很重要，它有助于中央领导人与地方官员建立改革联盟，共同推动经济发展。一方面，省级官员希望得到提升，中央的领袖就可以把任免作为激励机制，动员地方官员支持改革。另一方面，省级官员构成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他们的支持又是任何中央领袖所必需的。就是说，他们有实力促使中央领导推动有利于地方经济发展的政策。

◆集权化的政治结构

虽然有经济上政治上权力的下放，虽然有“事实上的联邦制”，中国仍然是一个单一制国家，政治上的集权结构仍然维持着。这种结构对经济发展也有正面效果。

改革后，地方官员拥有很大的自主权，但他们仍然只是中央政府的代理人，中央对他们有相当的控制力，尤其是在人事的选拔和任命上。中央一直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强调党对干部任命的绝对控制。党对干部的日常管理相当集权，每一级干部的考核、任免、调动都必须由上一级党委和组织部决定和执行。人事权是中央控制地方的最后的王牌，是对地方官员的最根本的制约。（YashengHuang，InflationandInvestmentControlsinChina：ThePoliticalEconomyofCentral-LocalRelationsDuringtheReformEra（N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


根据两位美国学者奥利维尔•布兰查德和安德烈•施莱费尔的研究（OlivierBlanchardandAndreiShleifer，“FederalismwithandwithoutPoliticalCentralization：ChinaversusRussia”，IMFstaffpaper，no.48，2001.）
 ，中国式的集权模式有利于成功的经济转型。尽管新古典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文献认为，市场竞争可以奖励“好”行为而惩罚“坏”行为，但在实际上，光靠市场机制还很难解释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政治因素非常重要。中央领袖始终操控着整个转型过程，对地方官员的行为进行奖惩。中央政府有足够权威去推行自己的政策，制定游戏的规则。没有这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控制，各地的地方主义倾向会大增，而这仅靠经济和财政政策是很难解决的。（相比之下，俄罗斯的经济转型却伴随着政治权威的崩解。因各地省长或加盟共和国领导不由中央任命，俄中央政府就很难通过奖惩来贯彻自己的经济政策。）




政府间放权的负面后果与重新收权

政府间分权促进了经济的高速增长，但也带来了许多问题。维持中央权威的成本越来越高。尽管中国没有像前苏联一样解体，但地方主义和地方保护势力也经常挑战中央权威。

◆中央权威的弱化

因为经济权力下放，中央控制的经济资源大大萎缩。在1984年，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总收入的40.5%，而到了1994年，这个数字下降到22%；而中央财政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则从52.5%降到28.3%。随着经济实力的增长，各省开始时不时地挑战中央的财政政策。中央增加税收的努力时常受到抵制，尤其是那些富裕省份的抵制。

中央权威的削弱使中央协调各地区发展的能力减弱。经济快速增长加大了各省和各地区间的收入差距。在东部沿海各省，如广东、浙江、江苏和山东等，非国有经济比较发达，为地方政府带来大量的收益，而这部分收益中央政府难以插手。在中西部各省，缺乏资金和人才，地方政府没有多少资源去推动经济增长。富裕的省份不愿意贡献资源去帮助穷省发展，而欠发达的省份又不愿意为富省承担工业化的代价，认为自己是被富省剥削的受害者。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却没有足够的财政手段去协调各省，这样，东西部发展的差距就越拉越大。

进而，也要看到，从一开始，经济权力下放就伴随着全球化席卷中国的进程。沿海各省纷纷发展外向型经济，参与国际分工，而忽视了与中西部各省的经济联系。这促成了各省与国际社会的相互依存，而减少了各省之间的相互依存。（ShengYumin，“HowGlobalizedaretheChineseProvinces？”EAIBackgroundBrief，no.423（8Jan2009）.）
 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在1990年代早期，各省之间的贸易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低于欧盟内部贸易的28%和前苏联各共和国之间的27%。世界银行因此警告，增长的外贸和衰落的内贸可能会使中国的某些省份像独立国家一样行事。（TheWorldBank，China：InternalMarketDevelopmentandRegulations（Washington，DC：WorldBank，1994）.有关概要，见AnjaliKumar，“China’sReform，InternalTradeandMarketing”，ThePacificReview7∶3（1994），pp.323-340。）


上述问题引起了中国政界和学术界的注意，各方开始争论是否应该重新强化中央集权，使国家有能力调控国民经济。90年代早期，以王绍光、胡鞍钢为代表的一些学者主张重新集权，认为经济分权已经削弱了中央的能力，可能会导致中国像前南斯拉夫一样解体。（王绍光、胡鞍钢：《中国政府汲取能力的下降及其后果》，载于《二十一世纪》1994年2月第21期，第5—11页。）
 他们认为过度的分权是构建全国统一市场的主要障碍。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未必是一个极权的或威权的政权，相反，一个强大的民主必然基于一个集权的国家。王绍光与胡鞍钢合著的关于国家能力的书（王绍光、胡鞍钢：《中国国家能力报告》，（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在政府官员中流传很广。就在该书出版的同一年，中央政府实施分税制改革，开始了重新集权的步伐。

◆选择性重新集权

在1990年代中期，中国开始重新强化中央集权。重新集权并不是要退回到改革前的状态，而是选择性地将某些领域的权力重新回收到中央手中。起初，这些收权主要集中在经济领域，一是税制改革，二是银行系统的改革。自本世纪初以来，随着中央政府努力强化管治和规制能力，收权扩展到更多的政策领域，如环境、产品质量、劳工、土地等。这里主要讨论税制和银行系统的改革以及政治上的重新收权。

税制改革

在1990年代初以前，中央政府没有自己专属的机构征税。各省在辖区内征税，然后按一定比例与中央分成。1994年，“分税制”系统开始建立。在新的税制下，税收被分成三类：中央税（国税）、地方税（地税）及共享税，后者由中央和地方政府根据预先达成的协议分成。征税机构分成两个平行的体系：地方政府继续通过地税局在自己的辖区内征税；而中央政府有了独立的征税机构，即国税局，负责征收划归中央的税种。共享税由国税局征收，然后按协议返还地方政府一部分。（关于中国税制改革的细节，请见ChristineP.W.WongandRichardM.Bird，“China’sFiscalSystem：AWorkinProgress”，inLorenBrandtandThomasG.Rawski，eds.，China’sGreatEconomicTransformation（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8），pp.429-466。）


新的税收体制一方面认可了省的独立的财政权，一些税种完全划归省或地方征收，中央不能干预；但另一方面，也大大强化了中央权威。中央财政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从不到30%一跃而到50%以上。如果再加上地方政府需要上交中央财政的各种费用，中央现在实际上征收和分配着全国大部分的收入，使各省对中央的财政依存度大大增加。税制改革之前中央财政受制于富裕省份的情形从此得到改变。（WangShaoguang，“China’s1994FiscalReform：AnInitialAssessment”，AsianSurvey，xxxvii：9（September1997），pp.801-817；胡鞍钢：《分税制：评价与建议》，载于《中国软科学》1996年第8期。）


中央银行制度改革

在改革开放初期，中国的中央银行系统分权程度很高。人民银行（即央行）在每一个省都有分行。地方分行的人事权和财权都由当地政府控制，因此银行的决策受地方政治影响很大，而常常不重视上级银行的指令。虽然地方分行对各地的经济增长作出了贡献，但各自为政的状态也可能会影响国家的经济稳定。1992年到1993年，中国出现了房地产热、开发区热和股票热，金融秩序一度陷入混乱（顾海兵、周智高、张厚明：《1992年以来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中三次宏观调控的多维比较》，金羊网（2006年2月26日）（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6-02/26/content_1076550.htm）。）
 ，这与银行系统缺乏中央调控有很大的关系。朱镕基在1998年上任总理之后，大刀阔斧地改革金融体系。央行的各省级分行被撤销，建立了九个跨省的大区级分行。这些分行直接受央行领导，人事财权都与地方脱钩。这次改革大大削弱了地方政府干预金融系统的能力。（FranklinAllen，JunQianandMeijunQian，“China’sFinancialSystem：Past，Present，andFuture”，inBrandtandRawski，eds.，China’sGreatEconomicTransformation，pp.507-568.）


政治上的收权

在1980年代末和1990年代初，由于前苏联东欧阵营的解体和受国内学生运动的冲击，中国中央政府决定重新强化干部管理体制（JohnBurns，ed.，TheChineseCommunistParty’sNomenklaturaSystem（Armonk，NY.：M.E.Sharpe，Inc.，1989）.）
 ，重申“党管干部”的原则，干部的提拔、任免、调动、交流等制度得以强化。这些措施加强了党中央对地方官员的控制。

最近几年，随着中国政府试图调整发展战略，重新收权的力度在加大。在江泽民时代（1989—2002），高层最优先关注的是经济增长。高速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如贫富分化、环境恶化、缺乏产业创新等，这些因素会危及中国发展的可持续性。胡锦涛、温家宝等第四代领导层形成以来，强调“科学发展观”与“和谐社会”，试图建立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应对上述问题。但目前看来，转型的难度比较大，遭到旧模式下的既得利益集团的强烈反对。为了克服地方的抵制，中央政府在若干重要领域重新集权，包括质量检查、审计、环保、土地管理、统计和安全生产等，让这些部门实行垂直管理，与地方政府脱钩。（YongnianZheng，GlobalizationandStateTransformationinChina（Cambridge：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andDaliYang，RemakingtheChineseLeviathan：MarketTransitionandthePoliticsofGovernanceinChina（Stanford，CA：StanfordUniversityPress，2004）.）




国家—社会放权的举步维艰

大约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市场改革的推进，中国政府逐渐放松对民间社会的管制，允许私有企业发展，允许非政府组织参与政治性不强的社会发展项目。此后的近二十年间，中国的私有经济和公民社会都得到飞速发展，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控制有所缩小。

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空间越来越大。随着村民委员会选举和城市居民委员会选举的推广，越来越多的中国公民开始用选票来影响自己的社区事务。民间社团和社会组织生长迅速，政府鼓励发展一些与环保、农村发展、教育等相关的团体。（高丙中、袁瑞军编：《中国公民社会发展蓝皮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在2008年5月的四川大地震中，各种志愿者组织在募捐和救灾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政府也采取一些措施来改善人权状况，如放松对宗教活动的管制，提升贫困地区的教育，立法保障妇女儿童权益等。2009年4月，国务院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制定了第一个以人权为主题的国家规划。（新华网，《国新办发布〈国家人权行动计划（2009—2010年）〉》，2009年4月13日（http：//news.xinhuanet.com/newscenter/2009-04/13/content_11176973.htm）。）
 这个规划要求在此后两年里采取措施保障全体社会成员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加强法治建设，开展人权教育，改善少数民族、妇女、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的权益等。但是，如果说政府间的放权经历了一个从“放权”到“收权”的转变，那么国家—社会维度上的放权则一开始就是具有选择性的，主要是以不动摇政府的控制为前提的。这样一来，民营经济的壮大，民间社会的成长，公民参与的扩大，都面临重重困难。

下文将通过两个个案，来说明中国政府向社会放权的历程，以及这些变革的后果。其中一个是经济的案例，另一个是政治的案例。

◆国企改革

经济的例子是国企改革。国企改革是过去三十年经济体制改革的核心。早在1980年代国企改革就提上了议事日程，但直到1992年中共十四大以后才大面积地推开。十四大通过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这为改革国企解除了制度和意识形态上的桎梏。到目前为止，这场改革可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朱镕基时期的“抓大放小”，第二阶段是温家宝时期的国资委监管国企。

朱镕基的改革

在1990年代中期，朱镕基提出国企改革的新方案“抓大放小”，于十五大（1997年）正式成为党的政策。“抓大”是指政府只控制少数大型重要的企业，这些企业主要集中在七大有关国计民生或国家安全的产业，即军工、电力、石油和石化、电信、煤炭、航空以及运输。政府努力把大型有竞争力的企业或企业集团发展成跨地区、跨行业、多种所有制的甚至跨国的大公司。“放小”意指政府放开对中小型国企的控制，由市场力量决定它们的命运。通过合资、并购、租让、承包、控股或出售的方式，中小国企被逐步民营化。

以朱镕基为总理的政府依照日本和韩国的经验设计了这个战略。（对朱镕基改革的讨论见郑永年：《朱镕基新政：中国改革的新模式》，新加坡八方文化公司1999年版。）
 “抓大放小”政策的背后是雄心勃勃的战略目标：希望通过“抓大”来建立巨型企业集团，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并具有国际竞争力；在一些重要产业中由国家来控制大企业，有利于国家经济安全。

对于政府来说，把中小型国企民营化是一个理性的抉择。大多数中小企业低效或亏损，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成为各级政府的财政负担。因为国企常常在产权关系上理不顺，管理问题很难解决，最有效的出路就是民营化。另外，民营化的中小企业可以创造大量的就业机会，可以使全社会的收入分配更平均，因而对于共产党来说也具有政治意义。

但是，“抓大放小”战略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很多问题，其效果并不尽如人意。在“抓大”方面，各级政府片面追求“抓大”，用政治或行政手段强行合并企业，只为了表面上看着大而不管其社会经济效益。这样造出来的大企业并不具有相应的效率、创新能力和竞争力。近来一些国企已经成为国际有名的巨头，但靠的是它们的资产规模，而不是生产效率。它们的巨大资产是由政府多方拼凑而成的，而不是自己赚来的。

“抓大”实施之后，国企的数量和雇员人数大大下降。政府宣称国企的经济效益和竞争力都大大提高，国有资产的质量得到改善。但是，国企盈利的增加，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放小”政策把大量的亏损资产剥离出去了，而不是因为企业的效率提高了；另一方面是因为这些留下来的国企通常控制着其所在产业的上游，具有垄断地位，因而可以轻易地取得垄断利润，而不是因为它们的效率有多高。

“放小”也存在着问题。民营化的本来目的是提高经济效率，为公众提供更好的服务，增加消费者的效用。在发达国家，私有化改革常常能提高产业效率和改进公共机构，如1980年代和1990年代英国的私有化改革。但中国的各级政府并没有系统有效的民营化的方案，只是通过行政手段强制简单地把中小国企推向市场。结果，国有资产很轻易地流入到大量与政府官员有关联的资本持有人手中，工人大量被解雇，造成民间的强烈不满和社会动荡。另一方面，很多中小企业在被民营化之后生存艰难，因为政府在金融、司法和政策等方面都不太支持，使中小企业的发展受到限制。2008年底全球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中国政府推出高达4万亿人民币的救市方案，但这些资金绝大多数流向国有部门，中小私企受益甚少。（SarahY.Tong&ZhangYang，“China’sResponsestotheEconomicCrisis”，EAIBackgroundBrief，no.438（11March2009）.）


温家宝的改革

2002年十六大之后，领导层开始领导国企的进一步改革。在新的政策下，国家只直接控制少数企业，允许其他大多数国企实行多元所有制结构。从中央到各省市设立专门的机构，代表国家所有人管理国有资产。

2003年，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管委员会成立，负责监管196家中央直属大型国企价值6.9万亿元人民币（0.9万亿美元）的国有资产。此后，各地的国资委也逐渐建立起来。按规定，国资委除代表国家作为所有人外，也负责国企的改革和重组，组织大型国企的监管理事会，通过统计和审计监管国有资产，拟定相关的法律法规。这套体制是为了解决三个重要的产权问题：第一，在垂直方向上清楚界定各级政府的产权责任。第二，在水平方向上，管理责任集中到国资委。此前，多个部门都可以以国家所有人身份干预企业运作，如财政部、劳动社保部、中央企业工委、中央金融工委、经贸委、发改委等。政出多门，不利于统一管理。第三，政府的行政权力与国企的产权管理权分开，互不干预。国资委的建立，表明政府已经意识到国有资产的低效和流失，正在想办法进行补救。

国资委主导的一项重要改革措施就是国企的人事制度改革，作为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重要一环。管理层职位公开招聘，而不是行政任命。从2003年到2006年，在78个中央企业中，有81个高管职位是公开招聘的。

随着改革的推进，国企的数量大大减少，但经济实力却得到增强。2006年底，国资委监管的企业已经从2003年的196个减少到159个（目标是到2010年前，把企业数减少到80至100个），但这些企业所控制的资产却从6.9万亿元增加到12.27万亿元，年度增长率为16.2%。它们的销售收入、实际利润、税收和净资产的年增长率分别为20.1%、18.2%、20%和152%。由各地方国资委管理的1031家国企也取得了相似的业绩。

国企的垄断与问题

国企的这些成就，并非来自管理和效率的改进，而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于它们的垄断地位。国企尤其是大型国企大多集中于垄断行业。在中央层面上，石油天然气和电信通信行业，基本上由国企完全垄断；电力、热能、煤炭和交通行业主要由国企控制。而在地方层面上，各级政府拥有的国企基本上垄断大多数赢利的行业。

[image: ]


从奄奄一息到“央企时代”，仅仅用了十年时间。央企的角色和作用，如今成为舆论争论的焦点。（图/新华社张明）

国企改革面临的一个核心问题是预算软约束。一方面，国企经理人没有足够的动力去增加利润减少成本，因为国企所有人并不是他。另一方面，如果国企经营不善，政府又不能简单地让其破产解散，相反，还会尽力用财政补贴或创造垄断利润来挽救陷入困境的企业。对于国企来说，向国家要资助，比在市场上打拼谋利要容易得多。这样，我们很难指望国企管理层会努力去提高企业效率，相反，它们会依靠国家帮助，成为公共财政的负担。目前，中国政府还没有有效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一种观点认为国企的高利润会大大增强国家的财政收入。这在目前并没有成为事实。尽管国企上缴的税收增加，但过度垄断造成的代价也很高。这些垄断企业的扩张加大了中国经济中的低效率部分。由于低效，很多国企在竞争性行业中缺乏优势，便逐渐转移到垄断性行业，然后就宣布自己已经“扭亏为盈”。许多地方国企就是这么做的。中央国企垄断一些行业，还可以宣称是有利于国家的战略需要，而地方国企则是看到哪个行业赢利就垄断哪个行业。它们利润的增加完全靠所有纳税人付出成本。这样看来，国企上缴的税收，并不一定能补偿它们给普通纳税人造成的损失。

垄断导致不公平的竞争。这些垄断企业按它们自己制定的规则运作，经常无视市场原则。十年前，陷入困境的国企们在努力减少花销，以便能发出员工的工资，中国政府在努力“搞活”和“拯救”它们。而今天，国企已经成为高工资、高利润和高分红的代名词了。国有垄断企业的雇员工资远远高于社会平均工资，这是中国社会收入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东部沿海的大城市里，一个大学毕业生的月平均起薪是2000元人民币，但一个国有垄断的高速公路收费站收费员的月工资可以达到8000元人民币。广东省政府在2006年的一个调查表明，很多大型企业在亏损的同时，还在给员工涨工资。

国资委和劳动金融审计等部门曾经试图采取措施遏制国企滥发工资的势头。国资委主任李荣融曾要求国企从2007年起恢复向国家财政上缴利润分红（它们从1994年起就再也没有缴过）。但有人提出担心说，这会使国企垄断更加有理，因为它们可以辩解说它们的垄断利润已经上缴国家了。另外，如果措施不当，这些收上来的红利并不一定能在全社会更公平地分配，比如用于补贴中小企业或教育、社会保障等。

腐败在国企中很盛行。国企内部缺乏有效的权责划分和权力制衡，给了腐败者大量的机会。国企腐败主要有两个特征：第一，大多涉案的个人都是高级管理人员；第二，涉案的金额和资产数量惊人。国企内的高管通常拥有不受监管的权力，这给了他们极大的滥用权力的诱因。近年来，政府已经把反腐的重点指向国企。但要彻底治愈腐败，国企的管理体制必须有重大改变。

国企阻碍了中小企业尤其是私营中小企业的发展。目前，中小企业贡献了中国60%的GDP、50%的税收以及75%的城市就业岗位。中小企业还贡献了65%的发明和专利以及80%以上的新产品开发。但中国各级政府的产业和金融政策都是偏向国企的。

改革之前，国有银行只是听从政府指令，贷款给国企。银行体系改革之后，国有银行商业化，可以独立于政府做决策，但由于传统的关系网以及国企有政府潜在的担保，银行仍然更愿意贷款给国企，而不是私企。2005年，官方的统计表明，尽管中国99%的企业都是中小企业，但这些企业总共只获得了16%的银行贷款。中小企业还在市场准入、产权保护、税收等方面受到歧视。

如果中国政府彻底“放小”，在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并承诺完全开放市场之后，缺乏资助的中小企业可能会不敌国内外的竞争者，而这些中小企业是中国经济中最有效率的部分。如果政府彻底“抓大”，它就会把有限的资金全部用于低效率的大型国企，以全体纳税人的损失为代价。长远看来，这会影响中国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和社会稳定。

国资委的角色也被广泛批评。国资委的职责是保护国家所有人的权利和利益，防止国有资产流失。一方面，作为政府投资者，它要运作国有公司并管理国有资产；另一方面，它又参与制定市场规则，监管市场。这样，它既是投资者又是监管者。国资委还不断强调增加国企利润的重要性。这让批评者担心这一方面会进一步强化国企的垄断，另一方面会通过操纵市场为某些利益集团谋利。

国企改革的初衷是优化国有资产。但垄断地位使国企生产率的改善微乎其微，增加的利润也并没有给大多数纳税人带来好处，垄断国企还威胁着中小企业的生存。如果国企的垄断地位不被打破，全国的经济资源会不断地从有效率的非国有部门转移到低效的国有部门，阻碍中国经济的持续成长。目前看来，中国领导层并没有一个明确的方向来改变这些问题。

◆公民政治参与和非政府组织

本文接下来讨论地方选举和非政府组织的发展。由于中国政府向社会放权，让公民有限度地参与公共事务，过去二十年间，公民社会有了很大的发展，基层选举和民间社团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政府放权只是策略性的，是为了巩固政权，因此设下种种限制，向社会的放权并不彻底，使公民社会的发展困难重重。

半竞争性的地方选举

1980年代后期，中国政府开始在村一级推行选举，以重建人民公社制度解体之后的基层权威。1987年，全国人大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要求在农村地区建立村民委员会，推动村民自治，保障村民参与政治的权利，村委会干部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并向村民负责。（KevinJ.O’Brien，“ImplementingPoliticalReforminChina’sVillages”，TheAustralianJournalofChineseAffairs，no.32（July.，1994），pp.33-59.）
 此后二十多年中，村民选举发展迅速。根据民政部的统计，在1997年，80%以上的村至少举行过一轮选举。到2001年，基本上全国所有的村都已经选举过了。（CarterCenter，“ChinaVillageElectionsProjectFactSheet”.http：//www.cartercenter.org/documents/nondatabase/chinavillagefactsheet.pdf.）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要放弃对乡村的控制。相反，它是要通过引入民主竞争机制来强化政府对乡村的管治。（LianjiangLiandKevinO’Brien，“Accommodating‘Democracy’inaOne-PartyState：IntroducingVillageElectionsinChina”，TheChinaQuarterly，no.162（June，2000），pp.465-489；andLiandO’Brien，“TheStruggleforVillageElections”，inMerleGoldmanandRoderickMacFarquhar，eds.，TheParadoxofChina’sPost-MaoReforms（Cambridge，MA：HarvardUniversityPress，1999），pp.129-144.）
 随着选举的推广，政府更加强调党在村里的领导角色。1998年正式通过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村支部是村里的“领导核心”。研究表明，在绝大多数村，村支书掌握着最重要的资源，比如管理集体企业，批租承包地，批准公款支出。选举产生的村主任最多只是村支书的副手。（JeanOiandScottRozelle，“ElectionsandPower：TheLocusofDecision-MakinginChineseVillages”，inChinaQuarterly，vol.162（2000），pp.513-539.）
 村民对村委会的问责也就大打折扣。

一些体制内的改革派也尝试了在乡镇一级的直选。从1990年代中期开始，在几个省的几个乡镇开始试点，选举对象从副乡长扩大到乡长，有时甚至是乡党委书记。乡镇选举是一时一地的政策产物，缺乏法律依据。事实上，中国宪法并不允许这种选举。2006年8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盛华仁重申乡镇领导的直接选举是违宪的，会成为“海外反华势力”用来攻击中国人权的工具。（LishengDong，“GrassrootsGovernanceandDemocracyinChina’sCountryside”，inZhengxuWangandColinDurkop，eds.，EastAsianDemocracyandPoliticalChangesinChina：ANewGooseFlying？（Singapore：TheKonradAdennauerStiftung，2008），pp.155-168.）
 来自中央和地方的政治支持是乡镇选举能进行下去的关键因素。（LianjiangLi，“ThePoliticsofIntroducingDirectTownshipElectionsinChina”，TheChinaQuarterly，no.171（September，2002），pp.704-723.）
 没有政治支持，这种选举很难扩展到全国以及更高的层级。目前，乡镇选举陷于停顿。

非政府组织的成长

国家—社会分权的一个主要部分就是非政府组织的发展。（QiushaMa，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inContemporaryChina：PavingtheWaytoCivilSociet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6）.）
 最近几年来，中国领导人开始强调社会改革，放松国家对社会的控制，把一部分国家的功能让渡给非政府组织。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数量近年来稳步增长。根据民政部的统计，在1978年，全国大概只有100家全国性的社会组织。到2003年底，这个数字是1736家。同一时期，各地方的社会组织从6000家增加到142121家。私营的非企业组织，在改革开放前并不存在，而到2003年底已达到124491家。到了2006年底，全国共有16800家社会组织、14600家私营非企业组织以及999家基金会。许多学者指出，实际存在的非政府组织比这些数字多得多。例如，王绍光认为，到2003年，所有社会组织的数量应该达到880万。尽管数量增长迅速，学界仍然认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还有很大潜力尚待发挥。比如，每一万人中，中国的非政府组织只有1.45个，而法国有110.45个，美国有51.79个，巴西有12.66个，印度有10.21个，埃及有2.44个。（ZengkeHe，“InstitutionalBarrierstotheDevelopmentofCivilSocietyinChina”，inZhengYongnianandJosephFewsmith，eds.，China’sOpeningSociety：TheNon-StateSectorandGoverna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8），pp.162-1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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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大地震之后，512民间救助服务中心的建立和表现，展示了中国NGO走向成熟的可能。（图/原载南风窗）

在西方，非政府组织是独立自主、不受政府控制的。而在中国，这些组织的自主性取决于它们与政府的关系，以及它们从事的领域离政治的距离。政府规定，所有社会团体必须由县级以上民政部门批准和登记，而基金会（如慈善组织）必须由省级以上民政部门批准和登记。所有未登记的组织为非法组织。另外，所有社会团体必须寻找一个业务主管单位挂靠。这个主管单位必须是县级以上的国家机关或由这样的机关授权的单位，必须跟该社会团体的专业领域相关。还有一个限制是，在同一个地方，不允许有多个专业领域相同的团体存在。（有8个大的“人民团体”和“群众团体”不受上述规定限制，如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共青团等。这些组织不受民政部门监督，不用登记，其领导由中共直接任命。）


由于这些限制，许多非政府组织没法到政府那里登记。为了合法存在，有些社会团体干脆到工商局登记为商业组织，尽管它们并不以营利为目的。也有大量的组织干脆就不登记，公开开展活动，政府一般也就默许了。

非政府组织在不同专业领域的发展并不平衡。在经济领域，因为政府在努力退出直接管理，就鼓励发展一些中间组织，这给了社会团体较大的发展空间，大量的贸易协会和商会建立起来。在社会福利和发展领域，政府希望动员社会资源来帮助政府解决一些社会问题，减轻政府的负担，因此社会团体也得到较大发展。而在与政治相关的领域，则基本上受到政府严密的控制，一般不会得到批准，即使被批准了，行动也受到种种限制。

这些非政府组织在政治上的影响因组织和领域而异。在扶贫、环保、慈善等领域，政府鼓励社会团体作出贡献，因此它们常常能推动一些公共政策。但在宗教、民族、人权等领域，民间团体的影响就要小得多。商业组织通常影响力很大，在各级人大政协中不难发现这些组织的人员。但工人和农民就被严禁成立自己的组织，没法在政治上施加影响。

由此可见，由于中国政府向社会作了一定程度的放权，私有经济和公民社会都因此而得到相当的发展。但这些放权并不彻底，政府仍然通过国有垄断企业操纵经济，通过各种管制手段限制公民的参与，这给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带来了种种问题。



结论：进一步实行国家—社会分权

政府间分权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因为中央和地方政府都有动力去发展经济。对中央来说，迅速的经济增长，可以给人民带来更多物质利益，从而增强政权的合法性。而对地方领导来说，经济增长不仅可以增加他们操纵的资源，还能增加他们被提升的机会。因此，政府间分权对于中央和地方来说是一个双赢格局。

随着政府间分权的展开，经济决策权力下放到下级政府。对于那些没有私有化的地方国企来说，地方政府就是它们实际上的产权所有人。尽管中央政府正逐渐退出对单个企业的直接管理，但地方政府却在增加对国企的干预。这种干预并未严重阻碍市场化，相反，由于多地区多种所有制之间的竞争，市场经济反而得到了推动。只不过，在典型的市场中，是各个企业在竞争；而在中国的市场里，是各个地区在竞争。

政府间分权增强了地方政府的实力，使它们更有能力去满足本地的社会经济需求。分权也改变了中央与地方互动的模式，使双方变得相互依赖。原则上中央政府仍然拥有权力，但不得不经常与地方政府协商合作。各地方政府不仅在自己的辖区内制定和实施政策，它们还能影响中央的政策制定。通过一系列收权措施，中央保持了对省的支配地位，但是，地方政府尤其是省政府，仍然有事实上（defacto）的权力否决中央的政策动议。双方在扯皮中时不时出现政策僵局（policydeadlock）。收权并没有确保中央推行改革政令的顺畅。

由于地方政府享有一定的自主权，它们会逐渐发展出与中央不一致的利益结构，地方的利益有可能与中央的利益相冲突。（ShaumBreslin，Chinainthe1980s：Centre-ProvinceRelationsinaReformingSocialistState（NY：St.Martin’sPress，1996）.）
 中国的地方政府虽然具有明显的“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state）的特征——致力于经济发展，但也有明显的“攫取型国家”（predatorystate）的特征——为了一己私利而去与人民争利。（PeterEvans，“Predatory，Development，andOtherApparatuses：AComparativePoliticalEconomyPerspectiveontheThirdWorldState”，inSociologyForum，vol.4，no.4（1989），pp.561-587.）
 这在中西部的乡镇政权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近些年来的农民负担问题和农地征用问题都与此相关。（LuXiaobo，“ThePoliticsofPeasantBurdeninReformChina”，inJournalofPeasantStudies，vol.25，no.1（Oct.1997），pp.113-138.）
 这些攫取行为引起人民的极大反感，群体性抗议事件此起彼伏。为了约束地方政府的不法行为，中央政府用尽各种手段，包括上文讨论的收权，但收效甚微。

另一方面，由于国家—社会的分权不充分，人民缺乏参与公共事务的渠道，缺乏对政府的问责手段。对于地方政府滥用权力、与民争利的行为，人民要么忍气吞声，要么走上街头抗议。有研究表明，当公民不得不通过集体上访和示威等方式来表达诉求时，他们对政府的支持度会大大下降，从而侵蚀政府的合法性基础。（ShanWei，“HowMuchDidtheChinesePeopleTrustTheirGovernment”，EAIBackgroundBrief（2009，forthcoming）.）


为改变这样的情形，中国需要推进国家—社会间的分权，也就是说，强化社会的力量，扩大公民的参与。一方面，由中央政府来监督地方政府的行为，其效果远远不如由当地的人民来监督。（关于中央对地方监督的无能，请参见KevinJ.OBrienandLianjiangLi，“SelectivePolicyImplementationinRuralChina”，inComparativePolitics，vol.31，no.2（Jan.，1999），pp.167-186。）
 让地方政府向当地选民负责，选民就拥有了制止攫取行为的权力。这相当于中央与社会结成联盟，共同约束地方政府的行为。另一方面，扩大公民的参与，可以提升人们对政府的信任度，增加各级政府的合法性，使中央政府拥有更多的支持率去推行改革政策。

要强化社会的力量，最根本的是要增加社会的物质力量。也就是说，要让更多的经济资源流向民间，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应该结束大型国企的垄断地位，让它们在市场中公平地参与竞争，促使它们提高效率，从而提高全社会的效率。

中央政府也意识到了强化社会的重要性。朱镕基时期的国企改革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强化民营中小企业。胡温时代也进行了一些改革来促进非政府组织和地方选举的发展。但是，这些措施还远远不够。中国下一步的改革需要中共政权对社会力量开放，就像以前对市场经济开放一样。


（本文最初发表在2008年底在波士顿大学召开的纪念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周年会议上。修订时，单伟博士提供了很多帮助，在此致谢）






第九讲　必须保卫社会：中国的改革开放与社会政策

◆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出于国家策划。同样地，解决由市场经济引出的各种问题也应是国家的任务。缺乏有效的政府干预，市场的无情侵袭必然会逐渐破坏社会结构的基质。

◆私有化和民主化可以理解为“国家—社会”式的分权过程。私有化就是国家将经济权力归还给企业，而民主化则是国家把政治权力转移至社会力量手中。

◆向新兴的社会阶层敞开怀抱是共产党扩大其社会基础的不二之选。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必须尽最大可能代表最多数社会群体的利益。

◆问题的关键在于：谁管制谁？政府既能够管制市场力量，也可以与其沆瀣一气，以权牟利。如果后者成为现实，世间将再无道德和社会正义可言，无人能管制权力和金钱。



发展动力与社会后果

在我对当代中国的学术研究兴趣中，以下两个问题长期处于重要位置：第一，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的开放政策如何为中国各方面的转型提供了动力？第二，转型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何在？

已故的邓小平先生是继毛泽东之后的又一位政治伟人。他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不久执掌政权，并雄心勃勃地开启了改革开放的事业。对中国旧体制的改革和向世界打开中国的大门是两个相辅相成的政策进程。实践证明前者易于后者。

在毛泽东思想统治中国的三十年（1949—1979）中，中国向世界关闭了大门，与外在世界尤其是西方很少交往。多数出身于革命的共产党干部和政府官员缺乏与外界打交道所需的知识和经验。由于近代中国受西方列强侵略的耻辱在他们的脑海中依然挥之不去，他们对对外开放的政策心怀恐惧。即便如此，多数干部和政府官员还是理解并接受了内部改革政策。即使在“毛时代”，也曾出现过几次改革的浪潮，当时并没有冠以“改革”之名，而是频繁使用“调整”和“整顿”等术语。

基于中外交往的历史和经验，邓小平时代的国家领导人从三个要点出发论证了改革开放政策的合法性。第一，历史上中国备受欺凌是因为贫穷落后；第二，中国的贫穷落后主要归咎于闭关锁国的政策；第三，中国若要复兴、强盛，对外开放是唯一出路。这套理念为中国已实行三十年的改革和对外开放政策提供了理由和依据。

那么，问题就来了：开放政策是如何引导中国转型的？多年来，中国坚持改革开放政策不动摇。1989年的“六四事件”也没有打断改革的进程，反而意外地成为中共高层推进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动力。当前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排名世界第三，居于美国和日本之后。中国的崛起已成为学术界和政治界讨论的热点话题。在我研究各种变量，比如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现代化和民主化如何影响中国转型的过程中（参阅YongnianZheng，DiscoveringChineseNationalisminChina：Modernization，Identity，andInternationalrelations（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9）；GlobalizationandStateTransformationinChina（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UniversityPress，2004）；andWillChinaBecomeDemocratic？Elite，Class，andRegimeTransition（SingaporeandNewYork：EasternUniversitiesPress，2004）。）
 ，我逐渐意识到中国快速转型背后最强的驱动力是开放政策。在国内层面，开放政策创造出一个为不同社会群体进行重组的体制环境，从而为变化提供了新动力；在国际层面，开放把中国和世界联系起来，同时两者的互动为国内的变化提供了外部动力。

开放当然也会有它的社会后果。于是另外一个问题产生了：转型对中国社会意味着什么？简而言之，虽然作为整体的中国能从改革开放中获益，但开放的利益分配并不均衡。像其他转型社会一样，一些社会组织获益较多而另一些则较少，有人成为赢家也有人成为输家。改革之初的中国社会被认为处于一种各种势力相对均衡、不同的元素可以互相融合的稳定状态。开放意味着新的社会元素打破了原有的平衡。若不能达到新的平衡，社会将变得不稳定，给可持续发展带来麻烦。如何达到新的平衡？在这个过程中，社会政策起着关键的作用。经验表明，在全球化和改革开放过程中，社会常常是最薄弱的环节。所以，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在主要政策领域保卫社会。

在这篇论文中，我尝试将近年来所作的思考进行汇合和整理。我将从中国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各方面出发考察中国的大转型，并探讨这些转型如何与国家的改革开放政策挂钩，并为中国的社会改革提供一些启示。行文之始，我应该对我所指的“开放”的含义加以解释。“开放”这个词通常主要指的是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在这里，这个词不仅指“对外开放”，也包括“对内开放”，也就是向各种不同的社会成员开放经济、社会、政治领域的过程。在政策实施过程中，对外开放首先启动，它为内部开放集聚了必要动力。至于这两种形式的开放政策在实行过程中互相促进，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曼库尔•奥尔森和卡尔•波兰尼

我对于开放及其社会后果思考的灵感源自两位伟大的思想家：曼库尔•奥尔森和卡尔•波兰尼。通过奥尔森，我了解到中国的转型是如何与开放联系起来的；波兰尼的著述，则让我意识到开放能怎样影响一个特定的社会，社会政策为什么必须起保护社会的作用。

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经济增长、滞涨和社会刚性》（MancurOlson，TheRiseandDeclineofNations：EconomicGrowth，Stagflation，andSocialRigidities（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82）.）
 中有力地解释了以下现象：在稳定的社会环境里，市场中的个体与公司的逐利行为会产生因私利而勾结共谋的“卡特尔”式的、组织严密的社会网络。这使得政府管制能力下降，经济实体也因游说团体的拖累而效率低下、增长放缓。社会运转如果缺少变革且愈加僵化，这样的网络组织就会变得更加强大，经济增长速度也会日趋缓慢。若这些特殊利益集团被战争或革命摧毁，社会则将从中获得最大程度的发展。

奥尔森进而提出一个富有新意的推论：随着时间的推移，稳定的民主政体中将会集聚一批政治权力与日俱增的分配联盟，进而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他特别将二战后德国和日本的社会发展状况与英国进行了比较，指出：德国和日本的战败使影响经济增长的特殊利益集团随之覆灭；与此同时，特殊利益集团在英国的权力正如日中天，它们正是英国经济疲软的罪魁祸首。

奥尔森一开篇就这样问道：“人们往往在历史的神秘法则面前感到困惑：为什么许多声威赫赫的庞大帝国逐渐衰亡或毁于一旦？为什么许多蛰居蛮荒默默无闻的民族悄然崛起，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与灿烂的文化？”（MancurOlson，TheRiseandDeclineofNations：EconomicGrowth，Stagflation，andSocialRigidities（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82），p.1.）
 他专注于关乎民族国家兴衰的经济因素。在我看来，他的理论也可用于其他方面的研究。奥尔森的书出版于1982年，那时中国正处于改革开放的初期，中国这个个案并没有引起他的高度关注。尽管如此，书中的理论依然能够增进我们对中国转型动力的理解。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验也证明，奥尔森所建立的理论体系对中国问题是具有解释力的。不过，虽然我赞同奥尔森关于稳定社会的出发点，但对于他的结论却有不同的看法。我相信所有鼓励开放的政策都能为改革提供动力，起到与动乱、战争和其他形式的社会冲突相似的作用。这种动力也能够阻止既得利益影响的日益深化（用奥尔森的话来说，就是防止一个过于稳定且缺乏活力的社会失去持久发展的动力）。在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是由中国共产党发起和持续的，党是能够抵挡其余社会力量的唯一组织。

奥尔森把注意力放在社会陷入僵化的过程，而出生于匈牙利的政治经济学家卡尔•波兰尼则向我们展示了发展过快的市场经济是如何破坏社会的。在《大转型》一书中（KarlPolanyi，TheGreatTransformation：ThePoliticalandEconomicOriginsofOurTime（BeaconPress，1944）。中文版已由浙江人民出版社于2007年出版。）
 ，波兰尼探究了市场经济蓬勃发展时期英国的社会与政治动乱。他主张市场经济和现代国家不应该被理解成为截然分开的两个主体，而应视为一个浑然一体的人类发明，他称之为“市场社会”。他认为，竞争性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需要一个积极改造社会结构的强大的现代国家作为前提；同时，资本主义经济也需要强大的国家来减缓由它带来的严重的负面效应。在波兰尼看来，这些改革暗示了已经存在了千百年的社会基本秩序早已遭到破坏这一事实。市场社会是不可能持续的，因为它会对人类赖以生活的自然与人文环境造成致命的破坏。

在评估国家在市场力量释放过程中应充当何种角色时，波兰尼强调的是19世纪市场经济的历史创新和随之而生的那种扭曲意识的形态。市场社会不是自然演进的结果，“放任自流”早在计划之中，它的原动力来自于国家行为，所谓自由市场的形成，正是政治力量的“有形之手”操纵下的杰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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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确立极大地冲击了欧洲原有的基本社会秩序，深刻地改变了人民的生活方式。图为18世纪中期伦敦街头醉酒的社会底层民众。

另一方面，作为谨慎的、深思熟虑的市场社会构建活动的对立面，社会对市场的反制运动或自我保护行动则是自发的、无计划的。它们来自社会各方不自觉的联合，以对抗市场带来的毁灭性冲击。波兰尼认为，“自我调节”市场的结构，使社会必然分为经济和政治领域。自我调节市场在带来空前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导致大量社会动荡和社会自我保护的自发运动的崛起。市场倾向于把土地、劳力和金钱看做“虚构商品”，将社会的本体置于市场规律管制之下。自由市场一旦想脱离社会结构的束缚，社会的自然反应——社会保护主义就会产生。这种反应被波兰尼称为“反制运动”。

根据波兰尼的理论，有保护主义色彩的反制运动有利于实现公共福利的目标；这是一场全民运动，特别是工人的运动，并且包括一些尚未公司化的有产者。他们因自我调节的市场不可捉摸的风险而去寻求某种形式的保护。而从反制运动中获得的保护又会妨碍市场的效率，从而导致更恶劣的经济状况，引发新一轮保护需求。波兰尼认为，从历史和比较的角度看，市场领域扩张和政治压制会立即引发对抗甚至反叛。

因此，在波兰尼眼中，抗拒经济动荡和市场萧条的社会需求会给国家带来压力，要求国家进行政治干预。随之而来的国家行动，至少会在名义上提供一些缓解市场经济压力和保护社会的作用。市场社会被一个新型社会所替代，在这个社会里，政治和经济制度被置于民主控制之下。因为政治和经济制度不能再控制社会，而应该由社会来控制它们。

许多当代学者在解释全球化如何影响特定社会时，仍然沿用与波兰尼相似的研究思路。例如，达尼•罗得里克认为，全球化已经在全球市场和国内社会稳定之间产生了三种紧张的来源。（DaniRodrik，HasGlobalizationGoneTooFar？（Washington，D.C.：InstituteforInternationalEconomics，1997））
 首先，在跨越国界的团体之间，全球化减少了贸易与投资障碍，凸显了跨国集团与非跨国集团之间的不对称性，从根本上改变了雇佣关系。其次，全球化在国际国内引发了各种不同的社会准则和各种表达它们的社会机制之间的冲突。随着生产科技日益标准化并普及，拥有不同价值体系、准则、制度机制和集体偏好的国家为争取相同商品的市场份额，展开了正面交锋。第三，全球化让各国政府提供社会保障变得极其艰难。提供社会保障本是政府的重要职能，各国籍此保持了战后的社会团结，博得了选民对进行中的自由化运动的政治支持。这些趋势可能导致以国家名义进行统治的掌权者开始丧失权威。国家不能继续以公民期待的方式保护他们，自然也不能再指望公民对其保持忠诚。

奥尔森和波兰尼的观点对理解当代中国很有意义。从奥尔森的观点看，中国战胜了社会僵化，同时在经济快速转型上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而用波兰尼的理论则可以对中国转型如何影响社会做出解释。中国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是出于国家策划。同样地，解决由市场经济引出的各种问题也应是国家的任务。缺乏有效的政府干预，市场的无情侵袭必然会逐渐破坏社会结构的基质。与市场力量相比，中国社会相对弱小，易受冲击，它无法自卫，必须由国家来保卫。然而，中国政府并不是中立性政府。以资本为代表的市场力量天生具有寻求权力保护的趋向，作为政府也愿意与市场力量结盟，因为两者一旦携手合作，就能分享巨大利益。社会也一直在争取政府保护，但由于缺乏能够借以影响国家的有效机制（例如民主），保护依然是苍白无力的。这就使得当今中国政府处于进退维谷的境地：政府必须做出选择，创造出能使市场和社会双赢的棋局。这种局面并非空中楼阁。保证经济持续发展需要依靠市场的力量，但是若缺乏有效的政府规制，市场力量就将趋向于自我毁灭。更重要的是，社会若不采取有效的约束行动，国家和市场力量都将走上自我毁灭之路。



开放与市场发展

讨论关于中国改革开放如何促使经济发展的文献，尤其是对外商直接投资、技术外溢、中国打入世界市场等问题的讨论，增长非常迅速。（对不同阶段中国改革进程和经济发展的考察，见BarryNaughton，GrowingOutofthePlan：ChineseEconomicReform1978-1993（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1996），andNaughton，TheChineseEconomy：TransitionsandGrowth（Cambridge，MA：MITPress，2007）。）
 本文集中讨论开放作为一个国家政策是如何确立并克服了奥尔森所指的“特殊利益”，继而推动了诸多巨变与转型。奥尔森虽然举例说明稳定社会通常与经济滞涨相联系，但他不够重视让社会变得稳定的原因以及如何让社会“去稳定化”。就此而言，中国恰好是一个有力的证据。20世纪70年代末，经济开放引发了中国的转型。经济开放怎样开始？在改革前的时代，中国拥有典型的“僵化”（奥尔森所用的概念）经济和社会。笔者无需对个人和企业在计划经济中的行为细节多加赘述，整个系统的特点就是低效、平均主义和“共同贫穷”。除了所谓的“新阶级”，也就是官僚和共产党官员之类有特权的统治阶级（MilovanDilas，TheNewClass：AnAnalysisoftheCommunistSystem（SanDiego：HarcourtBraceJovanovich，1957，1983）.）
 ，人民都同样贫穷，在所有领域都没有任何自由。向世界开放对这个社会来说并非易事，因为现有的统治阶级强烈反对新的政策举措。为了克服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反抗，中国在邓小平的领导下采取了“改革先外后内”的策略，也就是说，利用外部压力为内部改革创造动力。这个战略的基本原理是，外部改革的执行要比内部的简单。若先改革内部，领导权威得有能力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这些根深蒂固的既得利益者在毛泽东思想统治下的三十年已经拥有牢固的地位。当时的领导人没有走这条路，而是先进行对外政策的改革。他们的政策目标是，在既得利益集团之外创造新的利益，新的利益一旦形成，就能够为内部改革集聚压力。

外部首先开放，并不是宣告对内政策的改革是不必要的。恰恰相反，如果没有对内政策改革，对外政策改革也将不可能完成。问题在于：应该实行怎样的对内改革政策？改革早期，中国没有经历任何激进的运动（比如在前苏联和其他西方国家出现过的私有化和民主化）。私有化和民主化可以理解为“国家—社会”式的分权过程。私有化就是国家将经济权力归还给企业，而民主化则是国家把政治权力转移至社会力量手中。中国没有遵循这种改革的路径，主要原因之一是，统治阶级担心“国家—社会”式分权可能使社会力量反过来挑战国家权威。中国的改革目标在于首先引入内部竞争，换言之，在统治阶级内部竞争。内部竞争在政府间分权中得到实现。与国家—社会式分权相比，统治阶级更容易接受政府内部的分权，毛时代的“大跃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过程中出现的几次政府内部分权浪潮就证明了，内部分权更容易控制。

实行政府间分权后，经济政策制定权转移到地方政府。随着权力的扩展，地方政府在对外政策改革中得以扮演重要角色。他们开始游说中央改革派领导人，希望获准执行开放政策并获得优惠的政策待遇。在许多方面，中国政治系统的实际运作体现出明显的联邦主义特征，各级地方政府在治理国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YongnianZheng，DeFactoFederalisminChina：ReformsandDynamicsofCentral-LocalRelations（SingaporeandLondon：WorldScientificPublishing，2007）.）


随之而来的经济开放可以被认为政府间分权的产物。作为国家政策，中国的开放政策需要精心设计和谨慎施行，这个过程始于地方试验。20世纪80年代初，改革派领导人在三个沿海省份（广东、福建和海南）设立了五个经济特区。特区的地方政府能自由授予出口公司特权，比如，出口公司可以获得免税买入外国产品这一优待。其他八省的十四个沿海城市也相继被赋予类似的鼓励贸易和引进外资等相关特权。这些经济特区和沿海开放城市获得了充分的自主权，享受税收减免，享有资源的优先分配权。正是由于这些优惠政策，沿海省市的经济才得以借助国际自由贸易和流动资本投资而快速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的区域化和全球化伴随并促进了刚起步的政府间分权，这两者的发展加强了中国各省市与外部世界的相互依赖性。中国进入国际市场，为后来加入世贸组织创造了有利的环境。当然，区域化和全球化对中国省际关系也有重大影响。各省之间的相互依赖程度迅速减弱。例如，世界银行90年代初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当时的国内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2%，低于欧共体内部贸易的28%和前苏联各共和国之间的27%。（TheWorldBank，China：InternalMarketDevelopmentandRegulations（Washington，DC.1994）.世界银行报告的概要，见AnjaliKumar，“China'sReform，InternalTradeandMarketing”，ThePacificReview7∶3（1994），pp.323-340。）


高度开放的社会政策促进了中国的全球化进程。过去的三十年是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发展的三十年，若不实行对外开放政策，这个成果是不可想象的。过去三十年，中国努力与世界接轨，融入世界经济体系。同时，从90年代初开始，中国就成了对外直接投资者们最热衷的投资目的地之一。超过80%的世界500强和世界顶尖的100家信息技术公司都已在中国开展业务。在投资的强力推动下，中国快速成为世界最重要的生产加工基地。过去二十年，中国的出口贸易额保持了16%的年均增长率，中国已成为东亚最成功的“出口导向型”经济体，复制了东亚“四小龙”的经济增长模式。今天，中国已成为仅次于德国的世界第二大出口国。



开放政策不均衡的影响

开放政策在给中国带来巨大收益的同时，也对中国社会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它在不同社会利益群体和各区域间引发了分配冲突，有些地区和利益群体相对其他参与者而言，享受到了更多改革的成果，有些参与者则在改革中遭受损失。换言之，某些利益群体和区域因日趋发达的市场导向型经济和对外开放（或全球化）而受益。这种受益方式并不均衡，那些能够参与开放过程的就能获益，而那些没有参与机会的则处于不利地位。

谁是改革的受损者？尽管政府官员和城市居民大都否认自己而互相指认对方是受益者，然而他们在谁是改革中最严重的受损者问题上却意见一致。国有企业工人和农民被认为是改革过程中受损最严重的群体。（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增大，城市贫富群体之间的分配不公加剧也可证明此观点。周江：《2002年中国城市热点问题调查》，载于汝信、陆学艺、李培林编：《社会蓝皮书2003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科社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160页。）
 这样，就又出现了新问题：为何他们成为受损者？他们是如何成为受损者的？

改革逐步取消了毛泽东主义者提倡的平均主义政策，促进了经济增长，并且显著地消除了贫困。但福利增长与贫困人口减少不是完全均衡的，改革并不能缩小不同利益群体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据世界银行的评估，中国的基尼系数在1981年时为0.288，到1995年这个数据涨至0.388，虽然仍低于大部分拉美、非洲和东亚国家，但已经与美国相当且高于绝大多数东欧转型经济体，更不必说高收入的西欧国家。（世界银行，China2020.SharingRisingIncomes：DisparitiesinChina（Washington，D.C.：TheWorldBank，1997），p.7。）
 各种研究表明，三个方面的收入差距在90年代中期开始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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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像中国一样在这么短的时间、这么大的范围进行经济结构调整，国企下岗职工成为这一过程中的利益受损者。

城市分配差异：世界银行于1997年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中国城市基尼系数从1991到1995年由0.176上升到0.275。（世界银行，China2020.SharingRisingIncomes：DisparitiesinChina（Washington，D.C.：TheWorldBank，1997），P.17。）
 1996年，在收入最低的20%的城市居民中，三分之二的人发现他们的绝对收入降低了。在其次的20%的低收入居民中，半数人发现他们的绝对收入下降了。与之对应的是，收入最高的20%的城市居民收入则大大地提高了。（国家统计局：《1998年中国物价和城市居民收支年度统计》，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年版，第7页。）1990年时，收入位居前20%的城市居民与收入最低的20%的城市居民相比，前者收入为后者的4.2倍；到1998年，这个比率暴增至9.6倍。城市居民中最富有的10%的人的所得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从1990年的23.6%增至1998年的38.4%。反观同时期收入最低的20%的城市居民，他们获得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则从9%跌至5.5%。（许欣欣、李培林：《1998—1999年：中国就业、收入和信息产业的分析和预测》，载汝信等主编：《1999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科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34页。）
 在过去，城市居民与那些数以亿计的农村“赤贫”相比，当属“小康”群体，但是，即使是在经济改革二十年后，城市中仍有约3000万居民的收入不到全国平均水平的三分之一，他们的生活依然困苦。（王绍光：《中国WTO成员身份的政治和经济涵义》，载于《当代中国》2000年第9期第25卷，第385页。）
 城市贫困问题正日益成为今日中国执政当局所面临的一项严峻的政治挑战。

城乡分配差异：改革开放以来，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日益扩大。城乡收入差异问题并非新问题，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毛时代。（AzizurRahmanKhanandCarlRiskin，InequalityandPovertyinChinaintheAgeofGlobalization（Oxford：OxfordUniversityPress，2001）.）
 在经济改革之前，中国城市人均收入是同期农村人均收入的2.6倍。（王绍光：《中国WTO成员身份的政治和经济涵义》，载于《当代中国》2000年第9期第25卷，第386页。）
 改革初期，由于经济改革从农村开始，城乡差距有所缩小。但好景不长，1984年城市改革启动后，城乡差距持续扩大。世界银行认为，若按国际标准衡量，中国的城乡差距是非常巨大的。其他国家中很少有城市收入超过农村收入2倍的情况，多数国家农村收入是城市收入的66%以上。反观中国，这一数据却从1983年的最高值59%跌至1995年的40%。（世界银行，SharingRisingIncomes，p.16。）
 农村人均收入在2003年为2622元，同期城市居民人均收入却为8742元。（《中国统计年鉴》（2004）。）
 到2006年，城市人均收入已超农村居民人均收入达3.3倍之多。（汝信、陆学艺和李培林主编：《社会蓝皮书2007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8页。）


区域间分配差异：世界银行的资料显示，中国区域间的收入差异并没有各省内部城乡差异那么严重。例如，在1992年时，中国沿海省份与内陆各省的平均收入相比，前者仅高出后者50%，但是同年城乡收入差距却高达两倍。（世界银行，SharingRisingIncomes，p.22。）
 而王绍光和胡鞍钢展示给我们的是一幅更为悲观的画面。（王绍光、胡鞍钢：《政治经济不均衡发展：以中国为个案》（Armonk，N.Y.：M.ESharpe，1999）。）
 他们在对地方分配差异作了详细研究之后，得出三个结论：首先，省际不平等在持续扩大；其次，地区差异空前巨大；最后，地区差异表现在多个维度上。中国沿海与内陆省份间人均GDP与收入的差距从1983年开始显现，在1990年后情况更加严重。

日益深化的全球化进程引发了各国内部社会群体和区域之间的不平等现象，中国也不例外。（ChristopherCramer，“EconomicInequalitiesandCivilConflict”，CentreforDevelopmentPolicy&ResearchDiscussionPaper1501，SchoolofOrientalandAfricanStudies，UniversityofLondon，2001.）
 特别是当恰当的政府政策缺位时，这些不平等现象的加速扩展又会成为社会冲突的导火索。一直以来，中国政府都在为缓解收入分配差距而努力。1998年，朱镕基政府启动西部大开发计划（DingLuandWilliamA.W.Neilson，eds.，China'sWestRegionDevelopment：DomesticStrategiesandGlobalImplications（SingaporeandLondon：WorldScientificPublishing，2004）.）
 ；2002年中央政府又提出了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政策。2004年温家宝总理宣布，中央政府在继续保证东部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推动西部大开发和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的同时，还将大力加快发展中部地区，以保证各地区之间统一协调发展。（HongyiLai，“DevelopingCentralChina：ANewRegionalProgramme”，China：AnInternationalJournal，5∶1（2007），pp.109-128.）


中央政府制订上述地区发展计划的首要目的在于，缓解少数群体的不满，减少各民族之间的发展不均衡。中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86%的少数民族生活于西部地区，其余则分布在东北和东部地区。大多数不发达地区的少数民族各自聚居在一起，与东部沿海地区相比，经济实力极为贫弱。（ColinMackerras，China'sMinorities：IntegrationandModernizationintheTwentiethCentury（HongKong：OxfordUniversityPress，1994）；andRobynR.Iredale，NaranBilik，andFeiGuo，China'sMinoritiesontheMove：SelectedCaseStudies（NewYork：M.E.Sharpe，2003）.）
 比如，早在1995年，江苏省的工业产值就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10.4%，这比包括民族自治区在内的其他八省（甘肃、广西、贵州、内蒙古、宁夏、青海和云南）的总和还要多。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过度的收入差距极有可能导致族群冲突，这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忽视的障碍。这些发展规划很大程度上是为了保证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提高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而实行的。与此同时，实行这些政策也是政府让不发达地区、不同社会群体、少数民族分享发展机遇的过程。

近年来，中国政府还通过社会政策，主动加强了为社会提供公共服务的能力。在政府的一揽子政策中，提高针对公民的社会保障、健康和医疗服务，推行免费义务教育，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等目标尤其值得注意。这些政策被称做构建和谐社会的必要举措。政府以坚定的态度、有效的行动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这些新政策。经济指数（如GDP）依然重要，但不再成为衡量党政领导人政绩的唯一标准。新的政绩综合考核标准体系正在不断完善，其中包括社会、环境和居民发展及其他各项相关指标，并由中央组织部主持在试点省份推行。（例如，在中组部的指导下，浙江省就已经把环境指标纳入官员考核标准体系。）
 在这一揽子政策中，“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尤为重要。这一政策的核心在于，政府通过提高国家预算中农业支出比重，力图解决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加强诸如道路、饮水、卫生等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另外，从2006年起，政府还免除了所有农业的相关税费与杂费。

过去三十年，推行市场导向式发展引发的问题和社会不满日益累积，这说明中国早就该着手进行政策转向。但是对于舆论所谓“政府社会政策目标已由经济增长转向提供社会服务”的说辞，我们不必太过当真。一方面，中国仍然需要市场导向的发展模式来消减发展过程中的社会经济副作用；另一方面，中国现行政府体系内，特别是中央政府以下的层级，天然地倾向于促进市场发展。这种强烈的市场导向常常与诸如进一步的平等、提高生活质量、更好地保护环境等其他政府规划的目标相龃龉。（参阅JohnWong，“ExplainingChina's2005GrowthanditsProblems（Ⅱ）”，EAIBackgroundBrief，no.269（6January2006）。）




政治改革和利益代表

推动市场经济发展是国家的发展大计。同样地，处理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也必须成为国家发展的大计。根据波兰尼的思想，正是市场经济高速发展在中国引发了包括自发社会运动在内的众多负面结果。

游行抗议、阻挡交通和袭击政府办公楼时有发生，社会底层上访申诉不断，广大农村地区民事纠纷事件数量增加，这些都是人们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的表现。2005年全国共发生了87000起“集体性事件”或公众抗争事件，比上一年增加了6.6个百分点。（“Chinato‘StrikeHard’AgainstRisingUnrest”，Reuters，26January2006.）
 与此同时，大批农民涌入城市寻求生存机会，他们中绝大多数人不得不忍受恶劣的待遇和糟糕的工作条件。这些都造成富人跟穷人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促使政府要负起改革社会政策的职责。

一个更为重要的挑战在于如何向兴起于市场经济时代的新阶层开放政治过程。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的态度。我们也应该看到，很多社会群体，特别是力量较弱的社会群体，会在对内开放政治过程的进程中被逐步边缘化。因此，我们必须保卫社会，笔者将在后文详细讨论具体原因。

中国共产党在传统意义上代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人民解放军和党政机关干部五大群体的利益。在毛泽东思想统领一切的时代，党把资本主义与资本家看做敌人。这与他们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所受的待遇并无二致。党章中明确指出，消灭资本主义是共产党的目标之一。即便是在后毛泽东时代，意识形态色彩已逐渐淡化，党内对资本家和民营企业主是否能入党的问题依然争论不休。1989年事件之后，当年8月28日，党的中央委员会颁布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通知》。这一通知指出：“我们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私营企业主同工人之间实际上存在着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不能吸收私营企业主入党。”（中共中央委员会档案研究室：《新时期党的建设和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456页。）
 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集体一直以比较务实的眼光来看待非公有制企业的发展问题。2000年2月，第三代领导集体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根据这一概念的表述，中国共产党代表着“最先进的生产力、最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新华社，《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2000年6月9日），《人民日报》2000年7月17日。）。
 “三个代表”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对市场经济中非公有制部分的肯定。更重要的是，这表明它已经开始思考如何做才能代表新型阶层和社会群体的利益。

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是天然的革命型政党，工人党员和农民党员是党内压倒性的大多数。例如，1956年党内83%的党员来自这两大阶级，1981年时这个比例还维持在64%。邓小平掌权以后，他发动了所谓的技术专家运动，此后，技术专家逐渐占据了党内的骨干地位。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开始年轻化，整体受教育程度也更高。

随着意识形态对市场经济的承认，中国共产党从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政党彻底转变为“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政党。党员队伍中拥有各式社会和经济背景的党员开始增多。在过去的三十年里，党内工人、农民、解放军党员所占比重显著降低了。从1978年到2006年，工人党员的比重从18.7%下降至11.1%，农民党员由46.9%减少到31.7%，解放军党员所占比例从6.9%锐减为2.2%。与此同时，来自其他社会群体的党员比例急剧增加：目前的党员队伍中，白领党员（含管理人员和技术专家）占了21.4%，还有5.1%的党员具有私人经济背景。

向社会新兴阶层开放政治过程的举措也出现在立法过程中。1999年召开的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国家保护个体经济、私营经济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的宪法修正案。（K.ZouandY.Zheng，“China'sThirdConstitutionalAmendment：ALeapForwardtowardsRuleofLawinChina”，inA.J.deRooandR.W.Jagtenberg，eds.，YearbookLawLegalPracticeinEastAsia，vol.4（TheHague：KluwerLawInternational，2000），pp.29-41.）
 这也是建国以来第一次用宪法条款来保护私有经济。2008年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物权法以保障私有产权。它标志着中国向资本经济转型迈出了重要一步。争取物权法通过的艰辛历程彰显了中国领导人试图为国家建立完整的法律和金融体系时所面对的困难。物权法的诞生历经八次审议（仅三次为法定议程所需，大多审议为外界所要求），历时长达十三年。党内保守势力抗议物权法，认为它会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并发起了反对物权法的签名运动，结果使原定于2006年颁布的物权法再次难产。物权法对中国国情下财产的创造、转让和所有权进行了详细说明。

吸纳民营企业家入党的决定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为适应变化的政治现状所进行的自我调整。市场导向的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让中国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新兴的企业主们逐渐地取代了昔日的工人、农民阶级，成为新的统治阶层的一员。向新兴的社会阶层敞开怀抱是共产党扩大其社会基础的不二之选。共产党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必须尽最大可能代表最多数社会群体的利益。这也是近年来胡锦涛领导下的共产党做出政策改变的原因。

从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的政策重心开始逐步向前文提及的弱势社会群体转移。同时，为了保持经济增长的活力，新一代领导人也不得不继续利用制度巩固新兴社会阶层获得的政治影响力。2007年，被共产党称为新经济组织和新社会组织（其中包括一个律师协会）的党员代表出现在中国共产党的第十七届全国代表大会上（新华社，《中组部就党的十七大代表选举工作答新华社记者问》，www.xinhuanet.com，于2007年9月12日登入。）
 ，这意味着新兴社会阶层的政治影响力正在迅速扩大。



社会开放和不均等的政策参与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的中产阶级日益壮大，他们要求参与政治生活的呼声也越来越强烈。当新兴社会阶层参与政治生活的积极性日益高涨时，来自传统社会力量的反应同样强烈。工人、农民阶级等社会群体觉得党对他们的代表性减弱了，他们在政党政治中被边缘化了，他们的利益被牺牲了。同时，中共中央也在努力开放政治过程，将代表国内弱势群体利益的组织纳入其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农民工将被视为新的职业群体，并会有更多代表农民工群体利益的代表进入全国人大。然而，新兴社会阶层比社会弱势群体获得的参与机会要多得多，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频繁发生的自发性社会运动和抗议事件表明，这些社会弱势群体依然缺乏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如波兰尼所言，虽然社会运动常常只是社会对市场经济运行的自发性的反制，但它们最终会导致政治变革，使社会得到国家的保护。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各种社会运动与市场经济的发展相伴而生，同时也反过来促进了市场经济的转型。虽然中国已经将社会新兴阶层有效地整合进政治体制，但对于弱势群体，政府只是一味寻求各种有效机制来控制社会运动，没有果断地将其纳入政治过程。

近年来中国非政府组织的发展，就是上述问题的客观反映。（QiushaMa，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inContemporaryChina：PavingtheWaytoCivilSociety？（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6）.）
 特别是2000年后，中央决策者开始强调社会改革，非政府组织的表现也日渐活跃起来。政府进行社会改革，目的不仅是要放宽对社会的控制，还要积极创建和支持非政府组织的发展，让其担负某些原本由政府承担的职责。此后，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数量持续增长。从主管非政府组织的国家民政部掌握的数据看，1978年中国仅有约100家全国性社会团体，到2003年底，这一数字达到了1736家；同期，地方性社会团体的数目也从6000家增加到142121家；改革开放前不存在的非企业组织数量也达到124119家。截至2005年底，中国共有168000个社会团体、146000家非企业组织和999个基金会。然而，学者们发现仍有很多协会没有被计算在内。王绍光就认为，若把各种未在民政部门登记的社会团体计算进来，到2003年底，中国社会团体的总数应该在880万家左右。（摘自ZengkeHe，“InstitutionalBarrierstotheDevelopmentofCivilSocietyinChina”，inZhengYongnianandJosephFewsmith，eds.，ChinasOpeningSociety：TheNonStateSectorandGoverna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8），p.162。）
 尽管发展势头迅猛，学者们却认为中国的非政府组织仍处于欠发达状态。按每万人拥有公民团体的数量来看，中国只拥有1.45个社会团体，而同样的数据法国为110.45个，美国为51.79个，巴西为12.66个，印度为10.21个，埃及为2.44个。（摘自ZengkeHe，“InstitutionalBarrierstotheDevelopmentofCivilSocietyinChina”，inZhengYongnianandJosephFewsmith，eds.，ChinasOpeningSociety：TheNonStateSectorandGovernance（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2008），p.163。）


在西方社会，非政府组织都独立于政府，组织实行自治。反观中国，非政府组织的自治程度取决于他们与政府的关系以及由此产生的政治距离。政府的相关管理条例规定，公民成立社团组织必须到县级以上民政部门申请并登记；若要成立基金会（如慈善组织），则需要向省民政厅或民政部申请；成立公民组织而又不在民政部门登记，被视为违法行为。管理规定还要求每个社团组织都必须有一个“业务主管单位”作为其赞助机构。“业务主管单位”必须是县级以上的国家机关或同级别的授权组织，而且要与社团所开展的活动具有相关性，也就是要与社会团体处于同一领域。只有当其业务主管单位审查同意后，非政府组织方可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此外，相关条例还规定，同一个地理区域内不能出现两个或两个以上职能相同的非政府组织。众多草根非政府组织在如此严格的管制条件下不可能成功注册。它们要么受困于找不到愿意担任其业务主管单位的政府机构，要么面临意图发展的领域已经被其他当地非政府组织先入为主的窘境。一些非政府组织只好以商业组织的形式进行注册以获得合法身份，尽管它们只参与与商业无关的公共非营利性活动。现实中，很多没有登记的社团组织也公开活动，因为大多数时候政府都对其置之不理，并不依法进行管制。

然而，对社会团体的管理要求并不适用于八大全国性社团组织。它们更多的时候被称为“人民团体”、“群众团体”，诸如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协会、中华全国妇女联合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国共产党和政府直接创建了这些组织，并通过它们行使特定的行政职能。它们确实是不受民政部监管的独立社团组织，只是组织的重大人事任免须由共产党的最高领导人决定。不受管理条例约束的团体还包括：“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内部经本单位批准成立、在本单位内部活动的团体”。（《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国务院1998年颁布。）
 另一些草根组织，如由住在一起的业主们建立的业主维权会和以社区为单位形成的社会团体（比如由街坊邻里组织的活动兴趣组织），也不在民政部门登记注册的要求之列。

政府建立各式贸易协会和商会等中介组织来协调和监管经济事务，以取代政府的直接管理。政府也有意扶植一些非政府组织来转移原本由自身承担的社会服务，以减少其负担。在社会发展领域，政府还希望非政府组织能够动员社会资源，以节约自身开支。（JudeHowell，“NGO-StateRelationsinPost-MaoChina”，inDavidHulmeandMichaelEdwards，eds.，NGOs，StatesandDonors：TooCloseforComfort？（London：MacmillanPressLtd，1997），pp.202-215；andLindaWong，MarginalizationandSocialWelfareinChina（LondonandNewYork：Routledge，1998）.）
 这些非政府组织开展活动时必须坚持党的路线方针，做党的“得力助手”而不是独立社团。

中国非政府组织的政治影响力随着领域和组织的不同而变化。政府鼓励非政府组织在减少贫困、提倡慈善和关注环保政策等方面多花精力；那些关注宗教问题、族群问题和人权问题的非政府组织，声音就显得极为微弱；即使是同一领域的非政府组织，也力量悬殊。多数商业组织力量极其强大，甚至可以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过程。要在全国各级人大和政协会议上找到几位与会商界代表并非难事。农民和工人却被禁止自行结社，缺乏表达和聚合自己利益的有效机制。事实上，党员队伍中工农人数的下降，意味着他们对中国政治系统的影响已很微弱。

当强势的社会群体能够自行组织起来，他们就会更加强大。工农阶级没有寻求自身利益的有效方式，这部分是因为中国正处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初级阶段，经济增长优先于政治参与。但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工人和农民也许能够起到更重要的作用。可以举出工会的例子来说明这个道理。政府对待工人阶级权利问题的态度正在转变。时至今日，就连政府所辖之下保守刻板的全国总工会都已醒悟，认为必须采取更多有效的途径保障工人的权利。在当下中国，劳动纠纷呈增长趋势，它不但威胁到社会稳定，而且会侵蚀中国共产党的统治合法性。因此，雇主们更需要深入学习《劳动法》，明确需承担的相关法律义务。在2003年的年会上，全国总工会直接要求沃尔玛零售连锁超市对其工人建立工会的请求予以应允。从此以后，工会在越来越多的公司建立起来，部分公司出于自愿，另一些公司则是被要求执行的。



为什么必须保卫社会

为什么必须保卫社会？笔者在本文中力图分两个步骤来回答：首先检验开放政策如何促进了市场经济的发展，然后观察深入发展的市场经济如何对社会弱势群体造成了负面影响。政治与经济的转型都证明，“有钱阶层”和“权力阶层”是推动中国发展的关键力量，他们在国家权威等级体系中处于要害位置。这进一步表示，不但现在他们是推动社会发展的重要角色，将来也会由他们主导发展进程。“有钱阶层”和“掌权阶层”手握资源，也有能力为谋取私利大肆进行权钱交易。尽管中国社会已经发生剧烈变化，但各种社会群体的政治参与行动依然难见起色。这一事实，在诸如工人、农民和农民工群体的政治参与现状中体现得尤为突出。近年来社会抗议活动剧增也可以从中找到部分原因。弱势群体的抗议活动可以视为他们对现状不满的表示。在缺乏有效的政治参与机制时，弱势群体会不可避免地选择集体抗议（类似于西方的街头民主）。

正如本文所述，共产党的领导人对社会弱势群体的“诉求”有清晰的认识。他们将社会改革提上议事日程，并最优先考虑制定社会政策。不过，社会政策一旦落实到执行层面，问题也接踵而至。尽管中央政府已经竭力推进改革，但在社会保障、医疗、卫生和教育发展等各个社会领域，政策执行情况都不尽如人意。由于开放政治参与的进程极为缓慢，社会弱势群体继续被排除在重要的议程设置之外，继续被边缘化。

[image: ]


社会弱势群体得不到有效保护，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将无从谈起。（图/张新民）

毫无疑问，在强调社会稳定和中国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背景下，社会政策的重要性日渐凸现。让相关社会群体参与其中是制定并执行有效社会政策的关键所在。在制定政策的过程中，将弱势群体排除在外就不可能提高他们的社会福利。在缺乏有效社会政策的情况下，政治和经济的开放政策将走入只有某些少数社会群体受益的怪圈。我们必须保卫社会，特别是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显而易见，保卫社会不单是经济任务，更是政治任务。

最后，我想全文引用温家宝总理的一段话作为结束。2008年9月23日，温总理接受了CNN记者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Zakaria）的采访，在回答后者对市场跟社会主义是否矛盾的提问时，他说：

我们国家经济最完整的阐述应该是这样的：在宏观调控和政府引导下，让市场规律的基本职能在分配资源方面充分发挥作用。过去三十年，我们得到了一点重要的经验：应确保有形的和无形的手都能在对市场规律的调节中充分发挥作用。如果你熟悉亚当•斯密的古典著作，就一定会知道其中的两部作品。一部是《国富论》，另一部是关于道德和伦理方面的书。《国富论》更多讨论的是无形的手，就是市场规律；而另一本书则讨论的是社会的公平与公正。在另一本书里，他强调了政府在财富分配方面起到调节作用的重要性。如果一个国家的财富都掌握在少数人的手中，那么这个国家的和谐与稳定将无从谈起。（CNN，“TranscriptofInterviewwithChinesePremierWenJiabao”，availableathttp：//www.cnn.com/2008/WORLD/asiapcf/09/29/chinese.premier.transcript/index.html，accessedonOctober1，2008.）


温家宝在回答中谈到了市场和政府（又称资本和权力）应该扮演的角色，社会应该被安置于市场与政府的综合体之中。他还提到，斯多葛派哲学家马可•奥勒留在《沉思录》中的话语让他感受颇深：“历史上曾经出现的那些伟人在哪里？他们都已远去，留下的只有一个故事或是故事的只言片语。”最后他总结道：“只有人民才可以创造和书写历史。”

当下肆行美国的金融风暴让人们懂得了“要么政府管制，要么任其崩盘”的教训。问题的关键在于：谁管制谁？政府既能够管制市场力量，也可以与其沆瀣一气，以权牟利。如果后者成为现实，世间将再无道德和社会正义可言，无人能管制权力和金钱。如果我们转向温家宝总理关于《沉思录》的结论，就会发现：只有社会才能管制权力和金钱，只有赋权于社会，正义才能得到伸张。


（本文发表在2008年广州中山大学主办的“南方论坛”上。原文为英文，由中山大学组织翻译成中文，并由黄彦杰作了修订。特此致谢）






第十讲　乡村民主和中国政治进程

◆与中国其他阶级相比较，农民阶级具有更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是传统中国农民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国家行为的结果。

◆阶级意识是在社会交往中建立起来的，而国家主导下的各个阶级在事实上和法律上的不平等权利，更加强化了农民的阶级意识。而这种由社会构建起来的阶级意识，往往比由国家动员而形成的阶级意识来得更有效。

◆不管我们选择怎样的政治发展道路，政治稳定始终是最重要的前提，这是国家与社会唯一能达成的共识。

◆最重要的是，乡村民主逐渐用制度化形式填补了国家权力回撤后出现的制度空间，有效地阻止了其他地方性制度的滋生。

在讨论中国现代化和政治发展时，农民与民主的关系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从世界历史上看，农民基本上是阻碍国家现代化、民主化的力量。然而，由于各国开始现代化的时间不同，在现代化前存在着的制度环境亦有异，故很难用一种普遍的有关农民与民主的理论来检视各国的现代化进程。一个阶级在先现代化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很可能不同于其在后发展中国家所扮演的角色。所以，虽然农民在欧美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扮演了消极的角色，但这并不代表他们不能在后发展中国家起积极作用，并成为民主的促进者。

本文试图透过中国1978年改革以来产生的乡村民主这一个案，探讨农民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我们提出的基本观点有两个：第一，乡村民主的发展形成了中国农民的阶级意识，由于政治生活不断组织化，从而使中国农民阶级有别于先发展国家的农民阶级，成为中国民主化过程中的建设性的推进力量；第二，乡村民主优先在中国各阶级阶层中发展的事实，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中国民主化所能选择的途径及未来发展的方向。



农民与民主

农民在现有西方的民主理论中是没有位置的。这是因为现代西方民主产生于工业革命之后，扮演民主缔造者的是资产阶级而非农民。在众多的民主发展理论中，有三种理论对我们理解民主的含义有很大的相关性。第一种理论认为，民主这种统治形式（formofgovernment）只能产生在市场和资本主义经济中。第二种理论强调，民主只会在富裕和经济发达的社会内生存与发展。第三种理论认为，民主能否产生与发展，取决于社会传统中是否有妥协的政治传统与制约中央权力的机制。下面我们简单地讨论上述三种理论的内在逻辑。

先看第一种理论。在当代学者群中，林德布罗姆、亨廷顿和摩尔都认为，资本主义和民主之间有一种历史的和逻辑的内在联系。（CharlesE.Lindblom，PoliticsandMarkets：TheWorldsPoliticalEconomicSystems（BasicBooks，1977）；SamuelP.Huntington，“WillMoreCountriesBecomeDemocratic？”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vol.99，no.2（Summer1984）；BarringtonMoore，SocialOriginsofDictatorshipandDemocracy：LordandPeasantintheMakingoftheModernWorld（Boston：Beacon，1966）.）
 他们在研究西方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发现，由于产业资产阶级的兴起，传统贵族国家成功地转型成为民主国家。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基于私有制之上的经济制度，提供了制约国家权力的机制，并产生出与公共领域不同的私人领域。而公私领域的分离，是民主作为有限政府形式的必要条件。

第二种理论强调民主与经济发展成正相关关系，认为民主并不是资本主义工业化国家特有的“土产品”。（最有名的论述见SeymourM.Lipset，“SomeSocialRequisitesofDemocracy：EconomicDevelopmentandPoliticalLegitimacy”，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53（1959），pp.69-105。）
 这一理论强调，民主一旦被引进，工业化的资本主义就为它提供了有利的制度环境。那么，为什么工业化社会有利于民主呢？在这一问题上，美国政治学家认为，工业资本主义社会在经济上都相对富裕，这有助于减少不同精英团体、精英团体内部及精英和大众之间的政治冲突，而政治斗争也不再是一种“零和游戏”。（除Lipset外，可见KarlDeutsch，“SocialMobilizationandPoliticalDevelopment”，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55（September1961），pp.493-514；AlexInkles，“ParticipantCitizenshipinSixDevelopingCountries”，TheAmericanPoliticalScienceReview，vol.63（December1969），pp.1120-1141。）
 经济富裕为政治精英的权力斗争设置了底线，而这一底线对民主的稳定极其重要。因为如果精英都用生命作为政治权利的赌注，那么民主政治就会充满暴力。

第三种理论认为，民主制度的产生归因于有利于民主的传统。（例如ReinhardBendix，KingsorPeople：PowerandtheMandatetoRule（Berkeley，Calif.：UniversityofCaliforniaPress，1978）。）
 以英国为例，英国中世纪的封建制度实际上为后来的民主制奠定了基础。有了这种传统，政治掌权者就会有一种容忍不同政治利益体系的心态（mind-set）。这也是民主制的本质。

摩尔对农业社会与民主不相容的分析最为著名，但他的重点仍是分析农民与地主在民主化进程中所扮演的角色。根据摩尔的理论，共产主义革命的兴起是因为下列因素：高度集中的国家，软弱的资产阶级，依赖于国家政治权利的地主阶级，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关系弱化而出现的集体行为的机会。摩尔的个案研究还包括了中国。为什么中国没有走向民主革命而走向共产主义革命呢？尽管中国的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关系微弱，具有一定程度的独立性及潜在的民主性，但地主阶级利用国家权力阻止了农民形成阶级意识和集体行为的机会，结果导致自下而上动员式的共产主义革命。（除Moore外，可见JefferyM.Paige，AgrarianRevolution：SocialMovementsandExportAgricultureintheUnderdevelopedWorld（NewYork：FreePress，1975）。）


最近的一些比较研究开始对主流民主理论提出质疑和挑战，并重新评估农民与民主化的关系。这些比较研究发现，农民阶级和乡村中产阶级能否在民主化过程中扮演积极角色，主要取决于他们能否形成自主的组织并抵制统治阶级的影响。在地主阶级实力很强的国家，农民具有权威主义倾向；但以家庭为单位的国度里的农业生产劳动者，则是民主的推动者。研究者更重要的发现是，阶级意识并非完全客观的东西，阶级带有很大的主观成分。（例如DietrichRueschemeyer，EvelyneH.StephensandJohnD.Stephen，CapitalistDevelopmentandDemocracy（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Press，1992）。）
 所以，阶级意识的形成并不完全取决于阶级本身，还取决于其他因素，如国家与农民阶级的关系、农民与城市居民的互动、教育通信的发展，等等。



中国农民的新特质

概括地说，在众多的民主理论中，关于农民与民主关系的理论是极其贫乏的，现有的比较政治理论很难解释中国的农村发展。所以，若要解释中国农村的发展，就要发展出基于中国现实之上的有关农民与政治的理论。邓小平时代的农村政策，改变了中国农民的生活面貌，使其有别于传统，更有别于大多数西方国家的农民。我们以下提出来的观察，仅仅是与民主政治有密切关系的几点。

与中国其他阶级相比较，农民阶级具有更大的独立性。这种独立性不是传统中国农民本身所固有的，而是国家行为的结果。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土改运动消灭了中国的地主阶级，使得中国农民和地主阶级不再有任何依赖关系，农村从此不再有统治阶级。再者，中国的初步工业化是由国家引导的，使得中国农民也不再依赖国家。相反，由于工业化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前提的，国家行为造就了一个新的依赖阶级——工人阶级，也同时造成了一个独立的阶级——农民阶级，并使国家和农民的关系趋于紧张，农民不时对国家权力构成威胁（不管是显性的还是隐性的）。也就是说，中国的工业化强化了农民阶级的独立性，农民作为一个阶级并没有被国家所同化。

以分权为主导的改革运动大大深化了农民阶级的独立性，并上升为制度化了的自主性，农村改革的实质是缩小国家在农村的控驭范围。国家范围的收缩产生出一些制度空间，并为农村的自主制度所填补。尽管现在的农村基层组织仍然深受毛泽东时代的制度影响和约束，但是它们的再生是农民自主的结果。从这一意义上说，中国农村正向私性化发展，而私性化正是自主化的本质。

改革的结果是加强了中国农民的组织性。国家权力撤走后，农民不得不组织自己的生活。尽管各地的发展不平衡，但都发展了各种自治组织，尤其表现在村民大会等民主制度上。农村内部城市化的发展（如小城镇的发展），尽管并未使农民成为真正的城市市民，但农村市场的迅速发展沟通了各地方共同体。此外，社会流动性的增加（如流动人口）也强化了农民作为一个大共同体或阶级的认同感。

组织性的结果导致了农民的阶级意识。农民在与其他阶级（如城市市民）的日益交往中，产生了“我是谁”的自我认同感和“我们是谁”的集体认同感。阶级意识是在社会交往中建立起来的，而国家主导下的各个阶级在事实和法律上的不平等权利，更加强化了农民的阶级意识。而这种由社会构建起来的阶级意识，往往比由国家动员而形成的阶级意识来得更有效。

农民的阶级意识与集体认同意识为集体行为奠定了基础。民主不仅是个体行动，更重要的是阶级行动。构造农民阶级集体行为最成功的例子为建国前的毛泽东。（需要指出的是，除了毛泽东等少数知识分子建立了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理论外，中国的知识分子很少以农民为主体来建造中国的发展理论。这种情况至今未变。）
 改革后，农村自治制度的迅速发展正在为农民的集体行动构造一种制度框架。1993年四川数县农民的集体行动事件，在很多方面反映了农民阶级的这些新特质。四川仁寿县早在1980年代就实施了乡村选举制度，但大多流于形式，农民并没有真正表达自己意愿的机会，地方官员仍凭自己的意志摊派农民负担，如集资办学、修路等。在地方干部看来，这些完全是为地方居民考虑的。但由于这些决策并没有经当地居民参与，且缺乏透明度，终于在1993年6月5日引发了上万农民示威抗议地方政府的集体行动。当地政府马上视之为造反，出动武装力量平暴，逮捕了一些农民领袖。农民与当地政府的对立至此充分表露。农民运动迅速向周围蔓延，附近的巴中、万源、南江、三台等县都先后响应。省政府和中央政府迅速干预，释放了农民领袖，废除了一些不合理的地方条例，事件才得以平息。有意思的是，仁寿附近的彭山县，地方集资、征税的比例要比仁寿高得多，但因彭山县是四川省村民自治示范县，乡村民主制度比较完备，农民对政府行为没有激烈的反应。这说明基于民主之上的政府决策，即使其实施仍有强制性，农民对其也有一种“服从”心理。所以，经过这起事件以后，四川省政府决定把彭山县的经验推广到其他各县，以期创造新的秩序环境。

我们讨论中国农民与民主的关系，正是在上述种种转型情况下进行的。那么，农民在民主化过程中与国家的关系又如何呢？现行各种比较政治理论所强调的是，农民能不能作为一种与国家分享政治权利的自主力量。然而，农民在民主化过程中并非一定要和国家对抗。我们认为，中国乡村民主化的特殊途径，使得国家与农民间的对抗关系减缓，而在某种制度框架中达到合作状态。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我们说乡村民主正在推进整个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这是我们下面要讨论的内容。



中国农村基层组织形式

目前中国的乡村民主制度，其形式源自农村生产合作社和生产大队的社员代表会议和社员大会。1987年，中央政府从法律上规定村民会议的目的是扩大人民公社体制下村民的民主权利，在村（生产大队）一级废除代表会议，而建立类似于生产队社员大会那样的村民会议，让村民直接行使村务决策权。目前中国乡村民主由三种相互联系的制度形式组成，即村民大会、村民代表大会和村民委员会。下面我们来看它们之间的关系。

根据《村委会组织法》，村民会议是村民自治活动中的最高决策机构，村内重大事务必须由村民会议决策。原则上说，村民会议成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管理村内日常事务，是村内的“行政管理机构”。然而在实际运作过程中，村民会议运转效率不高。从制度设计上说，目前的村民会议和村民委员会是基于改革前生产大队这一制度形式之上的，规模大、人口多是其特色。一般来说，一个村委会管辖1000至3000人，多的则达8000至9000人。人口众多，村民会议往往流于形式。从组织上说，由于地理因素，农村居民居住分散。改革后，许多村民更成为“流民”在外劳作，导致村民会议不容易组织。一些原则上应由村民大会决策的事情，实际上为村委会所垄断，村民参与也无从谈起。在这样一种情况下，许多地区的乡村就有了制度上的创新，村民代表大会由此产生。此举把中央政府规定的直接民主改变成为间接民主，在村民大会难以召开的情况下，由村民代表会议代表村民大会执行决策。根据民政部统计，至1994年，全国已有一半以上的乡村建立了村民代表会议。同时，中央政府也承认这种制度的合法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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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4月11日，六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代表们举手表决通过《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

那么，村民代表会议的民主基础是什么呢？这要看它与村民的关系。在这一层次上，我们可以看到乡村民主的中国特色。据民政部的调查，目前村民代表会议成员的构成主要有三种：第一，村民代表会议只由村民直接选举的村民代表组成；第二，由村民选举的代表和县、乡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三部分组成；第三，由村民选举的代表，县、乡人大代表和村党支部书记等四部分组成。因此，村民代表的产生方式各地不同。一般由上届村委会主持召开村民小组提名代表候选人，以直接举手或秘密投票方式选出正式村民代表。总之，村民代表会议代表的产生已经不是经过严格意义上的民主程序，而是或多或少地反映了传统和改革前的中国乡村制度环境。（关于农村村民代表会议制度的介绍，见中国基层政权研究会、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村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


村民代表会议的职能大多仿照全国各级人大的职权，基本上包括了立法权、重大事项决定权、人事任免权和监督权四项。除立法权外，其他三项权力在村民代表会议中都有所体现，而立法权则演变为村民大会和村民代表会议制定村规民约的权利。1988年全国农村村民委员会第一次普选，1992年前后，全国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进行了第二次换届选举，至1992年底，全国有村民委员会1004399个，村民委员会委员43088780人。（中国基层政权研究会、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村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3页。）


再来看自治下的农村“行政机构”——村民委员会与村民的关系。根据1982年宪法，农村的村民委员会是基层自治组织，村民委员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选举。1987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规定，村民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由村民直接选举产生。简言之，村民与村民委员会的关系是选举与被选举的关系。正是依据这一制度性因素，我们可以理解村民委员会其实是中国乡村民主的一种制度表达；也正是这种定期选举制度的存在，使得现在的基层组织有别于改革前的各基层组织。所以，选举制度的有效性直接表达了乡村民主制度的有效性。



乡村民主与民族国家的建设

这里，我们讨论的重点是乡村民主怎样推进中国的政治进程。这并不是说中国的民主化只能始于乡村，我们只想强调，如果中国的政治进程不把农民包括在内，它是很难实现民主化的，但这并不是说其他阶级或阶层不重要。

中国现在正在进行民族国家的建设，民主最终也要成为民族国家的一部分。确切地说，现代民族国家是民族主权和人民主权这两种主权互动的产物，没有民主就很难称得上现代民族国家。但是在民主从先民主化国家传播到后发展中国家的过程中，两种主权被分离开来，民族主权逐渐占据主导地位，人民主权变成国家主权。之所以产生这样一种转型，主要根源于后发展中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

从世界现代化历史来看，各地区和各国民主的发展是极其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性往往决定了国家在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过程中起着一种比其在先发展国家中更大的作用。在后发展中国家，国家不仅负有政治转型的任务，也负有社会经济转型的任务。而后发展国家往往在国际体系中处于不利地位，因此，国家的任务不仅是求国内的高速发展，而且也需要在国际竞争中生存下来。（对这方面进一步的讨论及其与中国的相关性，见YongnianZheng，“DevelopmentandDemocracy：AreTheyCompatibleinChina？”PoliticalScienceQuarterly，vol.109，no.2（Summer1994），Ppp.235-259。）


现代民族国家不仅要求其居民变成亚里士多德所说的政治人，还要求通过政治参与把社会的各成员纳入政治过程中。公民资格要求公民确立国家认同感。应当说，共产党在建国初期为建设民族国家所作的努力是相当成功的，这主要表现在它把政治权力集中起来和把国家范围扩展到社会的每一成员等举措上。毛泽东治下的共产党建立了一套以农民为中心的有效革命理论，并且通过干部下乡等方法，把国家观念传达给农民，从而奠定了动员农民的基础。共产党的国家建设是通过自上而下的强制式动员而展开的，这是其成功的关键。（这方面的讨论见JosephB.Whitney，China：Area，AdministrationandNationBuilding（Chicago：UniversityofChicago，DepartmentofGeography，1970）；ChalmersA.Johnson，PeasantNationalismandCommunistPower（Stanford，Calif：StanfordUniversityPress，1962）；PaulA.Cohen，“Post-MaoReformsinHistoricalPerspective”，JournalofAsianStudies，vol.47，no.3（1988），pp.519-541。）


在1949至1978年间，这种动员式的“民主建设”，仍是最大限度地动员人民参与各种政治和社会生活，并用每隔几年便进行一次政治斗争的方式来强化这种参与。进而，动员式的参与被制度化。人民公社成了农村的基层组织，向下发展为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农民成为社员，即组织成员。这种军事共产主义式的组织动员的后果，直接促成了改革前的经济危机。表现在政治上，过度动员及无限扩大国家的范围，反而降低了国家统治的有效性。

本文关注的是，改革十几年后的今天，分权既提供了中国现代化的动力，但也导致了种种弊病，那么，我们是否应当再用集权（centralization）的办法来解决这些问题呢？中国的民族国家建设是否要通过自上而下的大民主（massdemocracy）来进行呢？概括地问：我们要把中国建成一个怎么样的民族国家呢？

中国的改革是以分权为导向的。表现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上，首先就是国家范围的回撤，即社会从过度动员向低度动员的转变。地方及个人的经济动力由于经济分权而得以发挥。同时，农村居民也在这一领域建立了自治的制度，即乡村民主，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地方民主生活。

然而，分权在某种程度上为中国民族国家的重建制造了障碍，这是国家范围的萎缩。民族国家要求所有社会成员成为“皇民”，要求把地方意识转变为国家意识。从某种意义上说，分权是国家权力的制度性回撤。国家不仅放松了对地方和地方居民的政治控制，而且也在事实上废弃了一些体现和象征国家存在的制度，如合作医疗制度和学校制度等。在分权之下，各地经济发展不齐，制度性发展也极不平衡，中央政府很难用统一的政策协调各地的发展。因此，我们很难说全体居民现在生活在一个共同的民族国家之中，实际上，他们是处于不同的地方政治体制之下。这使地方官员和地方居民发展出很强的地方认同感或地方意识，而他们的国家意识却相对减弱。

这些确实是民族国家建设中的重大问题，而且这些问题由于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而不断恶化。但是，我们是否要再用自上而下的集权动员的方法来摧毁一些新生的地方性制度，从而使中国再度政治化，再造一个政治民族呢？在前面，我们已经从中央地方关系角度否定了这一思路，这里尝试结合乡村民主这一新生制度再作进一步讨论。（吴国光、郑永年：《论中央地方关系：中国制度转型中的一个轴心问题》，（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


第一，不管我们选择怎样的政治发展道路，政治稳定始终是最重要的前提，这是国家与社会唯一能达成的共识。且不说用自上而下的动员来创造政治民主往往最终走向专制控制（上面已有讨论），动员本身就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高度的政治动员往往造成政治动乱，因为发展中国家几乎不可能在短时期内达到较高程度的制度化来吸收由政治动员释放出来的不稳定因素。在动员参与和制度化之间总是有很大的时间差。（SamuelP.Huntington，PoliticalOrderinChangingSocieties（NewHaven：YaleUniversityPress，1968）.）
 另一方面，集权也往往导致国家垄断经济资源的局面，从而为政府官员的腐败创造了机会；而腐败又导致国家与社会关系的紧张。所以应该把集权和国家能力（statecapacity）区分开来，两者没有必然的相关性。

回到中国乡村民主。乡村民主对维系中国目前的政治稳定可以有多方面的贡献，而且这种稳定是极其制度化的。首先，乡村民主制度的出现使得在国家与农民之间出现了一个缓冲地带，避免了国家与农村社会之间的直接对立。如果没有村民委员会和村民大会，那么村干部解决不了的事情，如计划生育和税收等问题，就必须靠上级政府机构用高压的专政力量来解决。而村民委员会和村民代表会议是以民主方式选举产生的，其权力较上级政府具有更大的合法性。其次，乡村民主制度尽管不能消除腐败，但能有效地遏制腐败。由于村委会定期由选举产生，并且村民代表的其中一项职能是经济监督，村委会的经济行为必须具有透明度与公开性。在这种选举制度下，财产是“公共的”，因为没有村民的认可，这些“少数人”无权使用、滥用这些财产。再次，因为乡村民主是吸收地方精英的有效机制，因而减少了政治不稳定的因素。最重要的是，乡村民主逐渐用制度化形式填补了国家权力回撤后出现的制度空间，有效地阻止了其他地方性制度的滋生。乡村民主尽管发生在中国的最基层，却是培养公民精神的有效场所。

第二，乡村民主成为培养公民精神，构造中国政治民族基础的制度结构。近来的研究表明，民族国家实际上是一种“想象共同体”（imaginedcommunity）（BenedictR.OG.Anderson，ImaginedCommunities：ReflectionsontheOriginandSpreadofNationalism（London：Verso，1991）.）
 ，而只有具有公共精神的居民才会有这种想象。公民精神只有在面对面的地方共同体中才能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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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实的基层民主实践，是国家民主制度健康运行的重要基础。（图/南风窗）】

从很多方面来看，中国的乡村民主正发挥着这种功能。首先，由于村民代表会议的代表由不同“选区”或团体选出，所以他们在会议上代表了其所属选区和团体的利益。因为选区并不按传统单位，如家庭、亲属等划分，村民代表会议实际上有助于突破传统组织的限制，使代表们从这些传统组织中解放出来，而成为新团体（选民群）的一员。其次，乡村直接选举正改变着村民的政治参与意识。中国农村已经历两次村委会直接选举，选举投票不再像以往那样具有强制性，而是依据本人的意愿，村民的投票态度因而有了很大的改变。在一项问卷调查中，当问到“村委会干部是否需要经过直接选举产生”时，答案的分布如下：80.4%回答“需要经过选举”；10.8%回答“不用选举，由乡（镇）或村党支部指定就可以了”；6.7%回答“选不选无所谓，反正与我无关”。当问到“村委会选举是否走形式，有无作用”时，答案分布如下：62.6%回答“不是走形式，选举有很大作用”；22.3%回答“虽说是走形式，但还是有一定作用”；11%回答“根本就是走形式，没有什么用”。（中国基层政权研究会、中国农村村民自治制度研究课题组：《中国农村村民代表会议制度》，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年版，第9—10页。）
 再次，村民的投票行为也有了很大的改变。由于乡村选举和村民的利益有了直接的关系，村民的投票动机被激发。据民政部对第二次换届选举投票行为的调查，村民参选率一般在80%以上。（同上，第89页。）
 因为有了秘密投票，即使村民是被动投票的，也可按照自己的意愿填写选票。当问到“是什么动机让你去投票”时，4.5%回答“村干部动员我们去投票”；4.7%回答“大家都去投票，所以我也去投”；88%回答“投票是我的权利，我要认真投这一票”。（同上，第90页。）


第三，乡村民主正日益推动中国整体的民主化进程。很显然，乡村民主逐渐减少着国家政权的政治强制性程度。定期换届选举使村委会委员不能根据自己的意志，而要根据村内“法律”（村规民约）来治理村务，否则他们的统治就会失去合法性，其“政治生涯”会在下次选举时结束。这不仅对村委会有效，就是对上级政府官员来说也是如此。在传统制度中，村干部只是执行上级命令的工具，而现在，上级政府官员逐渐发现很难撤换民选的村委委员，否则会激起村民的不满。仅举一例来说。江苏省一乡政府的主要干部与其辖下的一位村委会主任发生冲突，导致乡政府想撤换该村主任。但由于村主任是根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试行）》经“大选”当选的，乡政府的这种行为遂引起村民的不满。村主任向县级法庭申诉，控告乡政府，结果胜诉。正因为这样，中国的政权体系虽然是高度等级性的，但却出现了我们称之为“合法性下垂”的现象。就是说，下级官员是由民众选举产生的，故具有民主合法性；上级官员则基于传统的合法性（如任命等）而缺乏民意基础，于是形成了上下级政体之间的张力。由于下级政府的统治更具民众基础，合法性较上级政府强，故上级政府不能改变下级的决策，而下级则可合法地向上级施加压力。解决这种紧张的方法，要么取消现有乡村民主制度，要么通过进一步民主化，使合法性上移。由于乡村民主制度一经产生，即获得了很强的生命力，履行着许多不可或缺的政治统治功能，要取消乡村民主，回复到过去，似乎已不可能。那么进一步民主化，使上级政府的合法性也基于民主之上，就成为一条选择途径。民政部正考虑建议把直接选举扩大到乡政府一级，正反映了这一趋势。（对民政部王时浩先生的访谈。）




简短的结论

由分权而产生的高速经济发展，使得中国又获得了一次重建民族国家的机会。但如何重建民族国家是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需要长期持续的经济发展及制度性的政治稳定，民主化也是国家建设所要达到的目标。如何解决分权以来出现的问题，答案远远超出传统意义上的“分权”与“集权”之争。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既是一个集权的过程，也是一个分权的过程。说它是分权的过程，指的是分权的制度化，即把现有的、新生的、有利于国家建设的制度（如乡村民主），用国家大法加以再制度化，促进民主化的进一步上移，达到一种分权状态。说它是集权的过程，并不是指国家再用社会动员方式来摧毁新生的地方制度，而是国家本身通过体制改革来强化其统治的合法性，增强国家能力，重新以一套新的合法制度使国家政策到达每一个社会成员，从而培养社会个体的国家意识。上下合作的方式，至少就乡村民主这一例子来说，不失为一种有效的选择。


（本文最初发表在《二十一世纪》1996年6月号）






第十一讲　农民与民主：村民自治研究中被忽视的关键点

◆民主的精神主要来自民主的实践，而非书本和灌输。

◆现在，很难说国家有很有效的制度从各方面控制农民，因为农民没有在任何方面依附于国家，或是依赖于国家提供的福利和服务而生存。

◆农民可以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一个主要动力。这主要是因为农民较之其他社会群体具有对于国家政权的独立性。可以说，一个富裕但高度依赖于国家政权的中产阶级未必有利于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而一个独立的、在经济上并不小康的农民阶级并不见得不能推进民主。

◆对政策制定者来说，要避免革命或者各种形式的社会抗议运动发生，方法之一是赋予农民民主的权利以及创造民主的自由。因为民主从本质上说是和平的。

本文想借助这个机会，讨论一下中国政治研究的理论化问题。如何建立中国自己的政治理论一直是我们所关心的问题。村民自治是海内外研究最为深入的中国政治现象。通过考察村民自治研究的现状，特别是和理论化有关的问题，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到政治理论中国化的可能性。

本文将围绕农民和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来展开讨论。首先，我们将回答村民自治为什么会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其次，就迄今为止中外学者对村民自治的研究进行归纳整理，概括几个研究主题，并就近年来这些方面理论研究的进展作简要概括。最后，文章将就为什么现行理论无法解释农民和民主的关系这一问题展开讨论，在对现存理论作简要评述之后，尝试提出我们对农民和民主关系问题的一种解释。



作为一门显学的农民民主

在大量村民自治研究中，农民与民主的关系这一关键点被忽视了。当我们今天提出这个观点的时候，可能很多学者会持异议。因为也许在大多数学者看来，对村民自治中农民与民主关系问题的研究可以说是和村民自治实践齐头并进的。因为自从1987年开始实行村民自治以来，中外学者已经投入了相当的人力和财力来研究基层民主，问题的焦点当然是农民与民主关系的问题。然而尽管如此，我们依然认为，虽然研究村民自治已俨然成为研究中国政治的一门显学，但是对农民和民主的关系问题的研究还谈不上深刻，至少与我们的期望相差很远。

很多原因使村民民主研究成为显学，也是同样的原因阻碍了对农民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作深入的理论研究。也可以相信，正是因为它已经成为一门显学，所以很有可能通过中外学者共同的努力，把农民民主的研究提高到一个理论的层面。在这一节里我们先来探讨，村民民主研究为什么会成为显学？

首先，研究民主发展本来就是西方学界主流中的主流。这和民主政治是西方的主流价值观有关。任何国家和地区一旦出现民主现象，西方学者无一例外地会把注意力集中到那个国家和地区的民主化上。客观地说，很多中国学者对村民自治问题的关注也是受西方这种学术趋势的影响。

其次，对村民自治问题的关注和学者对实际政治的关心有关。在实际政治中，民主化当然是学者最主要的学术关心之一。中国尽管没有赶上所谓的“第三波民主”，但中国的村民自治被认为可以归属于“第三波民主”政治。对于对中国政治系统并不太了解的西方学者来说，村民自治是中国总体民主化的开端。同样，很多中国学者也似乎从村民民主中看到了中国民主的希望。当然，对很多学者来说，村民自治不仅意味着民主，而且更重要的是和中国农村治理制度的重建有关。当中国领导人决定用村民自治的方式来替代毛泽东时代人民公社下的生产队制度的时候，并没有预见自治制度如何巩固和发展的问题。在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解决之前，学者的关心自然大多会放在实践层面，而非理论研究上。

再次，对中国学者来说，研究村民自治可能和很多知识分子对农民这个中国最大弱势社会群体的关注有关。1949年以后，中国国家主导下的工业化运动使得农民成为最大的受害者，或者可以说农民是中国初期工业化运动最大的贡献者。进入20世纪80年代，农民成为改革开放初期最早的受惠群体。但从80年代后期以来，农民的经济收入一直停滞不前，甚至出现了相对下降的现象。“三农问题”的出现和始终得不到解决就很能说明这一点。尽管改革开放也使很多农民致富，但绝大多数农民尚未脱贫，构成了中国社会最大的弱势群体。可以说，这个最大的弱势群体依然是国之根本，不解决农民的问题，国家的总体进步和政治稳定都会成为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200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把“三农问题”作为今后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的原因。

问题已经出现，但无论是在经济上还是政治上，我们尚未找到一条解决农民问题的根本出路。如何解决农民问题，自然有不同的意见和选择方案，但可以肯定地说，仅仅从经济上论说，很难找到有效的出路。政治上的解决也必须考量在内，最终，政治因素可能是主要的。无论采用怎样的政治方式，村民自治是起点。

尽管对实际政治政策的关注花费了学者们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但可以说冷静的学术思考似乎显得还不够。我们认为，如何从政治上解决农民的问题，不仅取决于我们对实际政治的关心，还进一步取决于我们对农民问题的理论认识。对农民问题没有深刻的理论认识，很难产生政治智慧，也很难作出大的决策。对农民问题作深刻的理论探讨，正是我们学者的任务。



理论认识的进步和现状

除了政治哲学，中国自古少有政治理论。改革开放以来的巨大转型也没有导致中国政治理论的产生。学术界除了介绍海外的各种政治理论，就是机械搬用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迄今为止，很难说我们已经发展出了研究中国问题的有效的政治理论。海外学者太过于西化，而本土学者则是过于中国化，两者之间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联系和沟通。但是，村民自治方面的研究却是个例外。这可以说和中西方学者的共同努力分不开。关于这点，我们想结合村民自治研究的现状来展开讨论。

很难在一篇文章里对村民自治研究的现状作一个综合性的分析。这里想围绕村民自治研究理论化这一主题作简要评述。

有关农民与民主关系的理论（非哲学）性研究一般可以从三个层面，也就是说可以围绕以下三个简单的问题而展开：（1）什么是农民民主？（2）农村如何发展出民主？（3）为什么民主可以产生自农民？总体来看，迄今为止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对前面两个问题的探讨。当然，什么是农民民主以及农村如何发展出民主，这是两个最基本的问题。在没有回答这两个问题之前，很难很好地回答第三个问题。

什么是农民民主？对这个问题并没有很大的争论。学者们的研究共识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第一，在所谓农民民主即村民自治中，这种自治是通过以民主的方式选举出村民委员会进行的。第二，自治是游离于国家正式的行政治理制度之外的，即村民民主不是正式政治制度的一部分。尽管村民自治和国家的行政制度可以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自治本身和国家行政制度没有多大的关系。第三，再进一步说，自治制度并非占据农村政治空间的全部。自治制度只是农村现存诸多制度之一，就实际权力运作来说，它甚至并非是最重要的制度。除此之外，还有执政党党支部和经济组织等制度机制，它们和自治制度共享治理农村的权力。

就第二个问题即农村如何发展出民主这一问题，迄今为止的研究无非有三种解释：第一，农村民主是农民自下而上的政治创新；第二，农村民主是自上而下的施加物；第三，农村民主是农民和执政党两者互动的产物。这三种解释都各自能找到相关的证据，并不存在哪个因素更重要的问题，因为学者的目标在于鉴定各个因素是如何影响农民民主的。

在就以上提到的两个问题展开讨论时，学者们大多关注的是农村民主的发展过程，可以说大量的实地调查都是有关发展过程方面的。我们可以看到几种主要的研究方式。第一类是人类学式的个案研究，可以说，村民自治研究文献中的绝大多数是采用这类研究方式（当然，采用这些研究方式的学者中有很多并非人类学家，因为人类学式的研究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由人类学家来进行，政治学、社会学研究者也可以进行）。我们可以看到，尽管个案研究的深度不一，但其覆盖面已经相当广，全国的各个地区差不多都已经涉及。第二类是社会学式的调查，和第一类研究相比，这类学术更注重比较研究，重点放在考察各个个案的相同性和差异性，并回答为什么相同和不同的问题。

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看到第三类理论导向式的研究方式。理论导向式的研究方式同人类学和社会学并没有根本性的区别，但是值得注意的一点在于：一般来说，大多数人类学家所追求的是“地方知识”，也就是说，人类学方法论可以应用于各个社会，但是来自各个地方的知识是为了增进人们对地方的认识，从而深化对人的具体认识；而理论导向式的研究方式则以追求较为普遍性的知识为目的。就农民民主研究来说，我们不应该仅仅满足于提供地方知识，能够上升到普遍的理论追求应当是学者的目标。就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可以说学者们对农民民主研究的理论性探讨已经开始，并且已经取得了较为实质性的进步。现今研究中主要的理论研究方向可以概括为如下六个大的方面：

◆有关农民性质的讨论

对农民性质的讨论主要是指对农民个体特质的探讨，即农民作为个体在现代中国的行为方式具有什么样的特点。应该说对中国农民的特质作个体层面的讨论非常重要，也非常必要。因为不管怎样的分析，归根结底应当还原于个人。但是从研究进展现状来看，我们认为这方面研究尚有很大的发展空间。例如，我们可以分析农民的个体特点是什么，这样那样的特点是怎样形成的，各个地方的农民是否一样，他们之间的差异是如何形成的？我们认为研究个人并非指孤立而简单地研究抽象的个人，而是说要研究造就个人特质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环境。应当着重指出的是，探讨中国农民的个体特质并非我们的最终目的，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在此基础上进而分析这样那样的个体特质是如何影响农民的政治行为，特别是选举行为的。

◆有关经济发展和农民民主之间关系的讨论

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是西方学者研究民主，特别是民主化时无法忽视的一个重要问题。相对而言，这是一个较为容易量化的问题，在这方面已经有不少研究。这点在中国的村民自治研究方面也不例外，很多学者都曾经在经济发展和农民民主关系的研究方面作了不少的努力，遗憾的是至今尚未有令人满意的结论。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原因在于现今的研究文献中，有一个关键的问题没有回答：西方经历过的经济发展和民主的关系是否会在中国重复？在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就来进行中国和西方的比较，或是简单地将西方经验套用于中国，结果不见得好。实际情况也是这样，有些学者发现经济发展水平和村民民主有积极的关系，而有些学者则发现两者并没有正相关，有的甚至认为有负面的关系。当然中国各地经济发展差异很大，村民民主的发展状况也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情况为学者探讨经济发展和民主之间的关系提供了充分的理由。但从目前的研究现状来看，在没有理清楚其他多种关系之前，这方面的研究不太会有很大的突破。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和民主政治这样的统计学关系是存在于其他制度关系之内的。只有弄清楚了其他主要的制度关系，探讨统计学关系才会变得有意义。

◆有关家族力量兴起和农民民主之间关系的讨论

很多学者已经注意到农村家族力量的崛起，但迄今为止还没有很好的研究来论证这个现象。很多问题并没有得到回答，如家族力量为什么会崛起？它是如何崛起的？家族是如何影响农民民主的？显然，家族力量和农民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很重要，理论研究的潜力也很大。我们至少可以从如下几方面来进行探讨：第一，当我们把家族作为农民民主的角色来考察的时候，可以把家族理解为一个小小的集合单位，看它是否已经构成了农村自治中的一个角色。如果是的话，家族的集体政治行为如何进行？在中国有否出现家族作为投票的单元的现象？或者说，一个家族的成员是否有一样的投票偏好及其投票选择？第二，选举行为（特别是秘密投票）基本上是个人行为，就是说，投票最终要表达为个体行为，由个体农民来完成。如果说家族影响个人的选择，那么这个过程是怎样的？也就是说，家族作为一个制度因素是如何制约个体的投票偏好和行为的？个体为什么要偏离本身的投票偏好而和家族的投票偏好保持一致？如果有家族的集体投票偏好的话，它又是怎样形成的？第三，家族作为一个制度因素是如何和其他因素，如党组织等竞争农民的选择的？

◆有关自治制度和农村其他制度，如党组织、经济组织、

妇女组织等之间关系的讨论

农村自治和其他制度因素之间的关系，学者们已经注意得比较多，共识也容易达成。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会否认党组织等制度因素的重要性。但是理论方面的讨论还比较少。我们认为，至少可以在以下几个相关问题上展开更为深入的理论探讨，即村民委员会和农村其他组织之间到底是如何互动的，它们的互动方式又是怎样影响农民民主的？这些制度因素中间尤其是党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组织？是权力分配者，权力分享者，还是其他什么？特别需要重点考量的是，如同自治组织，党组织等也都是农村治理制度的一部分。不可否认，在这些组织之间存在着正式的或是非正式的权力竞争。那么，它们之间的竞争是一种双赢关系还是零和游戏？在村民民主发展过程中，农村权力是如何在这些组织之间进行配置的，影响它们权力消长的主要因素又是什么？

◆有关自治制度和中国总体民主政治之间关系的讨论

如同前面所说的，很多学者非常关注农村自治是否可以成为中国总体民主政治的起点。学者们这方面的研究焦点主要表现在对乡镇选举的关注上，因为乡镇民主如果产生，将意味着中国政体民主的开始。但是，在村民自治和乡镇民主的关系方面，学者们的看法似乎过于乐观了一点。因为从村民自治到乡镇民主，这两者之间并没有直接或必然的逻辑关系。也就是说，在村一级是自治，只不过这种自治是通过民主的方式进行而已；而到了乡镇则成为民主，不能称为自治了（除非被自上而下地加以乡镇自治）。如果说村民民主和乡镇民主有关系的话，这种关系是怎样的？如果没有关系，如何把两者连接起来？这是一个需要进一步研究的问题。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可以研究村级民主是如何培养农民的民主精神的，也就是说，民主的精神主要来自民主的实践，而非书本和灌输。村级民主对农民的民主精神影响如何？这也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然而，在这方面还没有见到很好的研究。和民主制度不同的是，这方面表现为“软”力量。如果不能很好地了解这方面的进展，很难对村民民主有深入的认识。

◆有关村民自治是否构成一种新社会运动的讨论

这是一个值得讨论的相关问题。我们认为，村民自治可以被视为一种新的社会运动。尽管到目前为止，对社会运动的研究在国内尚存在禁区，但社会运动是一种客观的现实，任何学者都难以回避。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各种形式的社会运动在全国各地区各行业频繁发生，其中，以农民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尤其令人瞩目。这种现象早已经为海外的学者所注意。在国内，很多学者也已经注意到农村的社会运动（例如，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编的蓝皮书每年都会讲到农民抗议），只不过还没有出现较为系统的研究。当我们把村民自治看做新的社会运动时，关于以下问题的讨论显然是非常必要的，即自治这种社会运动和其他社会运动之间究竟是怎样一种关系？它们之间是否存在互动？具体来讲就是，村民自治可以说是社会成员表达利益的一种机制，这种机制的存在是否会对其他形式的社会运动产生影响？换句话说，现存的抗议游行等社会运动形式是否会因为村民自治这种农民利益表达机制的存在而逐步减少？抑或相反，村民自治这种组织形式是否已经或者会成为其他社会运动的载体？

现存理论的批判



上面概括了乡村自治制度研究的一些主要的领域。可以说，除了第一方面即对农民本质的讨论外，其他都在讨论自治制度的过程及其现状。当然，研究过程和现状也需要理论，上面总结的六个方面就包含有理论化的努力。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这些讨论都涉及了农民，但却是间接的。在这里我们把农民和民主之间的关系问题特别提出来，是因为这样做会牵涉到迄今为止很多非常重要的理论问题，这样，我们可以在批评以往理论的基础上，看看能否发展出新的理论。

有关农民与民主之间关系的理论并不多，或者说没有。这里的民主当然是指近代意义上的民主制度，而非前近代甚至原始社会的民主。近代意义上的民主产生于西方，与资产阶级相关。用摩尔的话来说就是“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民主”。摩尔的言下之意是，“有了农民就没有民主”。既然把农民看成是民主的对立物，自然很少有人会去探讨农民和民主之间的关系了。

正式从理论上把农民和民主对立起来的是马克思及其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把民主看成是一种集体行为，并认为农民没有这种集体行为的能力。我们都知道，马克思在分析法国农民的时候，把农民视为一袋马铃薯，各个马铃薯之间没有任何有机的关系，完全依靠行政的力量把个体农民弄在一起。在马克思看来，正是毫无组织能力的农民构成了专制政治的社会基础。由于对农民没有信心，马克思把注意力转移到了资产阶级及其创造物工人阶级。

马克思讲的是近代西方民主制度，而近代西方民主政治是渐进的产物。根据马克思的看法，民主发展起源于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的确立。他认为专制制度的确立为资本主义制度的产生和资产阶级的兴起奠定了制度基础。资产阶级用经济权力挑战专制制度，或者用和平的方式（如英国），或者用暴力的手段（如法国），最终取得了胜利。资产阶级和工业化造就了一个工人阶级，工人阶级用组织的力量向资产阶级统治提出挑战。马克思理论主要是讲这段时期的民主斗争。马克思本来设想资产阶级的民主，即少数人的民主，将会转型为多数人的民主，即工人阶级或者无产阶级的民主，但是，这并没有成为历史的事实。因为尽管工人阶级的组织能力的确挑战了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但这种挑战并非是以工人阶级替代资产阶级来进行的，而是通过改进议会民主而达成的。换句话说，工人阶级是用人数的力量、通过选举的方式进入了国家的政治过程。

很难否认马克思理论的正确性，因为基本上它是对近代西方民主政治制度演进的描述。但是，我们认为，马克思本人及其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包括摩尔，呈献给我们的是一种历史逻辑，而非一种政治逻辑。他们讨论的是欧洲历史上的农民和近代民主的不相容性。正因为工业革命后，西方政治舞台上的主体是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而农民是社会的边缘群体，所以没有学者把农民作为研究的主体。

针对马克思及其马克思主义学者的以上看法，我们可以作如下回答：

首先，资产阶级民主的确是近代民主的主要甚至是唯一的形式，但它毕竟只是民主形式中的一种，并没有多大的理由来否认其他形式的民主。其他形式的民主尽管过去没有，但将来可能会有。历史是开放的，民主不是资产阶级甚至是工人阶级决定的。决定论的观点会限制我们对历史和未来多样化的认识。

其次，马克思强调的是民主化，而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学者则混淆了革命和民主之间的不同。马克思关注的是农民作为一个阶级是否有能力同专制进行斗争，从而达到政治参与的目标。其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在马克思看来，民主化的过程是一个革命的过程。然而，实际上，革命和民主是两件不同的事。革命需要组织，需要集体行动，但民主则不然，民主不见得一定要通过集体行动来实现。因为如果从选举和投票来看，民主主要是个体行为。

再次，与上面一点相关的是农民的理性选择取向。如果把民主理解为集体行动，那么自然而然会对农民的民主性抱较为悲观的态度。奥尔逊已经证明了农民采取集体行动的困难甚至不可能性。马克思主义学者也认为，与工人阶级不同，农民没有什么强烈的阶级意识，没有组织纪律性，要从事集体行动更是不可能。但如果我们把民主定义为个体行动，那么结论就大不相同了。就像我们将会在下面说明的那样，民主的个体性特征刚好符合农民个体行为的特点，因而在革命和民主之间，农民会理性地选择民主。

中国学者也经常把农民和非民主联系起来。无论是自由知识分子还是官方反对实行民主制度的人，总是把理由推给农民，认为农民“封建”、“落后”、“保守”、“文盲”、“素质低”、“教育水平低”，在一个农民占绝大多数的国家里，民主政治是不可能的。但是，所有这些说法可以说是似是而非，并没有经过理论思考。

例如，有什么道理说农民意识是封建的遗产？为什么说有这种封建遗产就不能有民主政治了？我们很难弄清楚这里所说的封建究竟指的是一种政治结构，还是其他什么。如果说是一种结构，那么它早已经不存在了。如果是一种思维定式，那么封建的思维是怎样的呢？没有人说得清楚。可以说，把农民和封建等同起来是一种没有理论基础的意识形态偏见。

再者，如何能把农民教育程度低和不民主联系起来呢？迄今为止，没有一种很好的理论来说明民主需要高的教育水平。如果说两者之间有关系的话，可能同我们上面讨论到的理性选择有关。即便如此，实际上，也很难把教育水平和理性选择联系起来。难道教育水平低的人就不能做理性选择了吗？这可能和搜集信息有关。就是说，设定农民教育水平低，没有能力搜集和处理信息。退一步说，假定这为真，也无法把农民和非民主联系起来，因为这里有很多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可以说，所谓的民主是对那些影响自己利益的决策的参与。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农民在很多场合是可以理性行为的，因为农民是否理性决策取决于民主的层次。如果政策是关于地方事务，和农民的切身利益相关，农民比任何人更能理性选择和理性决策。即使是更高层次的决策，最终也还是要落实到决策的实际影响层面来的。就是说，国家层面的政策归根结底要有个地方化的过程，一旦政策地方化，农民就可以理性地加以判断。例如，农民知道一个特定的国家政策对自己的影响。当然，也能理性地选择决策者即国家领导人。

总而言之，前面讨论提到的这些并非系统的理论既是对非中国历史观察的结果，也就很难用来理解中国的村民民主这个现实。要回答农民与民主的关系问题，我们并没有任何现存的理论可以参考。但是，既然民主已经在农民中间出现，那么两者之间肯定存在着一种关系。这就要求我们做些理论思考的努力。



农民与民主关系的再思考

作理论化的思考可以从各个方面进行，因为任何理论都是开放性的。这里我们仅仅尝试提供一个思考线路。

我们把农民和民主的关系放到一些与民主相关的基本概念里面来考察，这些概念主要有：自治独立、个性化和理性选择。就是说，农民民主是自治独立的农民对影响自己利益的政策或者领导人所进行的一种个性化的理性选择过程。自治独立强调的是制度结构条件，个性和理性化选择强调的是这种制度结构条件下的政治行为。

我们强调制度结构条件旨在不抬高中国农民，把农民理想化，甚至给农民塑造一个神话。在分析农民民主的时候，这一点非常重要。认为农民可以毫无条件地和民主走在一起并不是理论分析，因为如果可以的话，为什么数千年的农业社会没有给中国带来一个民主政治呢？为什么历史上只有农民革命的循环，而没有政治的转型呢？显然，如同其他社会，中国的农民和民主并没有天然的关系。那么，为什么现在有了可能，成为现实了呢？我们认为要解释这个问题，首先要看结构因素的变化。

◆自治独立

在我们的概念里，农民自治和独立的政治含义有细微的区别。自治更多地是指国家如何处理与农民之间的关系，而独立指的是农民对国家不具有依附关系。为方便起见，我们把这两个概念放在一起来讨论。

西方学者视农民为民主政治的消极因素，这和欧洲历史上的农民缺乏自治独立有关。在欧洲漫长的封建制度下，农民并没有成为独立自治的个体。农民生活于城堡，仅仅是城堡的居民，而不是国家的居民。在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建立以后，因为地主阶层的存在，农民依附于地主，与地主之间构成了人身依附关系。只有当工业革命摧毁了农村的阶级结构之后，欧洲国家的政治结构才发生了转型，民主政治逐渐产生。

中国农民的独立自治性来自于中国共产党的革命。传统中国社会是不是一个封建体系，这是一直具有争议性的问题。但可以断定，中国的社会结构不同于欧洲，如果把近代以前的欧洲定义为封建社会，那么近代以前的中国就不能称其为封建社会了，至少，封建的程度较之于欧洲要浅。欧洲社会的封建性程度高，社会的自治性也很高。每个国家都是由许许多多地方化了的政体（有很多就是城堡式的）所构成。但是，这并不是说，欧洲的农民具有自治性。我们前面已经指出，欧洲的农民是一个没有任何自治性的依附阶层。

中国从秦朝开始建立了中央集权制度。在西方，中央集权往往和近代国家形式等同起来；但在中国，中央集权却与现代国家形式大相径庭。中国的政体无疑具有近代国家的一些因素，但国家缺乏像西方那样有效的制度机制。所以，尽管中国的中央集权制度确立很早，但如果说从秦以来中国的政体就高度集权，却并不那么符合事实。因为，中国的皇帝统而不治，地方实际上具有很大的自治性。很显然的一点就是，政权的统治到县一级就终止了。地方实际上是由绅士阶层和其他精英人物所统治的。但是，地方自治并不等同于农民自治，尽管中国与欧洲有着这样那样的差别，但在家族、地主和绅士等制度因素下，农民同样也是一个依附性阶级。

但是，共产党革命彻底改变了这种传统的社会政治结构，把农民从依附性阶级解放出来。这种彻底性是历史上任何一次革命所没有的。可以说，共产党政权是中国数千年历史上第一个真正中央高度集权的政体。家族势力不再是一个重要的政治角色，绅士阶层消失了，而地主阶层被消灭，甚至是人身上的消灭。中央权力第一次直接达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角落。从理论上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农民才第一次具备了成为近代意义上的国家“公民”的制度条件。

但这种制度条件并没有使得农民成为自治独立的自由人。在公有制经济环境下，经济生活由国家全面操控，因而中国没有土壤来产生像欧洲那种以经济地位为基础的“自然”意义上的阶级。中国阶级为政治阶级，即政治上规定的用来政治动员的“阶级”。没有阶级就不能形成对国家权力的制衡。再者，在毛泽东发动的国家工业化运动中，为了能有效地从农村汲取资源，国家对农民采取了全方位的控制。当然，任何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都是要牺牲农民利益的，这并不是中国领导人的首创。要牺牲农民利益就要控制农民，在中国，这种控制是通过政治、行政、经济等各个方面达成的。

需要指出的是，毛泽东式的政权也包含有一定的“民主”因素，至少在诸如“文化大革命”期间等一定的阶段是这样。毛泽东不喜欢苏联东欧式的高度官僚化的政权，所以多次发动分权运动。如“大跃进”时期的经济分权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以“大民主”为中心的政治分权运动。在农村，毛泽东政权容许农民每隔三五年对农村干部进行一次“大民主”。这种“大民主”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和后来进行的农村选举有关联，不同之处在于民主的方式，即用选票替代了“斗争”。

进入改革开放时代，随着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实行及其随后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往日约束农民自治的制度因素不复存在。如果说共产党革命摧毁了农民的封建性人身依附关系的话，那么改革开放则可以说是摧毁了农民的行政性人身依附关系。这里也可以这样理解，在旧有的制度解体以后，国家没有建立其他正式的行政控制制度。自治制度的确立也可以看做是国家行政统治在农村的收缩。自治，至少在理论上意味着国家不再主导农民的生活，而容许农民进行自我治理。

从以上讨论中也可看出农民与国家之间的独立关系。可以这样说，尽管国家处理与农民的关系的方式和国家实际管制农民的方式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变化，但中国的农民始终是一个独立于国家的阶层或者阶级。在毛泽东时代，农民没有独立的地位，但这不是因为农民对国家政权的高度依赖所造成的。事实恰恰相反，国家在农村建立一整套制度的主要目标在于控制，通过转移财富来达成国家主导的工业化运动。可以说国家并没有向农民提供系统的公共服务，其间所确立的一些公共服务，如教育和医疗保健等，其目的也大多是为了有效地进行控制。在改革开放后，国家政权后撤，原有的公共服务不复存在，国家对农民的行政控制也随之变得无效。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农民才成为真正的独立人。现在，很难说国家有很有效的制度从各方面控制农民，因为农民没有在任何方面依附于国家，或是依赖于国家提供的福利和服务而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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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完全可以在理性判断的基础上投出“神圣的一票”。（图/许志刚）

◆个性化理性选择

自治独立为农民个性化的理性选择提供了一种机制和制度背景。我们上面提到，民主同民主化以及革命不同。民主化和革命是一种集体行为，而民主则是一种个性化行为。从历史上看，无论是革命还是民主化，其过程必然为一种政治动员的过程，一种把个人纳入集体的过程，一种从个体行为转型成为集体行为的过程。与此不同，民主作为一种确定的制度，表现为个体行为。尽管民主政治表现为多个方面，但衡量民主是否存在的制度标准，就是看是否存在一套确定的投票程序。我们上面已经说过，尽管个人的投票选择受农村党组织以及遗留下来或者重新复兴的家族势力等各种因素影响，但投票行为最终可以还原于个人选择。就是说，投票是农民根据个人利益最大化原则而进行的一种对特定领导人或者政策的选择。而民主制度下的投票程序的设计，特别是秘密投票，则为这种个性化的选择提供了保障。

这种个性化的投票也必然是理性的。理性可以指称很多事情，最主要的是农民对自我利益的了解和基于了解之上的政治行为。也可以指独立于国家和其他制度影响的选择行为。这里，我们要强调的是，在民主和革命或者其他带有革命暴力性的政治社会运动之间，农民更有可能选择民主。尽管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农民一直是起义或者革命的主力，但是也必须看到，在历次农民起义或革命中，农民都是被动员起来的参加者，是被动地进入革命的过程的。当然，农民被动员进入政治过程还受其他因素的影响，如封建性的人身依附关系等。但是现在中国农民的现状已经发生了制度性的变化。农民拥有一小块土地和少许生产资料，属于小生产者。正如马克思本人和随后的马克思主义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经济关系决定了农民天性保守的政治倾向。但也正因为这样，使得农民民主成为可能。因为，对农民来说，通过革命的方式来争取自身利益会包含很大的不确定性，代价很大。所以，除非被动员，通常情况下，农民不大可能愿意通过革命方式来争取自身利益。或者说，革命并不适合农民的理性选择原则。而民主则不然，民主对农民来说是一种最安全、成本最低的表达利益的政治方式。



简单的结论

从以上简单的讨论中，我们可以得出一些简单的结论：

第一，农民是可以民主的。这实际上在中国已经成为现实。有趣的是，被很多人称为与民主无缘的农民，恰恰是中国第一个真正享有一些民主权的社会群体。民主的农民或者说农民的民主已经出现，但我们尚未有合适的理论来解释这种新现象。这为学者提供了一次理论创新的机会。

第二，农民的民主性并不是必然的，它是中国社会一系列结构性制度因素变革的产物。就是说，农民能够民主主要取决于农民所面临的结构性制度因素的变化，即独立自治条件的产生。

第三，农民可以成为中国民主政治的一个主要动力。这主要是因为农民较之其他社会群体具有对于国家政权的独立性。可以说，一个富裕但高度依赖于国家政权的中产阶级未必有利于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而一个独立的、在经济上并不小康的农民阶级并不见得不能推进民主。

第四，不过，也要看到，民主和民主化是有区别的。给农民一种民主的结构，农民会行使这种权利，中国的村民民主已经说明了这一点。再进一步，给农民以自由，或许农民会创造出一个类型的民主，这一点也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确证。但是，我们还不知道农民是否可以争取到一种民主的结构，争取到许可他们创造民主的自由。这个问题涉及集体行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农民组织社会抗议运动的举动来说，也可以说农民是具有集体行为能力的。这已经超出了本文的讨论范围。

最后，对政策制定者来说，要避免革命或者各种形式的社会抗议运动发生，方法之一是赋予农民民主的权利以及创造民主的自由。因为民主从本质上说是和平的。


（本文与杨丽君合著，发表在2003年新加坡东亚研究所组织的一个研讨会上）






第十二讲　中国要从新加坡模式学习些什么

◆权力分散未必好，关键是怎么集中，集中后干什么。在这些方面，新加坡有三点经验值得中国参考：政党怎么组织权力？怎么维持权力？怎么有效地使用权力？

◆中国共产党的精英是从党内体系培养的。在很多时候，由于制度不完善，精英培养制度演化成实际上的精英淘汰制度，有思想才干的，反而可能会被淘汰掉。

◆人们一般把高薪和养廉联系在一起。不过，要指出的是，养廉只是其中一个目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考虑，是要通过高薪制度与社会竞争精英人才。

◆很多人以为民主就是多党竞争，这并不确切。民主的本质是竞争，而不是政党的数量。



新加坡能不能学？

中国能不能学新加坡？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事情并不总是很清楚的。一方面，中国领导层从邓小平开始一直对新加坡经验非常重视。邓小平本人在1992年南方谈话中特意强调学习新加坡，学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经验和社会治理经验。此后，对学习新加坡经验，其他很多国家领导人，如江泽民、朱镕基、曾庆红和温家宝都在不同的场合有过不同的表达。总体来说，前期是学经济社会发展经验，而到现在，中国方面不仅继续对新加坡的经济社会感兴趣，而且对新加坡的政治发展经验尤其是执政党的经验也深感兴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向各国学习，在这个过程中，对新加坡经验的重视不是其他国家的经验所能及的。

但中国领导层倡导学新加坡和地方官员学新加坡有很大的距离。领导人不仅希望学新加坡的具体经验，而且更重要的是学新加坡的改革进取精神。作为一个没有任何资源、建国不到半个世纪的小国，新加坡完成了从第三世界到第一世界的大转型。这里的经验自然值得人们学习。实际上，不仅中国在学习新加坡，世界上其他国家包括俄罗斯都对新加坡经验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从前有亚洲“四小龙”的称谓，新加坡是其一员。现在新加坡模式似乎已经脱离了“四小龙”，成为人们的关注点。新加坡华人占了绝对多数，基本上是个华人国家。这一点似乎表明新加坡经验较之其他国家，对中国更具相关性。

自邓小平南方谈话之后，中国各级政府已经派遣了无数代表团来新加坡学习和进修。但是，人们不时会听到有中国地方官员问新加坡能不能学的问题。有的官员说新加坡好是好，但太小，不能学。如果学，最多是在市政管理方面。很多地方官员不知道如何学新加坡，对他们来说，学就是“复制”，就是“描红”。说新加坡很小，不能学，这里他们的理解是不能“复制”和“描红”。但实际上这并不确切。世界上，很多管治不好的国家都是小国家，很多失败国家也都是小国家，小国家不一定就好治理。同样，大国家不一定难治理。美国这样大，不是治理得很好？大国家对错误的消化能力强，犯一个两个错误不要紧；但小国家，如果有一个重大的政策失误，也许整个国家就完蛋了。用国家的大小来判断是不是能学，毫无道理。

我不是研究新加坡的专家，但在新加坡学习和工作多年，经过这些年的观察，对新加坡有了一些自己的分析。最近几年来，中国大陆有多家媒体采访我，要我谈谈中国学新加坡的问题。我总觉得很多人对新加坡的理解还是局限于一些具体的经验方面，例如“公积金制度”、“住房制度”、“工业园区”、“淡马锡”、“金融监控制度”，等等。很少有人谈论新加坡的政治制度，但中国高层一些领导对新加坡感兴趣的实际上是政治方面的经验。这可能是谈论政治问题比较敏感的缘故吧。在很大程度上，人们所涉及的很多方面的新加坡经验是新加坡政治制度的具体表现，不理解新加坡的政治制度，就很难理解这些具体的制度是如何而来的。今天借这个机会，谈一谈我对中国如何学新加坡政治经验这个问题的看法。

政治的首要问题是政治权力。这里我从权力入手，先谈新加坡的集权制度，再谈谈新加坡的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民主政治、领袖作用等。最后，我讨论一下新加坡经验和中国的政治发展，尤其是民主化的问题。



权力的有效集中

人们一般把新加坡称之为权威主义体系，权力很集中。任何现代国家的权力都是集中的。权力集中本身是中性的，就是说权力集中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并不能衡量一个政治制度的好坏。民主国家的权力也是集中的。比如美国，它是典型的民主国家，但其总统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很多学者称之为帝王般的权力。依我看，美国总统的权力实在要比中国传统的帝王大得多，更具实质性。中国传统皇权往往是象征性的，统而不治，就是说，皇权的执行力很差。但美国总统的权力具有极其强大的执行力。

就权力集中来说，有三个问题可以提出来：一是权力是如何集中的，就是说是以什么方式集中的；二是权力集中如何维持；三是权力集中的目标问题，就是说，集中权力是为了什么。和其他很多国家比较，在新加坡，权力是相当集中的，执政党人民行动党（PAP）拥有一个列宁主义式的政党构架，就是人们一般所指的“一党独大”体制。新加坡尽管有很多反对党，起着一些政治作用，但不能和其他国家的反对党同日而语。

人们一般说，权力集中就要腐败，但这并没有发生在新加坡。很少有现存社会科学理论能够解释新加坡现象，一方面是权力集中，另一方面是权力的清廉。再者，在新加坡，权力集中也意味着能把政策、计划推行下去。就是说，在新加坡，权力是集中的，但掌权者并没有浪费任何权力，权力是用来做事情的。

在中国，情况就很不一样了。集权与分权交织，但权力无形之中流走了。尽管从总体上说，整体政治制度还是很集中，但没有一方感觉到有权力。老百姓觉得没权力，领导人感觉没权力；社会感觉没权力，政府也感觉没权力。部门的权力很大很大，但他们总感觉到权力不够用。这是个体制的问题。存在着党政之间的矛盾、部门之间的矛盾、中央与地方之间的矛盾、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矛盾，权力就在这些矛盾之间相互消耗掉了。

美国是民主国家，产生领导人的权力是相当分散的；但一旦选举产生，就是帝王般的总统，权力非常大。中国看起来非常集权，但领导人现在要做一件事，到处都是阻力。中央、省、市都想集中权力，形式上和理论上也很集中，但实质上并非如此。从前人们说，政令不出京城；现在又有了新的说法，说政令不出中南海。如果照现在的情形发展下去，可能要达到没有政令的地步了。传统中国在很多时候，就是没有政令的，统而不治就是这样的情形。但这样的话，中国就会出现一个软弱不堪的政府，甚至是无政府。实际上，中国基层已经出现较大面积的无政府状态。

权力能做很多好事情。权力分散未必好，关键是怎么集中，集中后干什么。在这些方面，新加坡有三点经验值得中国参考：政党怎么组织权力？怎么维持权力？怎么有效地使用权力？



融政党于社会

要有效集中权力、维持权力和使用权力，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权力要有载体，需要有组织结构。中共有将近8000万党员，要比很多国家的总人口还要多，比法国、英国的人口多，也比中东的伊朗多。从中央到地方有非常多的党组织。中共在革命的时候，需要很多党员，因为党在那个时候扮演动员角色，动员群众和其他支持力量。到了今天，中共基本上还是一个群众动员性的政党。这些年中共一直在努力从革命党转型到执政党，但从党员的数量及其运作来说，这个任务还远远没有完成。

这种情况和新加坡的人民行动党非常不同。人民行动党是个精英党。党员分干部党员和普通党员两部分，普通党员不多，干部党员更少，社会上大家感觉不到党的存在。党是隐性的，是政治领域的“看不见的手”。就是说，政党是融于社会的。实际上，政党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是社会的精英部分，这是列宁主义政党的要点。政治人物来自民间。如果政党变成了脱离社会的自成一体的既得利益集团，那么这个政党就会处于危机之中。

培养党的干部的方式也不一样。中国共产党的精英是从党内体系培养的。在很多时候，由于制度不完善，精英培养制度演化成实际上的精英淘汰制度，有思想才干的，反而可能会被淘汰掉。因为主要从内部培养党的人才，因此基本上培养的是些官僚型官员。官僚化严重也使得其培养的官员变成官僚，而非政治人物。同时，也是因为官僚化，政党对社会的开放性就不足。

新加坡就不是这样。新加坡尽管是一党独大，但政治体系是向社会开放的。从建国开始，新加坡的领导人就意识到，在一个没有任何资源的国家，政治人才是国家生存、发展和提升的关键。在西方发达国家，最优秀的人都去经商。新加坡要让这些最优秀的人来从政。因此，执政党很重要的一个功能就是扮演“伯乐相马”中的“伯乐”，在全社会、全世界寻找优秀人才。

在新加坡，政府的官僚系统公务员是内部选拔的，但其政治精英，很多是社会为执政党培养的，或者说，很多政治领袖都不是执政党自身培养的，而是从社会吸收进执政党的。在20世纪70年代，人民行动党吸收了后来成为总理的吴作栋和副总理的陈庆炎。在80年代和90年代，又吸收了现在的总理李显龙和副总理黄根成等精英人才。这些领袖人物在成为执政党领导人之前，都是社会各方面的精英人才。他们在哪个领域成功了，执政党才邀请他们入党，为国民服务。所以，在新加坡很少有“党龄”一说。今天不是党员，明天党需要你了，你就可以成为党员。这就解决了很多列宁主义政党党内论资排辈的问题。列宁主义政党的本质就是要吸收社会的精英，但它在成为组织之后，往往会演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新加坡有效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解决方法就是维持政党的开放性，向社会开放。

执政党吸收社会培养的人才，意义非常深远。可以从几个方面来理解。首先，执政党的干部来自社会使得执政党能够和社会维持有机联系。这样的人才，因为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能够更好地了解社会的需要，更好地表达和代表社会各方面的利益。更重要的是，这些人来自社会，社会对他们的认同度高，他们进入党之后，就强化了执政党的合法性。这是执政党保存权力不变质的一个有效方法。就是说，执政党必须保持政权的开放性，向社会开放。其次，减少腐败。这些人本来就有了很好的经济基础，腐败的可能性大大减低。就是说，他们进入执政党，担任公职，并非是为了经济利益，而是为服务社会。在很多国家，包括民主国家，担任公职的人经常出现“寻租”现象，就是说以权谋私。但在新加坡，这种情况很少见。再次，培养的成本很低。要培养一个干部并不容易，社会培养干部无疑大大减少了培养成本。

在西方多党制政府，政府的政策很容易转型。政党轮换，使得执政党不用背其他执政党的包袱。但在一党执政的条件下，政策转型很慢，如何随时更新自己的人才和政策，这是一党长期执政面临的挑战。这就需要依靠党跟社会结合，体察社会，吸收社会精英。

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在新加坡看到中国传统的因素。中国近代之前没有政党，但国家的管理权基本上是开放的，向社会开放，开科取士。现在的执政体制在某些方面可以说比以前封闭，政治精英必须从基层一步步向上爬。像美国，满足宪法规定条件的公民就可以竞选总统。中国则必须逐级晋升，党的干部从科员、处长、局长一步步往上爬，不可能30多岁就上到很高的职位。年轻人能到部级，必须运气非常好，每一步都赶上车。实际上，只有到了五六十岁，才有可能进入高层领导岗位。体制缺乏生气。这是体制本身的不开放与局限性所致。从新加坡的经验看，这个体制的局限性并不是不能克服的。现在共产党也开始起用社会精英（如民主党派人士），这是个好的起点。但还有很多事情要做，要从体制上变革，建立执政党和社会优秀人才的直通道。

这里还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强调一下，那就是新加坡的高薪制度。新加坡的部长们高薪水是尽人皆知的。从当今世界上政府官员腐败的趋势来看，新加坡政府的高薪养廉被证明非常具有远见性。在亚洲国家，政府官员的低工资是腐败的一个主要根源，无论在民主政体还是非民主政体，都是一样的。菲律宾、泰国等国家以及中国的台湾地区都发生过大规模的腐败。韩国前总统卢武铉自杀也表明依靠政治人物的道德来维持清廉很不可靠，反而会带来巨大的政治问题。即使在运作良好的民主政治中也是这样，最近在英国政坛爆发的滥用政府补贴的事情就说明了这一点。从前，从政的大多是贵族或者有名望的人物，他们往往有很好的经济背景，从政不是为了追求经济利益。但是在现代大众民主时代，任何人只要获得足够多的选票或者得到任命，就可以从政。很多人原来的经济条件并不好，政府薪水不足以维持他们的体面生活。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发生寻租行为，腐败也变得不可避免了。

人们一般把高薪和养廉联系在一起。不过，要指出的是，养廉只是其中一个目标。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考虑，是要通过高薪制度与社会竞争精英人才。上面说过，新加坡很多政治人才来自社会，那些人才，在企业做都可以拿到数百万了，为什么要到政府来拿少得多的薪水？所以，要吸引这些人才就必须给他们一个基本的报酬。当然，高薪能够推行是因为新加坡的精英制度。如果干部队伍过大，高薪就很难实现。



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新加坡本身是一个很小的城市国家。人民行动党议员都要定期和选民直接见面，讨论他们所关心的问题，这就把执政党和社会结合起来。但在中国，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没有和社会连接的有机机制，不跟老百姓发生直接的关系。如果这些代表与社会及人民是没有直接的联系的，那么他们如何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呢？

新加坡把民主和一党独大政治制度很好地结合了起来。西方人说新加坡是非自由的民主，但名称并不重要，关键是民主要能够产生一个好的和有效的政府。自由民主不见得能够产生好的政府和有效的政府，近来亚洲各地的民主危机就说明了这一点。亚洲很多国家和社会的民主政治的产生和发展要不受殖民地制度影响太大，要不受美国影响太大。在西方国家，民主政治能够有效运作获益于民主化之前的基本国家制度建设，也获益于比较高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在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能够确立基本国家制度和取得社会经济发展之前，受各种因素影响而民主化，民主政治因此经常出现问题。尤其是，民主政治具有不可逆转的性质，一旦民主化，很多基本国家制度就很难建立起来。这就有可能使得这些国家长期处于弱势地位。

应当强调的是，任何政治制度都有可能出现一个好政府。中国也出过好皇帝和好政府，但那是靠一个领导人的个人素质。领导人好，政府就好，个人的因素发挥了主要作用。正因如此，直到今天，很多中国人还是希望能够出现一个明君和好领导。这种现象在其他国家也有。但是中国缺乏一种有效的制度来防范不好的政治人物。

新加坡是用民主制度来保证这个好政府的。执政党必须通过五年一次的“大考”，即大选，因为有很多反对党存在，尽管它们很小，但也构成良好的竞争压力。反对党本身对执政党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制约，在国会里只有少数几个名额，但如果人民不满意于执政党，原则上在大选时是可以支持反对党的。因此，执政党始终有压力，执政党的执政行为必须让多数民众满意。

要保障真正的人才被录用。中国事实上的精英淘汰制使得那些对政府或者其政策持批评态度的人不被录用，或者不被重用。实际上，看看中国的官场，不少是欺上瞒下的趋利之徒，光说好话，光拍马屁。新加坡就不一样。新加坡的一些官员，他们在进入政治之前，都是对政府持批评态度的。但是执政党很开放，政府需要的是具有建设性批评的人，只要批评得有理，执政党就会使用他们。执政党最不喜欢光会讲好话的庸人。你有能力，有业绩，有建设性意见，党就可以把你吸纳进来。执政党也不喜欢光会骂而没有建设性意见的人。

前面说过，中国传统皇权体制通过科举制来开放统治权。现在国务院任命两个民主党派的人才做部长（卫生部长和科技部长），但这还远远不够。毛泽东在建国初期选用了大量的民主党派人士当部长，有些联合政府的味道。现在和那个时候比较在这方面做得不够好。现在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联合政府的概念已经过时。但是怎么保持政权的开放性，代表社会利益？这是执政党要解决的问题，否则执政党本身就会演变成为既得利益集团。

执政党要代表人民的利益，这很重要。在这一点上，新加坡政府做到了很多发达的民主国家做不到的事情。新加坡政府的立国精神是民本主义——地地道道的中国传统精神。在很多地方，人们对政府和市场的作用、对资本和人民的作用争论不休，但新加坡很好地处理了这些方面的平衡。新加坡政府在“亲商”和“亲民”之间找到了一个平衡点。“亲商”也就是亲商人，重视资本的作用。要发展就要重视资本，重视商人和企业家的作用，没有企业家、没有资本，发展就无从谈起。就我所知，新加坡发明了“亲商”的概念。中国的“亲商”概念就是从新加坡借用过来的，首先出现在新加坡苏州工业园区，然后扩展到全国各地。在西方没有“亲商”这个概念，因为不需要，西方的发展本来就是商人主导的。前面说过，新加坡的发展从一开始就是政治人才主导的，这就提出了政府要“亲商”的问题。就是说，政府要为商人和资本提供一个有利的环境，让他们发挥很大的作用，推动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新加坡的工业园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出现的。多年来，新加坡政府在吸收外资方面花费了很大的精力。如果没有新加坡政府的“亲商”政策导向，新加坡不会有今天的建设成就。

但是，“亲商”和发展本身不是目的，它们的目的是“亲民”。就是说，前者是手段，后者是目的。新加坡政府在提供基本政府服务方面是很多民主国家不能相比的。要长期执政就必须为社会提供服务。“亲商”为服务型政府提供了经济基础。很多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理想在中国从来就没有实现过，例如“居者有其屋”，但在新加坡实现了。很多国家，包括民主国家都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从中国来新加坡考察的很多人总把新加坡的住房政策看成是救济穷人的，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新加坡的大多数人都居住在政府住房，中产阶级也是。住房政策是新加坡非常重要的立国政策。建国以来，政府围绕着住房这个平台出台了一系列建设和谐社会的政策，包括社区、医疗卫生、公共安全、环保和教育等。这里尤其要提一下新加坡政府处理经济危机的方式。每次经济危机到来时，政府总要考虑到资方和工人的利益，在两者之间作一个平衡。一方面要帮助资方渡过危机，因为一旦资方发生危机，工人的就业就会发生问题。在这次金融危机之后，政府补贴资方，目的是为了让资方不任意解雇工人。另一方面，政府也不遗余力地帮助工人。政府不会毫无目标地给穷人发钱，而是给他们提供各种再就业培训和就业机会。

在中国，“亲商”和“亲民”之间的关系一直没有理顺。从新加坡的经验看，这不是矛盾的。要发展就要“亲商”；但要可持续地发展，要建设和谐社会，要长期执政，也同时必须“亲民”。



反对党并不是民主政治的唯一标志

政治可以集中，权力可以集中，但必须保证这些掌握权力的人是社会上最优秀的人。这是新加坡领袖的重要考量。很多历史事件表明，在很多情况下，自由民主政治既不能防止不好的人当选，也不见得能够选出最好的人。很多人一般把民主和多党政治联系在一起，甚至把反对党等同于民主政治，这并不符合历史的事实。反对党的作用是能够制约执政党，但也存在着其他更加有效的制约措施。上面说过，对新加坡执政党最有效的制约并不是反对党，而是社会，也就是人民。

也有人说，只有多党竞争，选民才会有理性的选择，因为不同政党提出不同的政策，选民可以在不同政策之间作一理性选择。但这个假定可能并不符合事实。一个候选人，能否被选上，既要看其政策好不好，也要看其他很多因素。假设选民都是理性的，这并不确切。你长得漂亮不漂亮、有钱没钱、演讲能力如何，等等，这些都会影响你能否当选。如果去演讲，邓小平可能说不了多少话，但像陈水扁这样的律师则可以滔滔不绝。别忘记了，希特勒当时是选举出来的，很多腐败的总统也是选举出来的。

假如两个候选人都是“烂苹果”，那么选哪个都无所谓。在很多年里，西方就有这种倾向。几个候选人都差不多，或者大家都认为这些都是“烂苹果”，所以投票率就会比较低。根据我的观察，新加坡的体制有一个好处，就是将“选拔”和“选举”结合起来。人民行动党要保证，先要选拔出几个“好苹果”，再让老百姓投票来选举。选拔是中国传统的东西，而选举是西方的，新加坡能够把两者结合得很好。

应当指出的是，选拔不是指定，尤其要避免现任领导人指定其接班人。如果是指定，那么就不是民主，而是王朝政治。选拔就是党内民主、党内竞争。对新加坡的领袖人物，人民行动党的党内认同很重要。李光耀曾讲过，在吴作栋和陈庆炎之间，前者并不是他的首选。但党内支持吴作栋，最后是党内精英认同而不是个人认同起了作用。不是李光耀喜欢谁就是谁。

很多人以为民主就是多党竞争，这并不确切。民主的本质是竞争，而不是政党的数量。在日本，在很长时间里，自民党内派系竞争（这是自民党的党内民主）的重要性远远超过党与党之间的竞争。这种党内竞争就是选拔，非常重要。欧洲有些国家，有很多个政党，他们就会觉得美国不够民主。美国只有两个政党轮流执政，不仅没有很多的区分，而且代表性也不够。也有美国人尝试过第三党，结果发现第三政党势力不可能。其实，党的数目不是民主的本质。如果了解博弈论，就不难理解两党之间的竞争和三党、四党、五党之间的竞争，它们之间的游戏规则和结果都有本质性的区别。民主的本质是竞争，多党之间可以有竞争，一党之内的不同领导人之间也可以竞争，政党只不过是组织竞争的平台罢了。在以往，政党是主要的组织政治竞争的平台，但人们也不能否认可以有其他的平台出现，甚至比政党这个平台更加有效、更加公平。在西方，越来越多的候选人开始关注互联网这个平台。现任美国总统奥巴马就充分利用了互联网这个平台。

如果实行的是一党制或者一党独大的制度，党内的竞争就变得非常重要。像日本的自民党，党内的精英妥协就是精英的制度性竞争。当然，最理想的是党内投票。这种投票，可以是全体党员投票，也可以是间接投票。在党内民主方面，中国也有了很大的进步。中共十七大开始就慢慢地在尝试这种方式。美国的民主党和共和党的候选人，也是党内各种势力竞争的结果，最后让老百姓去投票选择。英国的政党候选人的提名更是通过了变相的“选拔”制度。

保证候选人的品质、才能，老百姓投票才有意义。这点新加坡做得很好。议员要选举产生。比如，把一个在某个领域做得很好的人注册到一个特定的选区，让老百姓选举你。他是先有社会认同，再有政党认同。党外做得好的，会被党直接吸收进来，所以他很容易当选。中国是反过来的，先有党的认同，再有社会认同。在新加坡，社会不认同你，执政党不会吸收你。

民主不一定就是反对声音越大越好，关键是竞争。反对不一定要在外部，在内部也可以。无论哪个政党，都是为了这个国家的利益，不是为了夺权而夺权，如英国叫“忠诚的反对党”。在亚洲很多国家和地区，反对党已经演变成了为反对而反对。这并不符合民主的本意。新加坡现在也在作政治改革，主要是为了更多的民主，增加反对党在国会内的比例。新加坡总理李显龙说，这个改革是为了维护政治稳定以及保持民众对政府强而有力的授权。新加坡决定修改选举条例，将反对党在国会的保障席位，即非选区议员的席位，由最少3个增至9个。不论反对党候选人的得票多少，在国会都有最少9个席位，令反对党在国会的比例增至两成。新加坡政府强调指出，比例代表制不会是政治改革的选项，否则会出现弱势政府。就是说，发展更多的民主并不一定要学习西方。西方的很多做法在理论上比较公正，但在实际上并非如此，而且很多做法并不符合亚洲国家。新加坡做法的精神就是在体制内提供给不同的利益和声音以更大的空间，在体制内消化和协调不同利益。



领袖的作用

如果美国没有华盛顿，会不会尝试君主制？这是人们经常提出来的一个问题。国父非常重要，李光耀就扮演了这样一个角色。总体上，新加坡是把西方的民主宪政跟华人文化传统结合得非常好的一个典型。

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在强人政治下，就往往没有政治竞争，接班人指定就可以了。李光耀也是政治强人，不一样的是，他能把自己的世界观、政策，转换成一套制度，将执政党的建设、反腐败制度都建立起来了。李光耀学法律，他知道要长治久安，一定要把理念转化成为制度。毛泽东、邓小平都是强人。毛泽东的时候，中国的制度建设不多。邓小平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化成制度了，比如退休制度，对今天的中国政治稳定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新加坡不讲意识形态，只讲共享价值。她把自己的文化与宪政制度相结合，是亚洲第二个把东西方文明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我认为，日本是第一个把自己的传统文化和西方政治民主结合得最好的国家。日本并非是完全的西式民主。日本结合了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和西方的民主宪政。自民党内部的派系能够达成共识，和传统文化分不开。日本政治人物也勇于承担责任，这也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新加坡领导人通过自己的努力也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色的政治道路。制度移植在新加坡没有发生，所发生的是制度创新。

美国的制度已经经历了两百多年了，已经生根了，谁也毁灭不了。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民主政体的运作很有问题，成了社会不稳定的根源。本来民主的精神是相互妥协，但这些国家往往相互攻击。在亚洲，很多国家实行民主已经有很多年，但政局还是很乱，社会经济也不发达。新加坡避免了很多发展中民主国家所走过的弯路。制度创新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现在新加坡也提出了“后李光耀时代”的问题。我自己的判断是，在“后李光耀时代”，李光耀时代所确立的制度已为这个制度的延续性提供了制度保障，同时这个制度里也包含着巨大的制度创新精神。



新加坡模式与中国政改前景

对现在的中国来说，所有改革的关键就是确立改革的主体，就是谁来改革。谁也不会否认改革的重要性，各种改革设想也是存在着的，关键在于谁来改革。新加坡为什么能成功？最主要的就是思想和权威。李光耀能把他的想法变成制度。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时期，当改革出现问题或者新政策不能实施下去的时候，领导层的权威问题就提了出来，就是当时所谓的“新权威主义运动”。今天，尽管没有人再提新权威主义，但中央政府缺乏权威的现象仍然存在；并且因为强人政治的过去，这个问题越来越严重。从前人们说政令不出京城，但现在人们说政令不出中南海了。

如前面所说的，在确立权威方面，中国可以从新加坡学到很多。如果中国共产党真正能把党内精英和社会精英聚合在一起，也可以做到这一点。中国传统是最强调选拔的，但现在往往逆向淘汰。产生逆向淘汰机制，主要是因为没有正式的竞争机制。中国人竞争，三分靠才能，七分靠关系。能够参与竞争的就已经不一定是精英。干得最好的人，不一定能上去。

在新加坡，出来竞争的都是社会认同度比较高的人。要吸引真正的人才，执政党必须向社会开放。较之人民行动党，中国的开放程度还比较低。考虑到中国的特殊情况，中国可以进行分领域的开放。在一些敏感的领域，例如与政治和安全相关的领域，很难开放，开放了以后也会出现问题；但另外一些领域，如教育、科研、社会和经济领域，应当大力开放给社会优秀人才，真正的社会精英。这里要强调的是，如果要吸引真正的人才，中国必须改变整个社会泛行政化的做法。在新加坡，行政级别仅仅限于政府领域，很多领域是没有行政级别的。银行、政府企业、学校和研究机构等这些在中国具备行政级别的机构，在新加坡都没有行政级别。没有行政级别有利于人才的使用。有了行政级别，这些职位就有了政治性，而政治性往往会阻碍人才的使用。同时，把人才和行政级别联系起来，不是使用人才，而是浪费人才。被使用的人往往被赋予很多行政事务，没有时间从事专业。更为重要的是，泛行政化和专业主义相对立。从人才方面来说，新加坡两个领域的人才培养得最成功，一是政治人才，二是专业人才。新加坡各方面的我们可以称之为文明的水平都是因为专业人才而得到提升，而政治人物则为专业人才提供一个理想的发展环境。

要确立执政党的改革主体地位，除了使用人才，中国还必须在民主方面做文章。如果没有了强人，要确立权威，除了向社会开放，党内民主也变得非常重要。共产党是中国改革的主体。如果党的领导人是由党内选举产生的，那么就可以确立真正的民主的权威。中国势必往这个方向走。几年前党的十七大已经朝这个方向走出了很重要的一步。一旦党的领导人不能内部指定，就只能通过党内民主和选举来产生。

中共党内民主的节奏会越来越快，这是不可避免的。精英民主、党内民主会远远快于社会民主或者人民民主。十七大提党内民主引导人民民主，这个提法很确切。没有党内民主，社会民主很难自下而上进行下去。党内民主一定要和社会民主协调，否则就会产生这样的情况：你不是选出来的，我是选出来的，我为什么要听你的？现在同一级的村委会跟村党支部都有些矛盾。所以，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民主一定要结合起来。党内民主的动力，大于人民民主。党内是精英之间的竞争，职位有限，大家要竞争。在和平时代，大家都做得很好，为什么是你当而不是我当这个职务？靠什么决定？大家投票。

西方实际上也是这样的，各党派在内部弄好了，让老百姓投一票，认可一下。西方民主的真正本质是精英竞争。几年前，应中国一份杂志（《南风窗》）邀约，我写了一篇文章，说中国的民主必须是党内民主加社会民主加宪政民主。这里，宪政民主是一个框架。无论是精英民主还是社会民主，都要以宪政、法治为基础，没有这个，民主就会导致无政府状态。

精英之间竞争多了，就会发育出一些基本规则。规则可以成文，也可以不成文。比如，党内民主选举，需要年龄、教育程度、地方和中央工作经验这些技术性的条件。更进一步，什么可以争论，什么不可以争论，什么可以修改，什么不可以修改，这些前提就成为民主的边界与约束条件。宪政就是进入政治竞争的各种政治力量，无论是个人还是政党，都必须服从法律，在宪政的构架内活动。没有宪政，就没有政治稳定。政治力量如果不认同宪政，每一种政治力量只认同自己所界定的国家，那么一个国家和社会就会永无宁日。

[image: 竞争是一种约束官员滥权、卸责的有效制度。]


竞争是一种约束官员滥权、卸责的有效制度。

中国的宪政应该领先，然后推动党内民主、社会民主。也不是说中国没有法治，执政党在推动法律制度的进步方面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党也通过法律治理社会。但党如何通过法律治理自身，这是宪政问题，还有很多事情要做。

这里就涉及执政党和法律之间的关系了。要考虑如果没有政治改革，司法改革怎么进行的问题。很难把中共看成一个西方式的政党，党就是国家的缔造者，是所有者，政府是管理者。但正如在经济领域，管理者和所有者既可以合一，也可以分开，就像所有权与经营权一样。用西方的概念和理论来看中国、理解中国，往往会产生错觉。很多人喜欢用西方的话语体系来看中国，这就好比用苹果的理论看待橘子一样。用苹果的方法来改革橘子，一定行不通。

在中国的语境里，司法的完全独立可能一时三刻很难做到，但司法要有自治性。所有国家，甚至连美国，总统通过对法官的任命，也可以对司法产生一定的影响。但是，不要去干预司法的自治性，法官、律师的独立、专业精神应该得到保证，这非常重要。如果法官律师与政治扯不清，就得不到社会的信任，因为社会有自己的判断能力。

执政党可以通过人大系统来参政执政，像新加坡这样。党在人大里面占绝大多数，但不要直接行政，不要直接干预司法。通过人大，跟政府、司法系统发生关系。在地方，很多党委书记兼任人大主任，就有这方面的考虑。执政党必须有合理的执政和参政机制。

中国要推动制度的合理化。这方面，有很多力量，但党自身很重要。党要根据社会经济条件的改变，采用合理的方式管理社会。

中国的政治发展，不光要纵向比较，还要横向比较。和改革开放之前比较，中国政治进步了很多；横向比较也一样。如果党弱化了，中国就会没有将整个国家整合起来的力量。在西方人眼里，菲律宾是自由民主国家，而新加坡是非自由民主国家，但民众会选哪一个？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很多国家的民主运转不灵，很差劲。人民都会考虑，民主会给我带来什么？

改革是各种力量互动的结果。党不能和其他力量隔离开。现在的党跟毛泽东时代的党，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尽管还是列宁主义式政党，但很多内容发生了变化。中国只能在这个结构之下寻求民主化的途径。党的优先考虑是长期执政，在这一点上，任何政党都是一样的。民主有助于执政党的长期执政，没有理由拒绝它。改革开放以来，执政党呈现出开放性。只要这种开放性是持续的，最终必然走向民主。


（本文原为2009年新加坡中国商会和东亚研究所共同主办的纪念邓小平访问新加坡三十周年纪念会上的一个讲话。原题为“中国向新加坡学习些什么？”）






结语：中国模式与思想解放

一

今年是“五四运动”九十周年。从这次运动发生的那个时代起，“五四运动”注定要成为中国现代史的主题。在此之后，中国历史的所有发展似乎都可以以不同形式和“五四运动”联系起来。无论是在政治领域还是文化领域，人们都很难想象一个没有经历过“五四运动”的中国。也正因为这样，人们对“五四运动”的解读和评价从来就没有停止过，有意识形态的解读，有政治的解读，有党派的解读，也有各种各样带着时代气息的文化解读。但无论是持肯定态度还是否定态度，各种解读都和现实中所发生的现象和所存在的问题分不开。持肯定态度的人可以从“五四运动”中找到正面的因素，而持否定态度的人也同样可以从“五四运动”中找到负面的因素。

举一个例子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大陆进入了一个倡导政治改革的时代，无论在政治领域还是在知识领域，人们都大力推崇“五四运动”的进取、改革甚至革命精神。但是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后，人们对“五四运动”就有了很不相同的看法，一些人往往简单地把这场运动和激进主义联系起来。“六四事件”之后，中国的知识界想“告别革命”，开始对革命和激进社会运动作知识反思。不久，中国领导层也正式提出共产党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变。在革命的时代，人们需要“五四运动”所体现出来的那种精神，但在和平执政年代，情况就大不一样了。既然“五四运动”是激进主义的产物，也是和革命联系在一起的，那么在今天再提倡“五四”精神就显得不合时宜了。这或许是中国大陆有关部门这些年来低调处理“五四运动”纪念日的一个主要原因。

对“五四运动”这样一场在中国现代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运动，任何轻易的结论都为时过早，政治性的结论更是站不住脚。不过，各种评价中所体现出来的态度倒也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即“五四运动”尽管已经成为历史，但仍然具有深刻的现代性。无论从“五四运动”来反思现代还是从现代来反思“五四运动”，人们都可以看到这场运动的伟大性和其深刻的历史性。

应当指出的是，“五四运动”的影响从一开始就具有全球性，影响所及包括中国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华人社会。这些华人社会，尽管同属华人传统，但从近代以来，因为历史的分叉式发展形成了不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形态，所以“五四运动”对各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不同，不同社会的华人社会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及其评价的参照价值也不同。这里没有可能涵盖“五四运动”对所有这些社会发展的影响。本文聚焦于“五四运动”的发源地，即中国大陆。但即使聚焦于中国大陆，要对“五四运动”之后中国思想领域的发展说个清楚也并不容易，这是一项庞大而严肃的任务。同样，要对“五四运动”作任何具有结论性的评价也不可能，因为对“五四运动”的评价应当具有开放性。历史是开放的，对历史的评价也应当如此。因此本文旨在讨论“五四运动”对现代中国的深刻影响及其这一运动对未来的发展意义。是为纪念。

二

“五四”时期可以说是一个思想“百花齐放”的历史时期。从很多方面来看，今天的中国也呈现出这样一个局面。尽管中国有关当局还实行学术和言论管制制度，但因为客观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的存在，各种“主义”之间的争论不时地以各种方式爆发出来。所谓的“主义”之争，就是人们都想从各种“主义”来寻找理解和解决现实问题的有效方法。民间的各种争论方兴未艾，但官方方面还是秉持着邓小平以来的“不争论”政策。尽管在实践层面，中国政府的改革开放政策具有相当的连续性和一致性，但对其背后所隐含着的意识形态或者思想背景，官方往往是作而不述。这样就导致了目前官方“意识形态衰落”的局面。

也正因为存在着这样一个局面，“五四运动”对当代的中国仍然具有现实性。从“主义”之争的视角来看，“五四运动”的一个最大特点就是没有人能够控制得了思想和观念的争论，也没有人害怕争论。“五四”时期出现了名目繁多的“主义”，但大多数“主义”很快就消失了。这些“主义”的消失并不是因为外在的压力，例如政治和行政权力，而是因为很多思想在中国找不到合适的土壤。同样，一些“主义”在竞争中生存下来并得到了发展，这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它们在中国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土壤。

今天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社会主义就是在“五四”时期和之后确立和发展起来的。在“五四”时期，社会主义为什么会成为中国占领导地位的意识形态？这和社会主义思想在当时的竞争力分不开。当时，社会主义思想没有任何政治的、行政的、法律的和经济的支持，并且经常被视为异端。但社会主义思想显然并不怕竞争，这种思想很快取得了领导权。这里有诸多因素。社会主义思想首先赢得了很多知识分子的认同，这个知识群体在传播和发展社会主义思想方面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用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概念来说，这些人就是社会主义的“有机知识分子”。社会主义思想赢得领导权，也是因为较之其他思想，它更符合中国的政治经济现实，一方面能够解释中国的现实，另一方面也能解决中国所存在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在中国，社会主义不仅是一种理论哲学，而且也是一种实践哲学。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当时的大学和学校具有思想自由竞争精神。任何思想都必须有载体，而大学和学校是最主要的思想载体。如果当时所有的大学都不能容忍相信社会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那么社会主义在中国取得领导权要困难得多。当时的大学尤其是北京大学，学校领导本身并不见得认同社会主义，但他们勇于面对、也有能力面对各种思想的竞争。

社会主义成为主流思潮是竞争的结果。从“五四”到当代，社会主义思潮及其实践本身已经经历了几个具有本身特色的历史阶段，总体来说是经过了从开放到封闭再到开放的过程。在“五四”时期，社会主义是思想开放的产物，但在其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确立为主流，变成封闭僵硬的教条。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主义再次表现为开放状态，重新获得了生命力。

社会主义在最初传入中国的时候，和当时流行的各种主义如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资本主义、民族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并驾齐驱。早期的共产主义者包括李大钊和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层选择了社会主义，是因为当时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建立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政治思潮起源于欧洲，是对原始资本主义非人道的修正，因此欧洲社会主义强调的是社会正义和社会福利。但是到了中国之后，社会主义发生了很大的转型，和民族主义结合在一起。在新中国建立以后，这种社会主义的内容并没有多大的改变。不管人们对它的评价如何，计划经济在当时是被作为一种建立独立主权国家的手段来实施的。它的重点并非个人和个人权利，而是国家力量。加上冷战等因素，领导层过分强调公有制，人为地把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区分开来。

改革开放以后，以邓小平为代表的第二代中共领导人对社会主义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毛泽东时代极端形式的社会主义产生了一个强主权、穷人民的国家。邓小平提出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口号，并实施让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的政策。在苏联和东欧国家解体以后，更是全方位地引入市场经济乃至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方式。这样做，一方面是为了搞经济建设，脱离贫穷社会主义，另一方面也是想用资本主义经济方式来冲击僵硬的政治体制对经济改革的束缚。这个时期在市场经济发展方面非常成功，也促使中国社会开始作全方位的转型。旧的体制被冲垮，但新体制的确立相当缓慢。尽管中国领导人从来就没有宣布放弃社会主义，但很多人认为，市场经济乃至资本主义经济运作方式的全方位引入表明了社会主义在中国的衰落。中国各界除了拼命追求经济利益外，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乱象，因为人们不知道社会在往什么方向发展。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主义又开始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人们已经注意到，这些年来，中国领导层正在促成中国社会各方面的转型，中国官方正式提出要建立“和谐社会”。可以说，正在出现和形成的是社会主义的一种新潮。这种新潮已经反映在很多方面。首先，在发展方向上，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基调思想。“以人为本”本来就是欧洲社会主义思想运动的内核，意在修正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诸多弊端。但在改革开放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实践表现为和“以人为本”思想的对立。直到20世纪80年代，“以人为本”还被视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主要内容而遭到批判。现在它成了指导中国社会发展的基调思想，这是政治上的一大进步。其次，在政策层面，“以人为本”把政策的重心放在社会的大多数上。在用法律手段保护新兴社会阶层的同时，重新认定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农民的利益。领导层提出的诸多新概念如“新三民主义”和“科学发展观”等，是“以人为本”理念的表现。在政策层面，领导层也开始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了追求社会公平方面。近年来，通过社会改革来确立社会制度从而达到社会公平，已经成为中国的改革大趋势。社会保障、医疗卫生、教育和环保等是政府主要努力的领域。

所以，说它是社会主义新潮是因为它不是对传统社会主义的回归，而是一种新的综合创造。它继承了传统社会主义的很多合理理念，如社会公正、以人为本和协调发展等，但使用完全不同的方法来实现这些理念。从很多方面来看，社会主义的新潮完全放弃了冷战时期苏联和东欧版本的社会主义，而类似于欧洲版本的社会主义。当然，社会主义新潮的根据是中国的社会现实。欧洲意义上的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之上的工业化在中国刚刚开始不久，加上全球化、社会流动、农民问题和阶级分化等因素，中国似乎显得更具社会主义的基础。或者说，如果不能解决占社会大多数的工人、农民和农民工问题，任何主义在中国都会难以生存。社会公正、“以人为本”等社会主义概念使得社会主义再次在中国焕发出活力。实际上，现在中国社会存在着的各派思潮如“自由主义”和“新左派”，尽管有不同的理念，但没有一个否认社会主义的核心概念。除了少数的基本教义派，各派分歧的并不是这些社会理念本身，而是实现这些社会理念的手段。

“以人为本”等新概念的提出及其新的发展手段的引入，使得中国社会主义再次具有了新的生命力。但是如何在政治层面来体现和确立人本主义制度呢？就是说，如何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政治呢？和经济领域一样，这既是一个理论问题也是一个实践问题。社会主义是一种通过人民参与政治过程来达到社会公正，实现“以人为本”价值的制度。当中国的市场经济制度已经建立和巩固之后，人们更为关注的就是政治上的民主化和社会民主制度在中国的确立。正是在民主化问题上，政府和民间的争论和分歧显现出来。

三

应当指出的是，官方努力促成的社会主义新潮并没有成为大多数中国人所认同的意识形态。相反，在很多年里，中国表现为官方意识形态的衰落和社会层面各种意识形态的崛起。也就是说，官方意识形态受到很多其他的“主义”和社会意识形态的挑战，形成此消彼长的竞争态势。

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高速经济发展导致多元社会利益。因为社会群体之间、地区之间的收入差异越来越大，多元利益很快演变成为分化社会。任何经济体在发展早期都会经历一个收入分配差异拉大的阶段。收入分配差异对一个社会的政治影响取决于该社会的接受程度。在中国，收入差异不仅从客观上说（即从基尼系数来衡量）已经超过了一般国际水平，更超过了中国社会的接受程度。很多社会阶层对收入分配不公已经从不满转向愤恨。实际上，收入分配差异及其造成的政治社会影响也是中国官员多年来关注的焦点。尽管中国政府重塑社会主义并在缩小分配差异、实现社会公平方面已经作了很大的努力，但是没有迹象表明这些努力已经遏制了收入差异的扩大。反之，因为政府还没有发展出足够有效的能力来管治资本，收入分配差异还在继续扩大。利益的分化很自然导致了意识形态层面的分化。

这里指的是中国社会层面的意识形态，就是社会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对某一种主义或者意识表示认同，而另一部分人则对另一种主义和意识表示认同。尽管官方仍然控制着中国的舆论界，但这并不妨碍各种主义的流行。今天的中国思想界在很多方面有如晚清和民国初年，各种主义一一涌现，例如所谓的“左派”、“右派”、“保守主义”、“民族主义”，还有其他各种本土培育的或者从西方进口的主义和宗教意识。意识是对社会现实的反映，各种主义在中国崛起是个常态，它们也都在以各种方式和社会支持力量相结合，寻求政策层面甚至政治层面的效应和结果。

多年来，主导中国经济改革的是新自由主义话语。新自由主义在推动中国从计划经济转型到市场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但今天的新自由主义处于一个非常难堪的局面。新自由主义促成了中国社会的分化，但没有有效的政策来改变这种局面。相反，在很多人看来，新自由主义已经沦落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工具。在另一端，一些社会阶层成为新自由主义主导下的改革的受害者或者牺牲品。他们看不到以新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改革路线的前途。近年来，一些人开始全面否定改革开放政策。他们对邓小平的改革路线开始抱怀疑态度，要求反思和纠正改革路线，因为市场化导向的改革出现了问题，而他们往往向后看。中国社会存在着的新老“左派”和被国外称为“毛泽东派”的社会团体，都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这种倾向性。当然，这里也有一些从理想出发来审视和批判现实的知识分子。

各种主要的主义都呈现出激进化的趋向。在一些情况下，各种主义都可以表现出“民粹”的特点。“民粹”往往是指社会基层被动员起来的一种状况。在今天的中国，既存在着“左派”民粹主义，其基础是社会底层和弱势群体，也存在着“右派”民粹主义，其基础是既得利益者和特权阶层。双方似乎很难找到妥协的基础，从而表现为对立。一方面，既得利益者的心态是“穷人该死”，他们动员一切尽可能的力量，在千方百计地保护既得利益的基础上再扩大利益。另一方面，底层社会层面越来越难以忍受一个越来越不公正的社会，视既得利益为“不义之财”。他们和他们的代言人当然也要动员自己的支持力量。

在这两者之间，中国的中间力量非常小而弱。中国的中产阶级本来就不大，现在这个还是弱小的中产阶级处于一个困局之中：因为财富加速从多数人手中转移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中产阶级中的少数一部分人已经通过积累财富和扩张，进入既得利益阶层，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尤其是城市居民重新贫穷化，成为新穷人阶层。尽管经济的发展在继续制造中产阶级，但目前中国的经济结构决定了中国的中产阶级不会很快成长。

执政党当然不想看到社会的激进化。官方对社会意识形态的激进化也是有相当认识的。官方在舆论和意识形态方面的控制还在继续。但因为利益的多元化，这种控制的有效性是相当有问题的。即使在执政党内部，也已经出现思想多元化的局面。这使得建立一种各方都认可的意识形态变得重要起来。很容易理解，官方的意识形态强调的是各种利益之间的妥协。尽管各社会阶层都能看到社会利益妥协的好处，但对底层社会阶层来说，在没有看到建立能够造就社会利益妥协的具体制度和政策之前，还是难以忍受现在的社会不公状态。

社会意识形态激进化已经开始表现在社会行动的一些方面。最显著的是表现在近年来的社会群体事件上。早期的群体事件由具体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所引发，参与者也更多地表现为对具体利益的争取。但是这些年来，社会群体事件开始超越经济和社会范围，具有政治性。也不可否认，一些群体事件开始由理想的概念所引导，就是说社会意识形态开始在群体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过程中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高度分化的利益不能达成妥协，那么最终可能会演变成无论是“左派”还是“右派”都不想看到的动乱局面。

四

中国社会的这种现状表明执政党要重拾“五四”精神，通过各种“主义”的竞争来确立中国的主流意识形态。与官方控制人们重回“五四”精神相反，执政党现在需要的正是“五四”那种开放竞争的精神。官方担忧思想运动的激进化可以理解，因为任何执政党都不想看到任何一种思想的激进化。但是也必须理性地来看待“五四”思想的激进化。和其他所有的思想运动一样，“五四”运动的确有其激进的一面，主要是针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激进批评。但是激进运动并不缺失其理性的一面。对执政党来说，有效的方法是通过思想的竞争来确立主流价值和意识形态，而非使用政治的或者行政的强制方式来遏制思想。这方面20世纪是有深刻教训的。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当国民党确立其统治权之后，就对“五四运动”进行批判和攻击。国民党的发展和“五四运动”分不开，但成为执政党之后，就失去了“五四”精神，在思想领域呈现出保守主义趋势。针对当时社会存在的很多问题，中国的知识界秉持“五四”精神对社会现实进行深刻的批判。执政党显然不想看到这个局面，因此动用各种手段来控制和压制知识分子。执政当局对“五四运动”的攻击因此变得不可避免。但这种做法适得其反，官方的控制反而导致了学生和知识界的更为激进化的思想和行为，因为他们相信只有通过激进化，才能解决中国所面临的深刻危机。毫无疑问，失去学生和知识界的认同和支持是国民党失败的一个关键原因。

这段历史应当仍然具有当代意义。上面已经强调过，社会主义在意识形态上的领导权就是通过“五四”运动在中国得到确立的。“五四”运动如何确立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对今天中国主流思想体系和价值的确立仍具有深刻的借鉴意义和反思意义。对执政党来说，首先必须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即“领导权”和“统治权”。根据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的说法，“领导权”和“统治权”是两个互相关联但又具有不同性质的政治概念。意识形态的领导权是以特定的意识形态通过和其他意识形态的自由竞争而得到的地位，社会成员自由选择该意识形态，自愿接受认同这种意识形态，并且在行动中受这种意识形态的引导或者指导。但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则不一样。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往往是一个政党或者政治组织在取得政权以后把自己的思想或者意识形态加于社会群体之上。意识形态确定其统治地位并不见得要通过自由竞争，而是可以通过政治的、行政的、法律的和经济的各种力量加于社会群体。意识形态的统治权尽管并不排斥领导权，但两者的区别是显然的。领导权并不包含强制性，而统治权则包含强制性。所以，一般而言，意识形态的领导权较之统治权具有更广泛的合理性和社会性。

“五四运动”中所体现出来的思想竞争精神对今天中国的思想战线仍具有参照意义。中国共产党现在是唯一的执政党，拥有坚实的统治权。因为有了统治权，一些主管思想和意识形态的官员就很少去考量甚至忽视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因为有了强大的政权基础，有了经济、社会和行政等方方面面的权力，他们往往显得霸气十足。一些人害怕竞争，也不能容忍竞争，往往是用权力来压人，用权力来解决问题。尽管这种现象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但在思想领域尤甚。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的重要性是不言自明的，每一个官员都意识到这一点，但很多官员并不想通过竞争来争取思想上的领导权，而总是想用手中的统治权来取得这种“领导权”。

要取得思想意识形态方面的领导权，而不仅仅是拥有和使用统治权，就需要思考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的定位问题。任何一个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必须拥有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政党如果不能培养自己的有机知识分子，那么其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权就很难取得，很难维持。在多党制国家，党本身只是一种组织，具有组织利益，并且和其他党派相竞争。但中国的现实是，中国共产党是唯一的执政党。在这种情况下，党的利益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加以仔细考量的问题。人们常说“党和国家的利益”，就是说，党具有本身的利益，那么党的利益是什么呢？不管党的利益多么复杂，有一点很难忽视，那就是党必须以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为归依。

就是说，党是整个社会的有机体。党依附于社会整体，而不是社会依附于党。这就决定了党的有机知识分子首先应当是整个社会的有机知识分子，反映社会的声音，代表社会的利益。党的知识分子必须是社会的一部分，来自社会，服务于社会。他们和党的其他干部是党和社会整体的有机连接点。如果知识分子尤其是党的知识分子成了某些特殊利益的代言人，那么党对思想意识形态的领导权就会出现问题。软性的领导权出现了问题，那么硬性的统治权就会显现出来。统治权使用过度，或者滥用统治权，党群关系就会呈现紧张状态。

现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层已经提出党要从革命党向执政党转型的问题，并且把提高执政能力提到政治议程上来，这具有方向性的意义。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党的转型不可避免。近年来，中共在党内民主、反腐败等方面作了不少努力，但是迄今为止，主要集中在组织和管理层面的转型，而这是远远不够的。思想和意识形态上的转型也同等重要。如果继续不容许各种思想之间展开竞争，并在此基础上融合成为社会多数所能认同和接受的社会共享价值，那么执政党在意识形态领域会继续处于衰落状态。很多年来，执政党并不缺乏一些能够增进社会大多数人的利益的政策，但因为在干部党员中间，这些政策缺少意识形态层面的理解和共识，因此不能得到他们的有效支撑，政策的执行一直是个大问题。更为严重的是，如果社会缺失共同的价值，那么社会的凝聚力也会越来越低。这样的发展趋势显然非常不利于中国的和谐社会目标的实现。

今天的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大变局。大变局产生大问题，大问题的解决呼唤思想的大解放。而思想解放也是改革开放以来各阶层一直在呼吁的。但是，如何才能真正实现思想的大解放呢？这里人们就能看到“五四”精神对今日中国的相关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所需要的是寻回“五四”，而非告别“五四”。

（本文和王赓武合著，为王赓武、郑永年主编的《中国的“主义”之争：从“五四运动”到当代》一书序言，原文标题为“寻回，而非告别‘五四’”。该书由新加坡八方文化公司200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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